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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时代内涵和实践逻辑*

余卫国

摘 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活的灵魂。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如果说从新

的实践需要出发，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

合中国具体实际，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构成

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内涵的话，那么，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动力机制和实践要求出发，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实践基础上的问题导向和理论创

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则无疑直接构成了二者结合的路径选择和实践逻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辩证关系；时代内涵；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4-0005-08

收稿日期：2023-05-06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中国道路研究”（20ZXB003）。
作者简介：余卫国，男，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南通 226019），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表达和集中

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厚

的文化滋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思

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

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

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

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12，既是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科学总结，也是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

论创新的时代要求和必由之路，更是近年来学

术理论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重大议题。不过，

从目前讨论来看，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理论视域出发，问题主要集中在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演进过程、时代内涵和理论意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的内在契合性

等几个大的方面。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深入

研究，对于全面准确把握其时代内涵和实践逻

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无论是

在时代内涵的理解上，还是在实践路径的选择

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研究空间。为此，本

文拟以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有关论述为指导，从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理

论视域和实践要求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和辩证

关系的深入辨析为切入点，力求从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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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着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内涵和

实践逻辑等问题试作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科学内涵及其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科学内涵及其辩证关系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研究

中的基本问题，也是目前研究中具有根本性意

义的重要问题。其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因为这

不仅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两个概念科学内涵的理解问题，而

且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路径选择问题。另一方面因为

从目前讨论来看，学者们或者从“体用关系”的

定位出发，认为其实质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落地、扎根，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或者

从“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出发，认为

其实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3］；

或者从“过程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二者之间是

“适应”“鉴别”“激活”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

“普遍”与“特殊”的关系［4］。那么，究竟何谓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何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者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

首先直接面对和科学回答的基本问题。

何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目前讨论来

看，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5］；或认为是经过实践检

验，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根本立场和

根本原则的理论［6］；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

理论中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

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4］。这些

讨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

的分歧。其分歧不仅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念的理解上，而且体现在对“三个组成部

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的关系的理解上。从“三个组成部

分”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无

疑是更为基本的原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实质和核心，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努力实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础上，

为努力构建能够解决中国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

题的中国方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

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何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目前讨论来

看，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其主

要是指能够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经过实践

反复检验一直延续至今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

和核心价值，这不仅包括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

文化，而且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狭

义上说，其主要是指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

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这一命题提出的历

史语境和叙事逻辑来看，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主要是指狭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之所

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和

绵延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且是具有民族性

和世界性、历史性和现代性、实践性和人民性、

创造性和开放性的文化形态；其次是因为其作

为中国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因，既是

文化自信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更是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文化沃土和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只有始终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才能为实

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和深度融合提供充分而必要

的前提和条件，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境界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丰厚的历

史文化资源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既是目前研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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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问题，更是目前研究中迫切需要理清的基

本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

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关系，既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基本原理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

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

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及其所蕴含的

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关系，更是坚

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关系。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指导和被

指导、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而且是在新的实践

基础上交融互动的辩证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这种交融

互动的辩证逻辑关系的成立，以指导和被指导、

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为前提和条件，以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

创新发展为指向，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相互转化，两者是相得益彰的辩证逻辑

关系。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充分证明，只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才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思想

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及其所蕴含的宇宙

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等问题有

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也才能为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和

群众基础。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世

界性和开放性决定的，更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12

决定的。这就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提供了历史的必然性。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内涵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历史“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

理的过程”［1］11，是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规律性认识，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

涵和新的实践路径的历史，更是从“一个结合”

到“两个结合”的创新发展历史，是实现从最初

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

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7］，到“运用

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

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

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8］，

再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

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

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牢牢扎根”［1］12 的时代升华和历史性飞跃的历

史。但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和命题中究竟蕴含

着怎样深刻的时代内涵？事实上，要对这一问

题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客观上要求

我们必须对这一思想和命题提出的实践基础、

目标指向和精髓要义等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刻的

理解和认知。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基础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9］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思想和命题，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大会上的明确提出，到十九届六中全会的确立，

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系统论述；从对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般性理解到对基本原理中所

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的坚持和运用、创新和发展，不仅遵循着从

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认识论逻辑，而且更遵

循着其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

逻辑；不仅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更有着坚

实的实践基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契合性直

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条件和文化基础的话，那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创新实践则直

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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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基础和动力机制。如果说在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民族化的双重变奏，特别是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

识形态、两种价值观和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激

烈博弈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努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和弘扬人类共同价值的创新实践，直接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之所以必要和可能的话，那么，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

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创新实践，则

无疑直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所以必要和可能的内生动

力。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充分证明，只有从新的实践需要出发，始终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才能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

内涵，为实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升华

奠定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目标指向

目标决定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成

败。如果说目标指向作为其时代内涵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全面准确把握其实践路径的本质性

要求的话，那么，对目标指向的追问，就不仅仅

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具有引领作

用和方法论意义的实践问题。那么，其目标指

向究竟何在？对此，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

维度，也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如果说其

终极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性目

标是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

纪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其具体目标则无疑就

是要努力构建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

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方

法论”［10］。具体来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

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为

指导，从中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按照立

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关怀

人类的前进方向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法

论原则，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夯实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

础，才能为实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升

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开辟广阔的发展道路，

也为构建符合中国具体实际，能够解决中国的

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的中国人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精髓要义

历史地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及新的实践

基础上明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作为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不仅具

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明确的目标指向，而且具

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那么，其中究竟蕴

含着怎样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髓要义

呢？从目前讨论来看，这里不仅涉及对“结合”

概念的理解问题，而且更涉及“结合”什么和为

何“结合”的问题；不仅涉及这一“结合”的可能

性问题，而且更涉及究竟应当如何“结合”的问

题。那么，究竟何谓“结合”？从党的二十大报

告的有关论述来看，所谓“结合”，主要有两重含

义：一是指“贯通”，二是指“融通”。具体来说，

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

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1］12。如果说这直接

构成了这一“结合”的基本内涵的话，那么，蕴含

在其中的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就是要在全面

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精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主张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前提

下，努力构建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

类问题的中国方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具体来说，其一，就是要从新的实践需要出

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蕴含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认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

的地位和作用，就是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观念，及

其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为

实现二者的“贯通”与“融通”提供充分而必要的

前提和条件；其二，就是要始终坚持用中华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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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及

其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丰

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

克思主义，“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

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

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

根”［1］12，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目标指向和实践要求，更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以上两个方面既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又相互转化、相得益彰，不仅

直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内涵，而且直接构成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理论形态和研究范式。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逻辑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逻辑问题既是目前研

究中的根本问题，也是目前研究中最具有理论

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不过，从

目前讨论来看，或认为就是要自觉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反对

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错误倾向，以时

代问题为中心，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

断推进相结合的进程［11］；或认为就是要用马克

思主义真理力量，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不

断增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自觉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12］，虽然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也存

在系统性不足的严重缺陷。事实上，要在实践

逻辑问题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客观上要求我

们必须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对这一“结合”的动

力机制、实践要求和路径选择等问题给予全面

系统的梳理和阐释。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动力机制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构要素及其

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的深度解析和学理建构，

既是全面准确把握其时代内涵、思想精髓和活

的灵魂的前提条件，更是全面准确把握其实践

要求和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而这不仅涉及这

一“结合”系统的结构要素问题，而且涉及这些

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方式问题。如

果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直接构成了这一

“结合”的主体性要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直接构成了这一“结合”的客

体性要素，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具体实际，能够解

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

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构成了这一

“结合”的基础性要素和目的性要素的话，那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创新实践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

德精髓和核心价值及其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

观、社会观、道德观，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具体实

际，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

中国方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则不仅直

接构成了这一“结合”的结合点和结合方式，而

且直接构成了这一“结合”之所以必要和可能的

内在根据和动力机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

及其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

努力构建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

问题的中国方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既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

要求和前提条件，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

命和责任担当。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要求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实践要求的深刻揭示，是路径选择

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而事实上要对其实践

要求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在客

观上要求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这一“结合”在继

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内涵和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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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要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

心价值及其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

道德观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唯有如

此，才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为不断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充分且必

要的前提和条件。

其一，就是要充分认识这一“结合”在不断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创新实践中的地位和

作用。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马克

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

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

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11-12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充分证

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

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

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才能“作

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

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

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才能“不断赋予科

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12。

其二，就是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

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12。习近平总书记在

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进一

步强调指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全

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领

会‘两个结合’、‘六个坚持’，正确认识把握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13］。之

所以如此，首先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

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

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

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

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

根本所在”［1］11。其次就是因为其本身就是运用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在这一“结合”的创新实践中，科

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

问”的创新理论成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

有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

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和精

准的认知，才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也才

能为构建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

问题的中国方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提

供充分而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其三，就是要以“六个坚持”为指导，深入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

核心价值观念及其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

会观、道德观，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坚持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相契合、相

融通、相贯通提供充分而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六个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

“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

念”“坚持胸怀天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两个结合”的实

践路径的时代性拓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

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把握好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

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12的本

质要求和根本遵循，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和精神动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优势，是我们在

世界文化风云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历史根基，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动力，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沃土和丰厚滋养。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充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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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树只有植根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沃土，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只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相契合、

相融通、相贯通，才能为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

信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才能为坚持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

动力。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路径选择问题是目前研究中的重要问

题，更是我们必须直接面对和科学回答的根本

性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的动力机制和实践要求来看，在

实践路径的选择上，就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其一，就是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

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

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

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倡导者、实践者和

领导者。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

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本质要求。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充分发挥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就是要充分

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统领全局的核心作

用；就是要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切入点，切实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就是要从国家整体安全观出发，坚守底线思维，

弘扬斗争精神，坚决防止和抵制各种形式的非

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

侵蚀与文化观念的渗透，不断提高应对各种风

险考验和挑战的能力，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强有力的政治

保障和制度支撑。

其二，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基础上

的理论创新。“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

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13坚持问题导

向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既是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动力和机制。“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

新也没有止境。”［1］12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基础

上的理论创新，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

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

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

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

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

论指导新的实践”［1］13；就是要以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创新实践为中心，着眼于马

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眼于中国

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建构。具体来说，

就是要坚持以现实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为切入点和结合点，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创新实践为切入点和结合点，以弘扬人类共同

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创新实践为切入点和结合点，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

心价值，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新形态和中国

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提供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和理论空间。

其三，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具体来说，

就是要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家庭

教育和国民教育相结合，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实践相结合，同文化建设相结合，同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相结合。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文化事业是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

两种价值观和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激烈博弈竞

争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既是切实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开发和利

用的内在要求，更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社

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内

在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内涵和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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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表明，只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理

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

挥人民群众在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坚定历史自信

和文化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的主体地位和巨大历史作

用，才能从根本上留住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才

能在延续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开拓前

进，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奠定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和群众基

础，才能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也才能为

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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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Logic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Yu Weiguo

Abstrac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namel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re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and living soul of Marxism.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root” and“soul”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 provides rich nourishmen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f starting from the needs of
new practice, we make efforts to build a Chines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that are in line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y and could solve Chinas problems and provide Chinese solutions to human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excav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moral essence and core value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directly constitute the era connotation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n, Starting from the driving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e must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dhere to problem-oriented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practice, and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which undoubtedly constitutes the path choice and practical logic of combination of the two.

Key word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dialectical relationship；the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pract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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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所记载黄帝“淳化”“虫蛾”成就，显示了早期文明进程中丝绸生产的意义。

而“嫘祖为黄帝正妃”，“嫘”的文字学分析，所谓“细丝曰糸”反映了蚕桑业的发明。黄帝事迹，其中有“嫘祖”的

表现。《礼记》关于“先蚕”纪念的礼俗，体现当时对这种产业开创功绩的尊重与崇敬。现在看来，黄帝“淳化”“虫

蛾”成就作为帝业基础与文明标志，有嫘祖之功的因素。后世“先蚕”“蚕神”名号，亦体现了黄帝、嫘祖在丝绸史

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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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化基因的渊源与演进”（20@WTC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汉代丝绸之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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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子今，男，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陕西西安 710127），“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
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当前学界关注丝绸之路研究，而丝绸之路

史的考察，不能忽略丝绸生产的历史源头。轩

辕氏帝业，有“淳化”“虫蛾”成就作为基础之

一。《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记载：“嫘祖为黄帝

正妃。”［1］10分析“嫘”的字义，注意“细丝曰糸”的

解说，可以追溯蚕桑业的早期发明。考察与“嫘

祖”相关的传说，有益于对早期生产史中“织作”

技术发明认识的深入。历代“后妃”“亲蚕”“劝

桑”礼俗制度，体现了对嫘祖的光荣纪念以及对

嫘祖事业的继承。这一传统的形成，与黄帝、嫘

祖崇拜有密切的关联。

一、黄帝传说的“淳化”“虫蛾”情节

黄帝首要的成功表现在于武功。《史记》卷

一《五帝本纪》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

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

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1］3

黄帝又战胜炎帝，“禽杀蚩尤”。然而，除了战功

与“治民”成就而外，黄帝在生产发明与经济管

理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时播百谷草木，淳化

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

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1］6其成就包括农耕生

产、矿业开发，以及更为全面的资源开发与利

用。其中“淳化鸟兽虫蛾”，“淳化鸟兽”自然是

指家禽家畜的驯化，而“淳化”“虫蛾”应是说对

于有益昆虫资源的探索和利用。

《史记》形容人物有“蜂准”“蜂目”的说法，

体现了对“蜂”的形貌观察；所谓“蜂起”“蜂午”

“蜂出”，则显现对“蜂”的习性观察，都备极具体

细微。以“蜂”形容兵锋，也是汉代语言习惯。长

沙马王堆 3号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可见

“蜂卵”入药，又明确有体现使用“蜜”的文字，说明

当时人们对“蜜”的食用价值是非常熟悉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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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知道蜂蜜利用的起始时间，在上古时

代的哪个阶段。而考古发现显示，早在新石器

时代，黄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创造者已经开始利

用“蚕”这种昆虫的生存特性织造丝绸。考古学

者发现了蚕茧的遗存，以“蚕”为表现对象的工

艺制作的模型也有实物遗存出土。

《史记》卷二《夏本纪》引《禹贡》关于“沇州”

形势的介绍中，说到早期蚕桑生产的繁荣：“桑

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其贡漆丝，其篚

织文。”［1］54裴骃《集解》引孔安国的说法：“大水

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蚕。”“地宜漆林，又宜桑

蚕。织文，锦绮之属，盛之筐篚而贡焉。”［1］55关
于“青州”形势，《禹贡》写道：“厥贡盐 ，海物维

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为牧，其篚酓

丝。”裴骃《集解》引孔安国说：“ ，细葛。”“酓桑

蚕丝中琴瑟弦。”司马贞《索隐》：“《尔雅》云‘檿，

山桑’，是蚕食檿之丝也。”［1］56也涉及蚕丝生产

的经验。《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写道：“正月上

甲，风从东方，宜蚕。”［1］1342这可以看作《史记》中

有关蚕桑业的直接记录。考古发现获得的信

息，还要早得多。

二、考古发现早期蚕桑生产
实证之一：蚕茧

考古发现的桑蚕茧和早期丝织品遗存，对

于认识、理解并说明“淳化”“虫蛾”的伟大发明，

提供了可靠的文物实证。

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中得到“最

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

壳”。发掘者指出“这意义很重大”，虽然未可根

据这样“一个孤证来推定中国新石器时代蚕业

的存在”，但是“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

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李济写道：

“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

化的一个指数”，“单说这夏县丝业存在的原故，

也值得我们过细地考求一番。”［3］138这一发现在

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考古学·新石

器时代卷》肯定了这一发现的价值，“仰韶文化

中期约公元前 3800年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

出土有经人工割裂的半个茧壳，可能是食桑叶

的野蚕结茧”。研究者认为，这一发现符合蚕丝

业技术史的知识。“参考中国民族志材料，在未

掌握缫丝抽取茧丝长纤维之前①，对茧丝的简单

利用方式中，就是要剪开蚕茧，或直接利用其丝

絮，或经撕松捻丝打线以供绣花边、织腰带之

用。西阴村出土茧壳经人割裂当非偶然所为，

可能正反映了先民在早期阶段对桑蚕丝的一种

原始利用的方式。”［4］789夏县西阴村出土蚕茧透

露的技术史信息，体现了蚕丝业的原始性。

田自秉《中国染织史》曾经指出这一考古资

料所反映的最早的育蚕技术的发明。“一九二六

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仰韶遗存中，曾发

现有半个人工割裂的茧壳②，这说明当时已懂得

育蚕。”［5］5西阴村的发现“表明五千多年前，我们

的祖先已经知道利用蚕茧”［6］1。罗瑞林等《中国

丝绸史话》介绍了中外学者对这枚蚕茧性质认

知的分歧，指出有人怀疑其真实年代，以为“切

割的部分”“极其平直”，当时不大可能具备这样

的工具。也有人认为这枚蚕茧与现今长江流域

桑树上的野蚕桑蟥的茧非常相似。也有学者根

据其纹路致密判断，这正是家蚕完全驯化成功之

前的原蚕茧，而并非桑蟥茧［7］4-6。李济已经明确

指出：“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

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

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

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

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3］138对于学界种种

“质疑”，有学者指出，后续“山西南部涑水河流

域”仰韶文化遗存多项考古发现提供的综合信

息，“也坐实了西阴遗址蚕茧的可信度”③。

据日本学者布目顺郎对李济西阴村发现蚕

茧的测定，原茧长 1.52 厘米，茧幅 0.71 厘米，茧

壳被割去部分约占全茧的 17%④。

三、考古发现早期蚕桑生产
实证之二：蚕茧蚕蛹模型

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蚕茧以及蚕蛹的模型

也有发现。

山西夏县师村遗址 2022年发掘出土“距今

6000余年的仰韶文化早期的石制蚕茧”。据报

告，该遗址出土仰韶文化早期石制蚕茧 2枚，应

是早期蚕桑生产的又一实证。同出石雕蚕蛹 6
枚，陶制蚕蛹 1枚，也是同一性质的发现。据发

掘者介绍，2022年度，这里还发现了很多“形态

很小的‘石球’，其形制和蚕卵极其相似”。主持

发掘的考古学者认为，“我们分析这些形如蚕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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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球’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对蚕的生命充满兴

趣和崇敬，有意加工制作而成”。考古学者判

断，出土地点“很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活聚

落，而是一处位于某大型生活聚落旁，专门以养

蚕缫丝为主的原始手工业作坊区域”。如此或

许可以推知当时蚕桑业的生产规模已经相当可

观，生产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至少以为相关收

获“为研究中国古代养蚕缫丝技术的起源提供

了重要线索”的认识是可以成立的⑤。“经实验室

测试鉴定，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中发现了一

定比例的桑科花粉，很可能与先民们养蚕缫丝

有关。”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距今 6000年以

前，黄河中游的先民们崇尚桑蚕，很可能掌握了

养蚕缫丝技术。”⑥

山西闻喜上郭遗址编号为H50的圆形半地

穴式房址中，“在①层里出土一枚石雕蚕蛹”，地

层判定“属于仰韶晚期偏早阶段，约为距今 5200
年前后”。然而考古学者推断，“这枚蚕蛹，不排

除是更早的西阴文化混入仰韶晚期的”可能。

结合“1960年芮城西王村出土一件仰韶文化晚

期的‘蛹形陶饰’”，研究认为，“以蚕茧、蚕蛹组

成的丝织业为突破口”，有益于说明“山西南部、

陕西东部、河南西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⑦。沿

循这样的思路，2019年至 2020年河南灵宝川口

乡城烟村南发掘的仰韶文化早期东庄类型遗址

“发现一枚石雕蚕茧”⑧，当然也是重要的发现。

四、考古发现早期蚕桑生产
实证之三：丝织品遗存

李仁溥在《中国古代纺织史稿》中写道：“一

九五八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文化遗

存中发现的丝织品，包括绢片、丝带和丝线等，

经过鉴定，原料是家蚕丝。作为丝的表征是经、

纬丝粗细相仿，纤维表面有茸毛状和微粒状结

晶体，呈灰白色或白色透明状。成为线的由十

多根粗细均匀的单丝紧紧绞捻在一起，保存的

织品有尚未炭化而呈黄褐色的绢片和虽已炭化

仍保有一定韧性的丝带和丝线。绢片是平纹组

织，经纬密度每厘米四十八根。这些事例证明，

我们的祖先约在五千年前，就已在我国黄河流

域和长江流域养蚕织绸了。”［5］5田自秉《中国染

织史》指出，钱山漾出土“一批四千七百年前的丝

织品”，“表明当时的丝织技术已有一定水平”［6］1。

钱山漾的考古发现⑨，是丝绸史研究的重要收

获。也有学者指出，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

址发现了“蚕丝蛋白残留物”，“取得了一系列我

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丝类残留物的证据，将中国丝

绸出现的考古学证据提前近 4000年”。在河南

灵宝川口乡城烟村南仰韶文化东庄类型遗址除

“石雕蚕茧”外，还“在瓮棺葬中发现可能存在的

丝绸遗存等”。河南渑池仰韶遗址 2020年 8月开

始的第四次发掘，考古学者“在仰韶晚期和龙山

时期人骨土样样品中检测到丝绸残留信息”⑩。

我们还看到如下对比较可靠的考古资料所

作出的概括性总结：“至仰韶文化晚期约公元前

3500年的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发现有炭化蚕桑

丝织物，是经缫丝形成的长丝束织造出平纹组

织的‘纱’（纨）和绞经组织的‘罗’两种织品，后

者还经染成绛色。这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

的丝织品实物遗存，表现出缫、织、染三者具备

的丝织工艺已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4］789，［8］研
究者的如下判断应当说是比较准确的，继麻织

品应用之后，“考古发现了桑蚕茧和丝织物遗

存，可见先民还懂得利用昆虫的吐丝纤维以制

成较高级的产品。中国丝织品的出现，是史前

纺织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也是一项具有世界

意义的伟大发明”［4］789。借助相关信息理解司马

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有关黄帝“淳化”“虫

蛾”的记载，可以获得比较真切的历史认识［9］。

五、考古发现早期蚕桑生产
实证之四：蚕的文物形象

蚕的图像表现，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已经发

现。1959年江苏吴江梅堰出土黑陶器“有活泼

流利的蚕的纹样”。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

址出土骨器上刻有“形态逼真的四条蚕纹”。新

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早期蚕的模型，有 1921年

辽宁沙锅屯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长约数寸的

大理石蚕形饰物”［7］7，东北辽宁与内蒙古交界之

处的红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许多玉蚕。
河南巩义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牙

雕蚕，推定应是野猪牙雕制。此件牙雕蚕的年

代，距今已经 5000年左右。在巩义双槐树遗址

现场，考古工作者并没有发现丝绸残件。然而

在附近的青台、汪沟遗址，却发现了仰韶时代的

丝绸遗物。丝绸的保存，有多方面的困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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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家认为，巩义双槐树遗址有可能也存在丝

绸，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完全腐坏而踪迹全

无。这件蚕形牙雕制品，长 6.4厘米，宽不足 1厘

米，厚度 0.1厘米。以这一件牙雕蚕作为对象，

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2022年 3月，在闻喜上

郭遗址又出土了一枚石雕蚕蛹。
雕制的蚕的模型，在出土文物中比较常

见。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地出土玉蚕 16件，玉蚕

形器 1件。丰镐遗址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蚕

19件，此外还有串饰中的仿蚕形部件。正如有

的学者所说：“作为丰京遗址内的张家坡西周墓

地，其墓内陪葬大量玉蚕，足以说明西周统治者

对种桑养蚕本业的重视。”［10］也有学者指出：“岐

山、扶风西周奴隶主贵族墓葬中也发现用众多

的玉蚕随葬，足见当时对蚕的珍爱和重视。”［11］

较高等级墓葬出土蚕的文物形象，体现了蚕桑

业是受到社会上层密切关注的产业，这首先与

富贵者服饰使用丝绸的消费主题相关。

正因为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蚕的文物形式

或作装饰，或作标记，或有其他文化象征意义，在

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时代美学价值。而文物发现

所见蚕的造型，在精神层面又往往是富贵的表

现，很可能也是逐富、炫富心理的物化存在。

以蚕形物随葬，后来在较高社会层次中成

为风习。春秋时期齐桓公墓西晋时被盗墓者发

掘，发现大量随葬“金蚕”。《史记》卷三二《齐太

公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齐桓公

墓在临菑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

名牛首堈，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

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

中，得金蚕数十薄，珠襦、玉匣、缯彩、军器不可

胜数。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1］1495又《后汉

书》卷六五《张奂传》李贤注引陆翙《邺中记》：

“永嘉末，发齐桓公墓，得水银池金蚕数十箔，珠

襦、玉匣、缯彩不可胜数。”［12］2144元人杨奂《山陵

杂记》：“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

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一所三坟。晋永嘉

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

经数日，乃牵犬入。中金蚕数十簿，珠襦、玉匣、

缯彩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骨肉狼籍。”［13］

笔者对于“水银池”有所讨论。而所谓“金蚕数

十薄”“金蚕数十箔”“金蚕数十簿”，则是与蚕桑

业生产与丝绸消费有关的历史文化遗存。

汉代相关遗存，有陕西石泉出土的“金蚕”

实物。西北大学贾麦明发现的一件汉代“金

蚕”，应当是同类随葬物的代表性标本。这一

现象，或许与汉代嫘祖传说载入典籍有关。关

于石泉发现的“金蚕”，有学者指出，鎏金铜蚕

“以红铜铸造，然后施以鎏金”，“体态为仰头眠

或吐丝状”［14］。“仰头”形态，或许与“蚕神”形象

所谓“蚕神曰马头”有关。民间“马头娘传说”

和“蚕马故事”，也可以引为参考。

六、“蛾”“蚁”辨正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淳化鸟兽虫蛾”，

司马贞《索隐》：“为一句。蛾音牛绮反。一作

‘豸’。言淳化广被及之。”张守节《正义》：“蛾音

鱼起反。又音豸，豸音直氏反。蚁，蚍蜉也。《尔

雅》曰：‘有足曰虫，无足曰豸。’”［1］9

李学勤在关于炎黄文化的论述中涉及“淳

化鸟兽虫蛾”。他指出：“如不少学者在讨论炎

黄文化时所说的，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

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

《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

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

明形成的一种标志。”“本纪所说黄帝，‘迁徙往

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尚有部落时代的遗

风，而设官置监，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幽明

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

鸟兽虫蛾（蚁），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又表现出早期

文明的特点。”［15］《史记》“淳化鸟兽虫蛾”，李学

勤写作“淳化鸟兽虫蛾（蚁）”，这是有根据的。

《楚辞·天问》：“ 蛾微命，力何固？”王逸注：“言

蛾有蠚毒之虫，受天命负力坚固。屈原以喻

蛮夷自相毒蠚，固其常也。独当忧秦吴耳。一

作蜂蚁。”洪兴祖补注：“蛾，古蚁字。”［16］《史记》

卷一《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

关于“蛾”的读音，“蛾音牛绮反”和“蛾音鱼起

反”，都接近“蚁”。汉末黄巾暴动，“时人谓之

‘黄巾’，亦名为‘蛾贼’”，“蛾贼”就是“蚁贼”。

李贤注：“蛾音鱼绮反，即‘蚁’字也。”［12］2300

《说文·虫部》中“蛾”字和“螘（蚁）”字前后

相邻：“蛾，罗也。从虫，我声。”段玉裁注：“蛾罗

见《释虫》。许次于此。当是螘一名蛾。古书说

蛾为 者多矣。蛾是正字，蚁是或体。许意此

蛾是螘。”段玉裁又写道：“《䖵部》之 是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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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有别。郭注《尔雅》蛾罗为蚕 。非许意

也。《尔雅》螘字本或作蛾，盖古因二字双声通

用。要之本是一物，非假借也。”许慎说：“从虫，

我声。”段玉裁注：“五何切，十七部。今音则鱼

绮反。在十六部。”《说文·虫部》又说：“螘，

也。从虫，豈声。”段玉裁注：“俗作蚍蜉。非是，

今正。《蟲部》曰： ，大螘也。析言之也。浑

言之则凡螘皆曰 。《尔雅》：蚍蜉，大螘。小

者螘。亦是析言。”［17］666如果说“蠚毒之虫”，则

“ 蛾”之“蛾”，自当理解为“蚁”。黄巾军往往

并携“老弱”“妇子”，“男女”同行转战，所谓“蛾

贼”应即“蚁贼”。

看来，确有“螘一名蛾”之说，或说“蛾是正

字”，“蚁是或体”。而“蛾”“蟻（蚁）”字形比较，

也可以理解文献所见“蛾”即“蚁”的情形。

不过，《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淳化鸟兽虫

蛾”的“蛾”，不可能是“蚁”或“蚍蜉”。既言“淳

化”为人所用，只能是“蚕”的生命过程中的一种

形态——“蛾”，即“蚕 ”。“蚕 ”也就是“蚕

蛾”，是蚕出茧之后产籽时的状貌。它在其生命

的终点，又生产了延续生命的卵。《说文·䖵部》：

“ ，蚕匕飞虫。从䖵，我声。”段玉裁注：“匕，各

本作化。今正。匕者，变也。蚕吐丝则成蛹于

茧中。蛹复化而为 。按此 与《虫部》之蛾罗

主谓蚁者，截然不同。而郭氏释《尔雅》蛾罗为

蚕蛾，非许意也。”［17］674司马迁在《史记》中基于有

关“蚕蛾”的蚕桑业生产知识，将相关历史记忆表

述为文字是合理的。

《天问》言“ 蛾微命，力何固”，注家给予涉

及民族政治的解说，王逸“以喻蛮夷自相毒蠚，

固其常也”以及“独当忧秦吴耳”的引申，或许并

非屈原本意。其实，“蜂”和“蚕”都是与当时社

会生活关系最密切，给予人类衣食利益的昆

虫。对于“ 蛾微命，力何固”，也许可以作另外

的解释。对于《天问》此说，有的研究者以为难

以明确解读。明人汪瑗《楚辞集解》说：“此章之

义未详，当阙。”清人戴震《屈原赋戴氏注》就此

不作解说。毛奇龄《天问补注》也说：“此章之

义未详，当阙。”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三说：“以

上未详，当时稗官所记，今亡考矣。”王闿运《楚

词释》卷三说：“谓此有故事，不可强说。”他们

都不赞同王逸的解释。《文选》卷一三祢衡《鹦鹉

赋》：“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李善注：

“《楚词》曰：蜂蛾微命，力何固。”李善对“《楚

辞》曰：蜂蛾微命，力何固”的理解，与祢衡《鹦鹉

赋》“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近义，应当

并不赞同王逸的注解。如果不涉及“ 蛾有蠚

毒之虫”之解，则“ 蛾”即“蜂蛾”，应当就是指

“蜂”和“蚕”这样的形体微小、生命短暂，虽“轻

鄙”“陋贱”却“力”“固”以奉献人类社会的有益

的昆虫。

七、“黄帝正妃”“嫘祖”与“嫘”的字义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

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1］10张守节《正

义》：“一作傫。”《五帝本纪》还写道：“嫘祖为黄

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

就《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嫘祖”，《古今姓

氏书辩证》卷三“嫘”条写道：“《元和姓纂》曰出自

西陵氏女嫘祖，为黄帝妃，后世以嫘为氏。”［18］47

前引《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言“嫘”“一作

傫”。“嫘祖”即“傫祖”。《五帝本纪》“嫘祖”，《艺

文类聚》卷一五引《汉书》作“累祖”［19］。《古今姓

氏书辩证》卷三“纍”条：“《风俗通》曰：嫘祖之

后，或为纍氏。谨按《左传》晋七舆大夫有纍

虎。”卷四“西陵”条又写道：“西陵，古侯国也。

黄帝娶西陵女为妃，号曰‘嫘祖’。《元和姓纂》

曰：《世本》春秋时有大夫西陵羔。”［18］66《集韵》卷

一《平声一·东》：“纍，缧，伦追切。《说文》：缀得

理也。一曰大索。一曰不以罪死曰纍。或作

缧。文四十五：絫，十黍为累，一曰十丝纝。”

嫘、傫、累、纍、絫、缧、纝，虽字形不同，皆从

“糸”。《说文·糸部》：“糸，细丝也。象束丝之

形。凡糸之属皆从糸。读若覛。”段玉裁注：“丝

者，蚕所吐也。细者，微也。细丝曰糸。糸之言

蔑也，蔑之言无也。”对于“象束丝之形”，段玉裁

解释说：“此谓古文也。”“古文”“小篆”不同“则

有增益”［17］643。我们看到，“嫘祖”之“嫘”及其他

异写形式，都源自“糸”的多种变化。“嫘”之字源

与“丝”“细丝”有密切的关系［20］。

八、“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
以供衣服”与“先蚕”崇拜

在丝绸生产重心地区的民间信仰世界中，

曾有不同形式的“蚕神”崇拜。《湖蚕述》卷四《董

蠡舟乐府》中《赛神》一篇，说“蚕神”礼拜：“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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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酬神惠，牲醴蠲洁恭报赛。”“孙言昨返自前

村，闻村夫子谈蚕神。神为天驷配嫘祖。或祀

菀窳寓氏主，九宫仙嫔马鸣王，众说纷纶难悉

数。翁云何用知许事，但愿神欢乞神庇。年年

收取十二分，神福散来谋一醉。”［21］清人吴省钦

《乾隆五十九年浙江乡试策问》：“蚕神或以为嫘

祖，或以为菀窳夫人，或以为寓氏公主……”也
说到“蚕神”形象的多样状貌。

有说嫘祖“南朝宋以后被奉祀为‘先蚕’（蚕

神）”者。其实，“先蚕”名号出现很早。《续汉

书·礼仪志上》：“（仲春之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

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虽有“蚕神”为“菀窳

夫人、寓氏公主”的说法，但早有学者注意到

“蚕神”与“嫘祖”的关系。清人冯浩《蚕神说》写

道：“神农氏世衰，黄帝轩辕氏代之，蚕事乃兴。

黄帝娶西陵女为正妃，是为嫘祖。”“夫蚕肇自轩

辕，蚕织妇人之事。意必正妃主之，尊为先蚕实

宜。”［22］

有丝绸史研究者说：“嫘祖始蚕之说，初见

于宋代罗泌《路史·后记五》。”《路史》卷一〇
《后纪一》中《禅通纪·太昊纪上》：“化蚕桑为穗

帛。”注曰：“《黄帝内传》云：黄帝斩蚩尤，蚕神献

丝，乃称织维之功。”《绎史》卷五《黄帝纪》有：

“《黄帝内传》：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

之功。”［23］

如果注意“嫘祖”之“嫘”的字义，就应当承

认“嫘祖始蚕”之事的合理性。民国《中部县志》

中《黄帝本纪》（《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注疏）

有涉及“嫘祖与蚕桑”的内容。文中写道：“按：

〔路史疏仡纪〕命西陵氏劝蚕稼。（未知所本。《黄

帝内传》云：‘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

之功。’已见前万项‘与蚩尤战’疏。今俗蚕神率

奉嫘祖，于古籍难征矣。然民国十五年山西夏

县西阴村发掘新石器遗址，藏有蚕茧半枚，可证

发明时代极早。）”虽然“今俗蚕神率奉嫘祖，于

古籍难征矣”，然而诸多体现“嫘祖始蚕”认识的

说法，都应予重视。《中部县志》执笔者重视西阴

村蚕茧的发现，是难能可贵的。

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一《蚕桑》引王

祯《先蚕坛序》曰：“先蚕，犹先酒、先饭，祀其始

造者。坛，筑土为祭所也。黄帝元妃西陵氏始

蚕，即先蚕也。”又写道：“按：黄帝元妃西陵氏曰

嫘祖，始劝蚕稼。月大火而浴种，夫人副祎而躬

桑，乃献茧，称丝织纴之功，因之广织，以供郊庙

之服。《皇图要览》云：伏羲化茧，西陵氏养蚕。

《淮南王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24］

对于“先”的尊重，体现出古来崇尚发明的科学

精神。

九、“嫘祖”形象与“后妃”“亲蚕”
礼俗制度

与黄帝“淳化”“虫蛾”成就有关，蚕桑业早

期发展的功绩应当归于嫘祖。而礼俗制度“后

妃”“亲蚕”“劝桑”传统也应当看作相关联的历

史文化现象。

西汉人谷永说：“皇后桑蚕以治祭服，共事

天地宗庙……”［25］嫘祖，正是黄帝正妃，即与黄

帝“共事天地宗庙”的合作者。《后汉书》卷六二

《荀悦传》：“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帝耕籍

田，后桑蚕宫……”李贤注：“《礼记》曰：‘季春之

月，后妃斋戒，亲东向桑，以劝蚕事。’”［12］2059《续

汉书·礼仪志上》有“先蚕”条：“是月，皇后帅公

卿诸侯夫人蚕。”［12］3110《晋书》卷八七《李士业传》

记载，“后宫嫔妃”“身劝蚕绩”。《晋书》卷一一三

《苻坚载记上》：“亲耕藉田，其妻苟氏亲蚕于近

郊。”［26］《宋书》卷四一《后妃传·孝武文穆王皇

后》：“爰诏六宫，亲蚕川室。”［27］《隋书》卷二二

《五行志上》：“王后亲蚕以供祭服，敬之至也。”［28］

可见“后妃”“亲蚕”“劝桑”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常规事务。

对于上文说到的陕西石泉发现的鎏金铜

蚕，有学者以为与“皇后亲蚕”制度有关：“石泉

发现的鎏金铜蚕，应是来自高等级的汉墓，它

是墓主人参加皇后亲蚕礼的纪念，是汉王朝农

本政策在丧葬礼仪上的重要体现，也是关中和

南山（秦岭）蚕桑业兴盛的反映。”所谓“墓主

人参加皇后亲蚕礼的纪念”的意见或可商榷。

这种“纪念”，不大可能多至“金蚕数十薄”。或

说这种“金蚕”“是汉代皇帝褒奖蚕桑生产的御赐

品”［29］，亦无根据。刘钊《说“金蚕”》列举发现

的鎏金铜蚕或“金箔模压的”“金蚕”实物及各

种古籍文献记载陵墓随葬“金蚕”凡 13例，其中

见于正史者有 3 例。可知随葬数量“甚多”或

至“以百数”“金蚕”的情形已成影响丧葬礼俗

的社会风习，应当与“墓主人参加皇后亲蚕礼

的纪念”或“汉代皇帝褒奖蚕桑生产的御赐品”没

有什么关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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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淳化”“虫蛾”成就与嫘祖“先蚕”“蚕神”名号

有学者说：“通过对历史文献记载的追溯，

一般可以认为，‘嫘祖始蚕’并非自上古传承而

来的民间传说，而是统治阶级把文化的创造归

功于帝王贵夫人的正统思想的产物。从历史上

看，供奉嫘祖的先蚕坛，是历代王朝举行皇后亲

桑这一宫廷仪式的场所；遍布各地的先蚕庙，则

是各级地方官府举行祭祀的地方，一般蚕农只

能敬而远之。因此，现代民间文艺采风中所采

集的嫘祖娘娘发明养蚕的故事，也应当是在北

周以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附会假托之

说。”这样的意见似可商榷。固然“现代民间文

艺采风”所得故事未必是“自上古传承而来的民

间传说”，但是“嫘祖始蚕”相关故事早已生成。

“嫘祖始蚕”传说和“皇后亲蚕”仪礼的关系，恐

怕不能说前者因后者而“附会假托”，事实应当

是相反的。“皇后亲蚕”表演，是对“嫘祖始蚕”的

纪念，也是对“嫘祖始蚕”行为的仿效。从重视

生产、尊崇劳动的视角来看，其积极意义是应当

肯定的。

注释

①今按：似应言“在未掌握缫丝抽取茧丝长纤维的技术

之前”，或“在未能缫丝抽取茧丝长纤维之前”。②原

注：“详见李济著《西阴村史前的遗存》。”③⑦参见田建

文、王金平：《山西闻喜上郭遗址出土仰韶时期石雕蚕

蛹和春秋早期陶范》，《中国文物报》2022年 8月 12日。

④参见布目顺郎：《养蚕の起源と古代绢》，（日本）雄山

阁出版社 1979年版，第 165页。转引自赵丰：《中国丝绸

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2页。⑤参见任

爽、杨珏、曲家伟：《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发现距今 6000余

年石制蚕茧》，《光明日报》2023年 2月 27日。⑥⑧⑩
参见侯俊杰、王福东：《丝绸起源：从嫘祖养蚕的神话到

考古实证》，《中国文物报》2023年 4月 21日。⑨参见浙

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

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 2期。参见赵丰：《中

国丝绸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 页；袁

宣萍、赵丰：《中国丝绸文化史》，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页。参见李曼、刘彦琪、吴金涛：《一件牙

雕蚕的修复保护》，《大众考古》2017年第 11期。卢连

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 1988年

版，第 8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

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5
页。王子今：《论秦始皇陵“水银为海”》，《北京师范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 5期。张在明：《中

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59页。贾麦明：《罕见的汉代鎏金铜蚕》，

《中国文物报》2017年 7月 14日。参见吴其濬：《植物

名实图考》卷一一《隰草类》“蓝”条，清道光山西太原府

署刻本，第 113页。《后汉书》卷四八《应劭传》：“劭纠

率文武连与贼战，前后斩首数千级，获生口老弱万余

人，辎重二千两，贼皆退却，郡内以安。”《后汉书》，中华

书局 1965 年版，第 1610 页。《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

传》：“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阵，战至晡时，大破之，

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三万

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众。”《后汉书》第 2301页。《后

汉书》卷七〇《孔融传》：“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

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后汉书》第 2263 页。

汪瑗：《楚辞集解》，明万历刻本，第 104页。戴震：

《屈原赋戴氏注》，清乾隆刻本，第 24页。毛奇龄：《天

问补注》，《西河合集》清康熙刻本，第 9页。王夫之：

《楚辞通释》，《船山遗书》清刻本，第 38页。王闿运：

《楚词释》，清光绪刻本，第 22 页。萧统编，李善注：

《文选》，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201 页；《六臣注文选》

卷一三祢衡《鹦鹉赋》：“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

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

弥久而不渝。”李善注：“《楚辞》曰：蜂蛾微命，力何固。

《论语》子曰：守死善道。《毛诗》曰：欲报之德。《司马迁

书》曰：效其痴愚。渝，变也。感恩久不变也。”萧统编，

李善、吕延济、刘良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60页。崔适《史记探源》卷二：“案此文出自

《五帝德》、《帝系姓》孔子答宰我之言也。”崔适著，张烈

点校：《史记探源》，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 21页。丁

度：《集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36 册，台湾商

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27 页。吴省钦：《白华后稿》

卷一六《策问辨释》，清嘉庆十五年刻本，第 77 页。
《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

馆 2002年版，第 947页。《续汉书·礼仪志上》刘昭注

补引《汉旧仪》曰：“春桑生而皇后亲桑于菀中。蚕室

养蚕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蚕神曰菀窳妇人、

寓氏公主，凡二神。”《后汉书》，第 3110 页。赵丰：

《中国丝绸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
页；袁宣萍、赵丰：《中国丝绸文化史》，山东美术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10 页。罗泌：《路史》，《景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第 383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71
页。《中部县志》，民国三十三年刻本，第 338、376
页。张维慎、张红娟：《鎏金铜蚕与秦汉关中蚕桑

业》，《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 6
期。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馆收藏两件鎏金铜

蚕，以及 20世纪 30年代居于青岛的日本人太田氏收藏

的两件“金蚕”，出土地点均不详，只能作为考察相关

文物的参考。滨田耕作：《金蚕考》，《东亚考古学研

究》，日本冈书院 1930 年版，第 221-228 页。转引自刘

钊：《说“金蚕”》，《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 3期。即：

《南齐书》卷三五《高祖十二王传·宜都王铿》：“时有盗

发晋大司马桓温女冢，得金蚕银茧及珪璧等物。”《南

齐书》，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631 页。《南史》卷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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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都王铿传》：“州镇姑孰，于时人发桓温女冢，得金

巾箱，织金篾为严器，又有金蚕银茧等物甚多。”《南

史》卷一六《王子瞻传》：“有一棺尚全，有金蚕、铜人以

百数。”《南史》，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090、488 页。

赵丰：《中国丝绸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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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dis Success in Cultivating Silkworms and the Leizu’s Fame as the Pioneer in Silkworm
Breeding

Wang Zijin

Abstract: The records of Huangdis cultivating silkworm achievements in“Annals of the Five Emperors” in Volume
One of Shiji suggest the significance of silk production in the early civilization process. As for“Leizu being Huangdis
queen”, the phil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word “Lei” reflects the invention of sericulture. Huangdi s achievements,
including Leizus performance. The rites and customs of commemorating the “Silkworm God” in the Book of Rites
reflect the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the pioneering achievements of this industry in that time. Nowadays, Huangdis
cultivating silkworm achievements, as the foundation of imperial rule and a symbol of civilization, have factors attributed
to Leizus contributions. The title“Silkworm God” in later generations also reflect the important status of Huangdi and
Leizu in the history of silk.

Key words: Huangdi；Leizu；insects and moths；silk；silkworm god
［责任编辑/知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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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里头文化的人群构成看夏文化概念

梁 云 李盼盼

摘 要：根据墓向葬俗可将含墓葬遗存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以北向墓为主，乙类以

南向墓为主，丙类北向、南向墓比例大体相当，三类遗址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规律。经分析可知该文化的北向

墓和南向墓分别代表了不同人群，该文化的人群构成是以北向墓人群为主，南向墓人群为辅。参考夏、商、周三

代皆流行北首葬的文献记载，以及夏遗民墓葬的考古发现，可知二里头文化的北向墓人群为姒姓夏族。文献又

记载了彭姓的韦和己姓的顾、昆吾等夏之与国，考古发现周代彭姓、己姓贵族墓为南向墓，可推知二里头文化的

南向墓人群为彭姓、己姓部族；这些部族擅长制陶、铸铜、绿松石工艺。夏王朝的兴起开始于姒姓夏人与部分

“祝融”后裔的联盟。“夏文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分别是在考古学文化和族属两个层面的定义。

关键词：二里头文化；北向墓；南向墓；人群构成；夏文化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4-0021-10

收稿日期：2023-05-30
作者简介：梁云，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陕西西安 710127），主要从事先秦历史与考古研究。李盼盼，

女，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127）。

通过多年对二里头文化族属的探讨，邹衡

倡导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属夏文化的观

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逐渐成为学界的共

识。然而，二里头文化的人群，即该文化的创造

者和使用者，除了夏族之外，是否还包含其他族

群？这既涉及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的关系问

题，还关系到“夏文化”的概念和内涵。考古学

文化与古代族群有着复杂的对应关系。我国学

者早已注意到，一个考古学文化包含的族往往

不止一个，它可以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使

用。从周代考古的实例来看，一个考古学文化

包含多个族群的现象较为常见，如周文化中既

有周人，也有殷遗民；秦文化中既有秦人，也有

周余民。而不同族群可以通过不同的葬俗区分

开来，因为包括墓向、葬式、墓形、殉牲、随葬品

选择及摆放等方面在内的“葬俗”与人群共同体

的关联性最强，是识别族属、判断族源的有效标

准，在族属研究中有很强的指示意义①。鉴于

此，本文拟根据葬俗对二里头文化遗址进行分

类，辨析出该文化的两类人群，探讨两类人群之

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族属，并就此讨论“夏

文化”的概念及内涵。

一、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分类与

人群构成

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墓葬有 500多座，其

中二里头遗址内有 400 多座，其他遗址内共

100多座②。根据墓葬的墓向和葬式③，可将含墓

葬遗存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分为三类。

甲类：以北向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或占绝大

多数，其他墓向或葬式较少，如偃师二里头、巩

义稍柴、伊川白元、郑州洛达庙等遗址。其中二

里头遗址目前有资料可查的墓葬共 163座④，如

果排除情况不明者，该遗址墓向、葬式清楚的墓

以头向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北向占比 60%，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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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331°~6°；南向次之，占 23%，头向 168°~191°；
仰身直肢葬占比 58%，俯身直肢葬次之，占

9%。在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的二里头文化墓

葬 16座，其中北向墓 8座，南向 4座，东向 3座，

西向 1座；仰身直肢葬 13 座，侧身屈肢葬 2 座，

俯身葬 1 座⑤。

乙类：以南向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或占绝大

多数，其他墓向或葬式较少，如伊川南寨、新郑

望京楼、郑州大师姑、荥阳西史村、洛阳东马沟、

洛阳东杨村等遗址。其中在伊川县彭婆镇南寨

遗址发掘了 25座二里头文化墓葬，年代从该文

化二期延续至四期，简报介绍的墓葬均为南向

墓⑥，头向 144°~180°。在新郑望京楼二里头文

化城址的内城居住区清理该文化墓葬 15座⑦：其

中南向墓 11座，占 73%，头向 175°~207°；仰身直

肢葬 13座，占 87%。在荥阳西史村遗址发掘墓

葬 6座，均为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⑧。在洛阳东

马沟清理二里头文化墓葬 11座，完整的 7座⑨，

其中 5 座为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头向 160°~
180°。在洛阳吉利公社东杨村发掘了 7座二里

头文化二期的墓葬，除了 1座头向西的仰身直肢

葬、2座头向南的俯身直肢葬，其他 4座皆为头

向南的仰身直肢葬⑩，头向 184°~202°。
丙类：北向墓和南向墓所占比例大体相当，

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其他墓向或葬式很少，如登

封南洼、登封王城岗、商洛东龙山等遗址。其中

在登封南洼清理 19座二里头文化墓葬，北向墓

9座，占 47%，头向 0°~20°；南向墓 10座，占 53%，

头向 180°~200°；除了一具人骨为仰身屈肢，其

他皆为仰身直肢葬。

此外，在淅川下王岗、洛阳东干沟、偃师灰

嘴、渑池鹿寺、渑池郑窑、郑州上街、邓州穰东、

驻马店杨庄、西平上坡、平顶山蒲城店等遗址，

或者为瓮棺葬，或者发现墓葬数量过少，不具备

统计意义，因此暂不归类。

三类遗址的空间分布有一定规律（图 1）：甲

类占据了伊洛盆地北部居中的位置，并控制了盆

地东端至黄河河谷的出口通道，在盆地外围东

侧、西南也有分布。乙类主要分布在盆地的东西

两翼，西翼的三处遗址分别控制了从黄河、洛河、

伊河进入盆地的入口，东翼的三处遗址构成了盆

地东侧的外围屏障。丙类分布在嵩山南麓的颍

河上游，及盆地西约 260公里的洛河上游。

从周代考古的实例来看，不同的族群，往往

有不同的墓向习俗。如周人自西周初至战国长

期流行头北足南葬式，秦人自西周中晚期至秦

代长期流行头西足东葬式，楚人从春秋至战国

长期流行头东足西葬式。二里头文化墓葬虽然

缺少出土文字资料说明其族属，但不同的墓向

应代表了不同的族群。

北向墓、南向墓各有自己的遗址，即甲类、

乙类遗址。乙类遗址的数量甚至稍多于甲类。

考虑到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即便将来发现更多

的甲类遗址，乙类遗址的存在也不容忽视；南向

墓人群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二里头遗址以北向墓居多，还有一定比例的

南向墓。两类墓在该遗址中不是随机交错地混

杂在一起，而是有各自相对集中的分布区。即便

图1 洛阳盆地及周边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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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存的区域，两类墓也一般各有自己的墓区或

墓群，表现出聚族而葬的特点。从竖穴土坑墓在

该遗址各区分布情况（表 1）可以看出：北向墓在

遗址中分布最广，而南向墓如果不算Ⅲ区的一

座，只见于Ⅳ、Ⅴ、Ⅸ区，基本不见于北向墓数量

最多的Ⅵ区。两类墓在Ⅳ、Ⅴ、Ⅸ区共存。

从二里头文化的人群构成看夏文化概念

墓向

遗址分区

北向

南向

南北

东向

西向

东西

不明

合计

Ⅱ区

4

4

Ⅲ区

8
1

1
10

Ⅳ区

9
6

1

16

Ⅴ区

18
8
1
2
3

4
36

Ⅵ区

20

5

25

Ⅷ区

1

1
2

Ⅸ区

6
10

1

3
20

合计

66
25
6
3
3
1
9

113

2003—2004年发现位于遗址宫殿区外围四

条垂直相交的大道和宫城城墙，宫城总体略呈

长方形，面积约 10.8万平方米。近年发现“井”

字形主干道继续向外延伸，干道两侧有墙垣，将

整个遗址分割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形

成“九宫格”式的布局；宫殿区在中心，祭祀区在

其北，围墙作坊区在其南。宫城周边的Ⅲ、Ⅴ、

Ⅵ、Ⅶ、Ⅷ、Ⅸ区，均发现基址及墓葬遗存，发现者

认为这些不同区域归不同的家族或集团所有。

在这些区域中，宫城东及东北的Ⅵ、Ⅲ、Ⅴ

区应属北向墓人群，宫殿区亦属之。Ⅵ区似乎

是北向墓人群的专属区域，1980年在该区发现

小型半地穴式房基及小型墓葬，墓葬均为北向

墓；1984年在该区清理了一座大房基和十余座

墓葬，墓向皆为北，墓葬排列有序，级别较高，

应为贵族生活区及墓地；1986—1987 年又在该

区清理了房基、灰坑、墓葬，死者一般为头向北

的仰身直肢葬，又是一片贵族生活区及墓地。

其中在Ⅵ区发现的祭祀遗迹，即在一般直

径约 5米凸起于地表的圆形土坛上，布列一或两

圈圆形“土墩”。坛面和坛下有路土，周围是平

整干净的场地。1987年发现土坛西侧 1米处有

一座中型墓（M58），为南北向墓形，随葬铜爵、

漆器、陶礼器等。学者们认为这类遗迹属于

“坛祭”，以祭祀日神、司暑神、山岳神等阳性的

神灵。这类遗迹位于北向墓人群的生活区或其

墓葬附近，可能是专属于北向墓人群或由其负

责的祭祀场所。

在Ⅲ区发现的墓葬较为零散，但墓向清楚

的绝大多数为北向。

历年在Ⅴ区发掘的墓葬可分三处：一在该

区的东北角、宫城外东北，头向、葬式清楚的均

为北向仰身直肢葬。性质与Ⅵ、Ⅲ区相同。二

是在该区的南部边沿，属于围墙作坊区，2座南

向，属四期；1座北向，属二期。该处与Ⅳ区性质

相同。三是位于宫城之内的宫殿区，宫殿区合

计有北向墓 9座、南向墓 5座、南北向墓 3座、西

向墓 2座、东向墓 1座。在宫殿区北向墓的数量

居多，规格较高。在 3号、5号基址院内路土层

中发现多座成排贵族墓，为基址使用时期的遗

存，头向清楚的均为北向。其中 2002ⅤM3为二

里头文化早期级别最高的墓葬。南向墓级别较

低，多为小型墓，不见随葬铜器、玉器和绿松石，

甚至无随葬品；东西向墓亦然。由此可见，宫殿

的拥有和使用者是北向墓人群。宫殿区北向墓

多属于二期（5座），南向墓多属于四期（4座），

而且不少属于四期晚段。有四期墓葬打破宫殿

台基、宫城围墙的现象。考虑到宫殿区在四期

晚段废弃，宫城废弃后铸铜和绿松石作坊转换

主人继续使用，大部分四期墓葬应是宫殿废弃

之后的遗存。

宫城以西、西南的Ⅷ、Ⅶ区仅发现零星墓

葬，归属不明。宫城西北的Ⅸ区虽也发现有北

向墓，但可能是以南向墓人群为主的区域。

表1 二里头遗址各区竖穴墓墓向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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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1983年在Ⅸ区中部东缘发掘了二里头文

化二至三期的墓葬 21座，墓葬排列有序，其中 4
座墓葬式不明，M11—M21 中除 M18 头向东外，

余均为南向墓，其他 6座为北向墓［1］。这些墓显

然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墓区（或群）。

Ⅸ区确实是南向墓人群重要的活动区域。

1994—1995 年在该区普遍发现可能用于祭祀

的半地穴式遗迹单位；发现有排列整齐的墓

葬，这些墓葬除了小孩墓外，皆头向南。这类

坑被认为是“坎祭”，以祭祀月神、司寒神、川谷

神等阴性的神灵；墓葬与祭祀活动有关，又被

称为“祭祀墓”，墓主可能是祭司。该区“坎

祭”可能是专属于南向墓人群或由其负责的祭

祀场所，与Ⅵ区西部的“坛祭”遗迹均位于宫殿

区北面，二者东西连绵分布，共同构成一个完

整的祭祀区。

宫城以南的Ⅳ区是围垣作坊区，是两类人

群共同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地方，但各有自己相

对集中的墓区。如 1982—1983年清理的Ⅳ区南

部的 50座小墓，除发掘区东边的 6座头向北，其

余的成人及部分儿童墓皆头向南。1984年清理

的 40余座墓，可分成南、北两区：北区成人墓中

除一座外皆头向北，南区成人墓皆头向南。

在丙类遗址中，南向墓与北向墓也不混杂，

而是各有自己相对集中的墓区或墓组。如 2004
年春在登封南洼遗址清理的 8座墓（图 2），北侧

一排墓主皆为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南侧M1形

制略大，死者为头向北的仰身直肢葬［2］。

北向墓人群占据了中心都邑（二里头遗

址），所包含的贵族墓数量最多，无疑是二里头

文化居统治地位的核心族群。

二里头文化的聚落遗址可以分为五个等

级，甲类的二里头遗址面积约 300万平方米，为

第一等级。乙类的望京楼城址面积约 168万平

方米，仅次于中心都邑，为第二等级。甲类的稍

柴遗址面积 60万平方米，乙类的大师姑城址面

积 51万平方米，均为第三等级。甲类的白元遗

址面积 20万平方米，乙类的南寨遗址面积 24万

平方米，丙类的南洼遗址面积 30万平方米，为第

四等级。乙类的东杨村遗址面积 16万平方米，

西史村遗址面积 9万平方米，为第五等级。从遗

址的等级分层看，南向墓人群的地位并不低微，

仅次于北向墓人群。

二里头文化墓葬自上而下可分为五级，如

表 2所示，随葬铜礼器的Ⅰ级墓仅见于北向墓。

随葬陶礼器的Ⅱ级墓在北向和南向墓中都比较

多见，个别见于其他方向的墓葬。随葬日用陶

器的Ⅲ级墓和无随葬品的Ⅳ级墓见于各方向的

表2 二里头遗址各级别墓葬的墓向统计

墓向

等级

北向

南向

东向

西向

南北

东西

东北

不明

合计

Ⅰ级

17

11
28

Ⅱ级

27
13
1

2

3
46

Ⅲ级

19
6
1
2
2

4
34

Ⅳ级

6
6
1
1
2
1

17

Ⅴ级

6
5
7
2

1
17
38

图2 南洼遗址Ⅱ区M1～M8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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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乱葬的Ⅴ级墓人骨头朝各方向的都有。

从墓葬的等级划分来看，南向墓人群的地位也

仅次于北向墓人群。

南向墓人群地位稍低于北向墓人群，但有

相对独立性，又与后者关系密切，应是臣服于后

者的盟友或附庸。乙类遗址分布在洛阳盆地的

东西两侧，尤其是东侧的两座城址，有明显的军

事守卫性质；南向墓在国都的祭祀区和围垣手

工业区都有分布；说明南向墓人群包含了驻守

边区的军事首领、祭司和手工业者。二里头文

化以北向墓人群为主、南向墓人群为辅的人群

构成关系，至迟在该文化二期已经形成，并且较

为稳定地延续至四期。

二、两类人群的族属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族属，目前学术界主流

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不

可分割，是首尾完整的夏文化，在它之前和之后

的文化遗存都不属于夏文化；另一种同意二里

头文化是夏文化，但认为夏文化的上限应前推

至二里头文化一期之前，早期夏文化包括新砦

期文化，甚至包括王湾三期文化的晚期遗存。

换言之，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完

整历史阶段或中晚期阶段的夏文化。

关于夏、商、周三代的墓向习俗，《礼记·檀

弓下》云：“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

之故也。”孔颖达疏：“言葬于国北及北首者，鬼

神尚幽暗，往诣幽冥故也。”［3］即认为北方是幽

冥所在，灵魂归宿，死者头向北为灵魂往赴指示

了方向。“达礼”即通行的礼仪。

这条记载已经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众所

周知，姬姓周人的传统葬式为头北足南的仰身

直肢葬，历年发掘的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

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Ⅱ区）、河南浚县辛村卫

国墓地、陕西沣西张家坡井叔墓地、河南平顶山

应国墓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陕西韩城梁带

村芮国墓地等姬周诸侯墓地莫不如此。2004年

在岐山周公庙遗址的陵坡墓地发现西周时期带

四条墓道的大墓 10座，带三条、二条、一条墓道

的大墓各 4座。学术界目前一般认为周公庙遗址

为周公的采邑，陵坡墓地为周公家族墓地［4］。由

于周公的特殊历史地位，其家族被特许享用天

子的葬制。该遗址带墓道的大墓以南墓道为主

墓道，中小型墓亦为南北向。2001年在洛阳市

体育场路发现一座春秋早期的亚字形大墓

CIM10122，方向 1°；南墓道最长为主墓道［5］。该

墓严重被盗，但残存“王作 鼎”“王作 彝”铭

文的铜鼎和鬲，可知墓主为一代周王。周王陵

应与姬周诸侯墓一样，为头北足南的仰身直肢

葬式。

商人墓多为北首向，在殷墟发掘的中小型

墓的墓向不一，反映出社会中下层的人群结构

混杂，但还能看出北向墓所占比例最大。带墓

道的大墓则反映了商人嫡系或者王室贵族的情

况。杨锡璋统计在殷墟“共发现了带墓道的大

墓三十二座……除大司空村有两座一条墓道的

墓其墓道是在墓室北侧外，其余全在南侧，即有

三十座是北向的。但是，这些墓并不是正北向

的，而是北偏东。因此，可以说，殷代王室和高

级贵族墓的方向，绝大多数是北偏东的”［6］。殷

人有尊崇东北方位的传统，墓向是其表现之一。

考古发现的商、周王室贵族墓均为北向墓，

证明《礼记》所言不妄。由此可知夏王族亦流行

北向墓。

夏亡后，姒姓的夏遗民族群依然存在，并延

续到商周时期。《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

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冥

氏、斟（氏）戈氏。”［7］89《潜夫论·五德志》：“姒姓

分氏，夏后、有扈……费、戈、冥、缯，皆禹后也。”［8］

曹定云曾系统收集商代“戈”及其组成的族徽，

认为它是禹之后裔所使用的族氏徽号，而夏部

族是确实存在过的群体［9］。1991年在陕西泾阳

高家堡发掘了 6 座西周早期墓葬，其中 M5、M6
为长度 2米左右的小型墓，前者为北向墓，后者

为东西向墓；其余M1—M4为长度 3米以上的中

型贵族墓，随葬铜器多带“戈”形族徽，说明这是

一处戈氏家族墓地。M1—M5的墓向一致，为

345°或 344°，死者为头向北的仰身直肢葬式。

戈氏为姒姓夏人后裔，由其墓向葬式可以推知

二里头文化的北向墓人群为姒姓夏族。

乙类遗址中的郑州大师姑、新郑望京楼两

座城址位于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东界，被认为是

夏王朝东境的军事重镇，或其附属方国的都城［10］。

从二里头文化的人群构成看夏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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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师姑可能是韦国都邑［11］，望京楼可能是

昆吾之居［12］。《诗·商颂·长发》记载汤伐桀进军

路线由东而西，“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两城

址的地望与之吻合［13］。早在 20世纪 70年代，邹

衡就考证顾在郑州附近，韦就在郑州，昆吾之居

很可能在新郑附近，而孟家沟（即望京楼）和曲

梁两处遗址尤其值得注意［14］。近年的考古发现

证明他的研究极有预见性。如果此说不误的

话，那么除了姒姓夏族，二里头文化还包含韦、

顾、昆吾等族。

韦为彭姓，顾、昆吾为己姓，均属“祝融八

姓”。《诗》郑笺：“韦，豕韦，彭姓也。”［15］《国语·
郑语》云：“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

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

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

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

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

灭之矣……”［16］466-467祝融八姓的记载又见于《史

记·楚世家》：“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

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

祖……”［7］1690昆吾氏在夏代为侯伯，地位自然很

高。《风俗通义》记载夏太康怠政，昆吾氏为盟

主，诛不臣者以尊王室。彭姓氏族也是夏王朝

中重要的政治力量。彭伯寿曾辅佐夏后启平西

河，古本《竹书纪年》云：“（帝启）十五年，武观以

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临。”［17］《逸

周书·尝麦》亦云：“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

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

赐以彭寿，思正夏略。”［18］可见有夏一代，彭姓、

己姓族氏始终是姒姓夏人的羽翼和得力助手。

大彭、豕韦在夏亡后转而服待殷商，再次兴

起为商伯，但后来与商王室发生矛盾，至武丁时

又被灭国。古彭国被灭后，子孙以国为氏，流散

各地。其中一支迁至南阳，曾出仕申国，楚灭申

后被任命为“申公”，管理申县。1975—2008 年

在南阳市西关附近发现楚国彭氏家族墓地，包

括“申公彭宇”墓，“彭公之孙无所”墓，以及“彭

射”墓，“彭启”夫妇、“彭子寿”夫妇的并穴合葬

墓，共五组八座贵族墓，属春秋中晚期，按年代

早晚自北向南分布，墓主人全部头向朝南，葬式

为仰身直肢。彭姓（氏）流行南向的葬俗，由此

可上推二里头文化的南向墓人群应包含韦（豕

韦）、大彭等彭姓部族。

己姓除了顾、昆吾，还有苏、温、董、番等氏

族。番或为苏氏分支，西周时番匊生壶是番匊

生为其长女“孟妃乖”出嫁所作媵器，“妃”即

“己”，可知番为己姓。春秋时番国在河南信阳、

固始、潢川一带，后来被楚国所并，族人成为楚

之潘氏。潘氏最有名的人物是楚穆王的太师潘

崇。1978年发掘的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为带多

级生土台阶的甲字形墓，墓道朝南；据墓内简

文，墓主是邸阳君潘胜。该墓一椁三棺，椁分五

室，以南室面积最大，北室最小；人骨无存，葬式

不清。2000年又发掘了天星观二号墓，亦为墓

道朝南的甲字形墓；椁分四室，有南室而无北

室；墓被盗扰，墓主葬式不清［19］。根据楚贵族墓

椁内分室（箱）的规律，一般“头箱”对应的室空

间较大，而“足箱”对应的室较小或者不设，如包

山楚墓。因此，天星观楚墓墓主应为头南足北

的葬式。潘氏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楚文化，但

在墓向上还保留了本族的特点。由此亦可推

知，二里头文化的南向墓人群也包含了顾、昆吾

等己姓氏族。

《吕氏春秋·君守》云：“昆吾作陶。”邹衡曾

引用《说文》“壶，昆吾圜器也，象形”，与二里头

文化的圜底器相印证［14］142。二里头文化陶器的

成型工艺多样，装饰手法复杂，陶礼器造型优

美，胎薄体轻，非专业工匠不能制作。除了制

陶，昆吾氏还擅长青铜冶铸业，《墨子·耕柱》云：

“昔者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

于昆吾。”［20］“陶铸”即用陶范铸造青铜器。文

献记载昆吾之地产铜，《山海经·中山经》：“昆吾

之山，其上多赤铜。”［21］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冶铸

作坊集中分布在Ⅳ区，该区发现多座浇铸场所，

为半地穴或地面式房子，有的场所在工作面或

路土间还埋有墓葬［22］。当时的手工业具有世袭

性质，不同种类的手工业技能在不同氏族或家

族中世代传承，以臻专精。文献记载昆吾氏擅

长制陶、铸铜，与二里头遗址南向墓分布在围垣

作坊区的现象相应和。

己姓、彭姓都有蓄龙的传说。《国语·郑语》

韦昭注：“董姓，己姓之别受氏为国者也。有飂

叔安之裔子曰董父，以扰龙服事帝舜，赐姓董，

氏曰豢龙，封之鬷川，当夏之兴，别封鬷夷。”［1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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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

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

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23］刘累

从豢龙氏（董氏）处学会养龙，从而代替了豕韦

的“御龙”职官。文献中的“龙”为何物难以考

证，但在二里头文化中却屡见龙形象的遗存，包

括陶器上刻纹、兽面纹的绿松石牌饰等；尤其是

在二里头遗址 3号基址院内发现的M3，死者胸

腹间放置一件绿松石龙形器，其中部压一件铜

铃；距龙尾端 3.6 厘米处还有一件绿松石条形

饰，方向与龙身垂直。关于墓主的身份，被认

为是主管祭祀龙图腾的“御龙氏”［24］；或是驯养

“龙”的专门人才，但不是王室成员［25］；或是跳

“万舞”的伶官［26］。

以上说法多少有些低估了墓主的身份级

别。二里头绿松石牌饰上的兽面纹也是龙纹，

牌饰与龙形器有年代早晚的替代关系，后者属

二期，前者属三至四期，二者皆与铜铃搭配成组

合，可知它们为同一类器物。目前在二里头遗

址发现 3件绿松石牌饰，所出墓葬皆为长度 2米

以上的Ⅰ级墓。随葬龙形器的 M3 为二里头文

化前期级别最高的墓，有学者认为墓主可能是

王室成员或王本人［27］，颇有道理。随葬龙形器、

牌饰的墓皆为北向墓，应属姒姓夏族，与文献中

彭姓的“御龙氏”和己姓的“豢龙氏”无关。“禹”

字从虫、从九，“姒”字象蛇身自环，皆与“龙

（蛇）”有关。龙形器为罕见的“重器”；牌饰的尺

寸也不小，长 15厘米、宽 8厘米左右，系挂于死

者胸前。这类器物有强烈的显示族别和身份地

位的意义，很可能是夏王族的权杖或徽章，其拥

有者即便不是夏王，也是王室显贵。

“御龙氏”“豢龙氏”其实是指绿松石龙形遗

物的制作者，当然也泛指负责绿松石器生产的

族氏。在二里头遗址围垣作坊区东北部存在面

积不小于 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作坊区，发现

原料、加工工具、成品、半成品、次品、废料等［28］，

遗址Ⅳ区的南向墓人群应也从事此类手工业。

文献记载“豢龙氏”与矿石有关，《史记·殷本纪》

云：“夏师败绩，汤遂伐三㚇，俘厥宝玉。”［7］96“鬷”

省作“㚇”，三㚇、鬷川为一地，即豢龙氏（董氏）的

居地，盛产宝石，或在今南阳、唐河一带［29］。

总之，二里头文化的北向墓人群为姒姓夏

族，南向墓人群为彭姓、己姓的族氏。二里头文

化的人群构成，就是以夏族为主体的，姒姓族群

与彭姓、己姓等“祝融”后裔族群的联盟。《国语·
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

“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

近。”［16］29“崇山”即嵩山。《国语·周语下》记禹之

父为“崇伯鲧”，足以说明嵩山地区是夏族的起

源地。夏王朝的兴起开始于姒姓夏人与“祝融”

后裔的联盟，文献记载多少透露出这一历史

信息。

三、关于夏文化的概念问题

目前对“夏文化”概念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徐旭生在调查夏墟之前就认为“很可能指夏氏

族或部落的文化”，而且时间上不限于夏代［30］。

1977年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座谈会”上，

夏鼐将夏文化界定为“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

化”［31］。邹衡从年代、地域、文化特征、文化来

源、社会发展阶段等五个方面考察，认为二里头

文化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32］。

此后高炜、杨锡璋、王立新、王震中、孙庆伟等均

对夏文化概念做出阐释。

夏文化是以族名来命名的，对其解读涉及

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关系问题。中国先秦时期的

族或族群，主要是按姓、氏来划分。“姓”是一种

外婚血缘组织的符号，相当于人类学上氏族名

号（gene name），其主要作用在于“别婚姻”；

“氏”是“姓”的分支，其实就是宗族组织［33］。《史

记·夏本纪》说姒姓有十二氏，其中“夏后氏”以

国名为氏号，为姒姓大宗、夏之王族；其他为小

宗，多以地名为氏号，如有扈氏、斟寻氏、彤城

氏、褒氏、费氏、杞氏；或以方位为氏号，如“有男

（南）氏”；或以武器为氏号，如“戈氏”。姒姓的

族氏分支，应是历史上繁衍分化形成的，得名方

式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本文中“夏人”或“夏

族”均指姒姓族群，不包括异姓；这就和“周人”

单指姬姓族群，不包括殷遗民等其他族群的定

义一样。

本文也认为“夏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

次，但具体内涵与前贤意见有所不同。第一层

次即广义的夏文化，指夏王朝时期夏人与其他

从二里头文化的人群构成看夏文化概念

27



2023年第 4期

族群共同创造、使用的考古学文化。它既包含

姒姓，也包含其他姓族，当然以前者为主体。这

个层次上的夏文化就是二里头文化，姑且不论

其年代能否代表完整的夏代。

之所以把夏文化的时间范围限定在夏王朝

时期，是因为在夏王朝建立之前，还没有“夏”这

一国号、族名，自然就没有所谓的夏文化。《国

语·周语下》说：“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

‘姒’，氏曰‘有夏’。”［16］96《史记·夏本纪》说：“禹

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

姓姒氏。”［7］82这些都说明“夏”作为国号、族名，

是从夏代开始的。夏朝灭亡后，虽然夏遗民依

然存在，但他们大多臣服于商王朝，与商人及其

他族群共同创造、使用了商文化，完整意义的、

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夏文化已经消失。这就和周

灭商后，殷遗民与周人共同创造、使用了周文

化，考古学上商文化已经消失的情况一样。

二里头文化以河南中西部为中心，其分布

西至陕西华县、商洛，东至商丘，南至信阳、南

阳，西北至垣曲，东北以沁河下游为界与下七垣

文化相隔［34］。学者们考证过夏代各部族的分布

地望，其中有扈氏在河南郑州北、原阳西的原

武，有男（南）氏在河南南阳，斟寻氏在河南巩

义，彤城氏在陕西华县，费氏在河南偃师，杞氏

在河南杞县，有莘（辛）氏在伊水附近，冥氏在山

西平陆，斟灌氏在河南洛水附近，戈氏在“宋、郑

之间”，更接近郑地。这些姒姓部族的居地均位

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唐《括地志》云

褒国在陕西汉中勉县，《春秋》杜预注说姒姓缯

国在“琅琊鄫县”，即山东枣庄市，地望都远在该

文化范围之外。褒氏、缯氏原居地可能分别在河

南息县、睢县，夏亡后很久才迁徙到陕西、山东。

《左传》《汉书》等记载“祝融之虚（墟）”在郑

或新郑，有学者认为它很可能就是河南龙山文

化晚期的新密古城寨城址［35］。“祝融八姓”传说

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金文、帛书的证实，并非虚

妄；八姓早期分布在中原及其周边，是以“祝融

之墟”为中心的［36］。八姓中彭姓、己姓与夏王朝

关系密切，后世文献记载大彭始封在彭城，彭城

被认为是江苏徐州，但那里在夏代属岳石文化

分布区，且距洛阳盆地较远，与彭伯寿率师平定

夏朝内乱的记载相悖，因此大彭氏夏代居于徐

州的说法值得怀疑。韦或豕韦是大彭之后、彭

姓分支，居邑在郑州。诸、稽位置失载，可能后

来迁至南方。彭姓另一分支秃姓舟人在河南新

郑。昆吾之居亦在新郑。顾在郑州附近。苏、

温均在河南温县。董氏在南阳。由此可见，彭

姓、己姓族比较多地分布在郑州、新郑地区，还

有少数分布在黄河北岸或南阳，基本上都处在

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

姒姓与彭姓、己姓部族的分布地望绝大多

数都位于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之内的现象，印

证了前文从墓向葬俗推论该文化包含这两类族

群的认识。

第二层次即狭义的夏文化，指夏王朝时期

姒姓夏人的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的北向墓及

甲类遗址属于此类遗存。它不是一个考古学文

化的概念，因为考古学文化是通过具有自身风

格特点的器物群来划分的，而二里头文化的北

向墓和南向墓在器物上难以区分，姒姓夏人与

彭姓、己姓族群共建共享同一个手工业体系，均

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

第一层次夏文化是通过器物群来界定的，

它包含了多个族群；第二层次夏文化可以通过

墓向、葬俗来界定，是前者某个族群的遗存。第

一层次包含了第二层次的夏文化，探索后者，需

要在前者的框架内进行。夏文化概念的两个层

次，其实是在考古学文化和族属两个不同层面

的定义，了解并把握这种层次性，将有助于厘清

夏代文化与族群的关系，进而探索夏代历史的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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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2020年第 10期；乔保同：《最新考古发现：南阳楚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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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史·国名记》引郑樵说褒在“蔡之褒信”，即河南息

县东北。汉中盆地在晚商时期分布着宝山文化，可能

为早期巴人的遗存，褒氏应在西周时才迁入汉中。《春

秋经·襄公元年》“次于鄫”，杜注“郑地，在陈留襄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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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the Concept of Xia Culture from the Crowd Composition of Erlitou Culture

Liang Yun and Li Panpan

Abstract: The Erlitou culture sites containing burial remai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 B and C.
Category A is dominated by north-facing tombs, category B by south-facing tombs, category C by a roughly equal
proportion of north-facing and south-facing tombs, and there is a certain pattern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hree
types of sit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orth-facing and south-facing tombs of this culture represent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nd that the population composition of this culture was dominated by the north-facing tombs and
supplemented by the south-facing tombs. With reference to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the popularity of north-facing
burials in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burials of the Xia relics, it is
clear that the north-facing population of the Erlitou culture was the Xia people of the surname Si. The literature also
records that Wei with the surname Peng and Gu and Kunwu with the surname Ji, which were alliance of Xia.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show that the tombs of the noblemen of the Zhou dynasty with the surnames of Peng and Ji
were south-facing tombs, so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e south-facing tombs of the Erlitou culture were of the Peng and
Ji tribes; these tribes were good at making pottery, casting copper and turquoise. The rise of the Xia dynasty began
with an alliance between the Xia people of the surname Si and some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Zhurong”. The
concept of“Xia culture” has two levels, broad and narrow, and is defined at the level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nd
clan affiliation respectively.

Key words: Erlitou culture；north-facing tombs；south-facing tombs；population composition；Xia culture
［责任编辑/知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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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政治哲学意蕴

储昭华 熊 沂

摘 要：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命题从知识论的角度指出了人皆有成为尧舜的内在德性之源，但其更深

层意蕴在于政治哲学的层面，意指如尧舜般在立己的基础上立人、兼善天下，施泽于万民，才是仁的最高体现。

仁这一目标和境界，不只是个人自我人格完善之所应然，更是华夏族群及文明兴盛之根本，因而是人作为族群

一员之最高使命和责任所在。孟子这一思想构成儒家对圣王期盼和追求的主要理路。荀子则从人本性欲求的

视角，以“尊君”之“养”进一步激发、促进这种追求。二者从文与质两个维度，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华夏民族所

特有的“圣王情结”。这种情结构成了中国历史和政治文化以统一为主流和归宿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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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分析中国历史和传统政治文化的特

征时，有一正一反两种描述具有很强的代表

性：所谓正面描述，是认为尽管其间时有动乱、

分裂和倒退，然中国历史的总体趋势乃是不断

趋向集中一统的。人们几乎普遍地将此倾向

归因于儒家文化——或从儒家的家国一体理

念，或从以公羊学为代表的儒家大一统理论中

寻找答案。所谓反面描述，指的是中国历史总

是治乱交替，呈现出一治一乱循环往复的演变

轨迹。论者一般将此归因于王者至上的人治

而不是法治。这两种特征描述及其原因分析，

均以相当充分的理据而各自具有较强的解释

效力。细究之，大一统之生命力与王者至上的

特征都可以从儒家思想找到根据。许多儒家

经典，包括《大学》的由内圣到外王理路、《中

庸》的“大德者必受命”、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

舜”，以及荀子的“礼者，养也”“人皆可以为禹”

等都有着深刻的政治哲学意蕴。本文试图通

过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一命题，重新阐释

儒家文化对华夏民族的统一与华夏文明连续

性的影响。

一、“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价值
旨向

“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1］235在《孟子·告

子下》篇中，对曹交此问，孟子的回答十分肯定：

“然。”尧舜，究竟是华夏历史上确有其人的远古

时代圣王，还是像古史辨派认为的只是儒墨虚

构的人物？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对于政治

哲学的探索来说，不论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还是一种虚构，比这种疑问或关切更有意义的

是，在儒家对尧舜的描述或建构的背后，究竟蕴

涵着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内在期望。一直以

来，无论儒家传人还是其他研究者，都主要是从

伦理道德角度来诠释这一论断，即将此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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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可以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成为尧舜那样

的圣贤。

从语法上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一个典

型的主谓宾结构句式的命题或论断。“尧舜”虽

只是其宾语，但应是其关键或“文眼”所在。要

探究孟子这一命题的真正意蕴，洞察所谓“人皆

可以”究竟何指，应由此切入，并沿着其所指引

的方向展开。尧舜在孟子心目中地位之重，人

所公认。“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1］86《孟

子》一书中，或答弟子及时人之问，或由衷赞颂，

孟子提及尧舜的次数多矣，尧舜何以在孟子心

中占有如此至重的地位？从孟子笔下关于尧舜

的回答或礼赞中，答案再清楚不过：在孟子心目

中，尧舜正是其道德理想的具体体现，是至善人

格的典范。在关于德性、人格的问题上，孟子总

以尧舜为模范来阐发说明。说到道德，人们最

先想到的可能是孟子关于舜的孝行的描述和称

颂。面对父母的不慈、不公之举和顽弟的加害，

舜始终不违孝敬、友爱之道，以至最终放弃天下，

“窃父而逃”；对于先王尧，舜更是忠义至诚，竭尽

臣道。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

而已矣。”［1］236

尧舜之所以被孟子视为道德理想和至善人

格的典范，当然不仅是由于其德行本身，更在于

其得以修成的本性之源。对尧舜来说，无论是

其道德境界，还是至善人格，本质上源于其自身

的内在本性，是一种自觉、自主、完全能动的扩

充和养成，即“尽其心”“养其性”造就的成果。

正是这种内在本性，构成了其积极修为、不断完

善自身的动力源泉。这意味着，其对善的追求

由其本性使然：“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

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

能御也。’”［1］264-265“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

善者，舜之徒也。’”所以，“孟子曰：‘尧、舜，性

之也。’”［1］272

以此为据，人们确然有理由从道德视角来

理解或诠释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论断。在

这一方面，所谓“可以为”，当然具有知识论意义

上的认定或推断之意，意味着对每个人来说，都

应有这样内在的潜能和趋向，因而有着达到尧

舜的境界，成为与尧舜一样的圣贤的内在可能

性。但其确切的意涵，无疑指的是价值论意义

上的“应当为”：每个人的自身之中皆有为善的

能力和向善的德性，因此，都应当以尧舜为楷

模，积极修为，不断完善自身；以其为目标，力求

通过自己的修为，达到尧舜的境界。“孟子道性

善，言必称尧、舜”及所谓“尧、舜与人同耳”［1］169

首先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

对此，徐复观的阐释可谓中肯：“孟子之所

谓性善，是说一般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尧舜之

所以为尧舜，也只是因为他是‘人’，只是因为人

的本性是善。在人的本性上，尧舜更不比一般

人多些什么；所以他说‘尧舜与人同耳’。既是

‘尧舜与人同耳’，便可以说‘人皆可以为尧

舜’。”［2］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人皆可以为

尧舜”的内在根据和源泉所在——人皆有向善、

求善的内在本性和趋向。

当徐复观接着将孟子这一命题中的“可以

为”释为实然之“为”，其解释效力则值得质疑。

实质上，即便就这一命题本身而言，更不必说将

其置于孟子思想整体之中，与孟子思想的立论

取向联系起来，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一语境

中，所谓“可以为”指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力求达

到尧舜的道德境界，正如孟子所强调的那样：

“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1］130它标

志着一种目标、一种方向，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

实际地成就像尧舜那样的理想人格，更不意味

着人人都真的能够拥有尧舜之尊位，成就尧舜

之伟业。

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政治价值
旨向

对“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价值之理解，

因与儒家文化成人成德的旨向相契合，而几成

共识。但如果我们跳出儒家道德观的视域，进

一步将其置于华夏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形成、

演变的整体趋势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之中加以审

视，则会发现，其真正核心的意蕴或在政治哲学

层面。

（一）作为圣王的尧舜对于华夏族群与文明

的意义

这一命题究竟有无政治哲学意蕴？如果

有，又究竟何指？洞察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

何认识作为宾语的尧舜的特殊身份及与这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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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相应的地位和作用。

如果孟子只是要寻找某位道德的典范、人

格的楷模着力加以推崇，那为什么不说“人皆可

以为孔子”？众所周知，从道德意义上说，孟子

对孔子的推崇丝毫不亚于尧舜。面对公孙丑的

提问，孟子的回答是：“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

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

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

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

‘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

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

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

来，未有盛于孔子也。’”［1］50-51 以这种引述的方

式，孟子明确地表达出其对孔子德行和地位的

推崇之情。

尧舜与孔子的最大差异在于，尧舜不是单

纯道德境界意义上的典范或圣人，而是有着特

殊身份、地位和功业的古代圣王。按照荀子的

界定，“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3］353，

之所以是尧舜，而不是孔子被孟子推到如此至

重之位，成为孟子这一命题的宾语，当然不是偶

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深刻的意蕴和价值旨

向：尧舜作为圣王的典范，以其超迈凡人的崇高

德性和超群智能，为社稷和苍生带来无限福

祉。无论是对生民，还是对华夏文明，他们都有

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一

点，应是孟子“言必称尧舜”的原因和用意所在。

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261之

论应该上升到这一视域来理解。所谓“穷则独

善其身”，不是指穷困之时只得独善其身，而是

告诫世人，单纯的自我完善，只是有限的人生境

界。真正理想的目标和境界当是“兼善天下”，

造福于万民与后世。二者之中，“兼善天下”才

是孟子心目中人所应有的理想境界。要言之，

此语真正的或更深的意蕴应在于政治哲学层

面，而不只是单纯的人生哲学层面。

《孟子》一书中，在不同的语境下，从不同的

角度，对此有着具体透彻的阐述，且反复加以强

调。从以下论述中，可以清楚地领悟出这一点。

其一，尧舜以如天之仁、超人之智，解民之

苦，华夏文明得以兴起。“当尧之时，天下犹未

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

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

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

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

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

可得而食也。”［1］96尧舜不仅为万民的衣食生存忧

劳，更为教民、化民而思虑筹划：“圣人有忧之，使

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

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

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

之。”［1］96由此使生民的身心得到协调发展。

其二，以仁政安万民，施泽于天下。孟子的

立场非常明确：王者之所以为王，能得天下，就

是由万民所归、民心所向造就的。这一方面是

从实然的、功能意义上而言的——必须有一定

规模的民众拥戴、追随，王者才能得享天下。“得

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1］136如此，尧舜虽身为臣民，却

终成为王者。“齐宣王问：‘德何如，则可以王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1］11“乐以天

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27另一

方面，孟子之言更多的是从应然的价值意义上

来说的。它意味着王者和政事的正当性或合法

性依据就在于安民、保民，施泽于万民，即“保民

而王”。“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

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1］184而启

之所以在与益的竞争中胜出，按照孟子的解释，

并非是由于其为禹之子，而是由于其辅佐禹治

水有功，施泽于民更多，因而为民所拥戴：“启

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

泽于民未久。”［1］184凡是合乎这一法则、以此为使

命的仁义之君，则拥戴之、尊崇之、追随之。反

之，则易之，直至可以彻底推翻、诛杀：“残贼之

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33

尧舜之所以为万民所归，成为王者，就在于其大

行仁政。从为政治世、安定天下的角度说，尧舜

之道就是仁政之道。“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

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

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1］128 反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

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

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

至”［1］120。

在《孟子》一书中，孟子或直抒胸臆，或借伊

尹等人之口表达对尧舜造福生民之功德的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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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

民久。”［1］184“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披尧、舜

之泽者。”［1］186从这种景仰之情，可以深切地体悟

到，孟子对尧舜作为圣王为生民和族群所施泽

的无穷福祉的充分肯定和对这种理想的企盼。

这才是孟子最注重、最要追求的“兼善天下”之

“达”境。

其三，君臣之道的典范，并以禅让实现王者

权位的和谐更替，使公天下的理念得以落实。

在孟子那里，之所以将尧舜合称，还有另一层意

蕴，即尧舜之道，除创始华夏文明、以仁政造福

生民之外，还包括君臣相处之道和王者权位和

谐更替的禅让之道。因为他们还标志着君臣关

系的理想状态：当舜为臣时，尽力辅佐尧治理天

下；而尧舜禅让更为王者地位和权力的和平、完

美更替提供示范。“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

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

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

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1］130 如果

说，舜尽为臣之道，维护和增进的是尧为圣王时

代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安定的话，那么，尧禅让于

舜，不仅为社会政治秩序的永久安定提供指引

和有效保障，而且对为公天下的真正落实起到

引领和示范作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孟

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命题的更深层意蕴在于政

治哲学层面。

在二者之间，作为圣王代表的尧舜教化华

夏族群，施泽造福于华夏生民这一伟大功业，

无疑比单纯作为道德典范的作用和意义更为

重大。但二者又是密切相连、内在统一的。对

于尧舜来说，没有基于内在本性、通过自身修

为而达到的崇高的道德境界，就不可能成为为

民解苦的圣王，成就造福社稷的伟大功业。世

人往往只见圣王主宰天下、号令万民的威仪和

举措，可能误以为其是为了满足自身一统天下

的愿望，殊不知这只是一种途径和方法，其真

正的内在动力则是圣王内在养成的仁者之心、

爱民之情。“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

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

之，所性不存焉。’”［1］267正是有了这一基础和内

在德性所构成的动力，圣王的功业才会由此展

开，其理想才得以实现。要言之，这种德性修

为的真正意义，应在于为天下黎民苍生创造福

祉，而不仅仅是自身的成仁成己。

（二）孟子推重尧舜的更深层用意：“为天下

得人者谓之仁”

孟子向弟子和世人反复言说、极力推崇尧

舜及其功德，已是其立场和倾向的清楚表达，并

隐含着价值上的明确导向。然孟子提出“人皆

可以为尧舜”的命题，还有着更深远的用意，是

一种着眼未来的前瞻和构想。

《孟子·滕文公上》载：

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

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

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

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

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

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1］97

孟子的这一论述，并不为人们所重视，甚至不太

为人们所关注。其实，其意蕴非常深刻。在某

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理解孟子乃至儒家思想

奥秘的一个重要密码。在这段话中，最核心的

应是“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

易，为天下得人难”。意欲据有天下之心，几乎

人皆有之。关键在于将天下托付于什么样的

人，谁才配有天下。“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

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1］128只有德性修养

臻于圣人境界、视民如伤的仁者拥有天下之“高

位”，才能降福于生民，才能使仁得以实现，也才

是真正的仁。尧舜确然是天下人所期盼的圣王

的典范。然而这样的圣王如何能不断再生、涌

现，从而使天下秩序持久安定、生民的福祉永久

不竭呢？这是孟子更深的关切，也是其提出“人

皆可以为尧舜”的更深远用意。

三、儒家政治理想的寄托和保证

上述解析表明，无论从文本角度说，还是就

其旨向而言，“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一命题在孟

子那里决不只是一个孤立的、边缘性的论断或

观点，而是其基本立场、价值取向和致思理路的

突出体现。将视野拓展开来看，孟子的这一命

题，也集中反映出儒家特别是原始儒家的根本

立场和理论宗旨，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代表性命

题或核心理念之一。它既是对前期儒家思想的

总结和弘扬，也对其后儒家思想的发展有着深

34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政治哲学意蕴

刻的影响。

首先，对尧舜的推崇及其所反映的对圣王

的企盼和追求，是儒家积极入世、以求安定天下

的根本依托。与道家“清虚以自守”的旨向迥然

不同，儒家从一开始就以鲜明的责任感而取积

极入世之道，以安邦定国、平治天下为使命。与

法家唯君王霸业之求截然相反，儒家以“观乎人

文，化成天下”、造福生民为根本宗旨。

按照《尚书》首篇《尧典》的记载，这一进程

就是由尧所开创或奠基的：“曰若稽古帝尧，曰

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

雍。”①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文本，与其说是关于

尧的事迹记载，毋宁说是对尧的内在德性和创

始之功的礼赞。其所描述的主体虽只是尧，其

实所表达的是儒家对尧舜乃至圣王本身的根本

定性、定位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导向。

其次，圣王是仁义价值得以实现的动力源

泉和保证。如何协和万邦、安定天下？儒家构

想的理想方式是“留意于仁义之际”［4］，即以仁

义之道平治天下。何谓仁？在不同的语境下，

孔子对仁有不同的回答。其中对樊迟的回答

“爱人”应最具有概括性和代表性。儒家的爱确

有差等，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墨家的兼爱。但更

应该看到的是，儒家的爱人不仅同样有普遍之

爱，而且以对所有人的普遍之爱为基础。“夫仁

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已。”［5］72此处的人，是涵盖所有人

的普遍之人。对人的普遍之爱，落实到政治上，

便是安民、保民。而这正是像尧舜一样的圣王的

功德所在，“保民而王”。也只有尽伦尽制的圣

王，才能以仁心、仁政，使对所有人的普遍之爱得

以贯彻实现，使安民、保民得以落实。

最后，尧舜的事迹和功业为圣王的生成指

明了方向和路径。尧舜何以能成为圣王？除了

超凡的才智之外，最根本的则是通过自身的修

为，养成仁义之心，以此为基础而最终成就其伟

大功业。其事迹和功业为圣王的形成提供了理

想的范例，指明了方向和路径，那就是构成儒家

文化重要理念的内圣—外王之道。

在先秦儒家那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对尧

舜与尧舜之道的推崇、对圣王生成的基础和路

径的强烈关切和探索理路——孟子只是其中的

代表之一②。孔子一生对何人最为推崇？论者

多首推周公。其实，在孔子的价值序列表上，尧

舜应在周公之上，其后继以泰伯、颜回等。面对

子贡的询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

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

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5］72前述孟子

所言，其实也表明其对尧舜的推崇源自孔子的启

示：“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

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5］95

面对子路的何为君子之问，孔子的回答也

印证着这一点。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

“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

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

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5］181

孔子的回答，揭示了君子的三重境界：“修己”以

完善自身只是初始和基础；更高的境界应是推

而广之“修己以安人”；最终像尧舜那样“修己以

安百姓”，才是君子追求的最高境界。孔子的这

一论述，既足以证明尧舜及其功业在其价值序

列中的至上之位，也指明了如何成为从内圣到

外王的君子以至圣王的努力方向和路径。

作为六经之首，《周易》从更宏阔的角度，更

具体地阐述了古代圣王造福天下的功德，鲜明

表达出儒家对圣王的推崇与呼唤：“备物致用，

立成器而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6］595“古者包

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

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

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

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

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

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

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

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

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

《乾》、《坤》。”［6］607-610

回头再来看孔子为什么如此推重周公，原

因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其崇高的德性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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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境界；二是其堪比圣王的外王功业：制礼作

乐、平治天下、最终还政于成王，福泽天下万民。虽

无圣王之名分，周公的所作所为、其功德所在，

实则无异于尧舜。在这一问题上，孔子关于管

仲的评价亦有参考、佐证意义。

《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修己成德之学，

兼为安邦保民的为政之学。基于上述分析，对它

们的准确定性应该是成圣之学，阐发的是成为德

性之圣与治世之王相统一的圣王的必备基础与

由内圣到外王的必然路径。《大学》最为人所关注

的是其关于从内圣到外王的路径的描述：“古之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

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

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5］250《中庸》则着重阐

发成就圣王的基础与功夫：“子曰：‘舜其大孝也

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

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

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

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

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

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5］315

就本文所论主题而言，《大学》与《中庸》更

值得重视之处在于，以尧舜禹等为典范，进一步

探求未来圣王的生成之道。《大学》强调“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既是提醒人

们，这一过程必须以内圣为基础、为根本、为前

提，外王是发用、落实，也意味着不能只停留于

内圣，最终必须推扩、落实到外王上。后者才是

更高的目标和意义所在。更重要的是，这一切

是对从天子到庶人的所有人敞开的，关键在于

能否先成为有德之圣。《中庸》的“大德者必受

命”将这一点鲜明地凸显出来。对“大德者必受

命”，朱熹的注解非常明确：“受命者，受天命为

天子也。”［7］26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庸》曰：

“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

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5］326

作为儒家外王之道的奠基者，荀子对王者

（圣王、天子、君王等）之于天下与万民福祉的根

本意义有着更充分的强调。这构成其思想的重

要特色之一。“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

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3］127“而

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

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

贵天下之本也。”［3］142对于整个天下来说，尤其仰

赖圣王的主宰与引导：“故天子唯其人。天下

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

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

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

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天下者，至

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3］280“圣也者，尽伦者

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

矣。”［3］353

论者往往将荀子的“涂之人可以为禹”与孟

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相类比。二者当然有相

通之处，但也有着重要的区别：其一，对荀子来

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不是直接建基于人的内

在德性（当然也得益于人“心”的积极能动性），

而是源自人的后天修为，是人性之伪的结果。

其二，荀子认为圣王之间不必也不可能禅让。

有一点表达得比《大学》《中庸》及孟子更明确，

那就是尧禹等圣王乃是人修为积累所成就，“故

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3］385。因此，这一进程

是完全开放的，人们只要有此志向，朝着这个方

向努力，理论上都可以成为尧禹那样的圣王。

“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在注错习俗之所

积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

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3］46“我欲贱而贵，

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

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3］97

正如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一样，荀子不是

从应然，而是基于对人的自然本性欲求的洞察，

从实然的角度，以“礼”的尊君之养，提出了如何

塑造王者，激励、引导王者实现其个人欲望、荣

耀与社稷、万民利益的双赢的构想。

总之，孟子这一命题所表达的对圣王的景

仰、向往和追求，有直接的思想来源，是对先秦

儒家核心旨向的弘扬和发展，也是先秦儒家立

场、倾向的集中体现，因而对整个儒家文化及其

演变有着深刻的影响，经过后世儒家的演绎而

不断深化，成为儒家文化的旨归和精髓所在。

梁启超对儒家的总结是：“儒家哲学，范围广

博。概括说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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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政治哲学意蕴

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

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

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

外王。”［8］不过，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二者不是

平行并列的关系。对儒家来说，内圣是基础，外

王才是最终的目标所在。

这一追求或核心理念的具体体现形式则随

时代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在后世儒家那里，一方

面由于其思想愈益博大而繁复，这一问题逐渐退

隐、沉潜于诸多新的议题背后，不再像先秦儒家

那样鲜明而突出；另一方面，其后天下已定于具

体的一尊，以言说圣王与禅让以表是非、褒贬，或

有“是古而非今”之嫌，因而为时势和王权所

限了。

四、“圣王”之求的不同效应

透过对“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一命题在孟子

思想及先秦儒家中的地位和标志意义的解析，

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

其从一开始便将圣王视为实现其救世安民目标

的根本寄托和保证。这一思想，究其源泉而言，

是对华夏文明特别是华夏政治文化形成、演变

规律和趋势的总结和顺应：儒家基于对这一源

流及其趋向的深刻洞察，自觉顺应这一趋势，将

其合理化，进一步确立并转化为一种普遍的规

范原则。其目的在于以此为华夏民族及其文化

的不断发展、繁荣和壮大找到现实依托和动力

源泉。它直接决定了儒家文化的演变历程和特

征：由对圣王功德的景仰和企盼导向现实政治

中对王者至尊地位的推举，以及价值导向上对

有德之王的呼唤。能否及如何选择、培育集超

凡才智和至高德性于一身的圣王，使之能不断

应运而生、传承不息，从而求得天下之长治久

安、生民之持久福祉，成为其政治哲学最深沉的

关切和追求。

这一追求的突出体现和其所积淀而成的重

要结晶，便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特色卓异的

“圣王情结”。就思想理念的建构而言，在这一

问题上，孟子和荀子的观点作为重心不同的两

种代表性理路，影响尤其深刻。孟子是以应然

立论，基于人之为人，特别是每个人作为华夏

族群之一员所应当具有的对整个族群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来召唤和引导人们追随、效法圣

王。而荀子则基于对人普遍具有的内在本性

欲求的洞察和正视，通过“尊君”之“养”来激发

圣王形成的动力之源，并规范这种欲求来培

育、造就圣王，成就圣王之伟业。“夫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

是 人 情 之 所 同 欲 也 ，而 王 者 兼 而 有 是 者

也。……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皋牢天下

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其谁能

睹是而不乐也哉！”［3］176 孟子为“文”，荀子为

“质”，二者统一起来，构成儒家圣王之求的基

本理论架构。通过持久的熏陶和教化，加之历

史的不断强化，由此造就出华夏民族特有的

“圣王情结”，最终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历史

演进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历史的演

进过程何以具有如此的特征和轨迹，从这里可

以获得更透彻而切实的解释。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来看

看这种“圣王情结”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的不

同效应。为什么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断趋向一

统、以统一为主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从孟子

对“定于一”的企盼到《公羊传》的“大一统”论，

儒家不断强调王者必以实现天下一统为使命。

“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统，明所受，

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9］欧阳修直接

将一统归为正统的两大要素之一：“正者，所以正

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0］

司马光说得更透彻：“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

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11］正是在这种使

命感和责任感的感召下，一代代有为之君以其

强力作为不断推进，才使历史呈现出这种格局

和趋势。正如冯天瑜所总结的那样：“‘大一统’

是周秦之际及此后历朝历代人们追求国家统一

的理论概括，并把‘大一统’视作‘治世’的首要

条件。”［12］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王者无疑居于核

心和主宰的地位。

为什么大乱之后天下能不断重归安定统一？

也正如《孟子》和《中庸》所召唤的那样，安民、保

民、安邦定国、一统天下，不仅是主政者的责任，也

是大德者的使命所在。舜与文王“地之相去也，千

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

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1］150。当天下有

难、黎民受困之时，有志有德之士理应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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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起救世安民的责任，正如孟子所预言或期望

的那样，“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1］83，

由此天下才重归正道。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圣王情结”也难

免有负面效应。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推崇圣

王的目的在于安民、保民与化民，推崇背后其

实蕴含着对王者的规导，但对圣王的过分推崇

和期望，势必会减弱甚至淡化对制度建构和完

善的探索与追求；一味寄望于王者而缺乏真正

有效的规范、制约，最终也会埋下祸患之根；

呼唤、激励人们承担起救世之责，在某些历史

时期，反而可能开启群起而争的大门，引发无

穷的纷争，给万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孟子对此

有所预见，提出天命论加以规范和制约，试图

以此约束、防范人们在担当使命、履行救世之

责的旗号下竞夺神器，反招动乱之祸。“此皆非

人力所为而自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7］314

然而天何言哉！天命如何体现和验证？其规

范作用又如何得到有效贯彻落实？这种理论

上和实践上的分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难以

实现所期望的规范效力，其后的历史演变过程

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何弘扬、激发这种追

求的积极意义，避免其负面效应，如何真正有

效地防范其反向演变的趋势，这一切值得我们

在探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化时审慎

思考。

注释

①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 249-250页。标点有改动。②这一思想在

先秦儒家那里表达得最鲜明突出，其原因是多方面

的。最主要的是深感天下之争给黎民造成无穷苦难，

儒家、墨家等都着力探求如何使“天下定于一”以止纷

争，以安万民。企盼如同尧舜的圣王问世，是他们设

想的最有效的依托和实现途径。这一最强烈的关切使

得先秦儒家对此备加重视，并明确地表达出来。而先

秦经典义丰而文约，也使人更易于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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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the Proposition“Anyone Has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Yao or Shun”

Chu Zhaohua and Xiong Yi

Abstract: The proposition by Mencius that“Anyone has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Yao or Shun”points out that the
inherent source of the ethical nature that enables everyone to develop into a sage like Yao or Shu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y. However, its deeper implications lie in the domai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which suggests
that the highest embodiment of benevolence is to achieve oneself and then lead others and benefit the world，just like
Yao and Shun did. This goal and realm of benevolence is not only the natural completion of ones own personality，but
also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ivilization，and therefore the highest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man as a member of the ethnic group. Thus, this idea of Mencius constitutes the main theoretical path
for Confucianism expectation and pursuit of the Sage King. Xunzi further stimulates and promotes this pursu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nature and desires，using the “respect the king” concept of consecrating. With their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terms of culture and nature，Mencius and Xunzi have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unique Chinese“sage-king
complex”and form the profound reason that unific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and ultimate destiny of Chinas
histo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Key words: Mencius；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Anyone has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Yao or Shun” Sage
King；Sage King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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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来说，“内圣外

王”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虽然“内圣外王之

道”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庄子·天下》篇，但是儒

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更为

广泛、深远的影响。不过，在以往的研究文献

中，对儒家“内圣外王”论说的理解，相当程度上

存在着偏差和含混之处。比如说，“外王”的所

指和含义到底是什么？“外王”是否有其制度之

维？“内圣”如何“外王化”？或者说，“内圣外王”

实现的具体路径和方式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

问题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思考和明确的解答。

因此，本文力图在深入解读先秦儒家相关论说

的基础上，准确、全面地把握和重释先秦儒家

“内圣外王”思想的内在理路及其丰富内涵，从

而为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当代视角的解读”

确立一个前提和基点。

一、先秦儒家“外王”思想辨析以及

成就“外王”的方式问题

让我们从现当代学者有关儒家之“内圣外

王”的不同理解的辨析入手，对先秦儒家的“内

圣外王”思想进行梳理和重释。牟宗三在《历史

哲学》中，对孔子所成就的“内圣外王”提出了这

样的理解：“遇有机缘，彼亦可以成功业，然功业

不功业，与彼之德慧人格无增损也。圣人之得

位行道，其表现成就之方式与境界，亦与政治家

不同。”［1］90并且认为，“孟子所谓‘所存者神，所

过者化，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亦与

此同”，其义与孔子所表现的“圣人外王之境界”

相同，“而一切政治家之方式，则皆为小补（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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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一时的）”［1］91。显而易见，牟宗三的以上

论述蕴含着两种“外王”的区分，也就是说，存在

着“圣人的外王”与“政治家的外王”。牟宗三关

于“内圣外王”两种类型的区分，既令人疑惑，也

与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相去甚远。与牟

宗三的看法有所不同，路德斌在有关孔、孟、荀

的“治道”思想及其差异的论述中，给出了对于

孔、孟之“内圣外王”思想的另一种解释。他说：

“按照荀子的思考和取向，‘内圣外王’的‘德治’

之道决不是一个‘治治’务本之道，而是‘治乱’

逐末之道。治道的根本只有一个，那就是‘礼义

法度’，即‘法治’。”［2］

以上列举的这两种对（先秦）儒家“内圣外

王”思想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人们对儒家

“内圣外王”之理解的歧义和争执，因而对其进

行深度解读和合理重释依然具有必要性。在有

关（先秦）儒家之“内圣外王”思想的大量研究

中，被征引次数最多的是以下两条材料。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

“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

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

百姓，尧、舜其犹病诸！”［3］204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

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

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为本。［4］1592

在子路与孔子的以上问答中，孔子所说的

“修己”通常被对应于“内圣”，而“安百姓”则被

对应于“外王”（“安人”作为一个环节而被包容

于“安百姓”之中）。这一点大致没有分歧，但是

“安百姓”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修己”如何客观

化而为“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的主语或主

体是谁？这些问题都是无法回避而又不易回答

的。在《大学》的经典表述中，“修身”对应的无

疑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自然对应

的是“外王”。然而对于这一经典表述的准确理

解而言，我们依然需要追问诸多无法回避的问

题，比如，“明明德于天下”是什么意思？其中的

“家”“国”又何所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各自的主体是否相同？为什么家齐了自然就会

国治，国治了自然就会天下平呢？

要回答以上问题，并准确理解这两段有关

儒家“内圣外王”的经典论述，则必须考虑这两

段经典表述出现的历史语境；脱离或无视“文

本”的历史语境，我们也就无法把握“文本”的历

史意义，即“文本”在其历史语境中所呈现的意

义。而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对这两段经

典论述的注释和解读，显然并未充分考虑它们

的历史语境。子路与孔子的问答当然发生在春

秋末期。至于《大学》，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的证

据来确定其作者和写作时间，但是基于《大学》

的“内圣外王”论述与孟、荀的“内圣外王”思想

的比较，还是可以将《大学》看作孔、孟之间的一

个重要文本。因为相较于孟、荀的“内圣外王”

的思考和论述，《大学》有关“内圣外王”的经典

表述还显得笼统，其所呈现的时代相关性也不

够明显。

子路与孔子之问答的历史语境，就是处于

衰落阶段的东周之封建天下的政治格局。东周

王室苟延残喘，诸侯强国逐鹿中原，借用《墨子·
节葬下》中的说法，就是“天下失义，诸侯力征”［5］，

这种状况构成了《大学》的基本历史语境。不

过，战国时期诸侯强国逐鹿中原的历史语境在

《大学》的文本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大学》中

“内圣外王”思考的制度前提依然是“家—国—

天下”的分封制政治格局。这一方面说明《大

学》的文本很可能出现在战国早期，另一方面也

显示出《大学》政治哲学思考的制度前提及其概

念框架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其时代背景。这一点

在《大学》的主要概念和论说中存在诸多表现。

《大学》中的“国”都应该被理解为“诸侯曰国”意

义上的“诸侯国”，而其中的“家”这一概念也大

多应该在“大夫曰家”的意义上被理解。比如，

在下面这段论述中，“家”“国”的用法就是这样。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

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

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

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

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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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

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4］1603

不过，在论证“治国必先齐其家”的一章中，

“家”的用法则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游移。《礼记·
大学》中的一个重要论证就是：“一家仁，一国兴

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

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

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4］1600显然，这

一论证中的“家”应该是指“国君之家”，而从后

半部分有关尧舜、桀纣的说法来看，其中的“家”

也可以被理解为“天子之家”，但是这一论证中

所说到的“家”绝不是“庶人之家”。

在封建天下的政治格局之中，不管对“齐

家”之“家”作何理解，《大学》中的“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论述及其理路都显得含混而又费

解。为什么“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呢？《孟子·离娄上》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

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6］493这里，孟子对“天下国家”的阐发，显然

就是对《大学》的“修”“齐”“治”“平”之要义的概

括。同时，《孟子·离娄上》中紧接着的一章可以

合理地被看作对“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内在

逻辑的一种可能解释。孟子说：“为政不难，不

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

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6］493-494关

于这里的“巨室”，赵岐的注释是：“巨室，大家

也。谓贤卿大夫之家、人所则效者。”［6］493 对于

《大学》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另一种可能的

解释就是“大夫齐家、诸侯治国、王平天下”，也

就是说，大夫管理好了他的“家”，诸侯国君自然

就能够治理好他的“国”；而诸侯国君治理好了

他的“国”，王自然就能够“平天下”。第三种合

乎逻辑的可能解释是，“齐家”是指大夫、诸侯、

王都先“齐其小家”，而当大夫管理好了自己的

“小家”，他就能够成功地“齐其大家”；当诸侯国

君管好了自己的“小家”，他就能够成功地治理

自己的“国”；当王管好了自己的“小家”，他就能

够成功地“平天下”。然而，不管是哪一种解释，

其中“家齐”到“国治”，“国治”到“天下平”的自

然延伸和拓展都很难成立；换言之，既理据不

足，也没有什么普遍有效性。比如，照孟子的说

法，尧之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6］647，这

不就说明尧、舜都没有管好各自的“小家”吗？

但是尧、舜却又都成功地平治了天下。

在封建天下的政治格局中，齐家与治国、治

国与平天下、齐家与平天下之间的可能相互关

联，都要比《大学》的简单论断更为复杂多样，或

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在《孟子》和《荀子》中

几乎看不到有关这一论题的明确论述。不过，

虽然《大学》中“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其关联

的论述很难成立，但是“齐家”“治国”无疑可以

被看作“平天下”的内在环节和构成部分，或者

说，“平天下”把“齐家”“治国”扬弃和包容于自

身之中了。与此相关联，在《大学》有关“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经典论述中，“平天下”对应

的就是“明明德于天下”［4］1592，或者说，两者是同

义的。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头来看孔子

“修己以安百姓”的经典论断，可以说，孔子所说

的“安百姓”就是《大学》中的“平天下”或“明明

德于天下”。《孟子·公孙丑下》中有“安天下之

民”和“平治天下”的说法，孟子说：“王如用予，

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6］307另一相关的

著名论断则是：“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

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6］311我们以为，

孟子所说的“平治天下”就是《大学》的“平天

下”，而其“安天下之民”的说法显然源自孔子所

说的“修己以安百姓”中的“安百姓”。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说先秦儒家“内圣外

王”思想中的“外王”指的就是“平天下”“明明德

于天下”“平治天下”或者“安百姓”“安天下之

民”。如果这一点可以确定，那么接下来需要追

问的就是：谁能够成就这样的“外王”呢？先秦

儒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圣王。孟子在谈到

伯夷、伊尹和孔子的相同之处时说：“得百里之

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

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6］216-217

《荀子·儒效》也说：“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

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7］138不仅如此，荀子

还将“圣人”分为两类，即“圣人之得势者”和“圣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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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不得势者”。前者的代表是舜、禹，后者的

代表则是仲尼、子弓；前者能够“一天下，财万

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7］97，而后者如“仲尼、

颜渊知而穷于世”［7］518。所以，即便是“圣人”，没

有得势或得位，也是不能成就这样的“外王”

的。与此相联系，《大学》中的“古之欲明明德于

天下者”的所指只能是历史上的“圣王”。或许正

因为“明明德于天下”的主体是“圣王”，所以郑玄

对“明明德”的注释是：“谓显明其至德也。”［4］1592

同时，从孔子“尧舜其犹病诸”的说法来看，“修

己以安百姓”的主体也只能是“圣王”。也就是

说，能够成就“外王”并实现“内圣外王”之完美

统一的唯有“圣王”。

先秦儒家所理解的“外王”的成就有赖于

“圣王”的存在。“圣王”是“圣人”和“王者”的统

一体，而可能出现“圣王”的方式无非两种，即

“王者成为圣人”或者“圣人成为王者”。前一种

方式的概率太低了，而后一种可能性大致也只

有两条实现的路径，即“征诛”和“禅让”。不仅

如此，由于“征诛”是一种非常态的和非制度化

的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禅让”就成为可设想

的最为合理的选项，或者说，“圣人为王”亦即

“圣王”出现的最为合理的制度化路径就是“禅

让”。所以，先秦儒家追求“内圣外王”的统一以

及“外王”功业的成就，就会合乎情理地主张和

认同“禅让”。在我们看来，这正是“禅让说”与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根本关联所在。同

时，先秦儒家的“贤能政治”论说也与“禅让说”

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因为儒家“贤能政

治”主张的最终逻辑推论就是“惟圣人最宜于为

王”；而“惟圣人最宜于为王”之理念的合乎情理的

政治指向和政治寓意就是天子之位的禅让制。

在《孟子》中孟子与万章讨论了尧舜禅让与大禹

传子的问题。万章的问题是：“人有言，‘至于禹

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6］646从万

章的提问来看，认为天子之位的禅让制优于传

子的继承制，乃是当时的一种颇有影响的主张；

同时，郭店竹简《唐虞之道》的出土，也为战国中

晚期“禅让说”的流传提供了新的证据。

不过，虽然理论上“禅让”是“圣人为王”的

最合理的方式，但是“禅让”的理念却缺乏实际

的可行性。我们知道，在孟、荀的时代，“传子”

的惯例已经延续了很久，“传子”由于得到统治

者和民众的习惯性接受而获得了自己的合法

性。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强调“禅让”的正当

性和合理性，试图用“禅让”替代“传子”，就会颠

覆并打乱统治者和民众对政治权威之传承方式

的习惯性认同，从而可能带来内在的分裂和混

乱。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孟、荀都对“禅

让”的说法及其历史叙事作出了反思。有关这

一论题，笔者曾经得出如下的结论：“孟子和荀

子的独特之处，恰恰不在于提出或者接受‘禅

让’优于‘传子’的观点；相反，在批评反思的前

提下，疏远‘禅让’的理想而接受了‘传子’的惯

例和现实，才是孟子和荀子的真正独特之处。”［8］

然而，一旦排除了“禅让”的选项，“圣人”成

为“王”的设想就从根本上落空了。这样一来，儒

家的“外王”理想如何才能实现？怎样才能把“内

圣”和“外王”结合起来？诸如此类的问题乃是

孟、荀的“内圣外王”思考所无法回避的。在春秋

末期的政治格局下，孔子的自我定位是：“如有用

我者，吾其为东周乎！”［3］234与孔子有所不同，孟

子的政治作为主要是试图说服和诱导某位诸侯

国君“行仁政而王”［6］185，而在可能出现的“行仁政

而王”的历史进程中，孟子的自我期许则是：“五百

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

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

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

世，舍我其谁也？”［6］309-311《孟子译注》对“名世者”

一词注解道：“孟子所谓‘其间必有名世者’，恐系

指辅助‘王者’之臣而言。孟子一匹夫，无所凭

借，自不敢自居于‘王者’，但为周公则未尝不

可。”①孔、孟的自我定位和自我期许折射出了他

们对以上问题的思考，而荀子则更为自觉和系统

地思考并解答了这些问题。

对于荀子来说，虽然在其时代“王成为圣

人”和“圣人成为王”的可能性几乎都不存在了，

但是依然存在“圣人”和“王”之间的可能结合方

式，这就是“尊圣者王”。荀子说：“故尊圣者王，

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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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尊圣者王”的典范模式就是“成王”与“周公”

的结合。与此相联系，荀子新创和使用了“圣

臣”这一概念，他说：“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

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7］248，而“殷之伊

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7］249。不仅如此，荀

子还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阐

发，比如：

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

王。［7］207

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7］209

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

是者王。［7］209

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7］317

荀子所提出的“圣人”与“王”的结合方式，

其具体表现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圣君贤相”，而

且事实上“圣君贤相”的说法也首次出现在《荀

子·富国》中②。不过，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圣君

贤相”并不是先秦儒家所理解的“外王”，而是

“外王”得以成就的前提和路径。在孟、荀的时

代，先秦儒家所理解的“外王”就是孟子所说的

“平治天下”和“安天下之民”，其具体表现形态

就是孟子所说的“行仁政而王”。“行仁政而王”

的“王”就对应孟子所说的“为政于天下”，《孟

子·离娄上》有言：“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

年，必为政于天下矣。”［6］496按照荀子的说法，此

处的“王”就意味着“天下归之”，《荀子·正论》

说：“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7］324在

孟、荀所理解的“外王”中，诸侯在一国内施行

“仁政”或“王政”的必然结果就是“天下归之”；

而反过来“天下归之”又落实为“行仁政于天

下”。所以，“外王”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仁政”或

者“王政”。

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秦汉以来的中

国传统社会，由于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大夫

曰家”和“诸侯曰国”意义上的“家”“国”都不复

存在了；《大学》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的“治国”，作为“外王”的一个环节也丧失了

确定的所指和意义，或者说“治国”被扬弃和包

容于“平天下”之中了；而“齐家”则相应地变成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各自“齐其小家”，同时这

种意义上的“齐家”相当程度上也不再具有属于

“外王”的政治意义。所以，在秦汉以来的中国

传统社会，儒家所力图成就的“外王”主要就是

在王朝之内施行“仁政”或“王政”，而“仁政”得

以施行的方式和路径就是“得君行道”，这里的

“行道”就是“施行仁政”。正如余英时所说：

“‘内圣外王’一旦应用到全面政治革新的层次，

便必然会落在‘得君行道’的格局之内。”［9］917

二、“外王”的制度之维与“内圣”的

客观化问题

先秦儒家所理解的“外王”就是孟子所说的

“平治天下”或“安天下之民”，而“安天下之民”

必须落实为推行“仁政”于天下；换言之，“外王”

就是通过“圣君贤相”推行“仁政”而使天下之民

得其所安。不过，虽然在这一点上没有根本性

的分歧，但是有关“仁政”的实质以及“内圣”与

“外王”之关系的通常理解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

片面性。牟宗三认为“前贤论‘外王’，原则上是

视为内圣之直接延长”［10］21，而熊十力有关儒家

之“内圣外王”的以下论述似乎恰好为牟宗三的

看法提供了一个例证。熊十力说：“庄子以内圣

外王言儒者之道，其说当本之《大学》。然内外

二字，但是顺俗为言，不可泥执。《大学》经文只

说本末，不言内外，前言物有本末，后结归修身

为本。修身，总摄诚正格致以立本。由身而推

之家国天下，皆与吾身相系属为一体，元无身外

之物。但身不修，则齐治平无可言，故修是本，

而齐治平皆末。本末是一物，不可剖内外。”［11］以上

这种将“外王”看作“内圣”之自然效应的通常理

解，似乎也在孔子的思想中有其表现。比如，孔

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

之。”［3］14“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3］208

然而，将《论语》中的这两章看作以上“通常

理解”的根据，却是对这两章相当片面的解释。

余英时曾经敏锐地指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孔子心中的‘内圣外王’大致即是‘仁’与‘礼’；

只有在尧、舜的‘礼’治秩序之下，‘仁’的功效才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辨正

43



2023年第 4期

能发挥到‘安百姓’或‘博施济众’的极限。”［9］920

不仅如此，“制礼作乐”不就是周公对其“内圣”

的“外王化”吗？“周礼”不就是周公之“内圣”客

观化的结果吗？孔子政治思考的首要结论不就

是认同“周礼”吗？假如孔子有机会“为政”，他

首先要做的事情不就是“正名”吗？“正名”不就

是依据“周礼”对现存的政治秩序的匡正和重建

吗？而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的理想形态不就

是以重建的“周礼”架构和秩序为前提与背景

的吗？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孔子以上所说的“为政

以德”的主体恐怕也是类似于尧、舜的圣王。另

外，《荀子·王霸》征引古书曰：“农分田而耕，贾

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

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

己而已。”［7］214似乎是对上引《论语》这两章内容

的一种更为合理的理解和解释。与此相关联，

《孟子·尽心上》所说的“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

者神”［6］895，以及《荀子·君道》所说的“闻修身，未尝

闻为国也”［7］234，大致也都应该做这样的理解。所

以，“外王”绝不只是“恭己正南面”的“存神过化”

的神奇效应，类似尧、舜和周公所建立的政教法度

才是“外王”的更为重要的内涵和维度。

孟子更为明确地呈现了“外王”或“仁政”的

制度之维，并更为自觉地讨论和阐发了“仁心”

与“仁政”的内在关联。《孟子·离娄上》说：“尧舜

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6］483这里，“尧

舜之道”就是“先王之道”，“仁政”可以说就是

“先王之政”，“先王之政”是“先王之道”的落实

和体现，或者说，“先王之政”就是“行先王之

道”。总体上说，孟子这一论断的意思就是，即

便一位君主理解和认同“先王之道”，但若“不行

先王之道”，即不推行“先王之政”或“仁政”，那

么他还是不能成就“平治天下”的“外王”功业。

所以，《孟子·离娄上》接着说：“今有仁心仁闻，

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

也。”［6］483朱熹在对这句话的注解中说，“先王之

道，仁政是也”［12］，应该不是很准确。“不行先王

之道”的意思就是，不在为政治国的过程中落实

“先王之道”，不依据“先王之道”去行动；而“不

行先王之道”的结果自然是“民不被其泽”。当

然，“民皆被其泽”对应的就是“平治天下”，因

而，《孟子·离娄上》又说，圣人“既竭心思焉，继

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6］485。显然，

“仁覆天下”就是“民皆被其泽”的意思。另外，

这里的“圣人之心思”“仁心”以及君主对“先王

之道”的认同，虽然不能与“内圣”等同，但大致

都属于“内圣”的范畴，可以说，孟子以上有关

“圣人之心思”“仁心”等与“仁政”之关系的论

述，实际上讨论的就是“内圣”与“外王”的关系

问题，而孟子反复强调的正是“内圣”客观化为

“外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至于孟子的“仁政”

本身就是一套“养民”和“教民”的制度体系，这

一点为人所熟知，此处就不展开论述了。

荀子对“内圣”与“外王”的区分及其内在统

一关系的理解，比孟子更为明确和清晰。《荀子·
解蔽》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

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

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

类，以务象效其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

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7］407杨倞对这段话

注释说“伦，物理也”［7］407，王天海则进一步说：

“伦者，理也，人伦、物理兼包之。”［13］我们以为，

从这段话后面的“知之，圣人也”来看，“尽伦”

之“伦”所指主要就是“圣王之道”；与此相一

致，杨倞对“知之，圣人也”的注释就是：“知圣

王之道者。”［7］407“圣王”当然是“圣人”与“王者”

的一体统一，而“圣王”之“（内）圣”无疑就意味

着他本人对“圣王之道”的认识和通晓，“圣王”

之“（外）王”当然也就相应地意味着他本人依据

“圣王之道”的创制及其结果；“圣王之制”的精

神和原则就展现为“圣王之道”，“圣王之道”的

制度化表现和落实就是“圣王之制”。同时，反

观历史，不难发现，“圣王”留给后人的主要是

“圣王之制”，而“圣王之道”则主要表现为“无位

无势”的“圣人”对“圣王之制”的精神原则的理

解和解读。还有，我们前面说到，荀子曾把“圣

人”分为“得势者”和“不得势者”，“圣人之得势

者”无疑就是“圣王”，其代表是舜、禹；“圣人之

不得势者”的代表则是仲尼、子弓。与这一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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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荀子认为“仁人”应该做的事情就是：

“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7］97

这里的“舜、禹之制”当然就是“圣王之制”，而我

们以为“仲尼、子弓之义”实质上指的就是“圣王

之道”。一个人尤其是君主师法“仲尼、子弓之

义”成就的就是他的“内圣”，而师法“舜、禹之

制”成就的则是他的“外王”。两者之中，荀子的

思想显然更为注重“外王”，这不仅表现在《荀

子》中有一篇《王制》来专门阐述“圣王之制”，而

且也通过荀子的主要政治理论之一的“圣王（先

王）创制说”得到体现。

三、余 论

参照以上对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之意

蕴的辨析，我们能够更明确地认识到有关儒家

“内圣外王”思想通常理解的片面性及其盲区。

首先，这种“通常理解”没有认识到先秦儒

家所说的“内圣外王”之“外王”原本就有其制度

之维和制度表现，它也没有充分把握“内圣”客

观化的必要性及其意蕴。牟宗三曾经说：“要求

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的第一义。”［10］新版序 11就

此而言，牟宗三对“外王”的理解的确有其深刻

之处；换言之，他的这一论断点明了“外王”最核

心的意蕴乃是客观化的“制度形态”。但是，正

如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的开头所征引的，牟宗

三又认为，传统儒家将“外王”原则上视为“内

圣”之直接延长，而这一论断说明他对先秦儒家

“内圣外王”思想的把握存在一定片面性。这里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内圣”必须客观化和落实

为某种“制度形态”，乃是先秦儒家“内圣外王”

思想最为重要的意蕴和维度之一。

其次，与对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中本

有的“内圣”客观化为某种制度形态之必要性的

忽视和遮蔽相联系，这种“通常理解”所意会和

把握的“外王”相当程度上也是笼统和含混的。

虽然人们都会说，“外王”指的就是“安百姓”或

者“平治天下”，但是“安百姓”或者“平治天下”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安百姓”或者“平治天下”

得以实现的路径和方式又是什么？谁才是“安

百姓”或者“平治天下”的主体？成就了自己之

“内圣”的圣贤，其“内圣”的可能外部效应又表

现为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有关儒家“内圣外

王”的“通常理解”都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本文

第一部分的分析说明，先秦儒家所理解的“外

王”，就是通过“圣君贤相”推行“仁政”而使天下

之民得其所安，但“仁政”的推行和落实还需要

所有人的参与和担当。当某人成为“为政者”，

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正身”而使他所治理的

“在下者”或“民”也都自然地“正身而行”，孔子

不就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3］173吗？在这里，“为政者”的“正身而行”就

是他的“内圣”及其行为表现，而“在下者”或

“民”的“正身而行”则可以被看作他的“内圣”之

自然效应，即他的“外王”。而假如一位圣贤没

有机会成为“为政者”，那么他是不是也可以像

孔子所说的那样：“《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3］22这

种特定内涵的“为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他的“内

圣”的“外王化”表现。“外王”的以上两个层面的

含义就对应荀子所说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

下位则美俗”［7］120。再退一步，我们可以说，在

“仁政”的制度体系和秩序架构之下，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反过来，每个人各自都扮

演好自己的角色并尽其职责，无疑也可以在泛

化的意义上被理解为各人的“外王”。而这种意

义上的“外王”的充分实现，显然要以各人的“修

身”即“内圣”为前提和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所

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最后，在这种“通常理解”中，对传统儒家

“内圣外王”思想的客观历史解读与对其的“当

代视角的解读”经常交织在一起，带来对传统儒

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曲解。比如，牟宗三提出

“为什么传统儒家没有开出民主政治”的问题，

以及将其归因于儒家思想缺乏“分解的尽理之

精神”或“理性之架构表现”的看法，就造成了双

重的思想迷误。在我们看来，孔、孟、荀没有想

到民主政治是自然的和合乎情理的，牟宗三在

20世纪关注和认同民主政治也是自然的和合乎

情理的，这里不存在什么令人疑惑之处。相反，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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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孔、孟、荀竟然萌生了民主政治的想法，倒

才是令人惊异和需要解释的。所以，诸如“传统

儒家为什么未能开出民主政治”的问题，与传统

儒家或者孔、孟、荀是完全不相干的；而由这个

不相干问题的追问进一步推断传统儒家或者

孔、孟、荀的思想存在某种根本缺陷，则显然是

一种曲解和误读。当然，对传统儒家“内圣外

王”思想的客观历史解读与对其当代视角的解

读，其旨趣和路径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然而

“客观的历史解读”理应是“当代视角的解读”的

前提和基础。

注释

①语出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1960年版，第 110
页。②《荀子·富国》：“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

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则是圣君贤

相之事也。”参见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

集解》，中华书局 1988年版，第 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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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Internally a Sage and Externally a King”in
the Pre-Qin Period

Song Kuanfeng

Abstract: Although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internally a sage and externally a king” is well known, there are
considerable deviations and ambiguities in its general understanding. The idea of“externally a king” in the pre-Qin
Confucianism refers to “giving peace to the all under heaven”“manifesting bright virtue to the all under heaven”

“bringing peace to the world”or“easing the populace”“easing the people of the entire world”. Undoubtedly, the best
candidate to accomplish such an“externally a king” is“sage king”, and the most reasonable institutionalized path
for“a sage to become king” is“abdication”. As the idea of“abdication”was excluded owing to the lack of practical
feasibility, Xunzi suggests a reasonable combination of“sage”and“king”, which is“he who honored sages become a
true king”or“sagely lords and their worthy prime ministers”. The achievement of the“externally a king”necessarily
requires the “objectification” of the “internally a sage”. The essence and core of the “externally a king” is

“benevolent governance”. The primary content of“benevolent governance” is“the social system of sage kings”. Of
course, the political effect of the “exerting a spiritual influence only by residing and transforming people only by
passing”of“sagely lords and their worthy prime ministers” is also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of“benevolent
governance”.

Key words: pre-Qin Confucianism；internally a sage and externally a king；King of the Saints；the dimension of
system；objec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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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与中华古代文明

胡大雷 于 堃

摘 要：先秦立德、立功、立言“三立”之外还有以“技”立身，即公输般、伯乐、扁鹊一类。古代“技”的养成，

或接受“六御”教育，或承师传，甚至有神秘天授的说法。“技”的突出特点即“巧”“异能”“殊能”。“技”除了现实运

用外，社会还多以“技”从政、以“技”喻政、以“技”御文。“技”的运用是中华古代文明的起点，“技”又展示着中华

古代精神文明的许多方面。“技”在古代有所交流、流传，但也有失传。总结中国古代传统“技”之精神及其价值

观念，进而探索“技”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密切关系，也是当前我们学术研究的

目标。

关键词：技；巧；从政；文明；传承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4-0047-08

收稿日期：2022-11-30
作者简介：胡大雷，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桂林 541004），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

学、文论、桂学研究。于堃，男，桂林医学院讲师（广西桂林 541001），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汉魏
六朝文学研究。

我们通过探讨中国古代“技”的生成、以

“技”立身者的养成、“技”如何促进中华古代文

明的发展，以探讨中国古代“技”的价值观念同

中华古代文明发展演进道路的契合性。全面审

视“技”的内涵、发展演变、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的

地位和作用，可以为探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实路径作出有

益的探索。

一、以“技”立身

先秦倡“立德、立功、立言”之“三立”与“三

不朽”，又有以“技”而立，《礼记·王制》曰：“凡执

技论力，适四方，裸股肱，决射御。凡执技以事

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

上者，不贰事，不移官。”［1］1343“执技以事上者”即

以“技”而立的人。“技”，又作“伎”，即某种才能，

某种技巧，即《汉书·艺文志》所说“技巧者，习手

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2］1762之

类，即手足所为的“工”。《墨子·节用中》：“凡天

下群百工，轮、车、 、匏、陶、冶、梓、匠，使各从

事其所能。”［3］163-164“技”，一是身体之操作，二是

“便器械”的利用器械，三是“积机关”的计谋、心

机。“技”也包括术数、方技等。

古时贵“学一伎能立其身”者，“以伎能立名

者”有“高世绝人之风”［4］3221。从《汉书·艺文志》

的“论其书”，亦可见“技”的类别，《数术略》有

“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方

技略》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即“医”

类。班固这样论述先秦两汉的以“技”而立：

若乃牙、旷清耳于管弦，离娄眇目于豪

分；逢蒙绝技于弧矢，班输榷巧于斧斤；良、

乐轶能于相驭，乌获抗力于千钧；和、鹊发

精于针石，研、桑心计于无垠。仆亦不任厕

技于彼列，故密尔自娱于斯文。［2］4231

“牙、旷”即伯牙、师旷，为音乐家；“离娄”，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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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好；“逢蒙”为天下之善射者，后羿为其师

傅；“班输”，春秋鲁国的巧匠公输班，或说班指

鲁班，输指公输般，能造各种机械，如吊车、云

梯、舟战之具等，被后世尊称为中国工匠的师

祖；“良、乐”即王良、伯乐，王良善驭马驾车，伯

乐工相马；“乌获”，大力士，“武”亦为“技”，所

谓“武艺”；“和、鹊”，医和、扁鹊，医学家；“研、

桑”，计然、桑弘羊，经济学家，以计算用事。这

些人均是以“技”立身者，名声“不朽”！其“不

朽”是靠“技”而获得的，如有以驭者王良命名

的星宿，“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马，车骑满

野”［4］1309。

“技”是如何养成的？有些属于天赋异禀，

如“离娄眇目于毫分”，即便是“乌获抗力于千

钧”，既有锻炼但也有天生神力的成分；但更多

的是通过学习、锤炼掌握了技巧。“技”的养成主

要有公共教育与个人传授两种途径。

其一，国家政府的培养与教育，佼佼者为世

袭的王官。《周礼·地官·大司徒》：“三曰六艺：礼、

乐、射、御、书、数。”［5］707此为古代教育学生的六种

科目，其中多涉及“技”。郑众曰，射有五：“白矢、

参连、剡注、襄尺、井仪。”御有五：“鸣和鸾、逐水

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数有九：“方田、粟

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

今有重差、夕桀、句股。”［5］707有的“技”是王官所

设，如《尚书·舜典》载，舜帝让垂（倕）为理百工

之事的共工，命夔典乐①。又“方技者，皆生生之

具，王官之一守也”［2］1780；《六典》曰：“少府监之

职、掌百工伎巧之政令，总中书尚、左尚、右尚职

治，掌治五署之官属，正其工徒，谨其缮作；少监

为之贰。”［6］1119

其二，“技”，或师传所成，或通过“书”的授

受。如伯牙学琴：

《水仙操》，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

不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尚未能

也。成连云：“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

移人情。”乃与伯牙俱往。至蓬莱山，留宿

伯牙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

旬时不返。伯牙近望无人，但闻海水洞滑

崩澌之声，山林窅寞，群鸟悲号，怆然而叹

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终，成

连回，刺船，迎之而还。伯牙遂为天下妙

矣。［6］2608

有时，“技”的传授具有某种神秘性，《史记·
扁鹊仓公列传》载：

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

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

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

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

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

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

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

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

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4］2785

长桑君授予扁鹊饮之能“尽见五藏症结”之药和

“禁方书”，谓之天授。

以“技”立身的突出特点是“巧”。李贤曰：

“技，巧也。”［7］2641称公输班、垂（倕）“皆巧人也”［7］1705，

为“异能”“殊能”者。古时或把这些“技”之“巧

人”称为圣人，如《周礼·冬官·考工记》曰：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百工，司空

事官之属，于天地四时之职亦处其一也。）

知者创物，（谓始开端造器物，若《世本》作

者是也。）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父子

世以相教。）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事

无非圣人所为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

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所

作也。（凝，坚也。）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

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时，寒

温也。气，刚柔也。良，善也。）［6］3337

“技”者，既有“知（智）者创物”，又有“巧者述之

守之”，都可谓圣人，其“技”是合天、地、材、工而

成。杨泉《物理论》曰：

夫蜘蛛之罗，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

况于人乎？故工匠之方规圆矩，出乎心巧，

成于手迹，非睿敏精密，孰能著勋成形，以

周器用哉？［6］3340

盛赞“巧”之“技”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

“技”是人们向往的，《越绝书》曰：“宋王有

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弄七剑，迭跃之，五剑常

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8］《汉书·张安世

传》载张安世“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

产业”［2］2652。但“技”有时又为统治阶级所鄙视

和限制。《六韬·上贤》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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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而伤农事，王者必禁之。”［9］这是以“农”为本

时代的偏见。先秦时又有观点认为人是会被

“技”系累的，太劳形劳神，如《庄子·应帝王》：

“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成玄

英疏：“技术工巧，神虑劬劳，故形容变改；系累，

故心灵怵惕也。”［10］295《博弈论》中说：“技非六

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

道。”［11］1461可谓对以“技”立身的鄙薄。

中华文明向外传播，也非常注重中华之

“技”的宣传，如《洛阳伽蓝记》载北魏宋云出使

西域，至乌场国，其国王问中华“圣人”，宋云分

别“具说周、孔、庄、老之德”，又“说管辂善卜，华

陀（佗）治病，左慈方术”［12］，后者就含有“技”。

二、“技”之应用

古时，或以“技”为宦，或以“技”助政。前述

垂（倕）即以“技”为“共工”，战国时公输般自鲁

南游楚，造舟战之器而亟败越人，又欲以器械攻

宋，这都是公输般以“技”从政的例证。又如以

计算之“技”从政，越王句践用范蠡、计然从政，

修之十年，遂报吴仇，号称“五霸”。又如乐者从

政，“师旷瞽而为太宰，晋无乱政”［13］274。当楚师

攻晋，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

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14］

朝廷或有大力征召科技人员的活动，如汉

平帝元始五年（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

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

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

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2］359。这是

对有一技之长者的征召。又如王莽时：

又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

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度

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

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

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

两翼，头与身皆着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

堕。莽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皆拜为理

军，赐以车马，待发。［2］4155

虽然其中的“技”多不可用，但体现了朝廷重

“技”的政策。

古代又以“技”喻政、喻道。“技”是一种社会

经验，从社会经验喻政、喻道，是世人都可以接

受的。如以医喻政，魏文侯曰：“使管子行医术

以扁鹊之道，曰桓公几能成其霸乎？”［15］即所谓

“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2］1780。又如以伯乐

识马喻识人，“故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

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16］241。屈原以“伯乐既

殁”［4］2490而千里马的无可奈何喻己。韩非以“御

马”讲“治民”，“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17］887。孟

子以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师旷之聪的以规矩

成事喻“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18］。

荀子说：“羿、蜂门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

拨弓、曲矢中；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驭者也，

不能以辟马，毁舆致远；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

者也，不能使嵬琐化。”［16］337称无论什么“技”，所

施对象一定应该是正常者，“教化”亦是如此。

《盐铁论》：“骐 之挽盐车，垂头于太行，屠者持

刀而睨之。太公之穷困，负贩于朝歌也，蓬头相

聚而笑之。当此之时，非无远筋骏才也，非文

王、伯乐莫知之贾也。”［19］称世上不是没有人才，

而是没有伯乐。

也有反面之喻。《庄子·马蹄》称伯乐治马违

背了马的真性，“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

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

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

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10］330。庄子

以“治马”违背真性喻“治天下者之过”。《吕氏春

秋》：“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勯，而牛不可

行，逆也。”［20］13讲治国理政要因势利导。《淮南

子》：“离朱之明，察箴末于百步之外，不能见渊

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

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

也。”［13］18-19讲治国理政不能单靠个人。

古代对“技”的崇尚，使“技”扩展到思维活

动产品、精神活动产品的制作上，“诗之为技”的

提出就是其典型表现。孔子的弟子子贡以工艺

活动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21］，来比拟文学鉴

赏活动，孔子十分赞赏。现在我们还把讨论文

学创作说成“切磋”“琢磨”。司马相如自称其作

赋是“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22］，以纺织

之“技”来比拟辞赋创作。刘勰《文心雕龙》中以

“技”比拟文学创作的例子比比皆是。颜之推

说：“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

“技”与中华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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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23］248以

驾驭骐骥之“技”来称驾驭文字。

“文”有无“技”？“文”，或为学问，或为文学，

所谓“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前者“钝学累

功，不妨精熟”，后者“拙文研思，终归蚩鄙”［23］237。

学问只要有师承，坚持下去，就可以“精熟”，而

“文章”之“技”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桓谭《新

论·道赋》曰：

杨子云工于赋，王君大晓习万剑之名，

凡器遥观而知，不须手持熟察。余欲从二

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

曰：“能观千剑，则晓剑。”谚曰：“伏习象神，

巧者不过习者之门。”［24］

虽说为“文”在于下功夫之“习”，但还是须

“巧”。陆机《文赋序》曰：“余每观才士之所作，

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

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

意不称物，文不逮意。”［25］239《诗品序》则曰：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

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

推之，殆均博弈。［26］

“诗之为技”观念的确立，意味着诗歌评论某种

艺术标准的建立，隋唐间多“诗之为技”之传授

的教材，《文镜秘府论》天卷序：“即阅诸家格式

等，勘彼同异，卷轴虽多，要枢则少，名异义同，

繁秽尤甚。余癖难疗，即事刀笔，削其重复，存

其单号，总有一十五种类。”［27］即所谓“诸家格

式”之类。

三、“技”与古代文明

古时认为，远古时期谁能为民创造安宁的

生活方式、开启人类文明，谁就是“王天下”者：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

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

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

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

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

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17］1040

“构木为巢”“钻燧取火”就是“技”，是“技”开启

了人类文明。“技”的发明者为圣人圣王，如“太

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有圣德，都

陈。作瑟三十六弦”［28］2；“取牺牲以供庖厨，食

天下，故号曰庖牺氏”［28］2；“位南方主夏，故曰炎

帝。作耒耜，始教民耕农。尝别草木，令人食谷

以代牺牲之命，故号神农，一号魁隗氏，是为农

皇”［28］4。历代推崇“技”的发明者为圣人圣王，

所谓“圣人制器”，《易传·系辞上》称“制器者尚

其象”为“圣人之道”［29］。

“技”就是工具的制作，“技”是在劳动中发

生、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技”创造了

人类社会。传统文化还崇尚“技”对生产力水平

的提高所起的作用，“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

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

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

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4］3255。“极技巧”就

是为了发展生产。魏时马钧改造旧绫机，“旧绫

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

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11］807，看得见的是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于是“不言而世人知其巧

矣”［11］807。

以“技”而立具有共同特质。

一曰“精”。《礼记·王制》所谓“凡执技以事上

者，不贰事，不移官”［1］1343，就是要其专一而致

精。《淮南子·览冥训》称师旷奏《白雪》之音，“专

精厉意，委务积神，上通九天，激厉至精”［13］192，以

“神”“至精”称赞之。太史公称：“扁鹊言医，为方

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4］3316也

是强调“精”即所谓“物有同类而殊能者”。

为了“精”，有的以“技”立身者因某些器官

损坏反而着意突出另一些器官的功能，如郑玄

说：“瞽，蒙也。以为乐官者，目无所见，于音声

审也。”［30］又如世传“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

取其俊逸”［31］，伯乐称九方皋相马，“所观天机

也，得其精而忘其粗”［32］257。“精”，就是对工作对

象超乎寻常的专注。《吕氏春秋·精通》称“精

通”，就像“养由基射兕，中石，矢乃饮羽，诚乎兕

也。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20］71，

只专注于“技”之对象的本质。《论衡·订鬼篇》引

《传》曰：“伯乐学相马，顾玩所见，无非马者。宋

之庖丁学解牛，三年不见生牛，所见皆死牛也。”

其称：“二者用精至矣。”［33］342

二曰“道”。“技”也崇尚“道”。刘安以水神

冯夷、钳且（善御马者）“得道”作比，称“扁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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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造父以御马；羿以之射，倕以之斫。所为

者各异，而所道者一也”，称其为“禀道以通物

者，无以相非也”［13］362。“道”即事理、规律、规

矩。“道”或指方法，对“道”把握，即所谓“知

（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

道矣”［1］1673。故传“技”或称“以其道传”，《吴越

春秋》载陈音曰：楚有弧父，“以其道传于羿，羿

传逢蒙，逢蒙传于楚琴氏”［34］。有时把以“技”立

身者称为“有道者”，“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

焉”。郑玄注：“道，多才艺者。”［5］787有时神化以

“技”立身者，《淮南子·览冥训》载：“若夫钳且、

大丙之御也，除辔衔，去鞭弃策，车莫动而自举，

马莫使而自走也。”高诱注：“此二人，太乙之御

也。一说：古得道之人，以神气御阴阳也。”［13］204

神化其“御技”，称为“得道之人”的“御阴阳”。《庄

子·达生》记载一个巧者有“道”的故事：“痀偻者

承蜩，犹掇之也。”孔子问：“子巧乎！有道邪？”痀

偻者称“道”是自己的练习方法，孔子向弟子赞赏

他，称其“道”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10］639-641。

三曰“情”。《傅子》载：“昔者伯牙子游于泰

山之阴，逢暴雨，止于岩下，援琴而鼓之，为淋雨

之音，更造崩山之曲。”［6］52这是在作品之中贯注

了自然之情。故《列子·汤问》载：

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

“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

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32］178

这并不只是说伯牙鼓琴像高山、像流水，而是

“志在登高山”“志在流水”，讲的是音乐人的情

感在作品中的贯注与表达。《论衡·儒增篇》提出

一个问题，即制造机械不带有人的感情会怎么

样。其云：“世传言曰：‘鲁般巧，亡其母也。’言

〔其〕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

载母其上，一驱不还，遂失其母。”［33］124如果创造

机械只考虑其能走能动，那么，这种机械搭载着

乘客，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所谓“鲁般巧，亡

其母”，造出来机械反倒害了自己。

四曰“义”。讲“技”是否合乎“义”。《墨子·
鲁问》载，公输子夸耀其“舟战之钩”，而墨子坚

持“义”，回答以“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

强”［3］480，称“我钩之以爱，揣之以恭”［3］480 而必

胜。又，《墨子·公输》：“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

械，成，将以攻宋。”［3］482公输盘把机械制造当作

侵略的工具。而子墨子把机械制造当作反侵略

的工具。“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

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

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3］486-487侵略工具“尽”而

反侵略工具“有余”，寓意在于以工匠精神之

“义”战胜机械制造之“不义”。

五曰“用”。《淮南子》曰：“察于一事，通于一

技者，中人也。兼覆盖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

之者，圣人也。”［13］342意谓能够把各种“事”与各

种“技”综合地运用起来，才是圣人。《墨子·公

输》载：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

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

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

臾刘（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

所 为 巧 ，利 于 人 谓 之 巧 ，不 利 于 人 谓 之

拙。”［3］480-481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说到这个故事，强调

“巧”“利于人”方为有用。

于是古代往往有对奇技淫巧的批判，《尚

书·泰誓下》载：周武王批判商纣王“作奇技淫

巧”，但仅仅用来“以悦妇人”［35］182。《列子·说符》

载：宋人有“以玉为楮叶者”，“遂以巧食宋国”。

子列子认为如此用巧不足以赡物，“故圣人恃道

化而不恃智巧”［32］243-244。《庄子·列御寇》载：“朱

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

无所用其巧。”［10］1046“技”无所用，白白浪费精

力。《庄子·逍遥游》载：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

澼纩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

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

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

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纩，则所

用之异也。［10］37

就是讲“所用”之大或小的问题。于是，最遗憾

的就是“技”不能用于世、用于时，就如傅玄为马

先生抱不平，称：“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

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

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

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

人不当其才。”［11］808因此，“技”是“用”的，而不是

用来炫耀的。《孔子家语》载：“孔子观周，遂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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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后稷之庙。庙当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

口而铭其背曰：‘……内藏乃智，不示人技，我虽

尊高，人弗我害，惟能于此也。’”［6］2656

六曰“艺”。古代往往“技艺”连称，则有

“技”升华为“艺”的意味。《庄子》中“庖丁解牛”

为最形象的表达：“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

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

奏刀 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

之会。”文惠君惊讶说：“嘻，善哉！技盖至此

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

矣……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

行。依乎天理，批大郄，导大窾，因其固然。”自

称从必然境界到达自由境界，又自称经过了十

九年的努力而达到“艺”的境界，自我也进入

“艺”的审美，以及“艺”的享受，“提刀而立，为之

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10］117-119。

但是，在朝廷文化中，“技”与“礼”相比，永

远在其下。《礼记·檀弓下》有这样的故事：季康

子之母死，公输般请求以机械安放棺椁，时人服

公输般之巧。公肩假止之，说：鲁国有旧礼，施

辘轳在碑上，以绳引以下棺；而公输般你却用机

械来尝试“巧”，破坏了规矩②。“礼”在任何事物

之先的规则，即《淮南子·原道训》所说“夫释大

道而任小数，无以异于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

足以禁奸塞邪，乱乃逾滋”［13］13，对“技”有时是有

所妨害的。古代认为，不管有“技”无“技”，做人

还是第一重要的，《尚书·秦誓》：“如有一介臣，断

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35］256虽无

其他技能，但耿介而诚笃专一、其心宽广，也是

被认可的。

四、“技”之流传

古代之“技”有所交流，如汉代时论匈奴与

中国之“技”各有所长：

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

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

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

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

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

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

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

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

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

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

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2］2281

彼此各有“长技”。又如北魏平北凉，把凉州的

许多文人和能工巧匠都迁到平城，让对方之

“技”为己所用。北魏时有蒋少游（？—501），由

南入北，他曾利用出使的机会到南朝“偷艺”，

“观京师宫殿楷式”，“模范宫阙”以成北朝“宫室

制度”［36］。也有南人向北方学习“技”，如南朝宋

刘裕攻南燕，“得燕人张纲治攻具。既成，设飞

桥悬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

力焉”［6］1543。

“技”的失传与流传过程，较为多样。

其一，“技”以书传。“技”者或有书传世，其

书或为后人所作，但总是有“技”在其中。《汉书·
艺文志》的《术数略》，其中有关于“技”的图书，

如“蓍龟”十五家四百零一卷，以及杂占类文献

中的技艺性部分。《汉书·艺文志》有医经《扁鹊

内经》九卷、经方《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

卷，称古来岐伯、俞拊、扁鹊、秦和，“今其技术晻

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2］1780。1973 年

11 月到 1974 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

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就有一部失

传已久的《相马经》帛书。此外，《计然七策》，靠

《史记》记载，保存了纲要。前述扁鹊学医，也有

“受书”的经历。但日久天长，书也有所失传。

而书在当时，也有不传的例子，史载，华佗“临

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

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11］802-803。但“技”之

难传，虽有“书”有“器”，犹不能“晓”，史上多有

其例。

其二，“技”以言传。《庄子·天道》载轮扁曰：

其“技”“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

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

受之于臣”［10］491。所谓“数”是“应于心”而“口不

能言”，是不能“喻”他人。魏末晋初的傅玄专门

讨论了这个问题，称“技”的特性就是“难言而可

试”。“诗之为技”则有以“言”相传的可能，如隋

唐时各种诗法、句法、音律的著述，宋代又有诗

话、词话的出现，所谓“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

录异事，正讹误”［37］，则有充分的以“立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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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意味。

其三，“技”以人传。《汉书·艺文志》：“数术

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

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

其人，道不虚行。’”［2］1775就是说道由人行，“无其

人”“非其人”就不能传承。但“技”以人传也有

不可靠之处，《史记·龟策列传》就说汉代文、景之

时的太卜，“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

多所遗失”［4］3224。“技”以人传，就要有人教，《韩非

子·说林下》：“伯乐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马，教其

所爱者相驽马。”［17］453《三国志·方技列传》载华

佗，“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11］804。音乐

家杜夔，“弟子河南邵登、张泰、桑馥，各至太乐

丞，下邳陈颃司律中郎将”［11］807。

朝廷也关切“技”的流传。据《史记·扁鹊仓

公列传》，曾有诏问淳于意：“吏民尝有事学意

方，及毕尽得意方不？何县里人？”［4］2816仓公称，

有临淄人宋邑，有太医高期、王禹学，有冯信，有

唐安，其中有的是地方官府派来的；仓公还对教

他们什么作了一些说明③。

其四，“技”以家传。《汉书·艺文志》：“汉兴，

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

舞，而不能言其义。”［2］1712《史记·日者列传》中褚

先生说，“技”之家族在培养传承人方面具有天

然的“其地”“其意”优势，“技”之家族应该在“视

其所以好”及“生活之道”的基础上，培养好“技”

之能手。这样，子孙后代有一个好的工作处所，

也“可谓贤人”［4］3221。但“诗之为技”却有父不能

传子之说，曹丕《典论·论文》曰：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

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

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

移子弟。［25］720

因此，文学家族自诩的是家族文学教育，而不是

家族的文学“基因”。

古时又有“技”勿妄传人的说法。如公孙光

“无子”，这才传授淳于意医术，给淳于意禁方，

并嘱咐其“毋以教人”。淳于意也保证，“死不敢

妄传人”。阳庆传医术给淳于意时，也叮嘱说：

“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4］2815本来是家

族传承，现在传给外人，故担心有矛盾产生。但

“技”还是代代相传下来，这与“立技”者出于公

心有很大关系，他们欣赏技艺更高者，而非自己

的亲属，如秦穆公对伯乐说：“子之年长矣，子姓有

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臣之子皆下才也……

臣有所与共担 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

臣之下也，请见之。”［32］255-256因此，勿妄传人的积

极意义就在于选定哪些人是可以传承“技”的。

其五，“技”之传承创新。如果“技”只是前

后传递，虽然有传承，但也会产生退化的问题。

《荀子·荣辱》称：“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

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

持王公。”［16］59这就是说，在“技”的以人相传上没

有创新，所谓“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故在

“技”的前后传递上，更要注意内在的“神”。《列

子·说符》载：列子学射，箭中了，关尹子诘问他：

“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列子退而习之三年，才

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

非独射也，为国与身亦皆如之。故圣人不察存

亡而察其所以然。”［32］242意思是对“技”而言，“察

其所以然”更为重要。

“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得十利剑，不若得

欧冶之巧；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13］362

“巧”“数”即指某种精神，意思是说，不管获得多

大的物质利益，工匠是最重要的；而不管是什么

工匠，其精神是最重要的。当今对中华文明之

“技”的传承也正是新时代“大国工匠”精神的具

体体现。总结中国古代传统“技”之精神及其价

值观念，进而探索“技”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密切关系，也是当

前我们学术研究的目标。

注释

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

社 1997年版，第 131页。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

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310页。③司

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 2796-2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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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and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Hu Dalei and Yu Kun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 achievements”of the pre-Qin dynasty，namely，the establishment of virtue，
meritorious service，and speech，there are also“skills” that stand for oneself，such as Gongshuban，Bole，and Bianque.
The cultivation of ancient“skills”involves receiving education from the“Six Arts”，inheriting the teachings of teachers，
and even having mystical teachings from heaven.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skill’ are “skillfulness”

“extraordinary ability”，and“extraordinary ability”. In addition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s，society also uses“technology”
to engage in politics，metaphorically uses“technology” to describe politics，and uses“technology” to govern literature.
The application of“technology”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and“technology” also showcases
many aspects of ancient Chines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kill” has been communicated and passed down in ancient
times，but it has also been lost. It is also the goal of our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to sum up the spirit and valu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and explor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technology”a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echnology；skills；engaging in politics；civilization；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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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金縢》“周公居东”再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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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代以来，史家对《尚书·金縢》中“周公居东”含义的理解，一直有“周公待罪避东”和“周公东征”两

种说法并争讼不断。“周公居东”由管蔡流言引发，而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本质上针对的是周公在武王死后摄

政乃至称王是否合理的问题，这是影响周公“待罪避东”或“东征”的关键。从周初王位继承的实际看，当时嫡长

子继承制尚未真正确立，周公在武王死后摄政乃至称王是合理的。周公不会因管蔡流言而避居于东。“周公居

东”有两层含义：一是周公为了巩固翦商大业，选择东征讨伐管蔡与武庚叛乱；二是周公面对管蔡流言为稳定周

族内部团结、一致对外应对叛乱，以避居的姿态来打消统治阶层内部对自己的摄政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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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金縢》是一篇有关周初历史的重要

文献。文中记载了武王崩、成王即位之初，周公

代成王摄政而遭管、蔡等人流言诽谤之事。周

公面对管蔡流言，以“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

王”［1］197，然后“居东二年”作为回应。通过对

“辟”之字义的不同解读，自汉代以来，人们对

“周公居东”产生了“周公待罪避东”和“周公东

征”两种说法，至今仍争论不休。清华简《金縢》

公布以来，学者们对“周公居东”问题进行了重

新讨论①。近年来，学者们主要围绕汉儒以来形

成的“避居”和“东征”两种说法从不同角度来分

析各自的合理性，争论仍未得到解决。汉代以

来形成的由管蔡流言产生的周公“避居”与“东

征”两种说法，应从武王死后，时人以及后世学

者对周公摄政乃至称王的态度来寻找根据。正

是在认同与怀疑周公摄政乃至称王合理合法性

两种不同态度的影响下产生了“避居”与“东征”

两种争论不休的观点。

一、周公摄政称王的合理性

武王在克商两年之后即因病而死，成王尚

幼，外部反周势力暗流涌动，刚刚完成翦商大业

的姬周王朝尚未完全安定。周公为稳定局势代

成王摄政却遭管蔡流言，周公选择以居东作为

回应。关于此事，《尚书·金縢》记载：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

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

“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

年，则罪人斯得。［1］197

清华简《金縢》记载：

武王陟，成王犹幼在位，管叔及其群兄

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

乃告二公曰：“我之□□□□亡以复见于先

王。”周公宅东三年，祸人乃斯得。［2］158

从《尚书·金縢》和清华简《金縢》对于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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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东事件的叙述可以看出，除居东时长不同外，

两个版本表达的意思相差不大。汉代以来学者

们围绕《尚书·金縢》中“我之弗辟”的“辟”字给

出了不同的解释。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

马融说，“辟谓辟居东都”，又引郑玄语：“我今不

辟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谦让为德，我反有欲位之

谤，无以告于先王。言愧无辞也。居东者，出处

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3］可见马融、郑玄认

为“辟”为“避居”。又《尚书》伪孔传载：“辟，法

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

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既告二公，遂东征

之。”［1］197根据这两种不同解释，“周公居东”产生

了“避居”和“东征”两种不同说法。从两个版本

《金縢》的表述可以看出，致使周公居东的原因

在于管叔及其群弟的流言，而流言的中心思想

在于周公摄政将危及成王之位，周公有篡位之

嫌。换言之，作为对流言的回应，周公居东是

“避居”还是“东征”，应从管蔡流言是否属实，即

周公摄政或继承武王之位是否符合周初王位继

承规范，舍弟传子王位继承制在周初是否确立

稳定进行考虑。

那么，武王死后，周公是否有权继承王位？

《逸周书·度邑解》记载：

王□□传于后。王曰：“旦！汝维朕达

弟，予有使汝……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

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

手。［4］218-219

关于《度邑解》中缺文，黄怀信认为缺“命旦”二

字，即“王命旦传于后”，意为武王命周公继承大

位；关于“建庶建”，他认为第一个“建”，为立也，

“庶建”当作“叔旦”。由此可知，武王生前有意

传位于周公，但被周公拒绝。应该说周公在武

王死后是有权继承王位的。“兄弟相后”，说明殷

商时期兄终弟及的王位继统法仍然适用于周初

王室。“我筮龟其何所即”说明在周初，有以占卜

方式选择王位继承人的传统，也间接说明了父

承子继的王位继承制非周初定制。此外，《史

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在丰，病，将没，曰：

‘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

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

敢臣周公也。”［5］1522对于周公葬所，周公选择葬

在成周，而成王最终将周公葬在了毕地，葬所选

择的不同体现着周公以谁为君的立场问题。从

成王的角度来说，其与周公的关系，至少不能以

君臣而论。此事虽然并不能表明周公有权继承

王位，但却以成王的口吻表现了周公在周初王

朝中的特殊地位。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提到：“是故

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

皆正也。”［6］290其本意是表达周公摄政称王符合

殷商王位继承法，但此段话所述周先祖传位实

际表达的是传子之制中的传非长子之意。接着

他又论述：“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始。当武王

之崩，天下未定，国赖长君，周公既相武王克殷

胜纣，勋劳最高，以德以长，以历代之制，则继武

王而自立，固其所矣。而周公乃立成王而己摄

之，后又反政焉。摄政者，所以济变也。立成王

者，所以居正也。自是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

不易之制矣。”［6］290这段话中“舍弟传子之法，实

自周始”，王国维实指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公

始。武王死后，国家尚未稳定，需要一位功勋卓

著、德才兼备的年长者继承大位，而周公无疑成

了最为合适的人选。《国语·晋语》记载：“（文王）

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

尹，重之以周、邵、毕、荣。”［7］《史记·周本纪》记

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5］120

武王伐纣战役之中“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

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5］125。从中

可以看出，周公确实功劳卓著。因此，“以历代

之制，则继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周公继承武

王之位合情合理。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公始，

在其文后续表述中更为清晰。“此种制度，固亦

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原周公

所以能定此制者，以公于旧制本有可以为天子

之道，其时又躬握天下之权，而顾不嗣位而居

摄，又由居摄而致政，其无利天下之心？昭昭然

为天下所共见。”［6］300此种制度即指立子立嫡之

制，王国维认为此制由周公制定也就表明了周

公在确立此制之前有权继承王位。

王国维认为子继之法自周公始，自是以后，

遂为百王不易之制。西周王室在周公之后天子

继位确实严格遵循子继之法，但仍有孝王以共

王之弟、懿王之叔身份继位之例外。周书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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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庄公以前常有弟接兄位、齐桓公夫人和如

夫人之子均可继承王位以及宋国王位继承弟及

和子继并存等为例，认为自周公以后，“子继之法

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的论断并不符合先秦时期

的历史实际②。由此，无论周公之前还是周公之

后，子继之法都不能说是定制。

舍弟传子之制并未成为定制，在兄终弟及

王位继承制的传统下，周公在武王死后即使真

的代成王自立也无可非议。郭沫若认为，管、蔡

散布流言之举实则是充当了反对兄终弟及制，

推行传子传嫡制的前驱：“周公本人在初犹实践

兄终弟及之制，于武王没后，自践图籍而为天

子。继因管、蔡反对，以至兄弟交争而以兵戎相

见，殷之武庚乃乘机而起叛乱。管、蔡乃传子传

嫡制之前驱。”［8］这种看法应是从管、蔡流言“公

将不利于孺子”的表面说辞中得出的，没有看清

管、蔡的真实目的，并且把管、蔡推到“传子传嫡

之前驱”地位，未免有些过誉。其实，“管蔡之乱

并不在于周公是‘破坏父子相继’的传承途径，

而在于周公超越管叔践位，违背了‘兄弟相及’

的合理次序”［9］，是“兄终弟及”体制内的“兄弟

之争”。这才是管、蔡的真实目的。管叔此举看

似为成王，实则为己，“公将不利于孺子”只是一

个借口，其真正目的在于武王之后按照“兄终弟

及”继承法则，以武王弟、周公兄身份继位称王，

而其后与武庚合谋反叛，则彻底暴露了其真实

意图。在“兄终弟及”继承制下，武王之群弟在

理论上都有权继承王位，武王选择周公是因周

公“勋劳最高，以德以长”，是出于当时形势的需

要。周公在管、蔡事件之后意识到了“兄终弟

及”传位方式之中存在的这种争斗隐患，因此决

心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此制可能并不符合周代

的历史实际，但在西周王室王位继承中，还是较

为严格地实行着。

无论是从周初王位继承制的实际情况来

看，还是从管蔡流言的真实目的来看，周公以兄

终弟及方式继承王位都是合情合理的。周公所

考虑的是国家大计，不会因为管蔡等人的流言

就选择以“待罪避东”的消极方式作为回应。相

对于流言，流言之后管、蔡与武庚的合谋反叛，

对灭商仅两年时间又逢武王刚死、成王初继位、

国家尚未稳定的新生姬周王朝来说无疑是巨大

的风险，如果不能及时剿灭，翦商成果将会毁于

一旦。因此，周公必定会选择东进讨伐叛乱。

二、周公东征平叛铲除隐患

管、蔡与武庚的合谋反叛本质上是武王灭

商的遗留问题，周公东征则是对这一问题的彻

底解决。众所周知，武王克商是一次以弱胜强

的战役。牧野一战，武王表面上取得了对商作

战的大胜利，实则商族大部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实力尚存。牧野之战的胜利主要有两方面的原

因：一是殷商晚期对东夷用兵导致实力大挫，二

是商族内部的分散疏远使商王在殷周战争中处

于孤立处境。东夷侵扰是殷商后期商王面临的

一大困扰，《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武乙衰敝，

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10］为解决

这一问题，商纣王帝辛对东夷进行了大规模的

用兵。《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纣克东夷，而

陨其身。”［11］1467并没有达到良好效果，反而使自

身实力受到极大损失，加速了殷商王朝的灭

亡。对于后一方面的原因，学者们多有论述。

杜正胜认为殷代氏族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们

对殷商王室不一定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即使是

殷王后裔之族，武王革命对某些人来说，不过是

换了一位共主，无所谓亡国之痛。他们愿意归顺

周人，小邦周也乐于接纳”［12］。许倬云从宗教祭

祀方面进行了说明，“祖灵祭祀逐渐确立……宗

教上有排斥他群的现象。原本是多族群的商王

国竟因此而丧失了向心的凝聚力”［13］。作为对

多数商人宗族表示出与周人合作意愿的回报，

商族群体原来的生活方式、宗族祭祀以及相应

的政治地位、军事实力都被保留了下来。《史记·
卫康叔世家》记载：“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

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5］1589

可以看出，在武王伐商后，殷余民被封给武庚，

原有的殷商宗族体制也被保留了下来。“殷周间

的主从关系发生颠倒，殷人的政治势力却未因此

遭受彻底毁灭”［14］，这无疑成为随时威胁姬周统

治的一大隐患。

基于殷遗民政治、军事实力尚存的事实，武

王选择建立“三监”来加强对武庚及其殷遗民的

监管。《史记·周本纪》记载：“封商纣子禄父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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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

叔度相禄父治殷。”［5］126武王死后，管、蔡与武庚

合谋反叛，周公为维护翦商基业，以彻底扫除武

庚及殷顽民的反叛隐患，决定东征讨伐叛乱。

《逸周书·作雒解》载：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

熊盈以略（叛）。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

诸侯。九（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

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

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

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

俘维九邑。［4］234-235

《史记·周本纪》记载：

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

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5］132

《史记·管蔡世家》记载：

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

放蔡叔……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

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

为卫康叔。［5］1565

除传世文献记载周公东征平叛外，金文中也有

周公东征的相关记载：

沬司徒疑簋：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啚

（鄙）于卫。（《集成》③4059）
宜 侯 夨 簋 ：王 省 武 王 、成 王 伐 商 图 。

（《集成》4320）
小臣单觯：王后 （坂、返）克商，才成

师。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集成》6512）
周公东征鼎：隹周公于征伐东夷，丰

伯、薄古咸翦。（《集成》2739）
明公簋：隹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

（《集成》4029）
这几则青铜器铭文均反映了周公、成王时期东

征的史实，铭文中的东征主帅涉及成王、周公与

周公子明公。彭裕商据有些铭文记载东征主帅

为成王来否定周公东征的事实④。但应该注意

的是周公摄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王年幼，铭

文在记述时写的是成王，但东征的具体指挥者

可能还是周公。

在平定武庚叛乱之后，周公采取了多种方

式对殷遗民进行分化安置。一部分殷遗民作为

姬姓贵族的私属，随之迁徙至封土。《左传·定公

四年》记载：

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

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

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

以法则周公。［11］1712

一部分殷遗民被留在殷商旧地由周人统治者就

地管理。《左传·定公四年》记载：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 茷、旃旌、大

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

氏、饥氏、终葵氏。［11］1714

还有一部分殷遗民被迁至成周新邑集中管理，

这一部分多属于殷之顽民。《尚书·多士》记载：

“成周既成，迁殷顽民。”［1］219一部分殷遗民由纣

王庶兄微子启率领受封于宋，以续殷后，奉其先

祀。《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周公）乃命微子

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

于宋。”［5］1621这实际上是周公对一部分未参与反

叛的殷遗民实行的怀柔政策。由此，周公在平

定武庚之乱、东征商奄之后，彻底清除了周初灭

商以来的隐患。

三、周公为安抚内部所作的必要妥协

从周初周公摄政的合理性及周公东征的事

实来看，周公面对管蔡流言不可能选择“待罪避

东”。那么“周公居东”是否只包含了“东征”一

义呢？显然不是。在武王死后，国家尚未稳定

之时，周公代成王摄政符合当时的现实需要，面

对管蔡流言，周公不会选择退却躲避。周公如

果选择“避罪待居”就掉入了管、蔡等人的圈套

之中，反而证明流言非诬。但周公在面对流言

时仍会有所忌惮。成王和其他贵族在听到流言

之后对周公摄政作何感想，这些人能否理解周

公的良苦用心，这都是需要周公回应的。为了

安抚姬周贵族，使其不被管、蔡等人拉入反叛阵

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周公也需要作出避嫌

“居东”的姿态。这一“居东”不是因为流言，而

是为安抚内部、孤立叛军的主动选择。

虽然周公摄政乃至称王符合周初继位传

统，也是武王死后维护稳定的现实需要，但在当

时统治阶层内部除管、蔡之外，也有其他反对声

音。《列子·杨朱》记载：“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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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摄天下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15］从中

可以看出，作为执政大臣之一的召（邵）公对周

公摄政是心存不满的。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列

子·杨朱》的行文顺序，“邵公不悦”在流言之前，

说明召公并非因流言而产生对周公摄政的不

满，是其自身对周公摄政行为不理解。周公如

果不对摄政用意进行解释，不对召公不满作出

回应，那么管蔡流言之后，召公恐会与管、蔡等

人联合反叛，到那时对周公、对国运未稳的姬周

王朝势必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因此，周公必须

对召公的疑虑作出说明，作出妥协：

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

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周公乃称：

“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

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

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

维兹有陈，保乂有殷。”于是召公乃说。［5］1549

周公通过向召公作《君奭》、以殷代各时期辅政

大臣辅佐君王治理朝政使殷商获得长久发展为

例，来说明自己的摄政本意，最终获得了召公的

理解。在说明摄政本意之后，周公还需要以实

际行动来打消召公的疑虑。在了解“邵公不说”

的前提之下，再对《尚书·金縢》中“周公乃告二

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一句进行

理解揣摩，其中隐含着周公以避居来打消二公

疑虑的意味。清人皮锡瑞也指出：“观《金縢篇》

公告二公以弗避义，则二公亦未尽知其心，盖以

公处嫌疑之地，欲其远避。”［16］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打消召公等人的疑虑，一致对外剿灭叛乱。

对于周公的不解不可能只有召公等少数

人，因此周公有必要对管、蔡与武庚之乱后摇摆

不定的姬周贵族及分封诸侯进行一次集中安抚

拉拢。《逸周书·作雒解》记载：

武王既归，成岁十二月崩镐，肂予岐

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

熊盈以略（叛）。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

诸侯。九（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

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

降辟三叔。［4］234-235

这段记载可以看作周公在说服召公之后安抚贵

族、诸侯的一个证据。另一个可以看作周公安

抚姬周贵族的证据是清华简《皇门》中的相关记

载。清华简《皇门》是一篇关于周初政治的文

献，“简文记载周公训诫群臣望族要以史为鉴，

献言荐贤，助王治国，同时抨击了某些人阳奉阴

违、背公向私的行为”［2］163。目前学界对其具体

成书年代存在分歧，形成了周公摄政初年、周公

摄政后期以及周公摄政结束归政成王之时三种

不同说法。确定《皇门》的具体时代，关系到对

其文本史实主旨的正确理解。刘光胜将清华简

《皇门》相关内容和《逸周书·作雒解》涉及的周

公东征平叛相关内容对比之后，认为两篇所述

之事存在诸多相同之处，《皇门》篇可能是周公

摄政之初、管蔡之乱爆发之际，周公呼吁在镐京

的姬姓世家大族协助自己，共度时艰的政治动

员令⑤。文中提到了周公对大门宗子、迩臣等人

的训导，整理小组将大门宗子释为贵族及宗族

嫡子，将迩臣释为亲近的臣子。周公通过对大

门宗子、迩臣等人的教导与安抚，达到了孤立叛

军的目的，随即东征讨伐管、蔡及武庚叛军。至

此，因管、蔡流言而起的武庚叛乱彻底平定。

结 语

武王死后因周公摄政引发的管蔡流言及武

庚叛乱，本质上是周初王位传弟立子之争与武

王灭商遗留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周公“居东”

是对叛乱分子的坚决打击与剿灭，是为使周族

内部理解自己摄政本意、团结稳定、一致对外应

对叛乱而作出的必要妥协与让步，以此来达到

彻底消除周族内部与殷遗民内部反叛隐患、巩

固与维护翦商基业的目的。

注释

①李学勤认为清华简《金縢》中“周公石（宅）东三年”与

《诗经·东山》所云周公东征三年相合，因此周公居东应

为周公东征，参见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

2010年第 5期；刘国忠对汉代以来各家形成的“周公东

征说”“周公待罪居东说”及“周公奔楚说”三种说法进

行了整理论述，并根据清华简《金縢》中“居东三年”认

为，把“周公居东”解释为“周公东征”是正确的，参见刘

国忠：《清华简〈金縢〉与周公居东的真相》，《出土文献》

第一辑，中华书局 2010年版，第 31-42页；王坤鹏比较了

清华简《金縢》和《尚书·金縢》的叙事结构与用词，认为

简本中“周公居东”的史事叙述与汉代古文经学家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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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马融的“避居说”比较一致，参见王坤鹏：《简本〈金

縢〉学术价值新论》，《古代文明》2012年第 4期；彭裕商

认为，周公东征是由于奄君策划并参与了武庚、三监叛

乱，而散布管蔡流言之时尚未与武庚发动叛乱，且东征

主帅为成王，周公只处于辅助地位，因此“周公居东”不

是东征而只能是避居于东，参见彭裕商：《〈尚书·金縢〉

新研》，《历史研究》2012年第 6期；马坤将汉代今古文学

家及清代考据学家对《尚书·金縢》中周公相关事件的

注解进行梳理考证，认为汉代古文家的“避居”说为优，

参见马坤：《〈金縢〉所见周公事迹考》，《励耘语言学刊》

2015年第 2期；杨朝明、马卫东则认为，“周公居东”既非

避罪也非东征，而是周公为了调查三监叛乱的阴谋与

事实，深入武庚与三监叛乱的策源地，为东征所作的充

足准备，参见杨朝明：《周公东征史实诠说》，《史学月

刊》2000年第 6期，另见马卫东：《“周公居东”与〈金縢〉

疑义辨析》，《史学月刊》2015 年第 2 期。②周书灿：

《〈殷周制度论〉新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再考察》，《清

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5期。③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

本）》，中华书局 2007年版。文中简称《集成》。④彭裕

商：《〈尚书·金縢〉新研》，《历史研究》2012 年第 6 期。

⑤刘光胜：《三监之乱与周公治国谋略的展开——以

清华简〈皇门〉为中心的考察》，《古代文明》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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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ke of Zhou’s Residence in the East”of Jin Teng Is Analyzed Again

Zhang Xinbin and Ma Jiaqi

Abstract: Since the Han dynasty,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the Duke of Zhou’s residence in the
east” in Jin Teng. First one is“the Duke of Zhou emigranted to the east and wait for the punishment”, second one is

“the Duke of Zhou’s eastern expedition”.“The Duke of Zhou’s residence in the east”was raised by rumors from
Guan and Cai, and the rumors“Duke will be against the Ruzi”essentially aimed at whether it was reasonable for the
Duke of Zhou to regency and to be a king after the death of King Wu. This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the Duke of
Zhou’s residence in the east”. Judging from the reality of the success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Zhou dynasty, the
lineal primogeniture system had not been established. It is reasonable for the Duke of Zhou to take the helm of state
and even become king after the death of Wu King who founded the Zhou dynasty. The Duke of Zhou wouldn’t avoid
living in the East because of the rumor of Guan and Cai. “the Duke of Zhou’s residence in the east” has two
meanings. First,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Overthrow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Duke of Zhou chose to go to the east to
fight the rebellion of Guan Cai and Wugeng; second, faced with the rumors of Guan Cai, the Duke of Zhou sought to
stabilize the internal unity of the Zhou nationality and deal with the rebellion in a unified manner, so as to avoid the
doubts about his regency within the ruling class.

Key words: Jin Teng；the Duket of Zhou’s residence in the east；succession to the throne；the Duke of Zhou
emigranted to the East and wait for the punishment；eastern exp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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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模式下的汉代等级化与系统化信仰体系

贾艳红

摘 要：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相适应，汉代在秦朝官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层层服从、分工明确的层级

统治网。在宗教信仰方面，汉代则将西周以来建立的神祇秩序加以系统化、等级化，按照政治体制构建了一个

规整有序、等级森严的信仰体系，奠定了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本框架。与地上的专制皇权相呼应，天国也重

新出现了统一的至上神太一神，汉初五帝降为辅佐神，其下属神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天文气象神。地祇以

后土最为尊贵，其下是名山大川及普通的山林川泽之神，再往下是户、灶、中霤、门、行五神及各地杂神。汉代基

层社会则实行里、社合一体制，将地方行政组织与民间信仰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王权对乡里的有效控制。西

周末年被破坏的神祇秩序随着汉武帝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又得到恢复，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汉代

信仰体系是人间等级制度的折射与投影。社会结构和等级体制的各种发展变化，可以清晰地从宗教信仰中反

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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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其

继承并发展了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机

构和政治体制，在秦朝官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

套层层服从、分工明确的层级统治网，并承袭

了先秦时期的天命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以五

德终始说作为王朝承天受命的依据。在宗教

信仰方面，则将西周以来建立的神祇秩序加以

系统化、等级化，按照汉代政治体制构建了一

个规整有序、等级森严的信仰体系，奠定了中

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本框架。虽然学界对汉

代信仰活动多有研究与关注①，但尚未有对汉

代信仰体系的等级化与系统化进行专门论述

者。本文试图将汉代政治体制与信仰体系有

机结合起来，对汉代信仰体系的建构进行系统

梳理，分析其等级化与系统化的特征，希望有

助于秦汉史的研究。

一、汉代中央行政体制模式下的

官方信仰

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相适应，汉代在秦

朝官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层层服从、分工明

确的层级统治网。首先，皇权至高无上。其次，

皇帝之下是由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中枢职官

的三公，作为中央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协助皇帝

处理各项军政要务。最后，三公之下又设九卿，

分掌国家各项庶务：太常掌祭祀礼仪；光禄勋掌

宫殿门户；卫尉掌宫内护卫；执金吾掌京师安全

保卫；廷尉掌刑狱；治粟内史（大司农）主管国家

财政经济；少府专管帝室奉养；太仆掌御用车

马、指挥车驾次第；典客（大鸿胪）掌宾礼。三公

九卿皆为中央高级官吏，其下各设长史、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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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各司其职。由此建立起以皇帝为首、三公九

卿为辅、僚佐为用的等级制统治机构。

汉代不仅在政治上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

中央官僚体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统一思想、独

尊儒术。在信仰上继承并发展了先秦时期的天

命思想和“帝”的观念，并仿照汉代政治体制重

构了天国统治秩序。

原始信仰属于泛神崇拜，众神平等。进入

文明时代后，随着人间等级制的确立，神界也逐渐

产生了一个能够凌驾于众神之上，比原有自然神

灵更为强大的天神，即超自然的上帝。上帝观念

的产生，大概起自夏代，深化于商代，“上帝崇拜的

出现，是原始自发宗教向早期人为宗教成熟过渡

的重要分水岭，也是社会形态变革和人间关系在

宗教领域的反映”［1］。在宗教信仰中，帝是高高在

上的，具有较大权威，可以支配自然界，能“令雨”

“令风”“令雷”“降旱”［2］14138，672，14127，10168等。帝通过控

制自然而影响年成，既可造福人间，也能降祸、降

灾［2］6346，4173，10124，6272，因而在人们心目中是至高无上

的。周代建立了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主要内容

的等级体系，在信仰领域也出现了高居于众神

之上的至上神——“昊天上帝”［3］1211及受其管束的

下属神。昊天上帝在周人的观念中居于独尊的位

置［4］。《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

上帝。”［3］1633祭祀上帝要用规格最高、最为隆重

的“禋祀”，先燔柴升烟，再加牲体或玉帛于柴上

焚烧以祭。这一时期祭祀等级制已经建立：“天

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5］1336只有

“王者”才有祭祀天地的权力和资格。

西周后期，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和王权的式

微，天命的权威摇摇欲坠，上帝神的重要性有所

下降。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纷争，诸侯割据，上

帝神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却被芸芸众神削弱、分

割。直到战国末期，上帝神作为主宰自然与社

会一切生化繁衍的绝对权威，以及在神统中的

核心地位仍未确立。与周人的上帝神相比，它

的威力、能量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都显得苍

白、单薄”［6］。人间的分裂反映到神权意识上则

是统一的天帝也被各方之帝所代替。如“皇天

上帝”是秦人心目中地位最高的神灵，包括白、

青、黄、赤四帝②，“秦用四畤祠上帝，青、黄、赤、

白最尊贵之也”［7］1377。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

一套体系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

的基本模式。但意识形态的发展往往落后于社会

改革的步伐，秦始皇虽然创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

在信仰上还是继承战国时期的“四帝”观念。秦还

未及加以改进，便短命而亡了。

汉初信仰上天的最高神位仍是由各帝分

享，只将秦人四帝改为五帝，以与当时流行的五

行之说相配合。据《史记·封禅书》记载：

（汉高祖）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

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

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

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

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

黑帝祠，命曰北畤。［7］1378

汉高祖增加北畤黑帝，使秦四帝变成汉五帝，并

将其与符运说相结合，就是五行思想影响的结

果。北畤的确立使五色帝最终齐备，成为国家

祭祀中最尊神灵，其祀法也继承了秦的故旧。

文景无为而治，尊而行之。至汉武继嗣，国富民

强，遂抛弃汉初的无为思想，实行了一系列旨在

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从而建立起大一统的专

制帝国。为加强集权政治，汉武帝亦统一思想，

独尊儒术。在信仰方面重新恢复天上等级秩

序，重建官方正统神学体系。

首先，与地上的专制皇权相呼应，天国也重

新出现了统一的至上神——太（泰）一神，其成

为汉代的上帝。太一神是吸收了战国楚地尊神

“太”而建立的③。据《史记·封禅书》记载：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

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

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

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

郊，常奉祠如忌方。［7］1386

此为亳祭太一坛。古者天子之说乃方士自重之

托词。五帝成为太一之下的神灵。元鼎五年

（公元前 112年），汉武帝又在甘泉建立泰一坛。

《汉书·郊祀志上》载：

上遂郊雍，……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

具泰一祠坛，祠坛放毫忌泰一坛，三陔。五

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

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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脯之属，杀一牦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

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腏，食群神

从者及北斗云。［8］1230

同年十一月，举行隆重的仪式，“天子始郊

拜泰一”。《史记·封禅书》曰：“十一月辛巳朔旦

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

则揖；而见太一如雍郊礼。”［7］1395甘泉太一取代

前者成为当时的祭天中心。自此，正式确立了

太一至上神的地位。《史记·天官书》曰：“中宫天

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张守节《正义》

云：“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刘伯庄云：‘泰一，天

神之最尊贵者也。’”［7］1289祀太一神时间长，仪式

隆重。此后三年一郊祀成为定制。每逢战事，

出征之前也要祷告太一，以祈求佑护，称为“兵

祷”。《封禅书》曰：“其秋，为伐南越，告祷太一。

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

一锋，命曰‘灵旗’。”［7］1395可见，太一已上升到至

尊神的地位。

除筑坛祭祀外，汉代还绘刻太一像以供

奉。武帝时就曾“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

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8］1219。1973年

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份丝帛《太一

神图书》。此图书分为三层：上层三个神像，居

中神像最大，是整幅图的主神，标有神名曰“大

（太一）”。右边一神像侧脸朝右，题名曰“雨

师”。左边一神像脸微侧左向，题名曰“雷

（公）”。中层四个武弟子：右起第一人所执兵器

残，第二人执剑，第三人似着可御弓矢之甲胄，

第四人执戟。四人左右各二，中间为上层太一

神的下胯，胯下有一黄首青身之龙。下层两条

相向之龙：右边是“持炉”的“黄龙”，左边是“奉

熨”的“青龙”。整幅图画有总题记，每层各神又

有分题记。总题记（在帛书右缘直行）：

□将（?）承弓先行，赤□白□莫敢我乡

（向），百兵莫敢我伤。□□狂，谓不诚，北

斗为正。即左右□，经行毋顾，太一祝曰：

某今日且□□。［9］

分题记残缺不全：

太一将行，何（荷）日，神从之，以……［9］

图的总题目和主题都应该是“太一神”［9］。作

为最重要的至上神，“太一”被放在帛画正中偏

上的位置。武弟子四人随从护卫、辟兵祛邪。

青黄二龙充当坐骑、听从调遣。可见，楚地原有

的太一尊神，至汉代被朝廷吸收，并在武帝后成

为官方崇奉的至上神。五帝则成了太一神的下

属神。《史记·封禅书》曰：“五帝，太一之佐。”

其次，是天国众神，主要包括日月星辰、风

雨雷电等天文气象诸神。汉代人认为，日月星

辰主宰人事，昭示吉凶。《史记·天官书》张守节

《正义》云：

张衡云：“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

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

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

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

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

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

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日月运行，

历示吉凶也。”［7］1289

除日、月、五星、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外，见于汉

代典籍记载的天神还有天极星、文昌宫六星、岁

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灵星、太岁、织女、河

鼓、赤星、东君、云中君、老人星、四时、风伯、雨

师、雷公等④。众天神在至上神的统领之下，各

司其职。如云中君、风伯、雨师负责起云、刮风、

下雨；亢星主疾，氐星主疫［7］1297。

至此，以太一为中心，以五帝为辅佐神，包

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天文气象诸神在内的

天神体系建立起来。如此一来，西周末年被破

坏的天国秩序随着汉武帝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

立又得到恢复，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与天神系统相配合，汉代也建立了地祇诸

神体系。地祇以后土最为尊贵。汉武帝多次至

汾阴，“躬祭后土地祇”［8］195。帝王亲自祠祀后

土成为祭祀地祇的重要仪式。成帝时，一些大

臣认为“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

少阳”［8］1254，以甘泉、汾阴位置与其祭义相反，

阴阳颠倒为由，主张仿古制在长安建南北郊祭

祀天地，被成帝采纳。此后几经反复，直至平

帝元始五年（5年），最终确定南北郊制。

后土神祠之下是名山大川的祭典。汉代官

方祭祀的名山大川，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崤

以东，名山五：太室（嵩高）山、恒山、泰山、会稽

山、湘山。大川二：济、淮。自华以西，名山七：

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山、鸿冢、渎山。名川

政治体制模式下的汉代等级化与系统化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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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黄）河、沔、湫渊、江水。其中，泰山与（黄）

河因地位特殊而受到特别重视。

名山大川之下是一般山、林、川、泽之神。

古人认为山林川泽皆可兴云致雨，各有神灵主

宰，皆得致祭。“以狸沈祭山林川泽”［3］1635，小山

川皆非国家统一组织祭祀，而是由当地郡县就

近而祭，表现出地方性的特点。如霸、产、丰、

涝、泾、渭、长水，“皆不在大山川数，以近咸阳，

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洴、洛二渊，鸣泽、蒲

山、岳 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岁祷塞泮涸祠，

礼不必同”［7］1374。小山川从祭祀规格、时间、祭

品方面，都低于名山大川。

再往下是百物之神，即《周礼·春官宗伯·大

宗伯》所称的“以□辜祭四方百物”，包括五祀及

各地杂神。五祀之祭，先秦即有。《礼记·曲礼

下》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

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

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郑玄注云：“五祀，

户、灶、中霤、门、行也。”［5］2746周代之前，五祀属

于社会上层贵族祭祀的神祇，大夫以下没有权

力奉祀。战国以降，随着世袭贵族地位的动摇

及“五祀”职能的改变，“五祀”成为“居人之间，

司察小过，作谴告”的“小神”，终于降至民间，成

为百姓奉祀的重要神灵。荆门包山战国楚墓中

出土有五祀神牌，在五块小木牌上，分别写有室、

门、户、行、灶五字，说明五祀也是楚地人们的信

仰［10］。郑玄注《礼记·祭法》云：“今时民家，或春

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门灶在旁，是必春祠司

命，秋祠厉也。或者合而祠之。”［5］3450崔寔《四民

月令》记载民间在十二月“遂腊先祖、五祀”。

而杂神中比较重要的有陈宝祠，是秦文公

十九年（公元前 747年）在陈仓北阪建立的。《汉

书·郊祀志上》云：“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

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

数。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方来，集于

祠城，若雄雉，其声殷殷云，野鸡夜鸣。以一牢祠

之，名曰陈宝。”［8］1195陈宝应是由陨星衍生的神祇⑤，

源自民间自发性祭祀，后被纳入国家祀典。成

帝时匡衡改革祭祀，罢之。不久因无继嗣，又复

之如故。

其他见于记载的杂神还有天社、天水、房中、

堂上、巫社、巫祠、族人、先炊、社主、巫保、族累、堂

下、巫先、施糜、秦中［7］1378-1379，以及仙人、玉女祠、诸

布、诸严、诸逐、莱中、黄帝、冥羊、马行、万里沙、延

年、杜主五祠、五床、劳谷［8］1250。另外，胡县有周天

子祠二所，隃麋有黄帝子祠，陈仓有上公、明星、黄

帝孙冢祠，虢有黄帝子、周文武祠，雍有太昊、黄帝

以下祠三百三所，大阳有天子庙， 有百支莱王

祠，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阳周桥山有黄帝冢，辽

西且虑有高庙等［8］1547，1585，1615，1617，1625，皆以岁时奉祠，

由官巫祠宫中或地方致祭。

神祇世界是与人间等级制相对应的。神灵

有高低贵贱之别，对他们的祭祀也是按照等级

来进行的，祭祀时间、祭品、祭仪各不相同。西

汉时“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畴。三岁一

遍，皇帝自行也”［7］1384。人们在祭祀时也体现了

等级制的原则，拥有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祭祀不

同等级的神灵。统治阶层要“供上帝山川百神

之祀”［11］。普通百姓没有资格祭祀太一、后土、

五帝及名山大川等大神、要神，只能祭祀灶神、

门神等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小神。祭祀的时

间、祭品的丰俭也较为随意，没有硬性规定。

二、汉代地方行政体制模式下的

乡里之社

汉代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地方上是以郡县

制为主。同时汉王朝吸取亡秦孤立之败的教

训，又实行封国制，分封同姓诸侯以镇抚天下。

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时在全国设立

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分别监察诸郡国。之

后州逐渐由监察区域变为地方行政区域，地方

政府也由郡县制逐渐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其

中，县是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基层行政单位。中

央任命的官吏到县官为止。但真正在地方基层

统治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乡里组织和乡官里吏。

里是乡里民众的聚居点，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家

族或数个家族的联合体［12］。为了实现对乡里的

有效控制，汉代国家非常重视对传统社祠制度

的利用支配。里内一般设有里社，是乡民祭祀

和公共聚会的主要场所，社在乡里百姓的社会

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里、社合一体制的构

建也对当时乡里秩序的维系发挥了有效作用。

与政治体制相配合，汉代也形成了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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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化的社祀制度：天子之社称“太社”，有司主

祠；诸侯之社称“王社”，由各诸侯王主持祭祀；

郡县之社，由太守、县令（长）主持祠祀。史称汉

高祖“甚重祠而敬祭”［8］1210，“除秦社稷，立汉社

稷，《礼》所谓太社也。时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

谓王社也”［8］1269。同时，“因令县为公社”［8］1210，在

各县普遍立社。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

“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

墙门而已。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祀，皆太牢

具，使有司祠。……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

祠，牲用羊豕。”［13］以上社祭为“官社”，或称“公

社”，由官府负责祭祀，费用由官府承担。

其下是乡村里社，由各地里正（社正）主持

祠祀，属于官督民办的性质。汉代乡里之社是

承袭先秦大夫以下“成群立社”发展而来的，依

里而置，也就是说，一里之户数即为一社之户

数。由于里的规模不同，所以社之户数也不尽

相同。有百家为一社者。蔡邕《独断》曰：“大夫

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与

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一社，今时里社是也。”［14］88

也有二十五家为一社者。《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禁民私所自立社”，师古注引臣瓒曰：“旧制二

十五家为一社。”［8］1413无论百家一里还是二十五

家为一社，秦汉时期乡村普遍立社则是确定无

疑的。如汉高祖少时经常祭祀的枌榆社即是乡

村里社。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高祖初起，祷

丰枌榆社。”裴骃《集解》引张晏曰：“枌，白榆

也。社在丰东北十五里。或曰枌榆，乡名，高祖

里社也。”［7］1378汉代的居民组织是一个个行政性

的里，有里则有社，里和社是紧密合一的。

乡里之社为指令性官督民办之社。《礼记·
月令》记载：“仲春之月，……择元日，命民

社。”［5］2948《居延新简》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

官县以令秋祠社稷。今择吉日，如牒

书到，令丞循行，谨修治社稷，令鲜明。

侍祠者斋戒务以谨敬鲜洁约省为故。

褒尚考察不以为意者辄言。如律令。

檄到，宪等循行，修治社稷，令鲜明。

当侍祠者斋戒以谨敬鲜洁约省为。

令修治社稷，令鲜明。当侍祠者斋械

（戒）谨敬鲜洁约省为故。方考行如。⑥

从上述“命民社”“令民社”这些官方措辞中可以

感觉到浓厚的政治韵味。汉代地方政权对于乡

里的社稷之祀非常重视，控制也较为严格。

作为民社的乡里之社虽由官府监督，但由

于数量庞大，因此，官府并不统一组织，而是由

民间自己筹办。如“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

以春（二）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

以祠。制曰：‘可。’”［7］1380社祭是乡里间一年两

度的大事，其基本功能是春祈与秋报。《白虎通·
社稷》曰：“岁再祭之何？春求秋报之义也。故

《月令》仲春之月，‘择元日，命民社’。仲秋之

月，‘择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谷，

仲秋获禾，报社祭稷。’”［14］84春社向土地神卜稼，

祈求丰收；秋社向土地神报功，酬谢护佑，都是

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重大节日，所以得到乡

村百姓的普遍重视和欢迎。

社祭是一种公共性活动，表达的是集体的

敬意和愿望。《礼记·郊特牲》云：“唯为社事，单

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郑玄注曰：“单出

里，皆往祭社于都鄙。”孔颖达疏曰：“故若祭社，

先为社猎，则国中之人皆尽行，无得住家也。”［5］3138

社祭时，乡里之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参加。社祭

的费用则由乡里居民共同分担。李悝在“尽地力

之教”中所言“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8］1125，

就是指闾里居民共同分摊社祀费用。汉代亦循

而未改，“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15］。至于分

担多少，则“随其祠具之丰俭”［8］1212，由里民量力

而行。在出土的汉简中有收敛社钱的具体

记载：

五月五日，谊以钱千五百偿所敛吏社钱。⑦

入 秋 社 钱 千 二 百 ，元 凤 三 年 九 月 乙

卯。［16］

入钱六千一百五十，其二千四百受候

长，九百部吏社钱，二千八百五十受吏三月

小畜计。［17］180

买芯卌束，四钱给社。［17］20

社民共同承担社祭费用，是平等参与社祭的首要

条件。在汉代就曾出现过因家贫未能分担购买

祭品的费用而在分配祭肉时被人驱逐的情况⑧。

乡里之社祭祀或丰或俭，并无统一标准，不作硬

性规定。《史记·封禅书》记载：“后四岁，天下已

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

彘祠之。”［7］1378枌榆社因是高祖少时常祠之社而

政治体制模式下的汉代等级化与系统化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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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隆重的祭祀，祭品丰盛。《汉书·陈平传》曰：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陈

孺子之为宰！’”［8］2039祭社时酒肉配以蔬果，也属

于较丰盛的祭祀。《居延新简》中的“肥猪社稷□

□□□酒曰昔”⑨祭品亦丰。而《居延汉简甲乙

编》所录地湾简中所说“对祠具，鸡一、黍米一

斗、稷米一斗、酒二斗、盐少半升”［17］7，祭品则比

较简陋。

社的标志主要是社树，又被称为“丛社”“神

丛”“丛位”［18］。《论语·八佾》云：“哀公问社于宰

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

栗。’”⑩《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曰：“设其社稷

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所宜之木，遂以名

其社与其野。”汉昭帝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

生”，师古注曰：“社木，社主之树也。”［8］3153-3154刘

义庆《世说新语·方正》亦云：“阮宣子伐社树，有

人止之，宣子曰：‘社而为树，伐树则社亡，树而

为社，伐树则社移矣。’”［19］另外，也有以石为社

者，主要指军社。《吕氏春秋·贵直论》载晋文公

“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围卫取曹，拔石社，定天

子之位，成尊名于天下”。还有立坛为社者，也

有四墙其社者［8］4084。

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两汉时代，发端

于土地崇拜的社神作为福佑一社百姓的保护

神，受到乡里民众的普遍信奉和虔诚祭祀。而

里社之中，往往刊石立碑，成为社史［20］。如蔡邕

所作《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21］是为纪念里中所

出人物池子华、陈平、虞延等人而立。人们认为

库上里之所以名人辈出、宰相继踵，皆为当地社

神护佑之功，因此树碑颂之。汉灵帝熹平五年

（176年）所立《梧台里石社碑》、西晋时所立《当

利里社残碑》等碑文内容亦皆类此。

春社与秋社是一年中常规性的两次社祭，

是民间最重要的祭祀，由国家的基层官吏里正

担任社的首脑，直接掌握里民的社祀活动，以确

保社祀的政治方向性。具体执行者为社祝、社

宰、祭尊等人，主持祭仪及祭后祭品之均分。《春

秋繁露·止雨》曰：“雨太多，……令县乡里皆扫

社下。……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22］祭

尊之称也不乏其例，如“安民里祭尊印”“外里祭

尊”等［23］。前述陈平为社宰，因“分肉甚均”而得

到父老的称赞。从“陈孺子”之称可以看出，“社

宰”的年龄可大可小，不一定均为长者。

地方社会除了官社、官督民办之社外，民间

五家、十家还自发结社，是为私社。据《汉书·五

行志中之下》记载：“（元帝）建昭五年，兖州刺史

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阳槖茅乡社有大槐

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颜师古注引

张晏曰：“民间三月九月又社，号曰私社。”臣瓒

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

为田社，是私社。”［8］1413《汉书补注》引叶德辉言：

“《礼·祭法》：太社、皇社、国社、侯社、置社，皆王

侯大夫自立及为百姓立者，此官社也。民私立

者，谓之私社。”［24］

私社与里社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与“二

十五家为一社”或“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的民

社相比，五家、十家组成的私社规模更小；第二，

与在官府指令下建立、乡里居民必须参加的民

社相比，私社系部分居民的自行结合，并非全体

居民都要参与，体现了自愿性的原则；第三，与

受官方掌控的乡里之社相比，这种自发形成的

“非法”民间组织因与官方里社合一的政治原则

有违而受到官府的限制和打击。

汉代里和百姓社活动的有机合一是在王权

主导民众生活的前提下，将基层民众社的活动

纳入王权支配范畴下并使之辅翼于政治的杰

作。其实质就是行政组织与民间社组织的有机

合一、行政对里民社活动的有效制约。两者的

联结媒介则是传统和行政的合力，具体表现为

社的活动为里民共同性活动，里从行政的角度

说是国家的基层政权机构，从社的角度说又是

民间社活动的组织者［25］。汉代基层社会里、社

合一体制将地方行政组织与民间信仰有机结合

起来，实现了王权对乡里的有效控制，对维护地

方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结 语

思想信仰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其与中国

古代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是双向互动的关系。

一方面，政治体制的演变深刻地影响了信仰体

系的架构，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发展也进一步

促进了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两者相辅相成，又

相互制约。殷商西周时期，随着国家政权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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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人间等级制的不断完善，意识形态领域也

出现重大变化。原始时代众神平等的信仰格局

被打破，出现了超自然色彩的上帝及受其支配

统领的下属神，从而实现了泛神崇拜向早期人

为宗教的过渡，天命思想成为加强统治、巩固政

权的手段。受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影响，周人信

仰的神灵、祭礼和祭仪都要遵循一定的等级规

制。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封建化改革与变法运

动，使奴隶制的井田制、封邑制、世袭制趋于瓦

解，封建的租税制、俸禄制代之而起，官僚政体

逐渐形成。政治、经济变革也推动了思想的变

革。重民轻神思潮的出现是人类理性的觉醒，

其极大地冲击了正统的天命神鬼观，深刻地影

响了当时人们的信仰观念，使人们从对神的绝

对崇拜和依赖中逐渐解脱出来，开始用一种新

的思想理念来看待神人关系，由此标志着思想

领域一统神权的倾覆与信仰的多元化，并奠定

了宗教信仰实用主义的发展特点。秦汉时期的

君权神授说及天人感应论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

治体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政治体制

的不断完善，在宗教信仰方面，从天神到地祇，

人们自上而下也重新构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

神灵世界。这个信仰体系的构建与中央集权官

僚体制密不可分，也是人间等级制的折射与投

影。地上没有统一的权力机构和最高统治者，

天上也不会出现统一的至上神。由此可见，信

仰是人间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结构和政治体

制的各种发展变化，可以清晰地从宗教信仰中

反映出来。

注释

①沈刚：《汉代民间信仰层级性特征述论》，《咸阳师范

学院学报》2009年第 1期，认为汉代民间信仰分为皇帝、

官僚贵族、百姓几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特定的信仰形

式，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动、社会风气习俗的影响等，导

致民间信仰能够在不同的社会层级之间交融；沈刚：

《民间信仰与汉代地方行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2006年第 2期，认为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行政之间

存在着互动关系，民众祠祀循吏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

对地方官吏起到激励作用，地方官员在处理救荒、断案

等事务时，亦常借助民间信仰的种种形式；丁毅华：《汉

代的类宗教迷信和民间信仰》，《南都学坛》2001年第 4
期，认为汉代流行的“类宗教”对民间信仰影响很大，其

表现为多种形式，形成许多陋俗，成为两汉社会的一大

景观。其他还有从汉画像石资料（如周保平、徐玲：《从

汉画像石看汉代的民间信仰习俗》，收入《中国汉画学

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徐玲：《从汉画像石看汉代民间

的动植物信仰》，《农业考古》2009年第 4期）以及就某种

具体信仰活动（如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

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第 2 期；王煜：《汉代太

一信仰的图像考古》，《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 3期；杨

华：《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天津师范大学学

报》2006年第 1期）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但尚未有对汉

代信仰的等级化与系统化进行专门论述者。②《史记·
封禅书》记载周平王宜臼元年（公元前 770年），秦襄公

“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后十六

年，秦文公……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其后

四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战国前期，“秦

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秦献公

“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秦人六畤，

其中三个祭白帝，是秦人最为重视之帝；其余三个分别

祭祀青帝、黄帝和炎帝。可见秦人的“皇天上帝”有四

位。③在已出土的战国楚简中，可见祭祷“太”神的占

卜类简有四批，发表在望山一号墓楚简、天星观一号墓

楚简、包山二号墓楚简、秦家咀九十九号墓楚简。参见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

山楚简》，中华书局 1995年版。在简文中，“太”与诸神

祇间有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态，但不管属于哪一种组

合，“太”神均列于众神之首，所享受的祭品（除“大水”

神与其等同外）在规格上均高于其他诸神，表明“太”在

楚人神谱中具有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体现出

“太”超然物外、君临万物之上的特有身份。在《楚辞·
九歌》所祀诸神中，“太一”居于首位，地位最尊。“太一”

即楚简中的“太”，是楚人的至上神。参见胡雅丽：《楚

人宗教信仰刍议》，《江汉考古》2001 年第 3 期；李零：

《包山楚简研究（占卜类）》，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第 1 辑，中华书局 1993 年版。“汉人于祭祀多承楚典”，

汉武帝的“太一”神实则楚人的“太”或“太一”。参见刘

信芳：《包山楚简神名与〈九歌〉神祇》，《文学遗产》1993
年第 5期。闻一多也认为汉之“太一”本是战国时期楚人

的上帝。参见闻一多：《东皇太一考》，收入《闻一多全集》

第五册，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④分见于司马迁的

《史记·封禅书》、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范晔的《后汉

书·祭祀志》。⑤参见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

社 2000年版，第 143页。马非百也认为陈宝为陨星。参

见马非百：《秦集史》上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7-8
页。⑥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文

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87 页，E.P.F22：153A、E.P.F22：

政治体制模式下的汉代等级化与系统化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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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E.P.F22：159、E.P.F22：161。⑦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等：《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4
页，E.P.T52：99。⑧参见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岁功

典·社日部》，中华书局 1934年版影印活字本。⑨参见甘

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29页，E.P.F22：832。⑩杨伯峻：《论语译注》，中

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0 页。范晔：《后汉书·光武帝

纪》建武二年（26年）载：“建社稷于洛阳。”李贤注引《续

汉志》曰：“立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皆方坛，四面及

中各依方色，无屋，有墙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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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ical and Systematized Belief System in Han Dynasty under the Political System Model

Jia Yanhong

Abstract: In line with the authoritarian centralism, the Han dynasty established a set of hierarchical ruling
networks based on the Qin dynastys official system. In terms of religious belief, the Han dynasty systematized and
graded the order of gods established since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built an orderly and hierarchical belief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lai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ancient Chinese religious belief. In response to the
authoritarian monarchy on earth, a unified supreme god, Taiyi God, had reappeared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the Five Emperors were demoted as auxiliary gods, and their subordinate gods were meteorological
gods such as sun, moon, stars, wind, rain, and lightning. In earthly gods, the Houtu was the most esteemed. Below it
was the gods of famous mountains and rivers, followed by ordinary gods of mountains, forests, rivers, and lakes. Below
them were the five gods of Hu, Zao, Zhongliu, Doors, and Xing, as well as various miscellaneous god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grass-roots society implemented the system of integration of Li and She, organically combining loca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with folk beliefs, so as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village by the royal power. The
destroyed deity order in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was restor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fied political
system of Emperor Wu of Han, and new developments were made on this basis. This belief system was the refraction
and projection of human hierarchy. Various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hierarchy can be clearly
reflected in religious beliefs.

Key words: Han dynasty；political system；religious belief；gradation；systematization
［责任编辑/云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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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顾宏义

摘 要：北宋神宗时文彦博所云“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今学界一般认为其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

也有认为此语当解释作“（天子）是替士大夫治理天下”者。通过详细引证比勘诸史料，可知文彦博语远绍孟子

“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语，而自汉宣帝言“与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来，“共治天下”说为包括宋

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只是文彦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彦博所说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

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为“共治天下”之意。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共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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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顾宏义，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主要从事宋史、古典文献

学研究。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戊子，上巳

假，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商议政务，涉及“庆州军

乱”“行交子”与“淤田”“差役”“保甲”诸事，当时

“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曰：‘朝廷施为，务合

人心，以静重为先。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

偏听。陛下即位以来，励精求治，而人情未安，

盖更张之过也。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

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上曰：‘三代圣王之法，

固亦有弊，国家承平百年，安得不小有更张？’王

安石曰：‘朝廷但求民害者去之，有何不可？万

事颓堕如西晋之风，兹益乱也。’”又论及免役

法，神宗曰：“兼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

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

人自情愿故也。”文彦博又曰：“保甲用五家为

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一大保，则其劳扰

可知。”神宗曰：“百姓岂能知事之曲折，知计身

事而已。但有实害及之则怨，有实利及之则

喜。虽五百人为大保，于百姓有何实害而以为

劳扰乎？”文彦博曰：“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

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

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为与士

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5369-5370

由于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已

被今日学界普遍视为宋朝君臣形成新政治形态

的标志性话语，是理解宋代政治结构的关键所

在。但应如何准确解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

语，当今学界却存在分歧：其一是认为“这就是

宋代关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场著名

对话”，明确皇帝与士大夫“利益一致，目的一

致”，故在士大夫与百姓两者上，“士大夫的利益

是第一位的，皇帝应首先考虑士大夫的利益而

不是百姓的利益”，同时此语也蕴含这样一个观

念，即“治天下”并非仅是皇帝一人之事，其“责

任也同时落在士大夫的身上”①。然何谓士大

夫？《毛诗注疏·女曰鸡鸣》疏曰：“士大夫，君子

之总辞，未必爵为大夫、士也。”［2］又《资治通鉴》

记五代汉时“艰于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汉兴至

亡不沾一命者”。胡三省注曰：“此所谓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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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言内外在官之人。”②即所谓士大夫，乃指朝廷

百官，而《毛诗注疏》所言还包括社会贤达士人，

即“君子之总辞”，此大体可视作包括文彦博在

内的宋人对“士大夫”一词的一般解释。其二则

是认为“与”字或可解释作“为”“给”之意，即文

彦博的本意“可能不是强调‘同’士大夫共治天

下，而是指‘为’士大夫治理天下；亦即朝廷政策

设施的根本目的，应该首先是为士大夫（而非百

姓）利益着想的”。这种理解，恰与马端临《文献

通考》中对文彦博此语的“批评相合”③。其后有

学者进而辨析此语中的“与”字，应释作“替”

“为”之义，且“治”字并无“共同治理”之义，故此

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当解释曰“（天子）是替

（为）士大夫治理天下”④。

文彦博此语，究竟该作何解释？在此不妨

先来探究一下宋人乃至后人的相关论议。

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探源

通检宋、元文献，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

下”一语，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

《长编》），以及源出《长编》的诸史籍如彭百川

《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五《韩绛宣抚陕西》⑤、《宋

史全文》卷十一⑥、宋末类书《群书会元截江网》

卷四《法祖》⑦引《长编》曾有载录以外，南宋杜大

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十三《实录·文忠烈

公彦博传》及王称《东都事略》卷六七《文彦博

传》、《宋史》卷三一三《文彦博传》皆未载录此

语，也未见宋人曾有直接议论者。

如《实录·文忠烈公彦博传》记载此次神宗

召对辅臣议国事，乃云：“彦博曰：‘朝廷施为，务

合人心，以静重为先。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

所偏听。陛下即位以来，厉精求治，而人情未

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

废坠不举之处尔。’王安石曰：‘朝廷求去民害，

何不可？若万事隳颓如西晋风，兹益乱也。’安

石知为己发，故力排之。”［3］全未述及文彦博尝

有“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东都事略》、《宋

史》之《文彦博传》所云，大抵沿袭《实录·文忠烈

公彦博传》文字，即在此强调文彦博与王安石间

的观点冲突，而着意淡化文彦博与神宗间的意

见分歧。

元初马端临对文彦博此语的批评载于《文

献通考·职役考一》，云：“潞公此论失之。盖介

甫之行新法，其意勇于任怨，而不为毁誉所动。

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尽令输钱，坊场、酒

税之入尽归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无怨，而实则

农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于百姓何所不便’之

说。而潞公此语，与东坡所谓‘凋敝太甚，厨传

萧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为流俗干誉，不足恤

者，是岂足以绳其偏而救其弊乎？”［4］此后直至

清代，方见乾隆皇帝评议此语，于《御制日知荟

说》中批评道：“王安石免役之令，不为无补，既

无追呼刑责之苦，且鲜挽输力作之劳，而按户科

配，所费实鲜，当时士大夫顾以口角争之，且争

之而不能穷其词，如文彦博云‘惟与士大夫治天

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是岂足以折安石之喙

乎？彦博之说，似本于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

慕之’之意，不知此正所以与百姓治天下也。即

当时免役，岂能无弊，弊在务多敛而取赢也。又

在今虽免役，而异日助役如故，仍复受役也。彦

博不知议及此，但云‘祖宗法制，不可更张以失

人心’，至以为与士大夫共治，非与百姓共治，尤

理不足以伸其词。是皆安石逆料必有是论，而

适合其意者也，岂足以移安石之志哉。”［5］《御制

日知荟说》此段文字中称文彦博“惟与士大夫治

天下”之语，实“似本于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

慕之’之意”，此颇可引起今人关注。

所谓“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见《孟子·离

娄上》，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

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

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注曰：“巨室，大家也，谓贤

卿大夫之家，人所则效者。言不难者，但不使巨

室罪之则善也。”又曰：“慕，思也。贤卿大夫，一

国思随其所善恶。一国思其善政，则天下思以

为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以满溢于四海之内

也。”［6］检宋张九成《孟子传》释曰：“一国之心，

归于一国之贤者。人君能即民心所归之人而用

之，则一国之人欢欣鼓舞，令之则听，禁之则止，

号之则来，驱之则去。上不疑于下，下亦不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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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则以其间有贤者为之依倚也。”［7］由此见文

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语，确实本之于“巨

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之意，而孟子“巨室之所

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诸语，正

如《御制日知荟说》所指出的，也确实含有“正所

以与百姓治天下也”之意，恰与文彦博所欲表达

之意相违异。

二、汉唐君臣说“共治天下”

两汉以来，君臣于论议治理天下时，多有袭

用孟子此意者。如《汉书·循吏传》载汉宣帝尝

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

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8］3624

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8］3624而与天子“共治

天下”者为“良二千石”，即州郡太守。此州郡太

守，即“古之诸侯”。三国魏曹冏《六代论》有云：

“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吕延

济注曰：“三代，夏、殷、周也。与天下共民者，谓

建立诸侯，与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

难，则诸侯同忧。”［9］此即天子与良二千石“共治

天下”之基础。

因此，后世君臣多有直接引用汉宣帝此语

或其意者，其中有君主诏示天下臣民者，如《晋

书·范宁传》载晋帝诏书有曰：“汉宣云：‘可与共

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10］1988《魏书·高祖纪》

载魏孝文帝诏书曰：“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

也。”［11］143《肃宗纪》载魏孝明帝诏书曰：“攘灾招

应，修政为本，民乃神主，实宜率先。刺史守令，

与朕共治天下，宜哀矜勿喜，视民如伤。”［11］230又

如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二月敕曰：“凡

刺史、县令，与朕共理百姓，寄任尤切。”［12］231

也有臣僚用于谏说天子者，如《晋书·刘波

传》载刘波上疏云：“昔汉宣有云：‘与我共治天

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10］1840《慕容 传》云尚

书左丞申绍上疏曰：“臣闻汉宣有言：‘与朕共治

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10］2855又唐初礼部侍

郎李百药上《封建论》言：“而设官分职，任贤使

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无

人。”［13］刘长卿《仲秋奉饯萧郎中使君赴润州序》

云：“皇帝临轩旰食，忧济在人，择良二千石，与

之共理。民有疾苦，得以安之；吏有侵渔，得以

去之。为风化之本，系黎元之命。”［14］第 1340 册，43而

《新唐书·选举志》也载“唐玄宗即位，厉精为

治”，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上疏有言：“县令、刺

史，陛下所与共理，尤亲于民者也。”［15］

与指称地方“良二千石”者稍异，也有人称与

天子“共治天下”者乃朝廷之“贵臣”。如《后汉

书·李固传》载李固对天子有“今与陛下共理天

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16］。《隋书·
韦世康传》载隋吏部尚书韦世康“乞骸骨，退避

贤能。上曰：‘朕夙夜庶几，求贤若渴，冀与公共

治天下，以致太平。’”［17］1266-1267又如唐太宗时，“上

与贵臣宴于丹霄殿，谓群官曰：‘为政之要，务全

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朕与

公辈共理天下，令中夏乂安，四方静肃，并由公等

咸尽忠诚、共康庶绩之所致耳。’”［18］第 433 册，662而

白居易《授武元衡门下侍郎平章事制》则云：“朕

嗣守丕业，行将十年，实赖一二辅臣，与之共

理。”［14］第 1337 册，212

故而有人将上述“良二千石”与“贵臣”合称

为与天子“共治天下”者，如陈子昂上《论牧宰

疏》曰：“臣伏惟陛下当今所共理天下、欲致太平

者，岂非宰相与诸州刺史、县令耶？陛下若重此

而理天下乎？臣见天下理也。若陛下轻此而理

天下乎？臣见天下不得理也。何者？宰相，陛

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

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18］第 436 册，625

与上述所指“良二千石”“贵臣”二者稍异，

史上颇为著名的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春

所颁下的求贤令中乃云：“自古受命及中兴之

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19］

明确将与天子“共治天下”者的范围扩展至“贤

人君子”。此后也多有声称百官、贤能之士为天

子“共治天下”者。如晋人傅玄云：“贤者，圣人

所与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20］《北

齐书·循吏传》云：“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

法以禁其奸，礼教以防其欲。故分职命官，共理

天下。”［21］637《薛琡传》载薛琡进谏天子“共治天

下，本属百官。是以汉朝常令三公大臣举贤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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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为长吏，监抚黎元”［21］370，

云云。上述史料中泛指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百

官、贤能之士，其含义大抵同于文彦博所称之

“士大夫”。

三、北宋前期君臣说“共治天下”

对于汉、唐君臣而言，“共治天下”乃其时常

提撕之话题。与前代比较，宋人言论中涉及“共

治天下”者就更为普遍，但其所言之天子所与

“共治天下”者，仍不出上文所述及的“良二千

石”“贵臣”与泛指百官贤士三类。下文即引述

文彦博之前的北宋前期君臣关涉“共治天下”之

语来探讨其语义。

如北宋名臣范仲淹于《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有

云：“臣闻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县

令，即古之诸侯。”［22］480又《论转运得人许自择知

州》云：“臣窃见古者内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

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观察使、采访

使，统领诸侯、守宰以分理之。内外皆得人，未有

不大治者也。今转运、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

史、观察、采访使之职也，知州、知县，古之诸侯、守

宰之任也。内官虽多，然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

宰最要耳。”［22］664《奏上时务书》云：“臣又闻先王建

官，共理天下，必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为恩。故

百僚师帅，各扬其职，上不轻授，下无冒进。此设

官之大端也。”［22］174-175此外，蔡襄《梁适母追封安国

太夫人阎氏可追封□国太夫人制》云：“进登宰路

者，所以共治天下。”［23］462右正言王觌也上言云：

“人主所与共理天下者执政大臣，而治乱安危之所

系也。”［24］其中，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所云即

指“良二千石”；蔡襄、王觌所指乃“贵臣”；而范仲

淹《论转运得人许自择知州》《奏上时务书》所云皆

指百官，只是强调“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

要耳”。

虽然宋人仍多称“良二千石”为“共治”者，

如杨亿《代三司刘密学谢表》云“尝出司于漕挽，

亦共治于方州”；夏竦《议选调》云“国家膺天成

命，司牧元元，分命庶官，共治天下”；宋祁《上两地

谢赴阙启》云“恩被典州，责深共治”等［25］417。但与

前代相比，宋人言论中以百官贤士为“共治”者

明显增多。宋太祖即宣称：“设科取士，本欲得

贤以共治天下。”［26］宋太宗也对众宰执道：“中

书、枢密，朝廷政事所出，治乱根本系焉。且天

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1］600蔡襄所撰诏敕《戒

励臣僚奏荐敕》云：“朕制临天下，思与贤材而共

治之。”［23］418此当与宋代士大夫政治之发展颇有

关系。

胡瑗于《周易口义·屯》中尝就“共治天下”

说论证道：“夫天地气交而生万物，万物始生，必

至艰而多难，由艰难而后生成，盈天地之间。亦

犹君臣之道，始交将以共定天下，亦必先艰难而

后至于昌盛。如汤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吕望，

其始交时，皆有四方之多虞，然后卒能共治天

下。是皆先艰而后通也。”［27］202又在《未济》中解

说云：“君子之光也者，以柔顺文明之道，所行得

中，且下应九二刚明之臣与之同心戮力，一志毕

虑，与天下兴利除害，致天下于既济。是君子光

显之德也。有孚吉者，言六五以柔顺之质，委任

九二刚明之臣，与之共治天下，当绝疑忌之心，

以信相待，则兴治之功毕而终获其吉也。”［27］448

即指出“君臣之道，始交将以共定天下，亦必先

艰难而后至于昌盛”，故天子当与刚明之臣“同

心戮力，一志毕虑”而“卒能共治天下”。

由上述引证历代多条史料可证，文彦博“为

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乃是远绍孟子之语义，

而与汉、魏以来诸君臣、学士所称扬之“共治”之

辞一脉相承，只是以“士大夫”替代“良二千石”

“百官”“贤能之士”而已。因此，文彦博所言的

“治天下”，当即汉、魏以来耳熟能详之“共治天

下”，故当时文彦博“脱口而出，视若当然”［28］221，

而宋神宗以及王安石诸大臣也一无异议，皆“视

为当然”，其原因当即在此。因此，今人认为文

彦博此言的本义“不是强调‘同’士大夫共治天

下，而是指‘为’士大夫治理天下”或“（天子）是

替士大夫治理天下”的解释，似难以成立。

由于“共治天下”之“共治”对象即为百姓。如

隋治书侍御史柳彧上表有云：“方今天下太平，四

海清谧，共治百姓，须任其才。”［17］1481-1482隋文帝尝

有诏曰：“君为元首，臣则股肱，共理百姓，义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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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29］又唐太宗尝对侍臣称：“朕……今与诸公共

理百姓。”［30］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二月敕曰：“凡刺

史、县令，与朕共理百姓。”［12］231而文彦博宣言之

“（天子）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则

可为上引“共理百姓”诸语的注脚。

但《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宁。”［31］148《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

听。”［31］221又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孔安国传曰：“言天除恶树善，与民同尔。”［31］219《咸

有一德》曰：“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

功。”孔颖达疏曰：“匹夫匹妇不得自尽其意，则在

下不肯亲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则人主无与成

其功也。”［31］180故宋人袁燮发挥云：“人主欲成功，

须与民共之。天下匹夫匹妇不得自尽，则谁与成

功乎？”［32］因此，文彦博于回答宋神宗诘问“更张

法制，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时

声称“非与百姓治天下”，显然与儒家传统之说

相违背。虽然士大夫与百姓之间确实存在着利

益的区别与冲突，二者乃属不同“阶级”，但“人

主”“士大夫”大都于此不肯明言。因王安石“新

法”确实损害“士夫豪右”的利益，“而实则农民

之利”，故马端临评议文彦博此一借“共治天下”

之名来为“士夫豪右”争利之语，与苏轼“凋敝太

甚，厨传萧然”之言，同被王安石“指以为流俗干

誉，不足恤者”。此大概也是《名臣碑传琬琰集》

《东都事略》《宋史》诸史书之文彦博传中未采录此

语，宋人亦未有对此语有所评议之原因所在。

四、“共治天下”与“共天下”

“同治天下”

宋人在言谈“共治天下”外，尚有称说“共天

下”及“同治天下”者。

东晋时期开启百年门阀政治格局的“王与

马，共天下”，乃属世人所熟知的著名历史事件，

其“所谓‘共天下’，既是共治天下，也是共有天

下”，但这种政治局面“尽管在当时为稳定政局

所必须，却终究是非常态的”［25］415-416。但“共天

下”一词，也颇为宋代士大夫所使用。如南宋魏

了翁在《论士大夫风俗》文中有云：“臣闻人主所

与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33］301洪天锡上疏云：

“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

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

乎？”［34］12656又刘黻上疏“论内降恩泽”时云：“故

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

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34］12248故今有学者

由此认为此“意味着士大夫不仅不满足于与皇

帝共治天下，而且要共有天下”［35］。然仔细辨别

其上下之文义，大抵可知上述数人所谓“共天

下”，即指“共治天下”而言。如魏了翁《论士大

夫风俗》于“臣闻人主所与共天下者，二三大臣

也”，下又云及“二三大臣所与共政事者，内外百

执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里无贰，颠末不

渝，然后平居有所裨益，缓急可以倚仗”［33］301。可

证其所谓“共天下”，并非指“共有天下”，实为

“共治天下”之意。

其实宋人如此言论者颇多，如神宗熙宁十

年（1077年）十月彭汝砺上言：“今陛下所与共天

下事者，惟一二执政之臣。”［1］6978哲宗元祐元年

（1086年）闰二月王岩叟上言：“臣窃以陛下所与

共天下之治者，惟二三执政大臣而已。得其人，

则陛下不劳而天下蒙福；非其人，则天下受敝而

陛下独劳。”［1］8935元祐五年（1090年）十一月孙升

上言：“今尚书右丞许将为陛下股肱心膂之臣，

所与共天下之事，同心一德者，不过四五大臣而

已。”［1］10815钦宗时陈公辅上言：“臣闻天子所与共

天下者，七八大臣。得人，则朝廷正，百官治，海

内和平，四夷效顺；苟非其人，天下不安。”［36］又

如北宋中期王珪《问贤良方正策》云：“皇帝若

曰：自昔欲治之主，曷尝不进图材贤，以共天下

之务哉？”［37］刘攽《贡举议》云：“选举之法行之百

有余岁，累朝将相名卿及今之所谓贤材与共天

下之论议者，皆非以他涂进者也。”［38］徐积《策

问》云：“天子之所与共天下者，其人皆出乎士

也。士之所以致业乎君，致功乎民，其道皆出乎

其所学也。”［39］故上述诸言说“共天下”者，不管

其是代天子“立言”，还是向天子进言，也大抵是

指称“共治天下”，与上述魏了翁所云之意相同。

程颐在释《尚书·尧典》“克明俊德”时云：“帝

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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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天下之治，由身及家而治，故始于以睦九

族也。”［40］有学者云此“同治天下”四字，可为文彦

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语“作注，而且比原语

更为醒目”［28］221，并进而认为此四字“完全表达了

宋代士大夫以政治主体自居的心理”［28］160。其实

从程颐“同治天下”下接“天下之治，由身及家而

治，故始于以睦九族也”诸语，可见其所谓“同

治”，仍是“共治”之义，与汉、唐以来君臣所言者

并无二致，只不过程颐强调为达到“天下之治”

之目标，必须“由身及家而治”而已。

结 语

由上述详引诸条史料可知，文彦博“为与士

大夫治天下”一语，乃是“本于孟子‘巨室之所

慕，一国慕之’之意”，而与汉、魏以来诸君臣、学

士所称扬的“共治天下”之辞一脉相承，遂为世

人耳熟能详，只是其以“士大夫”替代“良二千

石”“百官”“贤能”等而已。因此，其“为与士大

夫治天下”之语，似不能解释作“（天子）是替士

大夫治理天下”。而宋人所言之“共天下”“同治

天下”，其意也同于“共治天下”。中国古代政治

体制发展至两宋时期发生了重大变革，士大夫

政治空前活跃，对“共治天下”的理解也有着深

刻变化，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语确实

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生态，但就文

彦博此语本身而言，即是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

臣所普遍接受的“共治天下”之说，并非石破天

惊之“新语”，似不宜予以过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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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ucidating“Governing the Country with the Scholar-bureaucrats”

Gu Hongyi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henzong of the Song dynasty，Wen Yanbo said“governing the country
with the scholar-bureaucrats.”The current academic community generally believes that it refers to the emperor and the
scholar-bureaucrats “ruling the country together.” However， some scholars think that this sentence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the emperor） governs the country for the scholar-bureaucrats.” Comparing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I argue that Wen Yanbos words come from Menciuss“what the scholar-bureaucrats admire， the whole
country will admire.”Emperor Xuandi of the Han dynasty said that“only officials can govern the country with me，”
after which this theory of“governing the country together”has been generally accepted by all dynasties， including the
Song dynasty， and Wen Yanbo replaced it with“scholar-bureaucrat.” Therefore， the words“governing the country”
mentioned by Wen Yanbo and the other words“commonly （govern） the country”and“commonly govern the country”
mentioned by Song people generally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governing the country together.”

Key words: Song dynasty；scholar-bureaucrat；governing the country together
［责任编辑/晨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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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署乐人的活动与宋代艺术表演地理空间的开拓*

董希平 姜欣辰

摘 要：宋代乐署乐人活动范围极广。中央、地方乐署乐人，以大小都市为表演中心，极易形成规模化演

出，进而辐射临近乡村，促成了都市乡村间表演空间的延伸贯通，并有助于实现城乡音乐的融通与互动，丰富表

演的内容与风格。州府衙前乐人相对固定地活动于中心城市的核心地带，并向周边辐射，进而连缀成片形成区

域特色，且州府衙前乐人主要服务于地方官员以及与官员交往密切的文士，有时甚至参与进官员士大夫的日常

生活中，其歌舞表演产生的影响力往往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成为推动宋代艺术表演的中坚力量。亲从亲事

乐人专属于主官，兼有官署乐人和私家乐人的优势，主官的流动升迁也促进了亲从亲事乐人的流动，于地理空

间范围内形成多个流动的歌舞表演中心，主官的审美倾向往往决定了亲从亲事乐人的表演风格，一系列地理位

置上多元并立的歌舞表演中心促成了演唱的贯通与发展。

关键词：乐署乐人；艺术表演；地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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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乐署钧容直、教坊等所属乐人，与地方

州府乐营乐人，有规律地分布在大小都市，各自

活动于相对稳定的空间中，有时候又形成一定

的流动，相互呼应，促成歌词表演空间的拓展与

贯通，促进表演活动规模的扩大与生命力的提

升。一些特殊乐署如部分高官的亲从亲事乐，

由于隶属于官员本人，其乐人流动性更强，表演

活动的地理范围更广、变动也更大。如此，不同

的审美趣味、音乐技艺、歌词文本借助乐署乐人

的表演活动，在大江南北传播融通。从宫廷到

都市、到乡村，乐署乐人的表演活动突破了地理

空间限制，并一再拓展。

一、都市乐人规模化表演与城乡

演出空间的延伸贯通

借助乐署的地位优势以及先进的表演技艺，

在各种场合乐署乐人都有优先出场的机会，其精

湛的表演使他们备受瞩目，更是都市表演的中坚

力量。以元宵节欢庆活动为例，东京汴梁宣德门

一带的核心区域，开封府衙前乐人、各禁军乐署乐

人在棘刺围起来的临时演出场地——“棘盆”内的

各乐棚上演杂乐、百戏等节目。

自灯山至宣德门横大街，约百余丈，用

棘刺围绕，谓之“棘盆”，内设两长竿，高数

十丈，以缯彩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

上，风动宛若飞仙。内设乐棚，差衙前乐人

作杂戏动乐，并左右军百戏在其中，驾坐，

一时呈拽。宣德楼上，皆垂黄绿帘，中一位

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执黄盖掌

扇，列于帘外。……帘内亦作乐，宫嫔嬉笑

之声，下闻于外。楼下用枋木垒成露台一

所，彩结栏槛，两边皆禁卫排立。乐棚、教

坊、钧容直、露台子弟，更互杂戏。万姓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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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梅圣

俞诗云：“露台鼓吹声不休，腰鼓百回红臂

鞲。先打《六幺》后《梁州》，棚帘夹道多夭

柔。”又彭器资《上元》诗云：“楼前乐奏九成

曲，楼下人呼万岁声。”［1］198

大型节庆活动是各乐署乐人的狂欢，乐人常常

进行技艺的交流与切磋，而被称为露台子弟的

民间乐人也得以在节庆日一展英姿。一时之

间，乐人们的同台献艺形成规模化演出，造成轰

动效应，这无形中也实现了宫廷与市井、都市与

乡村之间音乐的交流与互动。此外，在此过程

中皇帝与民同乐引得文人作诗附和，叙述这种

大规模的表演活动，这无疑又将表演的影响在

时间和空间中进一步扩展。

棘盆中还搭建有用于表演的彩棚，规模巨

大，称为“山棚”，乐人在其中表演，更引人注

目。为烘托气氛，乐人竭尽所长、竞相表演、评

出等级，优胜者被召至皇帝面前接受嘉奖。

阙下灯山前为大乐场，编棘为垣，以节

观者，谓之“棘盆”。……每岁正月十一日

或十二日、十四日，车驾出时，虽驾前未作

乐，然山棚、棘盆中百戏皆作。昼漏尽，上

乘平头辇从寺观出，由驰道入穿山楼下

过，卫士皆戴花，钧容、教坊乐导从，山楼

上下皆震作。至棘盆中，回舆南向，人人

竭尽其长，旨召精绝至辇前优赐，其余等

级沾赉。从官亦从山楼中过至棘盆中，分

左右出，辇从露台侧迂过，辟宣德中阖而

入。丞相晏公诗云：“金翠光中宝焰繁，山

楼高下鼓声喧。两军伎女轻如鹘，百尺竿

头电线翻。”［1］198-199

这种都市乐人基于履行职责而进行的大规模节

庆汇演，有意无意中又促成了表演赛的生发，在

此过程中不断推出乐人中的表演明星，从而激

发了乐人表演的动力，提升了各乐人的舞台表

现力。而乐署乐人作为从艺人员中的佼佼者，

都市中大规模的节庆表演也使清歌妙舞得以走

出宫廷走向市井民间，这便增强了乐署乐人在

都市和乡村的影响力。

南宋乐署衰落，乐署虽然开始吸纳相当比

例的“和雇”乐人，但在国家礼仪活动中，乐署表

演还是保持了基本水准，在都市音乐系统中仍

占主导地位。乐署乐人符合程序规范的高起

点、高质量的礼仪表演要求，甚至在姜夔这样精

通音乐的词人眼中，仍是无可挑剔的。如郊祀

大礼完成之后，皇帝举行恭谢礼，教坊、东西班

此类乐署乐人依旧是仪式表演中引人注目的存

在，御筵前后，临安府数百乐人的歌舞，并不比

昔时开封府衙前乐的表演逊色，甚至还有过之。

大 礼 后 ，择 日 行 恭 谢 礼 。 第 一 日 驾

出……第二日上乘辇，自后殿门出，教坊都

管已下于祥曦殿南迎驾起居，参军色念致

语，杂剧色念口号，乐作。……礼毕，宣宰

臣以下合赴坐官并簪花，对御赐宴。上服

幞头，红上盖，玉束带，不簪花。教坊乐作，

前三盏用盘盏，后二盏屈卮。御筵毕，百官

侍卫吏卒等并赐簪花从驾，缕翠滴金，各竞

华丽，望之如锦绣。衙前乐都管已下三百

人，自新桩桥西中道排立迎驾，念致语、口

号如前。乐动《满路花》，至殿门起《寿同

天》曲破，舞毕退。

姜白石有诗云：“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

头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

群臣。”“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

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2］

经历了乐署衰落、“和雇”乐人的崛起，乐署

对都市歌舞表演还有一定程度的主导作用。临

安府衙前乐兼有中央乐署与地方乐署的双重属

性，其乐在节庆礼仪、娱乐表演中依旧横跨皇宫

与临安府两重地理空间，每每成为都市表演的

亮点，如逢立春时节，“临安府进春牛于禁庭”，

后州府郡守举行鞭春仪式，此时的“妓乐”大抵

由临安府衙前乐人完成。

临安府进春牛于禁庭。立春前一日，

以镇鼓锣吹妓乐迎春牛，往府衙前迎春馆

内，至日侵晨，郡守率僚佐以彩仗鞭春，如

方州仪。［3］2

可见，虽然南宋“和雇”乐人成为流行，但都

市中各种官私节庆，仍随处可见乐署人员表演

的身影。如每年二月初八，以乐舞祭祀钱塘门

外祠山正佑圣烈昭德昌福崇仁真君庙，便是由

临安府衙前乐人担任演出主体，修内司教乐所调

配乐人承担原教坊功能与衙前乐人一同献乐。

而在此之前的三天，其他相关乐署乐人、民间乐

乐署乐人的活动与宋代艺术表演地理空间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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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私家乐伎的表演，各种祭祀、买卖等活动，

“自早至暮，观者纷纷”，为衙前乐、教乐所乐人

最终出场表演提供了充分的热场。乐署乐人与

市井乐人的规模化演出共同拓展了都市歌舞表

演的空间和影响力，实现城乡空间的延伸贯通。

其日都城内外，诣庙献送繁盛，最是府

第及内官迎献马社，仪仗整肃，装束华丽。

又有七宝行，排列数卓珍异宝器珠玉殿亭，

悉皆精巧。后苑诸作，呈献盘龙走凤，精细

靴鞋，诸色巾帽，献贡不俗。各以彩旗、鼓

吹、妓乐、舞队等社，奇花异果，珍禽水族，

精巧面作，诸色 石，车驾迎引，歌叫卖声，

效京师故体，风流锦体，他处所无。台阁巍

峨，神鬼威勇，并呈于露台之上。自早至

暮，观者纷纷。［3］7

乐署乐人受过专业训练，技艺精绝，在其影

响之下，都市乐人中具有独门技艺者众多，而京

畿地区以其先天的地理优势，相关乐人也更易

习得令词人印象深刻的绝艺，经过词人歌咏，乐

人及其绝艺由表演形式进而成为表演内容，影

响空间与范围进一步扩大。如教坊乐人精通各

类乐器者不在少数，杖鼓则“鲜有能工之者”，官

伎杨素娥却最擅此技，潞州才子刘濬专门作《期

夜月》，描述官伎杨氏表演杖鼓时的音妙绝伦，

杨素娥因此名震京师。

刘濬，潞州人，最有才名。乐部中惟杖

鼓鲜有能工之者，京师官妓杨素娥最工，濬

酷爱之。其状妍态，作期夜月词曰：金钩花

绶系双月。腰肢软低折。揎皓腕，萦绣

结。轻盈宛转，妙若凤鸾飞越。无别。香

檀急叩转清切。翻纤手飘瞥。催画鼓，追

脆管，锵洋雅奏，尚与众音为节。当时妙选

舞袖，慧性雅资，名为殊绝。满座倾心注

目，不甚窥回雪。逡巡一曲霓裳彻。汗透

鲛绡肌润，教人传香粉，媚容秀发。素娥以

此词名振京师。［4］

比起中央乐署，地方乐署相对有些封闭，其

乐人影响力显然有所不如，但地方乐署乐人亦

有突出之处。

一是借其地方优势，容易形成具有自己独

特的流行趋势或者独有绝艺，进而丰富表演的

内容与风格，造就较大影响之势。如夔州某营

伎，因其祖先曾与刘禹锡是旧识，所以能够掌握

刘禹锡《竹枝词》演唱之法，绍兴九年（1139年）

喻汝砺（迪孺）提点夔州路刑狱公事①，该伎为其

扣铜盘而歌，喻氏以为“有当时含思宛转之艳，

他妓者皆不能”。

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扣铜盘，歌刘尚书

《竹枝词》九解，尚有当时含思宛转之艳，他

妓者皆不能也。迪孺云：“欧阳詹为并州妓

赋‘高城已不见，况乃城中人’诗，今其家尚

为妓，詹诗本亦尚在。妓家夔州，其先必事

刘尚书者，故独能传当时之声也。”［5］

地方乐署的乐人与词人合力，同样可以形成当

地一波波潮流，李遵勖（和文）守澶渊，化用元稹

《菊花》诗，作咏菊《望汉月》歌词，得到好评，这

首词一时之间成为澶渊营伎的重点演唱曲目。

李 和 文 公 作 咏 菊 望 汉 月 词 ，一 时 称

美。云：“黄菊一丛临砌，颗颗露珠妆缀。

独教冷落向秋天，恨东君不曾留意。雕栏

新雨霁，绿藓上乱铺金蕊。此花开后更无

花，愿爱惜莫同桃李。”时公镇澶渊，寄刘子

仪书云：“澶渊营妓，有一二擅喉转之技者，

唯以‘此花开后更无花’为酒乡之资耳。”

“不是花中唯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乃元

微之诗，和文述之尔。［6］477

这类地方乐署的流行点多了，一样形成与大都

市相呼应的歌唱潮流。

二是遇上特殊机缘，地方乐署乐人也易联

合起来，形成规模，进而推动歌舞表演。如北宋

王黼作相，请假回故里咸平（今河南通许）祭告

家庙，一路之上“画舫数十，沿途作乐”［7］63，颇引

起物议，其中沿途所用之乐，很多由地方乐署提

供。抛开其劳民伤财不论，仅就歌舞表演而言，

这次旅途实际上变成了地方歌舞汇演，也成为

地方乐署表演空间的一次拓展和贯通。绍兴

中，秦桧的儿子秦熺回金陵“焚黄”（祭告家庙），

更是用舟数百艘，各地郡县、监司迎送数百里不

绝，“结彩楼数丈，大合乐官妓舞于其上，缥缈若

在云间”，其声势、乐人歌舞的影响显然不是王

黼所能比的。

绍兴中，秦熺亦归金陵焚黄，临安及转

运司舟舫尽选以行，不足，择取于浙西一

路，凡数百艘，皆穷极丹雘之饰。郡县监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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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饯，数百里不绝。平江当运河，结彩楼数

丈，大合乐官妓舞于其上，缥缈若在云间，

熺处之自若。［7］63

综上，乐署乐人凭借乐署的地位优势和都

市的地理优势，其规模化的歌舞活动成为都市

空间内不可或缺的存在，也是都市活动中的主

流。而在此期间，中央乐署与地方乐署乐人的

表演空间并非完全封闭，在各自空间发展的同

时，二者相互贯通，并向周围乡村辐射，形成城

乡空间的延伸拓展，建构了歌词表演空间的基

本格局。

二、州府衙前乐人服务化表演与

地方日常歌舞的滋长

在宋代乐署系统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央

乐署；但分布和影响面更广的，则是以州府衙前

乐为主的地方乐署。这些乐署位于核心城市，

拥有的影响力不亚于中央乐署乐人的从艺者。

州府衙前乐人相对固定地活动于中心城市的核

心地带，并向周边辐射，进而连缀成片形成区域

特色，成为推动宋词表演的中坚力量。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乐署乐人表演活动

的征用都有相关机构行文、程序规范，而且收入

相对稳定，遇上特殊情况，比如新进士聚饮，报

酬还会加倍。专业乐署乐人受过系统训练，且

相互之间技艺都有传承，故其水平精湛且表现

稳定，一般权贵也习惯通过相关部门雇佣其表

演，由于经常有额外赏赐，乐人也乐于参与这种

音乐服务。罗烨《醉翁谈录》曾详细谈及乐署乐

人的才艺卓绝和报酬优势：

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有宴聚，

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致于它处。唯新进

士设酒馔，吏使可牒取。取其所辟之资，可

则倍于常价。中曲者，散乐杂班之所居

也。夫善乐色技艺者，皆其世习，以故丝竹

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凡朝贵有宴

聚，一见曹署行牒，皆携乐器而往，所赠亦

有差。［8］

乐署乐人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表演技

艺，比一般市井歌伎起点和地位更高，这使得她

们有条件培养自己的特色专长，形成一个个当

地乐署活动的亮点，从而扩大歌舞表演的影响。

在宋代地方乐署中，能够全部记住某一词

人的作品并灵活演唱的乐人并不少见，也因此

成为官员、词人、听众关注的焦点。欧阳修闲居

汝阴（今安徽阜阳）时，宴上偶遇一位能尽记其

歌词的歌伎，欧阳修戏言来日还以太守身份返

回，数年之后欧阳修的戏言成真，但佳人却已不

在，欧阳修随即作诗表达惆怅之意。

欧公闲居汝阴时，一妓甚韵文，公歌词

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

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矣。

视事之明日，饮同官湖上，种黄杨树子，有

诗留缬芳亭云：“柳絮已将春去远，海棠应

恨我来迟。”［9］

欧阳修歌词作为当时的潮流热点，能尽记

其词的官伎不在少数，欧阳修使辽北归，途经大

名府时又遇见一位精熟其词者。当是时，贾昌

朝（文元）守大名府，为欧阳修设宴款待。贾昌

朝作为地方官有权划定官伎劝酒演唱的歌词内

容，官伎为文士官员提供服务性表演更是要以

其喜好为尊，贾昌朝多次提醒官伎筵席上需演

唱欧阳修歌词为佳，官伎只一再“唯唯”。待席

上官伎尽唱欧词，大放异彩，欧阳修更是听得认

真、逢劝必饮。

文元贾公居守北都，欧阳永叔使北还，

公预戒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

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叹，以为山野。

既燕，妓奉觞歌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

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其词也。［10］

可见，官伎表演的服务性特质为其规划了演唱

歌词的范围，纵使官伎各有所长，但是地方长官

以及席上宾客的喜好也在主导着歌舞表演的区

域特色。

当然，与歌词表演相关的其他文事特长，也

可以归于表演内容。欧阳修知颍州（今安徽阜

阳），官伎卢媚儿熟背《法华经》，酒宴之上一览

成诵，也是歌舞演唱中的一景。

欧公知颍州，有官妓卢媚儿，姿貌端

秀，口中常作芙渠花香。有蜀僧曰：“此人

前身为尼，诵《法华经》二十年，一念之误，

乃至于此。”公后问妓：“曾读《法华经》否？”

妓曰：“失身于此，所不暇也。”公命取经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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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览辄诵，如素所熟者。易以他经，则

不能也。［11］

官伎隶属于乐署的特殊身份，使其日常歌舞表

演往往镶嵌于官员的文事活动，二者相辅相成，

促成当地娱乐氛围的繁盛。

徐锴以屯田郎中知制诰，本应升迁中书舍

人，但受到宰相游简言压制，徐锴申诉不得，游

简言出歌伎劝酒，所歌皆是徐锴所作，徐锴情绪

得到安抚，其兄则讥讽徐锴被数阕歌换了中书

舍人。

徐锴以屯田郎中知制诰久次，当迁中

书舍人，而宰相游简言每抑之。锴遂诣简

言，简言从容曰：“以君之才地，何止舍人。

但兄弟并举清要，物忌太盛，请少缓之，使

众称淹恤，进固未晚。”锴颇怏怏。简言徐

出妓佐酒，叠唱歌辞，皆锴所制，锴乃大喜

起谢。归以告兄铉，铉曰：“汝乃为数阕歌

换中书舍人耶。”［12］

这显然是乐伎歌唱被用在了官场运行中，并成

为官署活动的一部分。地方与中央类似，家宴

更是类比宫宴，乐署乐人的活动贯穿地方与中

央，改变的是演唱的地理空间，不变的却是乐人

服务性表演所带来的实际功效，地方日常歌舞

也带有了一定的政治性。正是有一批像游简言

一样善于将歌舞表演与官场活动联系的文士，

地方日常歌舞表演才从另一角度得到了繁荣。

张才翁任职临邛（今四川邛崃），不为太守

张公庠重视，于是借正月初七郡守率同僚游白

鹤山的机会，与宴会表演的官伎沟通，隐括张公

庠诗为《雨中花》歌词当场演唱，成功引起张公

庠注意，最终融入当地官场。

白云先生之子张才翁，风韵不羁，敏于

词赋。初任临邛秋官，邛守张公庠不知之，

待之不厚。临邛故事，正月七日有白鹤之

游，郡守率属官同往，而才翁不预焉。才翁

密语官妓杨皎曰：“此老子到彼，必有诗词，

可速寄来。”公庠既到白鹤，登信美亭，便留

题曰：“初眠官柳未成阴，马上聊为拥鼻

吟。远宦情怀销壮志，好花时节负归心。

别离长恨人南北，会合休辞酒浅深。欲把

春愁闲抖擞，乱山高处一登临。”杨皎录此

诗以寄，才翁得诗，实时增减作《雨中花》一

阕，以遗杨皎，使皎调歌之，曰：“万缕青青，

初眠官柳，向人犹未成阴。据征鞍无语，拥

鼻微吟。远宦情怀谁问？空劳壮志销沈。

好花时节，山城留滞，又负归心。别离万

里，飘蓬无定，谁念会合难凭。相聚里、莫

辞金盏酒还深。欲把春愁抖擞，春愁转更

难禁。乱山高处，凭栏垂袖，聊寄登临。”公

庠再坐晚筵，皎歌于公庠侧，公庠怪而问。

皎进禀曰：“张司理恰寄来。”令杨皎歌之，以

献台座。公庠遂青顾才翁，尤加礼焉。［1］189

由此可见，乐署官伎的表演与词人的合作，的确

成功地将歌词表演切入官员交际的热点之中，

从而拓展歌词影响范围。

词人张孝祥为京口（今江苏镇江）多景楼题

匾，获得公库银二百两的润笔，他将其换成百匹

红罗，在多景楼落成典礼的大宴上雇佣乐伎，合

唱其词赋。

张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楼

落成，于湖为大书楼扁，公库送银二百两为

润笔。于湖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大

宴合乐，酒酣，于湖赋词，命妓合唱甚欢，遂

以红罗百匹犒之。［13］

张孝祥的词名、京口乐署官伎的表演，借助多景

楼这一平台，一时声势无两，实现了词人、官伎、

多景楼的多赢局面。

乐署官伎活动有时并非纯粹歌舞服务，而

是在参与当地官员交际活动中，或将日常生活

娱乐化，或将歌舞表演生活化。在为官员宴会、

游观等日常服务中，显示歌舞伎独有的价值，以

其身份凸显歌舞影响。

寇准与隐士魏野游僧舍，寇准发现自己的

题壁诗用碧纱笼护，而魏野诗则灰尘满壁，随行

官伎遂用衣袂擦拭灰尘，化解了魏野、寇准的尴

尬。官伎这一行为不是歌舞胜似歌舞，而魏野

随即作诗“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

更将官伎这一行为诗化，使其成为潜在的歌舞

内容。

世传魏野尝从莱公游陕府僧舍，各有

留题。后复同游，见莱公之诗已用碧纱笼

护，而野诗独否，尘昏满壁。时有从行官妓

颇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

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莱公大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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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官伎介入其日常生活的行

为甚或成为其创作的一部分，客观上促成了地

方新鲜歌词的生成，歌伎的影响也借此途径得

以形成。黄庭坚守当涂（今安徽当涂），正式在

官不过几日，期间所作诗词中，当涂乐署的两位

官伎欧、梅是其中亮点，李之仪甚至以为这两位

官伎可以媲美杜诗中的黄四娘。

豫章寓荆州，除吏部郎中。再辞，得请

守当涂。几一年，方到官。七日而罢，又数

日乃去。其诗云：“欧倩腰支柳一涡，大梅

催拍小梅歌。舞余细点梨花雨，奈此当涂

风月何。”盖欧、梅，当涂官妓也。李之仪

云：“人之幸不幸，欧、梅偶见录于豫章，遂

为不朽之传，与杜诗黄四娘何异。”［6］499

黄庭坚守当涂期间，赋《木兰花令》词，更以“欧舞

梅歌”向“穷巷读书，不出入州县”的故人庾元镇

劝酒，词中特意注明欧、梅二人的当涂歌伎身份。

然豫章又有木兰花令叙云：“庭坚假守

当涂，故人庾元镇，穷巷读书，不出入州

县。因作此以劝庾酒云：‘庾郎三九常安

乐，便有万钱无处着。徐熙小鸭水边花，明

月清风都占却。朱颜老尽心如昨。万事休

休还莫莫。尊前见在不饶人，欧舞梅歌君更

酌。’”自批云：“欧、梅，当涂二妓也。”［6］499-500

如此，无论欧、梅二伎实际水平如何，她们与当

涂歌舞的名声，随着黄庭坚之盛名及这些带有

当涂印记的作品，必然会流播开来。这显然是

文士歌词的影响力对歌舞表演有限地理空间的

突破。

欧阳修守滁州（今安徽滁县），自琅琊山幽

谷亭醉归，自亭至府衙一里余，官伎扶其步行，

乐队在前引导，佐官杜彬“自亭下舞一曲破”。

朱柬之自言作滁州推官时，欧永叔为

太守，杜彬作倅，晓音律。永叔自琅琊山幽

谷亭醉归，妓扶步行，前引以乐，彬自亭下

舞一曲破，直到州衙前，凡一里余。永叔诗

云：“杜彬琵琶皮作弦。”［15］

前引以乐，舞蹈伴行，这种颇具艺术气息的出行

排场，显然离不开那位扶欧阳修步行的官伎的

指挥设计，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官伎音乐服务。

当然，官伎介入官员出行，在唐宋歌舞兴盛

之时，本就是人人接受的习俗，也是地方乐署乐

人的重要职责，彼时官员赴任迎任，官伎提前为

导，诉诸行为，形诸歌词。只是元明以后此风渐

息，郑文焯考辨宋人词事，尚为之叹惋不已。

杭妓往苏迓新守杨元素，寄苏守王规甫

云：“玉童西迓浮丘伯。洞天冷落秋萧瑟。

不用许飞琼。瑶台空月明。清香凝夜宴。

借与韦郎看。莫便向姑苏。扁舟下五湖。”

李东川有送人携妓赴任诗，此词又记杭妓往

苏迓新守，是知唐宋时赴任迎任，皆有官妓

为导之例。此风盖自元明已来，微论废绝，

国朝且悬为厉禁，著之律条，并饮酒挟妓，亦

有罪已。古今风气之硕异如是。［16］

州府衙前乐人的歌舞表演是乐人活动中不

可忽视的一环，其拥有乐署的地位优势，往往是

地方歌舞表演的主力；其拥有乐署的技术优势，

往往促成区域特色表演活动的形成。此外，州

府衙前乐人的服务化表演性质有时也使得她们

参与到文士生活中，从表演的服务者成为表演

的内容，乐人一时一地的歌舞表演反因此而突

破时间、空间的限制经久不息。凡此种种，都使

得地方日常化歌舞表演滋长、发展。

三、亲从亲事乐人专属化表演与

多元歌舞中心的流动

宰执高官的亲从亲事乐，是乐署中比较特

殊的存在。亲从亲事官本隶属于宫廷禁军，受

皇城司管辖，《宋史·仪志二》：“凡皇城司随驾人

数：崇政殿祗应亲从四指挥共二百五十二人，执

擎骨朵，充禁卫；崇政殿门外快行、祗候、亲从第

四指挥五十四人；车驾导从、两壁随行亲从亲事

官共九十六人，并于驾前先行，行幸所到之处，

充行宫司把门、洒扫祗应。”［17］3387 又《宋会要辑

稿·职官三四》：“（熙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诏

转员亲事、亲从官阙指挥使，差副指挥使权管

勾。旧制，亲从、亲事官各于本军转补，以入殿宿

卫，欲其互相检察，不令衮转，所以防微也。”［18］

可见，亲从亲事官本是随从官的一种，然晚

唐五代起，藩镇高官多从自己的亲从亲事中选

拔善乐者组成表演乐队，谓之亲从亲事乐：“又

有亲从亲事乐，及开封府衙前乐（园苑又分用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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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乐，诸州皆有衙前乐营）。”［19］宋代从皇帝到宰

执高官也沿袭了这一传统。

亲从亲事乐人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他们随

从主官主要生活于通都大邑，眼界开阔、技艺高

超。同时又随着主官在通都大邑间活动，流动

性强，技艺更新、提高的速度更快，兼有官署乐

人和私家乐人的优势，形成独特的影响力。

北汉赵文度归宋，赴华州节度使任，同州节

度宋琪移镇邠州，二人在华州相遇，各以其百余

人规模的亲从亲事乐人比拼，在赵文度一方要

求以限定宫调吹奏《采莲》曲送酒的挑战中，宋

琪一方败北；在主官亲自上场的环节中，宋琪吹

笙败给了赵文度吹笛。后来赵氏准备设夜宴继

续比赛，宋琪一行已经“宵遁”。

河东伪相赵文度归向朝廷，便授华州

节度使。时同州节度使宋相公移镇邠州，

道由华下，赵张筵命宋。宋以赵自河东来，

气焰凌之，带随使乐官一百人入赵府。署

庭所使，排立于东厢。将举盏，赵之乐官，

立于西庑。时东厢先品数声，赵谓曰：“于

此调吹《采莲》、送盏。皆吹不得。”却令西

庑吹之。送盏毕，东厢之乐由是失次。宋

亦觉其挫锐。洎中筵，起移于便厅再坐。

宋自吹笙，送赵一盏。赵遂索笛，复送一

盏。声调清越，众所惊叹。其笛之窍，宋之

随使乐工手指按之不满。洎席阕，宋回驿，

赵又于山亭张夜宴。召之，不至。宋于是

宵遁。晋公曰：“庶事不可轻易。宋焉知河

东僭伪小国之有人矣。”［20］

看来亲从亲事乐可谓主官的门面，关键时刻主

官都会亲自上场表演，亲从亲事乐的影响力之

大也就可想而知。

亲从亲事乐的服务面向兼顾官员的公务、

私人场合，有时很难和官员的家伎明确区别开

来。真宗朝是亲从亲事乐发展的高潮期，真宗

本人就鼓励重臣建设亲从亲事乐，或者扩大其

规模，宰相王旦性节俭，不蓄姬侍，真宗甚至亲

自出钱命人限期为其购置。

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群臣燕

语，或劝以声妓自娱。王文正公性俭约，初

无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钱，上使内东

门司呼二人者，责限为相公买妾，仍赐银三

千两。二人归以告公，公不乐，然难逆上

旨，遂听之。［21］

其后王旦果然作风大变，对各种奢侈品“用之如

素有”，以至记载此事的苏辙也慨叹“声色之移

人如此”！亲从亲事乐的魅力之大、建设速度之

快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严格说来，亲从亲事乐

人与私人蓄养的家伎是有区别的，亲从亲事乐

虽未被纳入各州府乐营管理范围内，但与地方

衙前乐营属同一层次、同一级别，与可供买卖的

家伎地位不同，不可相提并论。

亲从亲事乐与主官的关系更密切，往往带

有鲜明的主官审美倾向，寇准喜爱柘枝舞，人称

“柘枝颠”，于是柘枝舞便是其府中乐人的表演

强项，其影响也是如此。

《柘枝》旧曲遍数极多，如《羯鼓录》所

谓《浑脱解》之类，今无复此遍。寇莱公好

《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

时谓之“柘枝颠”。今凤翔有一老尼，犹是

莱公时《柘枝》妓，云：“当时《柘枝》尚有数

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当时十不得二

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传之。［22］

寇莱公性豪侈，所临镇燕会，常至三十

盏。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

人，每舞连数盏方毕。或谓之“柘枝颠”。［23］

宋代宰执官员选择采买符合自己喜好的乐

人，组成近似亲从亲事乐队。这些官员又多为

著名词人或是词人的交游中心，实际上又形成

了若干专门为词人服务的流动歌唱乐队。仁宗

朝“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

往增置不已”［24］。梅尧臣言欧阳修“公家八九

姝，鬒发如盘鸦”［25］，韩琦“家有女乐二十余辈”［26］，

晏殊乐伎的表演可谓精妙绝伦。

晏元宪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

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皆不预办，

客至，旋营之。顷有苏丞相子容尝在公幕

府，见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

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

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

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

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

辈风流，未之有比也。［27］

在亲从亲事乐风气影响之下，有实力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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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也习惯培养自己的专属随从乐人。苏轼有

歌舞伎数十人，虽然并未说明是家伎还是亲从

亲事乐人，但观其规模与使用情形，似乎更接近

后者：“东坡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宾客饮酒，必

云：‘有数个搽粉虞候，欲出来祗应也。’”［28］

政和至宣和年间，徽宗大兴礼乐，时任宰执

王黼府中所设家伎，便有亲从亲事乐的味道，他

为笼络词人李邴（汉老），设宴款待之时便出绝

色家姬数十人，当场演唱李邴少时名作《汉宫

春》。

李汉老邴，少年日作《汉宫春》词，脍炙

人口，所谓“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者是

也。政和间，自书省丁忧归山东，服终造

朝，举国无与立谈者。方怅怅无计，时王黼

为首相，忽遣人招至东阁，开宴延之上坐，

出其家姬数十人，皆绝色也。汉老惘然莫

晓。酒半，群唱是词以侑觞。汉老窃切自

欣……大醉而归。又数日，有馆阁之命。

不数年，遂入翰苑。［29］

值得一提的是，虽亲从亲事乐人也是专属

于官员士大夫的乐人，但较之一般家伎，亲从亲

事乐人的管理相对严格，文献中少见其与文人

士大夫交际的记载，这大约是亲从亲事乐作为

官员随从用乐，属于半官方性质，主要提供歌舞

表演，很少发生现场乞词、作词这类雅事。

亲从亲事乐模式影响下的“重声伎”的文化

现象，在南宋更加普遍，文天祥也曾“性豪华，平

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17］12534。词人张镃得家

世之助，歌词表演的排场更是模仿宫廷乐署风

格，远远超出了一般亲从亲事乐和家伎的规模

与质量，成为当时歌词创作表演活动的标杆。

张镃功甫，号约斋，循忠烈王诸孙，能

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妓

服玩之丽甲天下。尝于南湖园作驾霄亭于

四古松间，以巨铁絙悬之空半而羁之松

身。当风月清夜，与客梯登之，飘摇云表，

真有挟飞仙、溯紫清之意。

王简卿侍郎尝赴其牡丹会云：“众宾既

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问左右云：‘香

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

内出，郁然满坐。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

至。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

牡丹，首带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

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

起，卷帘如前。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

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

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

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

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

皆恍然如仙游也。”［30］

亲从亲事乐是宋代歌舞发展的一个独特现

象，当然这些亲从亲事乐人也为歌词表演发挥

了相应的独特作用，其中对于私人蓄养歌伎风

气的推动起了示范和鼓励作用。像杨褎这样出

于爱好，虽家贫而依旧蓄养家伎，主人与家伎安

之若素，可以说是流风之下的代表：“华阳杨褎，

好古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家

姬数人，布裙粝食而歌舞绝妙，故欧阳公赠之诗

云：‘三脚木床坐调曲。’盖言裦之贫也。”［31］的

确，亲从亲事乐不能人人拥有，但在亲从亲事乐

影响之下的歌舞表演范式与审美取向，却为宋

代不少乐人和词人模仿习得。

综上，乐署乐人的活动范围横跨宫廷与市

井、都市与乡村，中央乐署乐人、地方州府衙前

乐人以及流动性极强的亲从亲事乐人从不同空

间维度，连点成线进而成面将其演出活动贯通

延伸，在此过程中宋代艺术表演的地理空间也

得到了拓展，不仅局限于一时一地。

注释

①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1988年

版，第 2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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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of Musicians Managed by Music Department and Geographical Space Exploration
of Art Performance in Song Dynasty

Dong Xiping and Jiang Xinchen

Abstract: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range of musical activities among musicians managed by music department was
extremely wide. Central and local music department musicians, with large and small cities as their performance centers,
are prone to large-scale performances, which can radiate to neighboring villages, promoting the extension and connection
of performance spa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helping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music, enriching the content and style of performances. Musicians belonging to local state capitals are
relatively fixed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central city and radiate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form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Musicians belonging to local state capitals mainly serve local officials and literati who have close interactions with
officials, and sometimes even participate in their daily lives. The influence of their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s
often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becoming an intermediate force in promoting art performances in
Song dynasty. The personal music performers belong exclusively to the main official, and have the advantages of both
official and private music performers. The mobility and promotion of the main official also make the personal music
performers highly mobile, forming multiple mobile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 centers within certain geographical
space. The aesthetic inclination of the main official often determines the performance style of the personal music
performers, and a series of geographically diverse and coexisting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 centers promote the
continuity and development of singing.

Key words: musicians managed by music department；art performance；geospatial
［责任编辑/周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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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昭王时期南土经营的差异化路径与
治理模式转变*

——以金文材料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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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廊是汉淮间两大地理单元，也是昭王南土经略的重点区域。针对两地不同的政

治地理价值，昭王采取了差异化的经营措施，对南阳盆地以政治统制为主，而对随枣走廊则以军事控制为主。

面对昭王南征失败后南土动荡的局势，西周王朝开始采取徙封与联姻相结合的“地缘-血缘”模式来实现对南土

地区的有效统治。从西周中后期南土治理模式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宜”之法始终是周人变更区域发展

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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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是昭王时期在南方地区展开的重大政

治、军事行动，直接影响到西周中晚期南土政治

格局的发展走向和西周王朝的百年兴衰。学界

已对相关青铜器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并编排出

相关历日①。梳理相关材料可知，昭王曾经对南

土展开过一系列的经营与开发活动，其经略范

围主要集中在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廊一带。针对

两大区域不同的政治地理属性，昭王采取了符

合各自发展模式的差异化经营路径，即所谓“土

宜”［1］600之法，以实现对南土不同地区的有效统

治。前贤时人对昭王南征作过不少讨论②，但往

往集中在铭文考释和南征史实等问题上，故仍

有未尽之意。本文拟就昭王后期经营南土不同

地区的差异化路径进行细致考察，并在此基础

上简要分析西周中后期南土治理模式的转变与

政治地理格局的重塑，以就正于方家。

一、昭王时期对南阳盆地的政治统制

南阳盆地位于王畿以南、汉水之北，“割周

楚之丰壤，跨荆豫而为疆”［2］，是长江中游四大

地理单元之一，也是昭王南巡路上的重要战略

基地。南阳盆地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文化

联系非常密切，属于周人直接控制的南部国

土。因此昭王对南阳盆地的治理和经营主要集

中在政治层面，如派遣官员省察大小邦国、贯通

往来道路等。

（一）昭王南巡前的“省察”与“贯行”

安州六器之一的中甗铭文记载了昭王派遣

中前往南国“省察”“贯行”等相关史事，今参酌

诸家释读移录于下：

王命中先省南国贯行，埶 在曾，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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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以王命曰：“余命汝使小大邦，厥又舍汝

芻 量 至 于 女 ， 小 多 □ 。”中 省 自 方 、登

（邓）， （洀）、 邦，在噩师 （次）。伯买父

乃以厥人戍汉中州，曰叚、曰 旒，氒厥人

□廿夫，厥贾 言曰：“宾□贝，日传□王□

休，肩有羞。”余□□，用作父乙宝彝。（《集

成》949）③

“省南国贯行”就是贯通前往南国的道路，这是

昭王南巡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自京师前往南

国道阻且长，南方的自然环境非常复杂，山脉、

湿地犬牙交错，河流、沼泽萦绕纵横，地势高低

不一，气候复杂多变。对于周人而言，南方不仅

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未

知、危险和敌意的世界［3］339。《左传》曾经追述过

楚国先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1］798“以处草

莽”［1］1485的事迹，不难看出，熟悉南方环境的楚

人尚且需要跋山涉水开辟道路，更何况鲜少涉

足南方的周人。西周时期，南阳盆地是连接中

原王朝与南方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因此针对

南阳盆地的交通特点和政治属性，昭王在南巡

前曾经多次下达“省南国”的命令，派遣官员巡

行视察南阳盆地，并在沿线设置军事战略据点、

派遣军队驻扎。中甗铭文记载，中曾经奉昭王

之命前往南阳盆地巡行视察大小邦国并贯通往

来的道路，为王师南下做准备。

“方”地是中奉命巡察的第一站，此“方”应

即方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南［4］。昭王南巡的始

发地是成周，“方”地正是王师自成周南下的隘

口。自商周以来，方城便是南北交通大道的经

行之地，殷人征讨“居国南乡”的荆楚、周人自雒

邑通往南服都是逾方城之隘［5］。恭王时期的士

山盘记载周王曾经命令士山前往治服“蠚（鄀）、

刑（荆）、方”，鄀、荆均处于南土，因而此“方”应

与中甗里的“方”同为一地［6］。士山巡察南土后

应即由“方”地回京复命。春秋时期南阳盆地成

为楚国的北疆之后，中原诸国入楚基本上都是

经由方城，如清华简《系年》载“公会诸侯于湨

梁，遂以迁许于叶而不果。师造于方城”［7］177便

是一例。所以中在接到“史（使）小大邦”的命令

后首先选择前往“方”地巡察，目的是确保王师

可以顺利从成周进入南阳盆地。

“邓”地即南阳盆地最南端的古邓国［8］，在

今湖北襄阳附近。清人顾祖禹曾云：“（邓州）西

控商、洛，南当荆、楚……南北有事，襄邓为之腰

膂。”［9］2415邓国是连接南阳盆地和江汉地区的交

通孔道，也是沟通南北交通、连接江淮和巴蜀的

重要枢纽［10］18。辛德勇根据北大藏《水陆里程简

册》复原出了秦南郡交通路线图，自邓县（古邓国）

南下经行诸县、乡、津可抵达江陵、夏汭一带［11］，

据此路线亦可大致复原出周昭王南巡的进军路

线和方向。由此可见，邓国是昭王穿过南阳盆

地前往江汉地区的必经之地，所以中在巡视完

方地之后前往邓地省察，以贯通王师南下的

通道。

“洀”字从水从舟，其地史籍无载。同为昭王

时器的启尊中也有“洀”地，其铭曰：“启从王南征，

徬山谷，在洀水上，启乍（作）且（祖）丁旅宝彝。”

（《集成》5983）黄锡全推测两处“洀”应属一地，

“洀”当读为“汎”，“洀（汎）水”也写作“氾水”，史籍

所载“氾水”有四条，此处为南氾水，入汉水处应在今

之襄樊市以西［12］。南氾水位于成周与楚交通的要

冲汝颍之间，是历代南北军事冲突的必争之地［13］。

“洀”与“邦”之间缺释的“ ”字应从黄锡全之说，

释其为“蓼”［12］，即位于河南唐河县南的古蓼国。

蓼国处于南阳盆地东南经桐柏山入枣阳县境的交

通线上［10］55，沿蓼国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行便可穿过

随枣走廊直抵荆楚、扬越等地。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南巡前昭王曾经派遣

中前往南阳盆地省察大小邦国，加强与南土诸

国的政治联系，并初步贯通了自成周穿过南阳

盆地的交通道路。中甗铭文所涉及的方、邓、

洀、蓼分别是南阳盆地内的方地、邓国、汎口、蓼

国，四地既是昭王南巡路线上的重要交通点，也

是春秋以后方城廊道、西南大道等古道的途经

之地。北大藏《水陆里程简册》中记载了秦国南

阳郡境内的水陆交通通道，其路线所经之地大致

可与西周时期中所省察的大小邦国一一对应④，

可见昭王时期派遣官员省察、贯通的道路在战

国晚期直至秦朝仍然是南阳盆地内的主要

通道。

（二）昭王南巡中的“设居”“省族”与“振旅”

除了派遣官员巡察大小邦国、贯穿交通路

线外，昭王南巡途中还在南阳盆地展开过驻跸

活动，中方鼎铭文记载了中在“夔 真山”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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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居一事：

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

省南国，贯行，埶王 ，在夔 真山，中呼归

生凤于王，埶于宝彝。（《集成》2751）
“埶 ”是西周金文中极具时代特色的词语，

还见于昭王时期的中甗、静方鼎等器物。《说文·丮

部》：“埶，种也。”［14］136“埶”可引申为建设之义。“ ”

从广，从 省，其字仅见于西周金文，是西周时期

周王离宫之专字［15］93。结合新公布的《殷墟花园庄

东地甲骨》可知，“夔”是以往习见“射”的繁体，

“射”即位于南阳附近的谢国［16］。《国语·周语上》伯

阳父论三川皆震时认为“夫国必依山川”，韦昭注

云：“依其精气利泽也。”［17］18-19据清人顾祖禹考证，

南阳府内重要的古国均有山脉凭依，如唐国境内

的唐子山、古蓼国境内的蓼山等［9］2408，王居所在“夔

真山”应即谢国周围某座适合安营驻扎的山

脉。昭王南巡路途遥远，且有许多诸侯同族和军

队跟随，所以“夔 真山”王居的设置一方面可以

为昭王提供南巡路上的驻跸之地，便于军队休息、

整顿；另一方面又可以王居为中心控扼整个南阳

盆地，守卫自成周沿方城南下的通道，同时还有宣

喻周礼、归化南土［15］的政治作用。

安州六器之一的中觯还记载了昭王南巡途

中在南阳盆地内“省族”“振旅”并赐物的相关史

事，铭文曰：

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赐中马，自

侯四 ，南宫兄（贶），王曰：“用先。”中埶王

休，用作父乙宝尊彝。（《集成》6514）
中觯铭文中的“庚”字，李学勤先生释为

“唐”［18］，此后学者多从之。按《说文·口部》云：

“唐，从口，庚声。”［14］61“唐”为定纽阳部字，“庚”为

见纽阳部字，二字古音相近，“庚”或即唐国。石泉

认为唐国地望位于今河南省唐河县南境［19］，徐少

华说其东部当达桐柏、泌阳一带，南与蓼国为邻，

西隔唐河与谢国相望，北当与申国接壤［10］61。北大

藏《水陆里程简册》记载了南郡各地的交通道路和

里程，其中多次出现的交通节点“阳”县应即古唐

国所在［20］。若石、徐等之说可信，则唐国地理位置

和交通条件都非常优越，完全可以满足昭王省族、

振旅的政治和军事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昭王在“唐”大省公族的同

时还曾经举行过“振旅”活动。中觯铭文所记

“振旅”之事究竟发生在战前还是战后，学界仍

然存在分歧。今按：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的

晋侯稣编钟铭文里同样有周王省族、赐马的记

载，铭文云：“王唯反归在成周。公族整师……王亲

锡驹四匹……又亲侪（赍）晋侯……马四匹。”［21］

晋侯折首数百、大败敌军有功，于是周王返回成

周后，随晋侯同行的公族开始整顿师旅，周王赏

赐晋侯马驹及其他物品。西周晚期的兮甲盘铭

文亦载：“王初各伐 狁于 ，兮甲从王，折首

执讯，休亡暋，王赐兮甲马四匹、驹车。”（《集成》

10174）可见在西周时期的战事中，赐马多为赏

赐有功的勉励之举，通常发生在诸侯和官员建

功立业之后，因此中觯应为纪念南巡过程中某

场胜利所作。

西周早期，南阳盆地属于西周王朝直接控

制的南土，也是沟通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由

上文所述可以看出，昭王经营南阳盆地的重点

主要在政治与宏观战略方面，如巡察大小邦国、

贯通往来道路等。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西周王

朝与南阳盆地诸国之间的政治联系，而且贯通

了中原前往南国的主要交通路线。史墙盘曾经

追述昭王：“宏鲁昭王，广笞楚荆，唯寏（贯）南

行。”（《集成》10175）裘锡圭认为“寏”可以读为

“贯”［22］，“唯贯南行”便是颂扬昭王贯通南国道

路的丰功伟绩。与此同时，昭王经营南阳盆地

的“土宜”之法也为后世诸王经略南土提供了可

借鉴的路径和模式，相似的经营措施还见于西

周晚期的士曶父 ，其铭曰：“唯王廿又三年八

月，王命士曶父殷南邦君诸侯，乃易（赐）马。王

命文曰：‘ 道于小南。’”［23］朱凤瀚认为“ ”字

通“率”，在此当读作“循”，循是顺行之义［24］，“循

道于小南”即率领部队循着道路和南邦封君的

次序在小南的区域内巡行。由此可见，西周中

后期诸王对南土的经营基本延续了昭王时期的

做法。

二、昭王时期对随枣走廊地区的

军事控制

随枣走廊一带泛指桐柏山和大洪山之间的

广大地区，包括枣阳、随州及南部的孝感等地。

从政治地理性质上来说，这一地区位于南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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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属于南土与南国的缓冲地带⑤。终西周之世

周人始终不能确立对这一区域的直接控制，有

时甚至需要依靠武力镇压才能换取政局的短暂

稳定。因此针对随枣走廊一带特殊的地理属

性，昭王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加强对

这一地带的管控，相关措施有驻师、赐邑等。

（一）临时住所

上引中甗铭文“埶 在曾”，是指中在今湖

北随州的曾国设置王的行宫、别馆或临时驻扎

之地［25］。2019年湖北随州出土的曾公 编钟铭

文言及“昭王南行，豫命于曾”［26］之事，恰可佐证

中甗铭文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昭王南巡过

程中虽然也曾命令中在南阳盆地内的“夔 真

山”设置王居，但两处王居的性质显然不同。“夔

真山”王居的设置是基于宣喻周礼、归化南土［15］103

的政治需要，而“曾”地王居的设置则更多是出

于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

“ ”虽是周王临时居所，但其结构、功能都

较为完备［15］103。随州地区的曾国是西周王朝在

随枣走廊设置的重要封国，其政治、军事实力长

期位于汉阳诸姬之首，楚国不得志于汉东的一

个重要原因便是“汉东之国，随为大”［1］119。“曾”

地王居的设置使得昭王可以深入战略前线亲自

指挥作战，同时联合周围的曾、鄂、厉等地方诸

侯共同征讨南国反叛势力。

根据另一件中方鼎铭文“唯十又三月庚寅，

王在寒 （次）”（《集成》2785）的记载，昭王在南

巡途中曾经次于“寒”地。次是周王离宫后的临

时驻扎之所，《周礼·天官·掌次》云：“次者，次则

舍也……王出宫，则幕人以帷与幕等送至停所，

掌次则张之。”［27］1456《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

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杨伯峻云：“凡出

过三宿俱可谓之次。”［1］176朱凤瀚指出，“ ”应当

是西周王朝在本土与淮夷聚居地交界处所驻军

之所［24］。而王次于“寒”时曾经赐予中地，所以

寒地应距中的采邑孝感不远，极有可能位于南

土与南国的边界地带。

“寒”地之次不同于昭王提前派遣官员在固

定地点设置的王居，它的实用性和可移动性更

加突出，可能是昭王南巡途中设置的“帷幕幄

帟”。《释名·释床帐》云：“帷，围也，所以自障围

也。”又云：“幕，幕络也，在表之称也。小幕曰

帟。”“幄，屋也。”［28］《周礼·天官·掌次》疏云：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陈于上。

帷幕皆以布为之。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居之

帷也。”［27］1455出土材料中有多处关于“帷幕幄帟”

的记载，清华简《子仪》载秦穆公放归子仪时曾

“张大侯于东奇之外”［29］，“张大侯”即是临时搭

建举行放归仪式所需的帷幕帐篷。清华简《系

年》曾多次记载楚国战败之后丢弃旗帜与帷帐

逃亡之事，其文曰：“楚师亡功，多弃旃幕，宵

遁。”［7］189“楚人尽弃其旃、幕、车、兵，犬逸而

还。”［7］196“幕”是楚人行军作战时使用的帐篷，在

战争形势紧急的情况下可以随意处置。无独有

偶，随州曾侯乙墓曾经出土过可拆卸的青铜帷

帐零件，经过专家复原后构建出完整的帷帐框

架，其基本结构是顶部四面坡式，面阔五间，进

深两间［30］，印证了相关文献的记载。帷帐的突

出特点是建造方便快捷、拆卸简单迅速，在行军

路上设“次”比提前派遣官员设置王居更加便捷

实用。所以昭王会根据行军情况在“王行所止”

之处设置帷帐临时居住，以“居则具一日之积，

行则备一夕之卫”［1］541，方便军队暂时休整。

（二）驻师

西周金文中的某师意为在某地屯驻师旅，

随州一带的某师便是昭王在南土与南国交界地

带屯驻的军队。在南巡前，昭王曾经多次派遣

官员前往曾、鄂二国屯驻师旅。在地方诸侯国

对中央王室组织的战事提供军事支援的时候，

通常由来自西部王畿的官员担任军事行动的主

帅［31］266。中甗铭文记载中省察完大小邦国后

“在噩师 （次）”（《集成》949），此中应即静方鼎

里的师中。静方鼎铭文同样记载昭王命令静

“ （司）在 （曾）噩（鄂）师”（《铭图》02461）⑥，当

静省察结束返回成周述职时，昭王派遣静统率

部分西六师军队南下并前往曾、鄂两地驻扎，同

时联合周围的地方诸侯共同御敌。

西周早期，随枣走廊一带分布着多个实力强

大的地方诸侯国。2009年湖北随州文峰塔出土

的曾侯與编钟铭文记载了曾国始封的史实：“王

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庀淮夷，临有江夏。”［32］

早在西周初年成王便册封南公于随州，命令其

戍守南土，以监视淮夷、治理江夏。除了姬姓曾

国外，周王朝还在随州周围册封了一些异姓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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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国，如姞姓鄂国、姜姓厉国等。这些诸侯国同

处随枣走廊且大多东西或南北相邻，曾国政治

中心位于随州市曾都区庙台子遗址［33］，鄂国中

心区域位于曾国西邻的随州安居镇［34］，厉国的

地望则在随州东北百余里的旧殷家店一带［35］。

宜侯夨簋中省阅地图的行为说明，在建立一个

地方封国时，在适当位置、有一定规模的“领土”

是王室首先要考虑的问题［31］237。而周王室之所

以选择在随州册封多个诸侯国，显然是希望控

扼南北交通的军事要塞，维护南土政治地理格

局的稳定。从以上封国君主的爵称中，我们也

可以看出中央王朝对南土边域的军事控制。与

南阳盆地的诸位伯、君相比，随枣走廊一带的封

君均称“某侯”，他们的身份是王朝封于边域上

的军事驻防长官［24］。昭王在南征期间多次通过

赏赐的方式勉励他们，以获取政治和军事支持。

曾、鄂等国位于南土与南国的交界地带，周

人对此地区的控制强弱视王朝的实力而定［36］。

与此同时，抵御南国反叛势力又需要地方诸侯

的协助。西周时期，许多军事活动都是王室军

队与不同地方封国提供的军事力量共同作战的

结果［31］37。近年来随州等地的田野考古发现也

佐证了上述观点，叶家山曾出土三座西周早期

曾侯大墓，其中M111墓主曾侯犺的活动年代集

中在昭王时期。M111 墓的面积和规格明显高

于其他两座曾侯墓，且墓内随葬有大量作战所

需的漆盾、车马器和青铜兵器［37］。从墓葬形制

和器物组合上看，这位曾侯极有可能参与了昭

王后期征讨叛乱的战争并且战功显赫。此外，

根据曾侯编钟铭文的记载，随州之曾是西周早

期姬姓南宫氏的封国，而中方鼎铭文里征伐虎

方的“南宫”和中觯铭文中执行赐礼的“南宫”正

是曾国南宫氏的宗子［38］。上引中觯铭文提到厉

侯曾经参与昭王省族、振旅的活动，并进献昭王

赏赐臣子所需的马匹。由此可见，随枣走廊一

带的地方诸侯都曾经“匍匐祗敬”地辅佐昭王南

征。这说明西周早中期随枣走廊一带的地方诸

侯虽然具备强大的军事作战能力，但仍然听从

周王的指挥并履行对王朝的军事义务，中央王

朝对南土边域诸侯拥有较强的控制权。

（三）赐邑

昭王南巡时曾经多次赐予有功之臣采邑和

封地，且所赐之邑多集中在南巡路线的周围。

静方鼎铭文云：

唯七月甲子，王在宗周，命师中眔静省

南国相，埶 。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

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命静曰：

“卑汝， 在曾噩（鄂）师。”王曰：“静，赐汝

鬯、旂、巿、采 。”（《铭图》02461）
静省察南国后返回成周述职，昭王赐给他“ ”

地的采邑并命令他在曾、鄂二地驻师。“ ”地应

距曾、鄂不远，具体地望已不可考，或即随枣走

廊附近某个未完全纳入周人控制的地方。

安州六器中的另一件中方鼎也记载了昭王

赐予中采邑一事，其铭文曰：

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 （次），王命

大史兄（贶） 土。王曰：“中，兹 人入史

（事），赐于武王作臣，今兄（贶） 汝 土，

作乃采。”中对王休命， 父乙尊。（《集成》

2785）
昭王南巡前曾经同时发布命中和静省南国的诏

令，但静方鼎中只有静返京述职的记录，未见中

的踪影。而中方鼎所记之事恰恰发生在昭王南

巡过程中，所以中奉王命省察南国后可能并未

回京。昭王感念中贯行开拓之功，于是赐予他

孝感附近的“ 土”作为采邑，中因此留在南土

继续发展，其所作的安州六器也就埋在孝感，直

至北宋年间才被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昭王南巡时赐予臣子的封

地是具有军事性质的边地采邑，不同于畿内诸

侯的封建采邑，而类似于两周之际平王赐予秦

国的岐西之地，《史记·秦本纪》载：

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

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

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

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

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39］

《国语·郑语》记载平王之末诸国代兴时说

“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韦昭注：“取周土，谓

庄公有功于周，周赐之土……故得西周丰、镐之

地。”［17］352-353岐、丰之地名义上属于周王朝，实际

上却在犬戎的控制之下。周王室东迁之后无力

征讨，所以平王将岐、丰之地赐予秦，意在给予

其开拓西土的自主权，以广地益国、征伐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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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枣树林出土的曾公 编钟铭文有类似记

载：“皇且（祖）建于南土……南方无疆，涉征淮

夷，至于繁阳。”所谓“涉征淮夷，至于繁阳”名义

上分封给曾国，实际上则需要曾国靠武力去争

取［26］。昭王赐予静等人的采邑大多位于南土与

南国交界之地，这些缓冲地区拥有广阔的发展

空间。它们名义上处于周王朝领土范围之内，

但实际上周人对此并没有直接的控制权。从

某种程度上而言，昭王在南土边域的赐邑行为

可以理解为是“恩惠换忠诚”［3］151，不过这种“恩

惠”不需要消耗周人实际控制的土地，因此周王

室并没有实质性的损失。所以对于这些游离于

周王朝实际控制范围之外的地区，昭王确认无

力统治之后便选择将其赐予诸侯和臣子，并鞭策

他们“左右有周”“用征南方”［26］，承担起为周王朝

开疆拓土、扩大政治版图的职责。

从上述分析可知，昭王南巡时对随枣走廊

一带采取的经营措施主要集中在军事控制方

面，这是由区域政治地理性质所决定的。西周

早期，周人在汉东地区的势力虽然已经延伸到

随枣走廊东段［40］，但随州、孝感等地一直若即若

离于周王朝直接控制范围之外，属于南土与南

国的交界地带。所以昭王在经略南土时极力采

取军事措施加强对随枣走廊的基本控制，以保

障南巡的顺利进行。除此之外，昭王还将随枣

走廊附近游离于周王室控制的土地赏赐给诸侯

和臣子，并给予他们征伐和经营的自主权，鞭策

他们为周王朝辟土服远、广地益国。

三、南征失利后周王室南土治理

模式的转变

虽然昭王在南巡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

南土进行经营与开发，但南征行动仍然以失败

告终，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南土地区原有的

政治地理格局⑦。与此同时，穆王时期淮水流域

的南淮夷开始不断联合当地的族群发动叛乱，

迫使周人在汉淮地区建立的军事防线不断向北

收缩。面对南土政局演变的新动向，西周王朝

继续根据“土宜”的原则调整南土经营的方针，

并采取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对南土政

治地理格局进行调整与重塑。

（一）徙封：地缘的联系

南土政治局势发生激烈动荡之后，地区政

治、军事格局都发生了变化，考虑到在南土地

区新建封国根基不稳，西周王朝开始采取徙封

的方式将封国迁入新格局下的关键地区，重塑

南土政治地理格局⑧。与此同时，南方淮夷的

不断叛乱使周人的政治势力无法继续往东南

方向延伸，只能以畿南为根据地向附近辐射影

响力，通过控制地方封国的方式间接管理南

土。在此影响下，西周王朝在南土地区的治理

开始由之前的分散扩展式向集中回缩式演进，

这对于西周中晚期南土政治中心的形成具有

重要的影响。

周昭王、穆王时期曾经徙封大量诸侯于汉

淮流域，这些诸侯国主要以姬、姜为主，后来逐

渐形成了文献中所谓的“汉阳诸姬、诸姜”。现

在看来，“汉阳诸姬、诸姜”只是对汉淮流域封国

的一种统称。这些国家是周王朝在南土设置的

重要封国，有屏藩成周、镇守疆土之功用。厉王

时，随州地区的鄂侯驭方勾结淮夷势力发动叛乱，

严重威胁到西周王朝在南方地区的统治。于是厉

王出动西六师和殷八师全力围剿叛军，并下令“

（扑）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集成》2833）。

2012年河南南阳夏饷铺发现西周晚期鄂侯墓，

证明厉王在扑灭叛乱之后并未将鄂灭国，而是

将鄂国遗民迁往南阳附近［41］。厉王对鄂国的徙

封与改姓从侧面反映出西周晚期周王室对随枣

走廊一带的控制力度已经大不如前，周人在南

土的政治中心由汉淮流域逐渐向王畿移动。

除了迁徙南土地区旧有封国外，周宣王还将

西土的申国和吕国迁封于南阳附近，以统领南土

地区的其他异姓诸侯国。《诗经·大雅·崧高》记载

了申伯受封的盛况：“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

于谢，南国是式。”郑玄笺云：“王又欲使继其故诸

侯之事，往作邑于谢，南方之国皆统理施其法

度。时改大其邑，使为侯伯，故云然。”［42］1221宣王

对申伯的徙封是对南土政治地理格局的一种调

整，关于谢与“南国”的政治关系，《正义》曰：“经

言南国者，谓谢傍诸国，解其居谢邑而得南国法

之，故云谢是周之南国。”［42］1221谢位于南阳盆地

的中心地带，以谢为邑可以据此控制整个南阳

盆地，申国都邑的选址与营建都体现出周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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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土治理的规划。《国语·郑语》中史伯曾经分

析西周末年南土的政治局势，说“当成周者，南

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17］341，从西

周中后期南土封国格局的变动中可以明显看

出，周王室经营南土的重点和范围已经逐渐收

缩至汉水以北的南阳盆地一带，这既是南征失

败后周人势力被迫北撤的结果，也是周人在“土

宜”原则下对南土政治地理格局的主动调整。

经过西周中晚期数百年的经略，西周王朝通

过徙封再次确立了对南土地区的政治控制，并将

南阳盆地重点建设成周人在南土的政治中心。

南土亲周的地方诸侯逐渐成为王室的代理人，他

们在地缘上以“满天星斗”的方式统辖着南土各

个区域。这些地区性中心国家对于周边国家的

联系和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它所在地

域范围及其中封国关系的稳定［43］。所以从因地

制宜的角度来说，徙封诸侯于南土政治真空区域

不失为西周中后期稳定南方政局的有效方式。

（二）联姻：血缘的结合

经过不断的徙封之后，南土地区形成了姬

姓诸侯和异姓诸侯共同戍守的政治格局。而面

对与南土异姓诸侯的血缘亲疏问题，政治联姻

逐渐成为西周中晚期周王室团结、拉拢南土异

姓诸侯的有效方式。

《礼记·昏义》：“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

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44］

《国语·周语中》：“夫婚姻，祸福之阶也。利内则

福由之，利外则取祸。”［17］33缔结政治婚姻的首要

目的是对本国有利，即“亲亲以申固其家”［17］33。

梳理相关材料可知，西周中期以后周王室与南

土诸侯的联姻频率明显高于西周早期，这一现

象与西周王朝经略南土的政策密切相关⑨。《国

语·周语上》载：“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17］22

昭王曾娶房国之女为后，这场政治联姻为昭王

时期的南巡行动带来了实质性的利益。西周中

晚期的鄂侯簋铭文云：“噩（鄂）侯作王姞媵簋，

王姞其万年子子孙永宝。”（《集成》3928）鄂国宗

室女曾经嫁与周夷王为妻。除此之外，周厉王

时还曾与南土番国联姻，通过结“两姓之好”的

方式拉拢南土异姓诸侯。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西周中后期周王室

除了采取徙封诸侯统治汉淮地区之外，还通过

政治联姻的方式与南土诸侯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与

往来。周天子选择与南土异姓诸侯国联姻是基于

政治“内利”的目的，与周王结为亲家的南土诸侯

均是地缘战略位置重要或者政治实力强大的国

家，他们与周王室的姻亲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南土政治地理格局的发展走向。血缘的结

合使得周王室与南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

加紧密，而婚姻所缔结的裙带关系也确实帮助周

王朝达到了“协比南土”的政治效果。

总而言之，昭王南征的失败使得南阳盆地和

随枣走廊两大地理区域难以进一步整合，同时南

方族群的持续反叛也打乱了南方地区旧有的政治

秩序，南土政治地理格局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与

重塑。基于南土政治发展的新动向，周王室开始

遵循“土宜”原则改变原有的政策方针，采取徙封

和联姻相结合的“地缘-血缘”模式来实现对南土

地区的有效统治。西周中后期，周王室经营南土

的范围和措施较西周初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

这个过程中，西周王朝遵循的“土宜”之法是推动

南土治理模式转变的主导因素。

结 语

南土名义上属于西周王朝直接控制的地理

范围，但实际上周人在不同时期对南土不同区

域的掌控力度和经营措施都不尽相同，这源于周

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土宜”之法的遵循和应

用。其中，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廊是南土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昭王南巡过程中重点经营和开发的

两大区域。根据两大区域不同的政治地理性质，

昭王分别采取了差异化的经营措施。昭王南征

失败之后，南土地区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

为了稳定南土政局，周王室继续遵循“土宜”原则

对原有治理方针进行调整，并依靠徙封诸侯和异

姓联姻相结合的“地缘-血缘”模式逐渐完成了对

南土政局的重塑，推动南土诸国与中原王朝的关

系向稳固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目前学界对昭王南征铜器的划分争议较大，诸家歧

说迭出。本文主要参考的铭文材料为安州六器以及静

方鼎等器物，因文章不涉及断代问题，所以仍依唐兰先

西周昭王时期南土经营的差异化路径与治理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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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说，将其年代定于昭王时期。参见李学勤：《静方

鼎与周昭王历日》，收入朱凤瀚、张荣明主编：《西周诸

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51-355
页；赵庆淼：《“昭王南征而不复”之蠡测——基于文本

形成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学术月刊》2015年第 5期；

王祁：《西周早期南征青铜器群及相关史实考察》，《出

土文献》2016年第 2期。②参见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

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 2 辑，中华书局 1981 年

版，第 12-123页；刘礼堂：《关于周昭王南征江汉地区有

关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2000 年第 3 期；黄锡全：

《“安州六器”及其有关问题》，《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

文物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4-101页；李裕杓：《新出铜器

铭文所见昭王南征》，收入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

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75-285页；尹

弘兵：《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历史研

究》2015 年第 1 期；赵庆淼：《“昭王南征而不复”之蠡

测——基于文本形成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赵燕姣、

吴伟华：《金文所见昭王南征路线考》，《中国历史地理

论丛》2018年第 2期；雷晋豪：《西周昭王南征的重建与

分析》，《文史》2022年第 3期。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

2007年版。文中均简称为《集成》。④参见祝昊天：《北

大藏〈水陆里程简册〉所见秦南阳郡交通线路新探》，

《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 1期。⑤长期以来，学者均把

随枣走廊一带划归为南国西部区域，但近年来随州地

区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界定随枣走廊一带的地理性质提

供了新的线索。2019年随州枣树林出土的曾公 编钟

追述了先祖始封的相关事迹，铭文曰：“皇祖建于南土，

蔽蔡南门。”可见始封之初曾国便位于西周王朝的南

土。尹弘兵从地理学和考古学的角度对昭王南征进行

考察，认为西周早期汉东地区的周势力已经分布到随

枣走廊东段，今随州一带，只不过随州地区的周势力是

密集分布，随州以南地区则是点状分布。参见尹弘兵：

《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历史研究》

2015年第 1期。由此可知西周中期随枣走廊一带不宜

划归为南国西部区域，可以视为南土与南国交界的缓

冲地带。⑥参见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

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文中均简称《铭图》。

⑦近年来极具代表性的随州曾国墓地和鄂国墓地的考

古发现都在西周中期出现缺环，说明昭王南巡失败之

后西周王朝再也无力控制南土边域，周人势力被迫急

速北撤，以致西周早期便立国于此的曾、鄂二国不得不

迁徙都邑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随州叶家山墓地最后

一代曾侯为昭王时期曾侯犺，其墓地东侧存在大片空

白地带，整理者推测是为曾侯犺夫人预留的墓地。参

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

叶家山M11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 2期。但

昭王南征失败之后南土地区的政治局势发生了较大的

变动，曾国的政治中心被迫迁移，叶家山曾国家族墓地

也遭到废弃。而曾侯犺的夫人应晚于曾侯犺往生，根

据“陵随都移”的规律，曾侯犺的夫人极有可能葬在了

曾国新都周围。⑧参见于薇：《西周封国徙封的文献举

证——以宜侯夨簋铭文等四篇文献为中心》，《中国历

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 1期。⑨参见刘丽：《从政治联姻

看西周王朝统治——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见诸

国为中心》，《史学月刊》2018年第 10期；陈昭容：《从青

铜器铭文看两周汉淮地区诸国婚姻关系》，《“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5本第 4分册，“中研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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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tiated Path and Political Pattern Construction of Southern Soil Management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Zhao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Focusing on New Bronze

Inscription Material

Liu Wei and Mou Haoxin

Abstract: The Nanyang Basin and the Suizao Corridor are the two major geographical units between Hanshui and
Huaishui， and are also the key areas for King Zhao to manage the southern soil. In view of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geographical values of the two places， King Zhao adopted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measures， focusing on political
control over the Nanyang Basin and military control over the Suizao Corridor. Faced with the turmoil in southern soil
after the failure of King Zhaos southern expeditio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began to adopt the“geo-blood”model
of combining migration and marriage to achieve effective rule over the southern soil. From the changes in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southern soil in the middle and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we can see that the method of“Tuyi”
（土宜）has always been the basic principle followed by the Zhou people when chang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Key words: King Zhao；southern soil operation；governance model；“Tuyi”（土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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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铜器铭文与《书》类文献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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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习惯上所定义的五类铜器铭文，赏赐类和《书》类文献有较多交集，其铭文“阀阅之辞”分记

录式和自述式两种，前者有铸刻册命仪式过程的史官记录者，亦有记录册命过程中命官之辞者。记录命官之辞

者，所铸内容或为一次册命中多名史官所记内容，或将史官多次相关记录最后汇总成编。通过比较可知，自述

式的铭文有着明显的拼合倾向，而其所据的材料似乎都出自一个“共享库”。这个“共享库”或与史官文书、贵族

私家所藏文书档案以及口传文化均有关联。从毛公鼎铭文对史官所记命官之辞的汇合整编处理来看，《书》类

文献中已有整合数次训政之辞为一篇者，如《大诰》《洛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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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书》类文献和铜器铭文的

分类谈起

根据《尚书序》《尚书释文》和《尚书正义》，

传统上认为《尚书》有六体、正摄十二体和十例

之分①。《尚书序》所谓“六体”，实据传世篇章之

自名而来。刘起釪先生析之曰：“诰是君对臣下

的讲话，谟是臣下对君的讲话，誓是君主誓众之

词，而且多是军事行动的誓词，命为册命或君主

某种命词，典载重要史事经过或某项专题史

实。”自名非在六体之中者，“以人名为标题的，

如《盘庚》《微子》，以事标题的，如《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以内容标题的，如《禹贡》《洪范》

《无逸》等。”［1］陈梦家先生在《论尚书体例》中认

为《尚书》大约可以分为诰命、誓祷和叙事三类②。

其分类依据，实为其来源，或言早期典籍类属之

实际情况。诰命一类，陈氏撰《王若曰考》，详析

与此类性质相近之西周册命金文。誓祷类中，

陈氏亦分析见载于传世文献之近似类属的材

料。至于第三类，陈氏认为：“大多数是春秋晚

期、战国初期晋、宋人追拟之作。至于所谓虞书

诸篇，则是战国作者所撰著。”［2］324则第三类之作

“叙事类”实则已将《尚书》诸篇之分类同《尚书》

诸篇之“辨伪”结合了起来。实际上，除了略及

“辨伪”的第三类外，陈氏所分的前两类同传统

的六体十例并无明显的龃龉处，只是更为“笼

统”。另外，所列入第三“叙事”类者，如《高宗肜

日》《西伯戡黎》《微子》诸篇，虽多有叙事，然就

其体例而言，当属训诰类。《洪范》当属谟类。陈

氏虽然仅就今文之二十九篇进行研究，但其结

合早期文籍之实际情况来进行分类的方法，给

我们颇多启发。

我们所谈的作为典籍的《书》，其源头当来

自作为档案的“书”（文书）。古代的官私文书，

李零先生将其分作官文书与私文书两类③，官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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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早期主要写在竹简或木牍上④，文书的性质

与分类，对以其为基础而形成的典籍类《书》之

分类自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又认为，虽然

商周时期的简牍文书尚未发现，但据《尚书》《逸

周书》，以及古书提到的一些官书旧典，可将同

时代之文书分作四类：典、谟类（掌故类）；诰、

誓、命类（政令类）；刑、法类（刑法类）和训、箴、

戒类（教训类）⑤。

比较陈、李二氏的分类，我们认为李氏所言

之“政令类”，师旅之誓当有别于命、诰类政令，

属于祝祷类。李零先生定为“政令类”，陈梦家

先生定作“诰命”类的《书》篇，多近于册命类之

政令。而誓类与早期盟誓之事关系密切，当入

陈氏所列“誓祷类”。《周礼·春官·大祝》云：“作

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

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郑司农云：“祠，当

为辞，谓辞令也。命，《论语》所谓‘为命，禆谌草

创之’。诰，谓《康诰》《盘庚之诰》之属也。盘庚

将迁于殷，诰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

故曰‘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会，谓王官之伯，命

事于会，胥命于蒲，主为其命也。祷，谓祷于天

地社稷宗庙，主为其辞也……诔，谓积累生时德

行以锡之。”［3］494 郑司农之说，近同于李氏之分

类，认为大祝一官职责所属之“六辞”中的“诰”

即《尚书》中之诰篇。陈梦家先生则认为郑司农

之说颇误，其言：“告为祷告、祈告之告，《说文》

曰：‘祰，告祭也’，‘诰，告也’，《大祝》注引杜子

春云‘诰当为告，书亦或为告’。六辞之诰是名

词，六祈之造是动词，故《大祝》曰‘大师，宜于

社，造于祖’，‘大会同，造于庙，宜于社’，《礼记·
王制》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

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曾子问》曰‘诸侯

适天子必告于祖，奠于庙；诸侯相见必告于祢，

反必亲告于祖祢’。《尚书·金縢》曰：‘植璧秉圭，

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此告即

祈告。卜辞之告皆告于祖先（参《殷虚卜辞综

述》页 359）。”［2］314 又《诅祝》云：“掌盟、诅、类、

造、攻、说、禬、禜之祝号，作盟、诅之载辞。”郑玄

注：“八者之辞，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诅主于要

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诅。”［3］500此处之“造”即为

“告”，为祈告之文籍，同盟、誓、诅等为一类，而

不同于《尚书》诸诰，故就《书》类篇目而言，不宜

列诰命和誓为一类。如此，可将《书》类文献分作

五类，分别为：掌故类（典、谟）；政令类（诰、命）；

祷誓类；刑法类（刑、法）；教训类（训、箴、戒）。

再来看铜器铭文。铜器铭文内容的分类，

陈梦家先生亦认为，长篇的周代青铜器铭文，足

以作为《尚书》或简册来看待⑥。其曾将西周铜

器铭文分为四类：

西周金文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大别

之可以分为：（1）作器以祭祀或纪念其祖先

的，（2）记录战役和重大的事件的，（3）记录

王的任命、训戒和赏赐的，（4）记录田地的

纠纷与疆界的。（4）很少，（2）虽有而不如

（1）（3）之多。［4］

李零先生认为第一类可简称为“祭祀类”，

第二类可简称为“战功类”，第三类可简称为“册

赏类”，第四类可简称为“诉讼类”，另外还应再

加上“媵嫁类”，共有五类⑦。

二、宗周史官记录、铜器铭文和

《书》类文献之关系

我们知道，如钱存训先生所言：“金文虽亦

常见于黄金、铁和锡铅合金等器物上，而最普通

的记录当系青铜器上的铭文。以铜器记载文

字，自商至汉陆续不绝，但用于记录史实却以周

代最为普遍。”［5］西周青铜器铭文的长篇记事

文，多记载当时的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

典礼和其他各种政治社会活动，文字结构和文

法用途与今日所见周代典籍大致相似⑧。相较

可知，仅铜器铭文中的“赏赐类”同《书》类文献

“政令类”中的册命部分较为接近，其余多不同。

铜器铭文侧重纪念性，内容多与器主家族相关，虽

有录自史官所记者，但考虑到铸造者的粉饰以及

铭文自身的范式，不能和史官原本之记载等而视

之。而《书》类文献有箴鉴要求，择取自史官所守，

注重其政教功能。故从功能上看，二者皆不能绝

对忠实于史官之记录。同时，两类文体自身亦多

有不同。试以大盂鼎、毛公鼎为例，并结合其他器

铭，同《书》类文献相较，分析二者的异同，进一步

讨论《书》类文献的形成。

（一）大盂鼎、毛公鼎及《周书》诸篇比析

大盂鼎（02837）⑨为西周早期康王时器，道

西周铜器铭文与《书》类文献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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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初年出土于郿县（今陕西眉县）礼村沟岸中，

先后经邑绅郭氏、周广盛、左宗棠、潘祖荫等人

收藏。后归上海博物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

馆。内壁铸铭文 291字，其中合文 5字。此类铭

文内容一般由 3部分组成：阀阅之辞、陈献之辞

和祝嘏之辞⑩。就大盂鼎铭文而言，其阀阅之辞

又分为 3个部分，每节以“王曰”（首段为“王若

曰”）起首，且无祝嘏之辞。铭文的组成，从“唯

九月”到“若敬乃正，勿废朕命”为阀阅之辞，其

中“唯九月，王在宗周”点明时间地点，“命盂”到

“型乃嗣祖南公”为任命戒勉之辞，从“盂乃绍夹

尸 戎”到“勿废朕命”为王申命和赏赐部分。

“盂用对王休，用作祖南公宝鼎，唯王廿又三祀”

属于陈献之辞部分。

毛公鼎（02841）出土于道光末年陕西岐山

县，为西周晚期宣王时器。就鼎铭而言，其阀

阅之辞可分为五个部分，每节以“王曰”（首段为

“王若曰”）起首。从开篇“王若曰”到“赐汝兹

剩，用岁用征”，整个为阀阅之辞部分。阀阅之

辞由五个“王曰”可以划分为五部分：第一个“王

若曰”部分，王从文武以德配天受命开始，讲到

“四方大纵不靖”；第二个“王曰”部分，王委任毛

公 “ 我邦我家内外”；第三个“王曰”任命

掌管王命出入；第四个王曰部分是训诫之辞；第

五个“王曰”部分则是申命与赏赐。“毛公 对扬

天子皇休，用作尊鼎”为陈献之辞。“子子孙孙永

宝用”为祝嘏之辞。

阀阅之辞，罗泰先生将其分为“记录式”和

“自述式”两种。“记录式”的铭文包含了作器者

及其家族所收到的官方文书的引文，记录周王

或地位较高的贵族（王命执行者）授予某一贵族

某种形式的行政或军事权力。“自述式”阀阅之

辞则出自作器人之口，有时包含册命内容，但不

像记录式那样直接引用官方文件。大盂鼎铭

文有明确的记录，言“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

其为康王册命盂的一篇册命类铭文当无问题。

然铭文当中并无关于册命仪式详细过程的记

录，只有连续的“王曰”，其中最后一部分详述了

所赐之物品。参看下文所据颂鼎和三年 壶铭

文，则大盂鼎铭文显然不是一篇标准的册命文

书。毛公鼎铭文亦如此，且没记录册命的时间

和地点。

册命文书和命官之辞不宜等而视之。前者

由作册拟定，是册命过程中的必要参与物。后

者为王或高级别的贵族在册命仪式上所讲的

话，由史官记录了下来，而所谓“王曰”用来区分

不同史官的记录。然而就毛公鼎铭文而言，尚

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五个“王曰”部分语意多

有重复。王对毛公的任命之辞涉及四项内容：

行政依据、委任职务、训勉和赏赐。前三项内容

在毛公鼎中并非有序叙述，比如任命内容在第

二、三、四、五部分中都有呈现，勉励的内容在第

一、二、三、四部分中均有涉及，行政依据的内容

在第一、二、四部分都有出现。这一现象，张怀

通先生认为是口头语言所致。然而以大盂鼎

铭文作比较，可以发现同样属于命官之辞，其

“王曰”部分所及内容基本承继有序，并不杂

厕。可见，单纯以口头言说作为其混杂的原因，

尚未尽得其实。

上文已及，大盂鼎铭文清楚记录了册命的

时间和地点，而毛公鼎铭文则无。这个区别提

醒我们，毛公鼎类铭文的阀阅之辞部分，实际上

是整合了毛公家藏的多个命官之辞的记录而

成，所以不宜注明单一的时间和地点。这一说

法可以得到三年 壶铭文（09726）的支持。该

壶铭的阀阅之辞中，记录了丁巳日及后来的己

丑日，王对 的两次赏赐，事件简明，时间、地点

和涉事人物都很明确，当本于 家藏的官方文

书副本，铸器之时合多篇为一。

毛公鼎的阀阅之辞，属于“记录式”，但并非

一篇典型的册命文书，所记者为康王的多次命

官之辞。其中五个“王曰”（包括“王若曰”）不作

停顿连书的形式，跟《尚书》中《大诰》《康诰》《酒

诰》《洛诰》《多士》《多方》等训诰体颇为相仿。

然而这一类文献所录内容均非册命文书，而是

一次或多次命官之辞或布政之辞。布政之辞和

命官之辞的区别，张怀通先生论曰：

布政之辞与命官之辞的差异之处，在

于前者比后者在思想内容上要丰富得多。

布政之辞是围绕着国家大事、方针大政展

开的政治论述，内容包括上至天命，下至人

事；大到治国，小到修身；远及历史兴衰，近

及民众动迁等重大问题。尽管每一篇布政

之辞都有自己的主题，但某些命题，如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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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历史观，以及明德慎罚等思想，在各个

篇章中都有程度不同的重叠。所以这些布

政之辞，既可以分开来看，也可以综合起来

看。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具有较强的理

论性是其共同特点。所以研究思想史的学

者多是将周初布政之辞作为中国政治思想

史的正式开端。如此丰富的思想内容，是

命官之辞涵盖不了的。因为布政之辞中有

丰富的思想内容，所以它们中绝大多数都

篇幅较长，领起话语的“王若曰”“王曰”等

较多。更有甚者，《康诰》《多士》《多方》中

分别有两个“王若曰”。［6］

如此，《书》类文献中《大诰》《酒诰》《洛诰》

等，皆为多位史官多次所录之布政之辞的合集；

《康诰》《多士》《多方》则为多位史官所记周公对

同一群人所发表的布政之辞。《书》类文献多布

政之辞，这同我们前面所论说的其箴鉴和教育

作用直接相关。铜器铭文则多私人所录史官所

记之命官之辞，当然亦有 公 铭文那样的布

政之辞。

记录典型册命文书的铜器铭文，亦不鲜见，

如西周晚期的颂鼎（02827）铭文。颂鼎的时代

和毛公鼎比较接近，其阀阅之辞完整记录了一

次册命仪式的全过程，“王曰”部分和毛公鼎“申

命与赏赐”部分性质接近。可以清楚看出，大盂

鼎和毛公鼎的铭文非册命文书的实录，而属于

命官之辞一类。

另外，我们以颂鼎铭文较之以《文侯之命》。

相较之下，《文侯之命》不载时间，亦不载册命过

程，仅列出命官之辞。颂鼎的铭文所录则当为

记录整个册命过程的文书。两者之间最大的区

别在于铜器铭文基本上都有陈献之辞和祝嘏之

辞，明示作器所献之人及所求之福，而《书》类文

献则全无。

要之，就命官和训政而言，史官记录涉及册

命文书的草拟、命官之辞的记录、册命过程的记

录、周王公和贵族布政之辞的记录等诸多方

面。这些记录非一位史官完成，而是多名史官

合作。《书》类文献多取自史官关于命官和布政

之辞的记录。铜器铭文则兼而有之，除了记录

史官所载外，还要铸上陈献和祝嘏之辞，以明器

物所献之人和所祈之福。除了这类阀阅之辞为

“记录式”的铜器铭文外，下面讨论“自述式”的

铜铭。

（二）从史墙盘和 钟铭文看“自述式”阀阅

之辞与史官记录之间的关系

1976 年，陕西扶风庄白村一号西周窖藏铜

器群（76FZH1），共出土青铜器 103 件。其中大

部分是微氏家族铜器，其中有铭器物 74件，铭文

字数从 1 字到 284 字不等。其中西周铜器铭

文，有阀阅之辞、陈献之辞和祝嘏之辞俱全者，

也存在仅有陈献和祝嘏之辞，没有阀阅之辞

者。三部分俱全者，其阀阅之辞，“记录式”和

“自述式”两种形式均存在。记录式的阀阅之辞

如三年 壶（09726）和十三年 壶（09724）等；

自述式的阀阅之辞如史墙盘（10175）、 钟（1
式）（00246）、 钟（2式）（00247-00250）、 钟（3
式）（00251-00256）等。下面以后者为例，略谈

“自述式”阀阅之辞和史官记录之关系。

史墙盘铭文中的阀阅之辞部分，一共涉及

13个人物。铭文先述文、武、成、康、昭、穆、共 7
位周王的功绩，再述微氏祖先跟历代周王的关

系，最后是史墙的自励之言。铭文自述特征明

显，不可能全部来自王官记载，应当录自微氏家

族有所依据的自述式家族文书。值得注意的

是，墙铭的前半部分是用韵的，提示我们从文、

武至穆、共的颂词可能独立成篇，且被用于礼仪

性的口诵场合。

结合 钟（3式）的阀阅之辞，又能够发现，

即便是对此类自述式文书的抄录铸刻，也并不

一定忠实于所据文本。

所铸钟铭和其父墙所铸盘铭有着明显的因

袭性，所本或同为家族史官所记文书，其差异源自

表1 “王曰（王若曰）”存在及篇首时间地点记述统计对比表

来源

金文

《尚书》

大盂鼎

毛公鼎

《大诰》

《康诰》

《酒诰》

《洛诰》

《多士》

《多方》

“王曰”（包括

“王若曰”）次数

4
5
4
14
5
4
7
6

开篇的时间

地点记述

有

无

无

有

无

无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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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铭时取舍不同。当然，这两篇铭文的用词是典

型的西周风格，其开篇所谓的“曰古文王”，可能即

为《尚书》“曰若稽古帝尧”类的先导。此类起首式

大概是周人叙述古事的一种寻常套路。

前半篇韵文所涉的“文王受命”和“武王挞

殷”，本是西周贵族叙事的常识，这使得我们更

倾向于认为周王颂词部分独立成篇，属于“公共

素材”，取多取少，可根据器物所能提供的铸刻

面积（书写空间）而定。微氏家族先王颂词部

分，从史墙盘和 钟共享“烈祖”叙述来看，似乎

也存在类似现象。

两篇铭文中，没有取自他处的“创新”内容，

当是自述部分。但自述部分的用词，如“夙夜不

坠”“弗敢阻”“夙夕虔敬”“恤厥死事”等，却完全

是西周金文俗套。

要之，比较同一窖藏所见的同一家族的铭

文后，我们发现自述式的铭文有着明显的拼合

倾向（至少我们所分析的两篇长铭如此），而其

所据的材料有其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和史官文

书及贵族私家所藏文书档案和口传文化或都有

关系。作为“拼合”成果的铭文，很多时候是为

了符合一种“传统范式”，跟史官档案（包括贵族

私家档案），已不宜等量齐观。

三、本质差异：铜器铭文的性质不同于

史官文书与《书》篇

青铜器铭文的出现目的并非为后世保留

“史料”，而且最能引起史学研究兴趣的“阀阅之

辞”部分，因为种种原因时常会被省略，如同一

窖藏中的 钟（4 式）（00257-00259）三器，即只

有简单的陈献之辞和祝嘏之辞。陈献之辞和祝

嘏之辞本身，即折射出青铜铭文“明之后世”之

外的宗法礼仪用途，此乃青铜铭文有别于史官

文书的主要特征。绝大多数铜器没有铭文的事

实，正说明在宗法礼仪活动中，铭文并非必不可

少。这些现象使我们认同罗泰先生的结论，即西

周青铜铭文成于献器之礼，属于礼仪类文献。

西周青铜器承继自商代，从巫祀文化发展

的视角来看其礼仪性用途当无可疑。然而《墨

子·贵义》已强调金石铭刻之纪念性和传承性：

“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

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7］

《礼记·祭统》更是道出了铭文中对祖先的祭祀

更多是为了崇孝道和教后世。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

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

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

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

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

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

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

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

也。［8］

《墨子》及《礼记》所载反映出古人对青铜铭

文作用的认识，他们更倾向于肯定仪式背后的

纪念和教育意义。《礼记·祭统》指出，尽管祖先

身上难以避免的美恶兼备，但青铜铭刻的目的，

主要是彰显祖先的善德、功业和美名，已肇后世

史料自身偏见（或言局限）说的先河。此种认

史墙盘

钟（3式）

史墙盘

钟（3式）

史墙盘

钟（3式）

文王

武王

文王

武王

剌（烈）且（祖）

武王

烈祖

史墙

曰古文王，初 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 ，匍有上下， 受万邦。

圉武王，遹征四方。

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四方， 受万邦。

圉武王，乃征四方，达殷畯民，永丕 狄虘，惩伐夷童。…… 武王既殷。

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于周卑处。

武王既殷。

微史烈祖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以五十颂处。

唯辟孝友，史墙夙夜不坠，其日蔑 ，墙弗敢阻。

今 夙夕虔敬、恤厥死事。

表2 史墙盘和 钟（3式）铭文阀阅之辞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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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使我们不能忽略西周社会礼乐文化之外，理

性和务实的一面。

据巫鸿先生研究，西周时期，铭文的强调对

象已经从祖先转向了信众，尽管大多数西周青

铜器仍是奉献给祖先的，但是奉献本身成为其

在世子孙们生活中重要事件的结果。这些事

件，主要包括晋见和授职，构成了制作青铜礼器

的原因。所制器物的主要意义，已不是在礼仪

中与神交通的器具，而更多地成为展示生者现

世荣耀和成就的物证。这一结论，更合乎西周

青铜器铭文存在的实际情况，因为铸造铭文的

目的，广涉军功、姻亲、家族活动、土地或其他

交易的协议、家族疆域划定，而非祭祀祖先（或

仅为祭祀祖先）或礼仪性用途的青铜器亦不鲜

见 ，如 钟（00260）、麦 方 鼎（02706）、敔 簋

（03827）、九年裘卫鼎（02831）、多友鼎（02835）、

曶 鼎（02838）、仲 爯 簋（03747）、伯 者 父 簋

（03748）、史 簋（04031）、太保簋（04140）、臣谏

簋（04237）、荣簋（04241）、倗生簋（04262）、令簋

（04300）、散氏盘（10176）等。

西周铜器铭文的诸多类型，让我们在理解

其“纪念性”特点的同时，可以更多地关注其务

实的一面。毛公鼎铭文的整合性，正是纪念性

目的下的一种“务实”做法，将多次荣耀整合在

一起呈现，既表纪念，又供人阅读瞻仰。史墙盘

和 钟的铭文则整合自一个多元的“共享数据

库”，其宗周诸王颂辞部分，很可能全部或部分

已经是固定的格式化内容。三年 壶铭文和史

官材料的关系最为紧密，或即为微族私藏的史

官记录副本的复制。 钟对昭王南征的记载，

倗生簋对格伯查看交易田地的记载，曶鼎关于

案件纠纷的记载等，应有公私史官记载材料为

基础。除此之外，近百篇册命类铭文，当均有

其对应的史官记录。

小 结

综上所述，《书》类文献、铜器铭文和史官记

录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描述：《书》类文献、铜器

铭文和史官记录均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并非所

有类别都能一一对应。史官记录当为《书》类文

献和铜器铭文的取材之源，但二者因使用目的

不同，所以在各自成篇过程中，皆会对史官原记

录有所改编损益。

传统所定义的五类铜器铭文，从史官记录

中来而不同于《书》类文献者，有诉讼类和媵嫁

类。祭祀类和战功类多从家族及私人视角来铸

造史官所录。赏赐类和《书》类文献有较多交

集，其铭文“阀阅之辞”分记录式和自述式两种，

前者之中有铸刻册命仪式过程的史官记录者，

如颂鼎等，亦有记录册命过程中命官之辞者。

记录命官之辞者，所铸内容或为一次册命

中多名史官所记内容，如大盂鼎铭文；亦有将史

官关于命官之辞的多次记录最后汇总成编者，

如毛公鼎铭文。

自述式阀阅之辞，如上文所据的史墙盘铭

文，当录自微氏家族有所根据的自述式家族文

书。另外，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自述式的铭文有

着明显的拼合倾向，而其所据的材料似乎都出

自一个“共享素材库”。这个“共享素材库”或与

史官文书、贵族私家所藏文书档案和口传文化

都有关系。

此外，亦见有铸录训政之辞的铜器，如西周

中期的 公 铭文。这类铭文基本上可以看作

一篇《书》类文献。 公 铭文并不见于传世

《书》类文献，可见当时可资取用的“训政之辞”

类资源范围颇广，宗周《书》类文献之构成较之

我们的认识更丰富，而今传之《尚书》的确是后

来整编选择的结果。

与史官记录相较，《书》类文献多取训政之

辞，这同我们前文所探讨的《书》类文献编整之

目的相合。从毛公鼎铭文对史官所记命官之辞

的汇合整编处理来看，《书》类文献中有整合数

次训政之辞为一篇者，如《大诰》《酒诰》《洛诰》

等。

注释

①《尚书序》云：“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陆

德明《尚书释文》云：“典凡二十五篇，正典二，摄十三，

十一篇亡。谟，凡三篇，正二摄一。训，凡十六篇，正二

篇，亡；摄十四，三篇亡。诰，凡三十八篇，正八摄三十，

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摄二，一篇亡。命，凡十八

篇，正十二，三篇亡；摄六，四篇亡。”参见阮元校刻：《十

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 2009年版，第 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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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孔颖达据《尚书序》“六体说”，补入“征、贡、歌、

范”，并为十类，后《尧典》篇题疏中更明言为“十例”，其

云：“但致言有本，各随其事；捡其此体，为例有十：一曰

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

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此十例，如何范围五十八篇，

孔颖达别其类云：“《尧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谟》

《皋陶谟》二篇，谟也；《禹贡》一篇，贡也；《五子之歌》一

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汤誓》《牧誓》《费誓》《秦

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

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八篇，诰也；《伊训》一篇，

训也；《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

命》《囧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

《洪范》一篇，范也。此各随事而言。《益稷》亦谟也，因

其人称言以别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训道王，

亦训之类。《盘庚》亦诰也，故王肃云：‘不言诰，何也？

取其徙而立功，非但录其诰。’《高宗肜日》与《训》序连

文，亦训辞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

亦诰也。《武成》云‘识其政事’，亦诰也。《旅獒》戒王，亦

训也。《金縢》自为一体，祝亦诰辞也。《梓材》《酒诰》分

出，亦诰也。《多士》以王命诰，自然诰也。《无逸》戒王，

亦训也。《君奭》周公诰召公，亦诰也。《多方》《周官》，上

诰于下，亦诰也。《君陈》《君牙》与《毕命》之类，亦命

也。《吕刑》陈刑告王，亦诰也。《书》篇之名，因事而立，

既无体例，随便为文。”参见孔颖达：《宋本尚书正义》第

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年版，第 68-69页。按：此

本据国家图书馆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4523号）影

印，卷七、八、一九、二〇配日本影抄本，下文所引《尚

书》经文、孔传、书大小序及正义内容皆据此本，不再一

一注明。②三类分别是：一、诰命。成王时：《多士》《多

方》《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君奭》《无逸》《立政》

《洛诰》《召诰》；康王时：《康王之诰》；其他：《盘庚》《文

侯之命》。二、誓祷。师旅之誓：《甘誓》《汤誓》（《泰

誓》）《牧誓》《费誓》《秦誓》；禳疾代祷：《金縢》。三、叙

事。有关夏的：《尧典》《皋陶谟》《禹贡》；有关殷的：《高

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洪范》；有关周的：《吕

刑》。参见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

312 页 。 ③ 两 类 分 别 为 ：“（1）官 文 书（administrative
documents）。分仪典类、占卜类、法令类、文告类、案例

类、簿籍类、契约类、书信类等。（2）私文书（personal
documents）。分占卜类、簿籍类、契约类、书信类、遣册

类等多种。”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

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1页。④按：

“商周卜辞是官方的占卜记录，却是直接刻在甲骨上。

另外，西周铜器也有转载册命文书（数量很大）和个别

契约（散氏盘）的例子；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还有把

法律文书范铸于铜器的例子（如郑铸刑书，晋铸刑鼎），

‘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周礼·秋官·司约》）；西北地区

也出土过一些写在帛上的书信。”参见李零：《简帛古书

与学术源流》（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51页。⑤按：李零先生原分类作：典、谟类（掌

故类）；训、诰、誓、命类（政令类）；刑、法类（刑法类）和

箴、戒类（戒敕类）。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69-70页。亦见于李零：《论 公 发现的意义》，《中国

历史文物》2002年第 6期，第 40页。《论 公 发现的意

义》一文后收入《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一书，

四类改作：掌故类（典、谟）；政令类（誓、诰、命）；刑法类

（刑、法）；教训类（训、箴、戒）（参见李零：《茫茫禹迹：中

国的两次大一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年

版，第 150-151页），主要是将“训”从“政令类”提出来，

归入“教训类”，而将原来的“戒敕类”改为“教训类”，此

一调整更为合理。⑥按：陈梦家《略论西周铜器》：“这

一时期的铭文既是当时实录而又多长篇，足以作为《尚

书》或简册来看待的。”参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

中华书局 2004年版，第 353页。⑦参见李零：《论 公

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 年第 6 期，第 39
页。⑧钱存训先生举了毛公鼎的例子：“例如周宣王

（公元前 827—前 782）时代的毛公鼎铭文，其字数几达

《尚书》中的一篇，文体也和《尚书》极为相似。这篇铭

文共分五段，每段均以‘王若曰’三字起首，应当是当时

史官的记录，铸于鼎上以垂永久。”参见钱存训：《书于

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年

版，第 34 页。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殷周金文集成》（增订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516-1518 页，编号 02837。按：下文出现的铜器编号，

均据此本，不再一一注出，《殷周金文集成》未收者，则

出注说明。铜器铭文标准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⑩按：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称之为

伐（阀）阅之辞、献辞和嘏辞。参见罗泰：《西周铜器铭

文的性质》，收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

究》（六）（庆祝高明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

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46-348 页。
按：毛公鼎铭文并无自指王年，郭沫若先生断其为宣王

时器，后多从之。参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考释》，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36 页。依罗氏所

论，“记录式”的阀阅之辞除了官方文书类外，还有一种

以诗的形式保存下来，如《诗·大雅·江汉》。参见罗泰：

《西周铜器铭文的性质》，收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编：《考古学研究》（六）（庆祝高明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

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48-349页。参见张怀通：《“王若曰”新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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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08年第 2期。《文侯之命》全文如下：王若曰：

“父义和！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下；

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肆先祖怀在位。呜呼！闵予小

子嗣，造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纯。即我

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予则罔克。曰惟祖惟父，其

伊恤朕躬！呜呼！有绩予一人永绥在位。父义和！汝

克绍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

人。汝多修，扞我于艰，若汝，予嘉。”王曰：“父义和！

其归视尔师，宁尔邦。用赉尔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

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父往哉！柔远能迩，惠康

小民，无荒宁。简恤尔都，用成尔显德。”参见孔颖达

撰：《宋本尚书正义》第 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年

版，第 216-224页。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

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3
期。裘锡圭：《史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

3 期，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 3》，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17页。罗泰：《西周青铜铭文的性质》，收

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六）（庆祝

高明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

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369页。按：罗泰先生原称其为

“宗教礼仪文献”，我们认为若用“宗教”这一概念，涉及

问题则更为复杂，故此处仅称之为“礼仪文献”。巫

鸿先生强调，青铜礼器从交通祖先和神灵的器具，转化

为展示生者现世荣耀和成就的物证的结果是：“变化多

端的象征性形象失去了它的活力和优势，冗长的文献

记录被煞费苦心地铸在一件没有多少装饰的盘内或浅

腹鼎中，作为纪念性的作品，这样的青铜器要求的是

‘阅读’而非‘观看’。”参见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

《中国古代艺术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世纪出版集团、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77页。学界关于青铜器

铭文的制作目的及社会背景的研究情况，李峰先生已

有综述，参见李峰著：《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

度和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13-23页。李峰著：《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

度和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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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the Shangshu Type Documents

Zhao Pei

Abstract: Among the five categorie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customarily defin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the reward
category and the Shangshu type documents have more intersection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inscriptions in the boastful remarks
part of reward category，the recorded type and the self-descriptive type. Among the former，there are historians who recorded
the process of casting and engraving the registry ceremony，and there are also those who recorded the words of the registrar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gistry. The recorder of the words of the official，the content of the cast may be the contents of a single
book of orders recorded by multiple officials；also seen in the record of the officials on the words of the official finally
summarized into an editorial. The comparison shows that the self-referential inscriptions have a clear tendency to be
collocated，and the materials on which they are based all seem to come from a“shared library”. This“shared library”may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both the documents of the historians and the private archives of the nobility，as well as with oral
culture. From the convergence of the inscriptions of Mao Gong Ding on the rhetoric of the official orders recorded by the
historical officials，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is already a consolidation of the rhetoric of several political instructions in the
Shangshu class，such as the Da Gao and Luo Gao.

Key words: bronze inscriptions；historian records；the Shangshu type documents；words of valve reading；words of
political tute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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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徐照的模拟民歌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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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永嘉四灵”以写山水著称，然而“永嘉四灵”之首徐照存今诗作中，却有四十余首模拟民歌之作，全

部收入《芳兰轩诗集》卷三，表现出诗人更为开阔的创作视野，以及对诗作模式更加深入的探索精神。首先，这

些诗作反映民生疾苦，尤其关注连绵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诗歌中时时凝聚着民间智慧。其次，这些诗篇中

多数与女性题材相关，主要集中于相思离别的主题，徐照所留存的五首词，可与之对照阅读。徐照模拟民歌创

作时，有意识拓展创作手法，诗体上向五七言绝句靠拢，口语化程度较高，通俗易懂。且特意汲取“江西诗派”精

髓，脱胎换骨和点铁成金方面皆有成功之作。

关键词：徐照；模拟民歌；社会现实；女性题材；另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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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中后期诗坛，“永嘉四灵”（以下简称

“四灵”）名满天下，他们以擅写山水、学习唐人

五律之作而著称。“四灵”之首徐照，更是被称许

为“上下山水，穿幽透深……后复言唐诗，自君

始”［1］321-322。然而，徐照今存诗作中还有四十余

首模拟民歌之作，表现出诗人更为开阔的创作

视野，以及对诗作模式更加深入的探索精神。

这部分诗作被宋代诗坛所漠视，当今学界对此

也不甚关注。认真研读这部分诗作，才能更加

全面地理解徐照及“四灵”的诗歌创作成就。

一、直面社会现实

徐照《芳兰轩诗集》三卷，有家刻本，徐照生

前或有所编辑，现存三卷已有阙失①。模拟民歌

之作，皆收入卷三，可见徐照是有意为之。首推

徐照及“四灵”的是永嘉名流叶适，他欣赏徐照

“敛情约性，因狭出奇”［1］611。四库馆臣在肯定叶

适观点时，则批评徐照诗歌“取径太狭”［2］1389。

换言之，徐照诗作大都描写山水，以及隐逸悠游

山水间的闲适情趣，此所谓“因狭出奇”“取径太

狭”。如果将视线转移到徐照模拟民歌之作，这

种认识就会得到相当的改变。徐照终身未仕，

日常生活相对窘迫，诗中时有叹贫嗟穷之语，如

“田桑独致贫”（《愁》）、“贫多难事坏清闲”（《山

中寄翁卷》）、“未敢怨贫居”（《贫居》）、“贫惟诗

送别”（《送翁诚之赴阙》）等②。所以，徐照对社

会中下层生活有相当了解。民歌的精髓之一就

是“惟歌生民病”，徐照模拟写作，便以相当篇幅

反映民生疾苦。举两首诗作为例：

荻箔争收蚕，瓢轮斗卷丝。未充身上

着，先卖给朝饥。（《缲丝曲》）

素练平铺吹不起，夜来垂下天孙机。愁

看百尺千尺长，不作游子寒时衣。（《练波曲》）

“如何织纨素，自著蓝缕衣。”（孟郊《织妇

辞》）“织者无衣”，是历代关心民生的诗人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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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叹的主题，《缲丝曲》以新乐府的形式再度予

以表达。织妇“收蚕”“卷丝”辛勤劳作，自己未

得衣着，必须卖出充饥。这是一代又一代贫苦

百姓的生活悲剧。不仅底层织妇无衣，甚至连

略有身份的游子寒士生活也是异常窘迫，天寒

缺衣，只能借素波叙说情怀。诗人将“百尺千

尺”的素波比作织女纺织的天锦，然美观无用，

不解游子寒时无衣的困窘。《练波曲》道出徐照

的切身感受，诗中“游子”正是徐照此类下层士

人。徐照由于有这样的切身体验，所以更能体

会社会底层“先卖给朝饥”的痛苦无奈。两首诗

从无衣无食的角度写出下层乃至底层社会的贫

穷，写出自己生存的艰难状态。

南宋又一重大社会问题是战祸绵延，民不聊

生。宋金签订“隆兴和议”之后，维持了四十余年

的和平，开禧年间战火再起。韩侂胄于开禧二年

（1206年）发动北伐战争，前后延续三年，宋人败

绩，损兵折将，韩侂胄首级被送往金国求和。至嘉

定元年（1208年），宋金再度签订“嘉定和议”。这

场战祸中，徐照的师长叶适首先身与其事。北伐

战役初始，叶适除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再兼沿

江制置使，后改兼江淮制置使，主持前线江防工

作。宋军失利后，金人随即南侵，叶适在长江沿线

艰难阻击，阻挡了金兵南侵的步伐。当时，许多永

嘉士人纷纷投身叶适军中，为长江阻击战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四灵”之中，翁卷即前来投军，入叶

适江淮幕府。徐照《送翁灵舒游边》云：“孤剑色磨

青，深谋秘鬼灵。离山春值雪，忧国夜观星。奏凯

边人悦，翻营战地腥。期君归幕下，何石可书名！”

钦佩翁卷“忧国”而孤胆投军，推崇其“深谋鬼灵”，

期待他建立不世功勋。“嘉定和议”签订后，叶适即

遭弹劾，落职还乡，居水心村，与徐照交往频繁。

三年后，徐照去世，叶适为其作墓志铭。换言之，

徐照对这场战祸有许多了解，永嘉虽非战争一线，

但也必然受到战争的深度牵累。徐照“惟歌生民

病”之际，便有诸多篇章与军队、战祸相关。例举

其中三首：

促促复促促，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

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

东家铺兵不出户，父为节级儿抄簿。一年

两度请官衣，每月请米一石五。小儿作军

送文字，旬日一轮怨辛苦。（《促促词》）

战士尸上虫，虫老生翅翼。目怒体甲

硬，岂非怨飞激。栉栉北方来，横遮遍天

黑。戍妇闻我言，色变气咽逆。良人近战

死，尸骸委砂砾。昨夜魂梦归，白骑晓无

迹。因知天中蝗，乃是尸上物。仰面久迎

视，低头泪双滴。呼儿勿杀害，解系从所

适。蝗乎若有知，飞入妾心臆。（《蝗飞高》）

北风萧萧胡马鸣，边人走尽空户庭。黄

金埋藏禾米弃，路上逐日空饥行。子西父南

弗相守，仰面看日啼无声。生身不合属中土，

自昔无时无战争。家桑椹熟生野蛾，兔跳席

箕田成坡。一路几州皆荒废，处处战骨平草

多。传报将军杀胡虏，取得山河归汉主。残

生只愿还本乡，且免后裔有兵祸。（《废居行》）

《促促词》用贫富对比法，写军吏与农户的

不同生活状况，揭露社会不公。“东家”为军吏，

欢愉欲歌；“西家”为农户，悲苦欲哭，完全生活

在两重天地。诗歌对“西家”只是“丈夫力耕长

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一笔带过，农家辛勤劳

作，依然饥寒交迫。重点是写“东家”的生活无

忧和懒惰轻松。“铺兵”“节级”“抄簿”这里都是

泛指低级军吏，他们可以足不出户，“一年两度

请官衣，每月请米一石五”，衣食无忧。他们“旬

日一轮”递送文书，还要怨言辛苦。宋代军队

“将骄士惰，徒耗国用，忧世之士屡以为言，竟莫

之改”［3］。徐照将这种令人忧虑的军中状况以

诗歌的形式予以表现。这应该是非战争时期的

情景，以此骄惰之兵出战，后果可想而知。

《蝗飞高》转写军中战死者的悲剧。诗人改

用“飞蝗”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极富想象

力，又更具悲剧性。诗歌跳过战场厮杀之残酷、

战死疆场之凄惨等场景，直接从战士尸体腐烂，

因而引得蝗虫丛生、绕尸飞舞写起。战死异乡，

抛尸疆场，尸骨无收，任意腐烂，蝗虫噬食，一幅

幅极度悲惨阴冷的画面呈现于读者眼前。诗人

又通过“天中蝗”将疆场战士与居家“戍妇”联系

起来。“戍妇”获知“良人”死讯，既不能见最后一

面，更无法前去收尸，只能将思念之情寄之“昨

夜梦魂”，现实中则寄托于蝗虫，因其据说是来

自于死者尸骨。“戍妇”仰视飞蝗，嘱儿“勿杀

害”，期盼蝗飞“入心臆”，思念深入骨髓，又极度

孤苦无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战争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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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平民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徐照就是从平

民百姓的角度反思战争。

《废居行》写战争给“边民”带来的无穷苦

难。他们“废居”出逃，抛弃家产，“路上逐日空

饥行”，乃至“尽空户庭”，父子分离，仰面啼泣。

备尝颠簸流离、奔波逃难苦楚之后，边民甚至发

出如此怨苦之言：“生身不合属中土！”连年战

争，田园荒芜，“处处战骨”，“边民”对战争怨恨

至极。“传报将军杀胡虏，取得山河归汉主”，与

“边民”生活毫无关系，他们只祈求“残生还乡”，

“免有兵祸”，能有相对和平安定的生活。统治

者轻言战争，动辄叫嚣建功立业，“边民”嗤之以

鼻。诗歌隐隐是在谴责韩侂胄妄自发动的这一

场战争。三首诗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军队和

战争的现实情景，且都从底层民众的角度出发，

难能可贵。

民歌里时时凝聚着民间智慧。日常生活经

验的积累，生活哲理的领悟，皆能够在民歌中得

以表达。如汉乐府《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

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徐照模

拟民歌之作，在这方面同样有充分的体现。再

举三首为例：

拙鸠营巢杉刺棚，曙出昏入俱不鸣。

双雏脱壳羽翅生，母来哺喂雏无声。鸠能

默默各远祸，一日高飞啄庭果。（《各远祸》）

灉湖春来水拍天，秋来水涸成干田。天

地盈虚不可保，富贵于人岂长好！（《灉湖作》）

劳劳复劳劳，生人半行客。今人行古

道，古道有行役。相逢莫等闲，相离易疏

隔。殷勤红杏花，彻宵对芳席。明年花开

人东西，青鸠食花旧处啼。（《青鸠词》）

保身远祸是人们的本能选择，《各远祸》通

过“拙鸠”案例予以表现。鸠虽拙，然营巢、出

入、哺喂，皆默默无声，以此“各远祸”，终得“高

飞啄庭果”。“远祸”是安居乐业的前提。徐照另

有《黄哺歌》写“唐翁钓鱼至黄哺”，得鱼之后“返

家急烹煮”，鱼儿中途偶然脱祸，“掉入碧浔千尺

深”，但是，“黄哺黄哺又有一渔父，鱼兮鱼兮复

遭祸”。江湖虽大，鱼儿不得“远祸”。这首诗反

《各远祸》诗意，“远祸”是良好愿望，现实往往与

之相反，这是徐照在困窘生活中的一种真实体

验。故其《劝鱼吟》云：“渊清人稀鱼可游，劝鱼

切勿亲金钩。”《放鱼歌》写“山翁”买鱼放生，警

示云：“鱼乎鱼乎慎勿轻行复遭祸。”日常生活中

的简单道理人人都懂，临事却时常昏聩。此类

寓言诗，诗旨落实到人情社会。

《灉湖作》写富贵无常，这是人们常常能够

亲眼目睹的生活变迁，徐照以“灉湖”作比。春

来水拍天，秋来水涸干，天地盈虚，富贵难保。

明了这一点，人们可以对当下的生活方式做出

自我抉择。与此相似，《青鸠词》写人生无常。

人生在世，如匆匆行客，“今人行古道，古道有行

役”，古今相同。“明年花开人东西”，世事难料，

不如“殷勤红杏花，彻宵对芳席”。诗歌引向及

时行乐，也可以理解为重视当下。《古诗十九首·
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

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徐照诗意与其近似。

上述三类题材的诗歌，是徐照体会民歌精

髓，有意模仿之作，同时渗透了个人生活体验，

以及对当下社会的批评和谴责。

二、关注女性题材

民歌最重要的主题是男女情爱。从汉乐府

《上邪》，到南朝民歌，到唐代敦煌曲子词，到明

代民歌《挂枝儿》等，男欢女爱、相思离别的诗篇

数量最多。宋代文体分工比较明确，“诗言志，

词言情”，词所言之情专指男女艳情，故宋代男

女情爱的话题大致归入词体，宋诗极少涉及。

柳永词多写市井男女艳俗之情，存诗三首，无一

与艳情相关。其《鬻海歌》云：“鬻海之民何所

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鬻

就汝输征。”［4］其诗风完全承继白居易“惟歌生

民病”之新乐府创作传统。李清照词多写夫妻

恩爱相思之情，其《乌江》诗则云：“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抒写

澎湃的爱国激情，掷地有声。到了南宋，由于受

到歌词创作的影响，个别作家突破诗词文体界

限，创作少量以男女情爱为主题的诗歌③。徐照

既然模仿民歌创作，男女情爱当然成为最重要

的主题。《芳兰轩诗集》第三卷现存作品中有二

十八首女性题材作品，在其所存模仿民歌之作

中所占的比例接近四分之三，其中多数写男女

情思。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量，在宋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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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中独树一帜。

中国古代文人诗歌中男女情爱题材，先秦

之后，大都集中于相思离别。先秦之后的社会

婚姻习俗，大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

没有婚前的接触和追求过程，男女情感多数产

生于婚后，尤其是婚后长期的离别，更容易带来

情感上的极大波动。文学来源于生活，诗歌所

写，当然多数也只能是婚后的离别思念。徐照这

类模拟民歌之作就是如此。例举两首诗歌：

络纬催寒断梦头，不眠双泪枕边流。屏

风莫展江南画，寸地能生千里愁。（《江南曲》）

年半为郎妇，郎去戍采石。又云戍濠

梁，不得真消息。半年无信归，独自守罗

帏。西风吹妾寒，倩谁寄郎衣？姑老子在

腹，忆郎损心目。愿郎征战早有功，生子有

荫姑有封。（《征妇思》）

《江南曲》写思妇夜半梦醒之情景。思妇在

络纬啼鸣声中惊醒，凄苦寒冷，无以复加。李白

《长相思》云：“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

寒。孤灯不眠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首句

“络纬催寒断梦头”，将李白诗境融入当下氛围，

“不眠双泪枕边流”就顺理成章。卧床所见，是

屏风上的江南山水画，山一程，水一程，行人就

是这样渐渐远去。睹物思情，梦中的相思之情

此际更是汹涌而来。“寸地能生千里愁”，思妇心

中已经郁积了多少思愁！“寸地”与“千里”的强

烈对比，朴素而巧妙，深得民歌精髓。

《征妇思》写新婚离别。婚嫁仅半年，“郎”

即应征戍边，夫妻离绝，毫无音讯。“采石”指长

江边上的“采石矶”，位于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

南，南宋高宗末年曾在此爆发著名的“采石矶之

战”。“濠梁”是淮河的一条支流，位于今安徽省

凤阳县境内。南宋与金对峙，江淮即为边界，

“戍采石”“戍濠梁”，非常有时代特色，只能发生

在南宋时期。中国古典诗词中，常用“长城”“玉

门”“燕然”等代指边关，徐照在此则用“采石”

“濠梁”，指向性很明确。因为“不得真消息”，所

以无处寄征衣，思恋之情、关怀之意，皆无以寄

托或寄达。思妇“独自守罗帏”，面对“姑老子在

腹，忆郎损心目”的窘境，每日苦苦煎熬。结尾

二句表达心愿，完全是痴人说梦。对普通兵卒

而言，“生子有荫姑有封”，是天边的月亮，思妇

应该明了这一点。结尾故意采用痴人说梦法，

或许是对年迈婆婆的安慰之辞，也是思妇自欺

欺人、排解思情的努力。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常常处于弱势一方。

在男女情爱过程中，女性也易受伤害，民歌对此

有诸多表达，如汉乐府《上山采蘼芜》《白头吟》

等。徐照《妾薄命》云：“初与君相知，便欲肠肺

倾。只拟君肺肠，与妾相似生。徘徊几言笑，始

悟非真情。妾情不可收，悔思泪盈盈。”倾肠付

出，却不得真情回报，女子已经无法从恋情中摆

脱，只有独自在“悔思泪盈盈”中咀嚼苦痛。这

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普遍悲剧之一。徐照《同

地歌》再为女性发出怨苦之言：“堂前种黄葵，百

结种葵畔。同地不同心，徒令永相见！”这是受

骗后女子的控诉，徐照能够为女性发出这样的

抗议声，也是难能可贵的。

古典诗歌有几种传统的女性题材创作，如

宫怨、商女、采莲等，徐照都有涉及，显示其对女

性题材的浓厚兴趣。这在宋代诗人中比较少

见。这些诗篇并非民歌形式，文人化气息很浓，

然因其题咏女性和模拟性极强，也被编入《芳兰

轩诗集》第三卷。其《宫词》二首云：

睡眼蒙茸带宿酲，起来阶下探春晴。

满身花露听莺久，禁鼓重新打六更。

懒临妆架索朱绵，上得高台失宝钿。

内屋深屏多画杏，有谁独喜画双莲？

徐照一介平民，对宫廷生活完全不知，《宫

词》只是模拟之作。但是，主题却异常鲜明：宫

女的孤独寂寞和对情爱的隐隐向往。后宫佳丽

无数，绝大多数都是孤独终老，正所谓“一生遂

向空房宿”（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宫女生活

富贵，衣食无忧，日常消遣大都是“探春”“听莺”

“临妆”“上得高台”，无所事事，仿佛自由随意。

然而，内心的寂寞永远无以排解。昨夜醉酒入

眠，今日“睡眼蒙茸带宿酲”，久立听莺以至“满

身花露”，今夜“六更”无眠，都是被这孤独情绪

所驱使纠缠，深入骨髓的寂寞感噬咬着宫女的

心灵。面对“深屏画杏”，宫女不禁追问：“有谁

独喜画双莲？”并蒂双莲喻恩爱男女，宫女的愿

望就被如此婉转地传递出来。徐照又有《宫怨》

云：“杨柳枝疏见月痕，夜香烧了锁宫门。琵琶

不有愁人听，谁识声中是怨言！”怨苦之意难以

论徐照的模拟民歌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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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借琵琶声予以倾吐。又有《昭君词》云：

“琵琶弹得是胡音，上马低蛾泪滴襟。画匠枉教

延寿死，相如作赋得黄金。”王昭君虽与陈阿娇

命运不同，但悲剧下场是一致的。

“老大嫁作商人妇”之商女，也时而成为诗

人咏题的对象。徐照《商人妇》云：“百尺樯竿过

酒楼，竹标雉尾信风头。高鬟粉项商人妇，不识

人间离别愁。”商女生活豪奢，“高鬟粉项”，却不

知还有“人间离别愁”。这首诗明显是翻写“商

女不知亡国恨”的主题，脱胎换骨，“亡国恨”替

换为“离别愁”，更切合徐照的生活现实。诗题

“商人妇”，采用新乐府法，更近似民歌。

“采莲”歌舞自六朝以来特别盛行，酒楼歌

女时常以之取悦顾客，于是，“采莲”成为文人喜

爱的女性题材④。徐照有《采莲曲》二首：

行遍塘边不肯归，鸳鸯打起看双飞。

荷花近岸难攀折，蒲苇丛深露湿衣。

罗盖初收晚日阴，野凫飞起小鱼沉。

莲蓬摘下留空柄，把向船前探水深。

采莲女“行遍塘边不肯归”，看鸳鸯双飞，攀

折荷花颇费周折，以至“深露湿衣”，这明显不是

现实劳作的采莲女，而是隐喻男女情爱。所以，

采莲女在湖中流连至“晚日”，细睹“野凫飞起”

和小鱼沉潜，面对莲蓬空柄惆怅，又“船前探

水”，都是因为情爱失落所引起，隐隐表达女子

对情爱的渴求。这是徐照模拟前人《采莲曲》而

作，承继了前人《采莲曲》男女情爱的主题，而不

是现实听歌观舞之作。

南朝《采莲曲》，喜用“丝”“莲”“藕”等谐音

字，隐约表达情思。宋词中有很好的继承，以欧

阳修为例，其《蝶恋花》云：“折得莲茎丝未放，莲

断丝牵，特地成惆怅。”［5］127《渔家傲》云：“天与多

情丝一把，谁厮惹？千条万缕萦心下。”［5］130欧阳

修词因此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歌风味。徐照《自

君之出矣》三首，就是用此南朝民歌法，云：“拆

破唐人绢，经经是双丝。”“莲子种成荷，曷时可

成藕？”徐照模拟民歌诗作，从题材到手法，有多

方面的尝试。

与《采莲曲》相似，徐照还有一首《采兰曲》：

“门前春水青如罗，采兰船小长经过。未须折兰喜

相赠，见此自令忧思多。”采兰而无人可赠，当然令

人“忧思多”。这首诗主题与《采莲曲》完全相同，

是徐照独具匠心的拓展。前人诗歌极少写采兰，

寥寥几首写采兰者，都与男女情思无关。如岑参

《送陶铣弃举荆南觐省》：“采兰度汉水，问绢过荆

州。”［6］2099高适《送萧十八与房侍御回还》：“辛勤采

兰咏，款曲翰林主。”［6］2199白居易《思归》：“冬积温

席恋，春违采兰期。”［6］4775徐照拓展为写男女情爱，

与其特别关注这类题材相关。

男女情爱题材之外，徐照偶尔也关注到女性

的日常生活情态，这些都是文人诗中比较罕见

的。儒家倡导“诗言志”，故女性日常生活题材就

被排除在诗歌之外，除非以其作“臣妾”等政治隐

喻，在诗歌中才会有一席之地。民歌中则不乏此

类题材，如汉乐府名篇《陌上桑》《妇病行》等。徐

照诗歌中则有多篇诗作，举两首为例：

中妇扫蚕蚁，挈篮桑树间。小姑摘新

茶，日斜下前山。（《春日曲》）

富女易生骄，贫女难保节。殷勤路上

花，行人意先折。（《路上花》）

《春日曲》写女子春日的辛勤劳作，中妇小姑，扫

蚕摘茶，直至日斜，这显然是普通人家妇女。画

面颇有乡土气，清新朴素，别有审美情趣。《路上

花》写“贫女难保节”的悲苦生涯，以“富女”反

衬，以“路上花”作比，充满对“贫女”的同情。徐

照对社会下层生活有更多的体验和了解，诗歌

创作中时有体现。

《阳春白雪》选录徐照词五首⑤，都是写闺中

情思，可以与徐照模拟民歌诗作对照阅读。唯

模拟民歌之作中的女主人公是“郎妇”，是留守

家中的妻子；歌词中的女主人公通常是歌伎，身

份不同，抒写情调有所区别。

先以《清平乐》为例，写少女日常生活之欢

快，云：

绿围红绕，一枕屏山晓。怪得今朝偏起

早，笑道牡丹开了。 迎人卷上珠帘，小螺

未拂眉尖。贪教玉笼鹦鹉，杨花飞满妆奁。

该女子显然未到为情所困的年岁，闺中生

活无忧无虑。春日早起，户外，“绿围红绕”，牡

丹盛开；闺中，赏玩玉笼鹦鹉，杨花飞上妆台。

少女的活泼和贪玩，如在眼前。宋词多写“年纪

方当笄岁，刚被风流沾惹”（柳永《斗百花》）的

歌伎，徐照这首词也在写这样一位女子，故带有

浓浓的旁观者赏玩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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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四首词都是写女子离别相思。举其

《阮郎归》为例：

绿杨庭户静沉沉，杨花吹满襟。晚来闲向

水边寻，惊飞双浴禽。 分别后，忍登临，暮

寒天气阴。妾心移得在君心，方知人恨深。

同样是“杨花吹满襟”的大好春日，闺人为

情所困，情绪阑珊。傍晚徘徊水边，肯定在寻觅

当初两个人共游的踪迹。双禽惊飞，更反衬出

闺中的孤独。下阕总写一笔，分别后为情所苦，

尤其是遇见“暮寒天气阴”的时节。思念至极，

不禁怨恨行人，只有“妾心移得在君心”，才能明

白闺人被离思所折磨的苦痛，或许才懂得归来

团聚。宋词擅写离情，徐照词亦如此。其《瑞鹧

鸪》云：“恰似剪刀裁破恨，半随妾处半随君。”

《南歌子》云：“相思无处说相思，笑把画罗小扇，

觅春词。”《玉楼春》云：“妾身不畏浙江风，飞去

飞来方瞬息。”这些女子身份既非妻子，思念就

没有了对行人生活冷暖的细微关怀，这是宋词

的普遍现象。

与徐照诗歌比较，其以歌词写离情更加得心

应手。唯歌词不为时人所重视，家刻本诗集不予

收录，仅赖《阳春白雪》留存五首，令人惋惜。

三、拓展创作手法

对于擅写山水的徐照来说，模拟民歌是另

类创作，其创作方法也有另类拓展。

徐照自称“唐世吟诗侣”，或叶适等时人称

道徐照“复言唐诗”，都是强调承继唐人五律作

法，擅长五律创作。徐照诗集中五律有一百五

十余首，约占存今诗歌的百分之六十，充分说明

其喜爱和擅长程度。当徐照模拟民歌之作时，

其所擅长无意之间就会表现出来，同时又有所

突破。例举两首：

易得君知音，难得君知心。纵然恩意

短，宁使言语深！渴饮贪泉水，倦息恶木

阴。傥涉不美名，曷可消烦襟？（《古怨曲》）

猛虎出林行，咆哮取人食。居人虑虎

至，荆棘挂墙壁。虎乃爱其身，惊遁不近

侧。人兮不如虎，甘心堕荆棘。（《猛虎行》）

《古怨曲》写闺中思妇独居心烦意乱时对行

人的种种揣度，亦隐隐谴责男子的负心；《猛虎

行》写人蠢不如兽，“甘心堕荆棘”，题材分别涉

及女性题材和社会现实两个方面。格式都是受

到五律的影响，然而，作为模拟民歌之作，又更

加随意自由。如《猛虎行》中间“居人虑虎至，荆

棘挂墙壁。虎乃爱其身，惊遁不近侧”四句，都

不是严格的对仗。又如，两首诗歌的口语化程

度都较高，也不追求平仄相对的音韵效果，与格

律诗雅致工整的文风不同。

民歌相对短小精策，徐照模拟之作格式方

面更多向绝句靠拢，似五七言绝句诗作有二十

八首，占模拟诗作的多数。《芳兰轩诗集》前二卷

仅十六首七绝，无五绝，模拟民歌之作亦以七绝

占多数。上文例举的《春日曲》《路上花》《缲丝

曲》《同地歌》乃五绝，《灉湖作》《练波曲》《采莲

曲》《采兰曲》《江南曲》《商人妇》《昭君词》《宫

词》《宫怨》《劝鱼吟》乃七绝。再来例举数首：

湘江无潮水，日夜一向流。别心无彼

此，两处各悠悠。（《湘江曲》）

小竖驱牛羊，日照下山道。山翁家业

贫，青松不得老。（《山中吟》）

嫩叶吹风不自持，浅黄微绿映清池。玉

人未识分离恨，折向堂前学画眉。（《柳叶词》）

睡起胡蜂已退衙，袖中犹带郁金牙。

懒拈青扇遮微雨，斗摘庭前紫笑花。（《美人

睡起曲》）

《湘江曲》《山中吟》为五绝格式，一写相思，

一写山翁生涯，《山中吟》更似夫子自道。《柳叶

词》《美人睡起曲》为七绝格式，皆为女性题材，

欣赏女子日常轻松欢快或慵懒无忧的生活状

态。徐照山水诗大都为五律，模拟民歌之作大

都为五七言绝句，诗歌形式方面迥然有别。

民歌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通俗易懂，口

语化程度极高。徐照模拟民歌诗作，同样具备这

一特征，上文例举的诗篇都有充分的显示，与他山

水诗的风格迥然不同。再以《冬冬鼓》为例：

前鼓冬冬后鼓冬冬声一同。忽然声近

忽声远，又是东风西风南北风。

民歌中儿歌或童谣一类，有完全无厘头的

趁韵之作，也有简单吟唱一时或一地风俗活动

与习惯者，徐照这首诗歌就类似童谣。其中，仿

佛是在呈现江南民间活动击鼓时的欢快场景，

或者是传递民间欢闹的一种气氛。诗人就是用

论徐照的模拟民歌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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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的口语构成欢快喧闹的氛围。徐照尝试模

仿民歌，非常用心，连这种通俗的童谣都有模仿

创作。

当然，作为文人模仿之作，徐照这类诗歌文

人化气息也较明显。徐照模拟民歌之作诗题大

都模仿旧题乐府，采用的是新乐府的作法，所谓

“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在民歌类型中，徐照多

数模拟之作向乐府靠拢。汉乐府经历魏晋六朝

唐宋，到南宋徐照时期，与纯粹的民歌有了相当

的距离，呈现出更多的文人诗风貌，徐照模拟民

歌之作就是如此。上文例举的《宫词》《宫怨》等

作品，就完全是文人诗的风貌，诗歌语言也更加

雅丽精致。

南宋诗坛及其后来文人，都非常看重“四

灵”摒弃“江西诗派”，自成流派。《沧浪诗话·诗

辨》云：“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

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

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

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7］四库馆臣则

云：“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

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永嘉四

灵出焉。”［2］1410人们甚至断言：“宗江西流派者，

则难听四灵之音调。”［8］这些阅读印象和总结论

述，都是针对“四灵”学习姚合、贾岛之作而言，

而非“四灵”诗的全貌。仅就徐照模拟民歌诗作

而论，诗人就有意学习“江西诗派”作法，且能够

达到得心应手的娴熟地步。举两首诗歌为例：

阿对泉头舂黑菰，萁然豆煮虫泣锅。蜀

姜作芼吴盐和，琥珀香烂云子乌。不数肉瓮

夸安胡，老妻热贮儿怒呼。饥雷欲转藜肠枯，

政须一饱百不图。君不见：牛觳觫，乌毕逋，

蟹躁扰，鱼喁嚅。玉脂泣鼎扤血糊，万钱方丈

胡为乎！莫笑庾郎一事无食鲑，长有二十七

种园中蔬。催儿挂豆更栽芋，坡老自谓我亦

识字耕田夫。（《釜下吟》）

山川匪遥远，行人未回车。欲语昨宵

梦，忽接今朝书。啼鸟在屋上，绿草生庭

除。仰看日月光，照知子衿裾。（《未回车》）

《釜下吟》借曹植“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诗意，翻新出奇，不写骨肉相残之人伦悲剧，转写

贫富悬殊之社会弊病。贫者饥肠辘辘，图一饱而

难得；富者“万钱方丈”，穷奢极欲。这首诗在徐

照全部诗作中别具价值，不仅是新乐府的民歌

式创作，更是承继“江西诗派”的成功之作。诗

歌明显用“脱胎换骨”法写作，其间多用典故，

“点铁成金”处时时可见。如开篇“阿对泉”，在

今河南省灵宝市，因汉代杨震家僮阿对引泉灌

蔬而得名。唐代吴融《阌乡寓居·阿对泉》云：

“五陵年少如相问，阿对泉头一布衣。”［6］7877这里

既代指处于贫窘生活状态中的自己，也泛指生

活贫困的社会底层民众。结尾“庾郎”“坡老”，

分别用南朝庾杲之和宋朝苏轼典故。《南齐书·
庾杲之传》：“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

种。”［9］后以此典代指清贫。又，苏轼晚年贬谪海

南，某日其子苏过以山芋制作玉糁羹，苏轼有

诗，题云：“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

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绝无此

味也。”⑥在穷愁潦倒中保持开朗幽默。徐照用

这两个典故言己穷苦生涯，亦泛言社会下层寒

士之穷苦，同时不失风趣幽默。这些都是“江西

诗派”最为成功的创作经验。后人强调“四灵”

矫江西之失［2］1390，其实，“四灵”时而也汲取“江西

诗派”的成功创作经验，为己所用。这就是此诗

的特殊意义所在。

《未回车》写接到行人来信后闺妇细腻的心

理活动。行人离家不远，所谓“山川匪遥远”，但

是不能回车返乡，闺妇只能在思念中煎熬，以至

夜夜梦见。闺妇正欲去信诉说昨夜梦中情景，

却收到了行人的“今朝书”。读信后的感受，诗

人以“啼鸟在屋上，绿草生庭除”二句景物烘托，

此为徐照所擅长。屋外景致，既清爽又孤寂，正

是闺妇当下既感欣慰又倍加思恋的情感写照。

由“今朝书”引发的浓浓思情，借“仰看日月光”

抒发。此地所见“日月光”，正照在彼地“子衿

裾”。“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结尾写景却巧妙融

入典故，正是“江西诗派”倡导的“点铁成金”手

法。“照知子衿裾”又有一份对行人冷暖的细致

关心。这首诗前半篇叙事，后半篇写景，通过景

物传达闺妇内心活动，含蓄隽永，改变了民歌直

白平实的风格，文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未回

车》的句式、对仗都遵循了五律格式，但又非严

格的五律，受五律影响的痕迹明显。

两首诗歌，一写社会贫富问题，一写女子断

肠思念，正是徐照模拟民歌的两大主题，都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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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江西诗派”之成功诗作。此外，上文例举《商

人妇》用“脱胎换骨”法翻新主题；《江南曲》首句

“点铁成金”，融入李白《长相思》诗意，徐照在模

拟民歌之作中有意识地运用了“江西诗派”的创

作手法。徐照以五律格式写山水或其他士人生

活，便有意走出“江西”，回归“唐音”。当他模拟

民歌创作时，有意尝试多种创作手段，呈现多样

创作风格。其中，以“江西诗派”法写作，即为一

种。强调“四灵”走出“江西”，前提是必须熟悉

“江西”，因熟悉而有所继承和发扬，在创作中则

成为必然。四库馆臣又说：“宋之末年，江西一

派与四灵一派并合，而为江湖派。”［2］1713南宋中

后期声势浩大的江湖诗派，滥觞于“四灵”，“四

灵”创作中汲取了“江西诗派”的某些精髓，才为

两者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创作现象，在

徐照模拟民歌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

徐照在“习唐音”之外，创作手法的另类拓展。

“四灵”之中，唯有徐照创作了一卷模拟民

歌诗作，表现出对不同诗歌体式和题材的浓厚

兴趣。徐照于此突破了“因狭出奇”的创作路

径，开拓出与其山水诗不同风格类型的作品。

徐照这类作品，构成“四灵”创作的另一个方面，

给当时诗坛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创作经验。

注释

①徐照诗集版本流传，详见《永嘉四灵诗集·前言》，徐

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撰，陈增杰校点：《永嘉四灵诗

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1-12页。②参见傅

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卷

二六七〇，第 50册，第 31362-31369页。又，本文所引徐

照诗歌皆出自《全宋诗》卷二六七〇至卷二六七二，后

文不再出注。③参见诸葛忆兵：《论戴复古诗词之同

调》，《河南社会科学》2018 年第 3 期；诸葛忆兵：《论陆

游艳词情诗之同调》，《江淮论坛》2022年第 2期。④参

见诸葛忆兵：《“采莲”杂考——兼谈“采莲”类题材唐宋

诗词的阅读理解》，《文学遗产》2003年第 5期。⑤分别

为《瑞鹧鸪》《南歌子》《清平乐》《阮郎归》《玉楼春》，参

见赵闻礼选编、葛渭君校点：《阳春白雪》，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93年版，第 74、247、295、301、382页。⑥苏轼撰、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载《过子忽出新

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

知，人间决无此味也》：“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

全清。莫将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 2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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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s on Xu Zhao’s Mimetic Poems of Folk Songs

Zhuge Yibing

Abstract: The Four Poets in Yongjia are famous for their landscape poems. However， there are about 40 mimetic
poems of folk songs among the extant works of one of the four poets，Xu Zhao. All these mimetic poems are included
in chapter 3 of his Fanglanxuan Collection of Poems，which show that Xu Zhao has a broad writing perspective and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poetic models. First of all， these poems reflect the sufferings of people’s livelihood，
especially the aftermath of war. The poems also reflect folk wisdom. Second，most of the 40 mimetic poems are related
to the female themes，especially on missing and farewell，which can be read along with his 5 extant Ci works. When
writing these mimetic poems， Xu Zhao expands writing techniques consciously. These mimetic poems are usually
four-line poems with 5 or 7 characters per line and are filled with colloquialism. Therefore， they are easy to
understand. Xu Zhao also learns from the Jiangxi Poetic School. He has some successful works using Jiangxi Poetic
School’s writing techniques of snatching the embryo and Midas touch.

Key words: Xu Zhao；mimetic poems of folk songs；social reality；female themes；alternative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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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谢朓；儒缓；活法；融摄诗骚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4-0110-10

收稿日期：2023-04-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运兴变研究”（16BZW047）。
作者简介：孙宝，男，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曲阜 273100），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

文学研究。

谢朓是永明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当前学

界大致从三个层面进行探讨：其一，以谢朓与西

邸文人交游、唱和为基本视角，通过分析谢朓对

永明新体诗的贡献，揭示永明作家群的创作成

就①；其二，以谢朓为主体的个案研究，着重探析

谢朓诗文集版本流布、校注集评、诗艺技法、诗

美特质、用韵法式等②；其三，以谢朓为中心的共

时性或历时性研究，共时性研究的对象主要有

谢灵运、谢庄、王融、沈约等，历时性对比研究的

对象则为陈子昂、李白、王维等③。上述诸家多

着眼于清丽高华、协韵流转来阐释谢朓诗艺风

貌，往往忽略哲学素养对其“儒缓”风格的潜在

作用。另外，谢朓也融摄《诗经》、楚辞笔法，具

有“活法”之美。这种矛盾统一的风格特色，不

仅使谢朓在齐梁文坛占据一席之地，也使之成

为“古诗与唐诗中间一大关键”［1］406。以下试从

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谢朓倚儒典为辞及其儒缓文风

就谢朓诗文创作来看，他继承了谢灵运以

儒典缀辞的风格，故清人吴淇指出：“谢朓之诗

本于谢灵运……谢之学谢，姑舍其经语、理语，

而独学其景语。……朓诗专精于写景，而情与

事寓焉。”［1］406这种有关谢朓擅长“景语”而不擅

长“经语”“理语”的观点并不错，甚而王夫之以

其《宣城郡内登望》为例径称：“要其儒缓，自不

失康乐门风。”［2］247谢朓宣扬自身的哲学倾向、治

政立场、存世原则的主要手段是化用儒典，兼取

庄、佛之义。层见错出的儒典辞句成为谢朓缀

句行文的重要内容，也促使其文风呈现儒缓的

特征。

何谓“儒缓”？它大致包含以下两方面特

征。其一，立足儒经，广征典实，博而寡要，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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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缓。对此秦汉诸家已有论及，如司马谈《论六

家要指》、应劭《风俗通义·徽称》均指出儒家博

而寡要之弊。这种观点在魏晋时期得到继承，

如王粲《儒吏论》说：“竹帛之儒，岂生而迂缓

也？起于讲堂之上，游于乡校之中，无严猛断割

以自裁，虽欲不迂缓，弗能得矣。”［3］杜恕《议考

课疏》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

家为迂阔。”［4］1285可见，儒者言必称圣贤，堆砌儒

典，观点陈腐，语词老套，不注意行文简要与节

奏感，均是“儒缓”的重要表现。

其二，汉晋以来，“儒”还成为一种特定的文

学修辞格。汉晋时期不乏“儒”而文雄者。傅玄

《连珠（序）》就说：“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

典。”［4］1724 贾逵、傅毅可谓“儒”“典”适度之士。

范云也赞颂何逊的诗文说：“顷观文人，质则过

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

矣。”［5］可知，何逊能够兼顾音韵清浊的节奏感

与古今经史的博约美，形成质丽得兼、儒而不俗

的文风，范云的评价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六朝

士人的文学审美与批评态度。

谢朓的“儒缓”特征主要集中于辞赋与应命

奉制的公牍文，不少咏史、抒怀的诗作也在其

列。诚如王夫之所言，谢朓这一特征深受谢灵

运的影响。只是谢灵运对儒、释、道的理解更趋

深细，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哲思体系，谢朓的佛

学思想较弱，相应地其诗文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远不及前者。谢朓的“儒缓”特征与谢灵运不乏

相似之处，也有新异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

方面。

第一，谢朓“儒缓”的首要特征是偏爱《诗

经》，综用儒典。其诗中大量化用《诗经》辞句，

《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堪称代表。其诗先以

宣城郡官衙周边山林美景起兴，继而转向对吕

僧珍的赞美说：“非君美无度，孰为劳寸心？惠

而能好我，问以瑶华音。”［6］282分别用《诗经·魏

风·汾沮洳》《诗经·陈风·月出》赞颂吕僧珍品节

高美，又用《诗经·邶风·北风》《诗经·郑风·女曰

鸡鸣》等典表达与吕氏同游的欣悦。以景起兴、

以《诗》致意，成为其为诗的重要模式。谢朓掌

握儒典达到精熟的程度，诗文所用儒典可谓信

手拈来。如《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去矣方滞淫，

怀哉罢欢宴”中“去矣”“怀哉”［6］278，初见于《诗

经·大雅·生民》《诗经·唐风·扬之水》，集中体现

了对京师的眷恋。其《为诸娣祭阮夫人文》化用

《礼记·内则》《尚书·伊训》，措辞庄穆，其哀可

感。其《临海公主墓志铭》大量化用《诗经·召

南·何彼襛矣》《礼记·昏义》《礼记·内则》，赞扬

临海公主“率礼衡门，降情云屋”［6］84。其《新安

长公主墓志铭》也遵循与《临海公主墓志铭》一

样的用典逻辑，化用《诗经·商颂·长发》《诗经·
周南·葛覃序》，赞颂新安长公主“誉宣女师，德

侔高行”［6］87，体现了以儒典誉德的基本路数。

第二，兼重儒史，广征经子。谢朓注重以诸

子、史料与儒典结合，共同熔炼句意。最能体现

谢朓综用群典的是其辞赋及应制文字。如其

《思归赋》在遍用儒典的同时，夹杂楚辞、《国语》

及《庄子》诸典，使之辞藻斐然、文旨醇厚。谢朓

应用文体的写作也体现出鲜明的儒典痕迹，如

《为录公拜扬州恩教》以《诗经·召南·甘棠》甘棠

遗爱与《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崇奉黄老无

为之典，表达萧鸾仁爱与无为相结合的为政态

度。《为明帝拜录尚书表》化用《尚书·说命下》

《诗经·秦风·驷驖》《小戎》诸典，喻指萧鸾掌控

诸政；又以《周礼·天官·冢宰》《尚书·皋陶谟》

《尚书·洪范》为据，进一步强调尚书之职关系国

家治政安危。临末，以《礼记·曲礼上》《论语·尧

曰》《周易·蒙卦》彖辞等典，突出萧鸾类似周公

佐政的地位。

第三，以儒家经义作为命题立意的宗旨。《诗

经》篇旨往往成为谢朓命意的重要依据。萧氏为

殷商之后，故谢朓述及萧齐王族时多喜引用《诗

经·商颂》之典。如其《为百官劝进齐明帝表》用

《诗经·商颂·殷武》“有截其所，汤孙之绪”［7］1462，

论证萧氏为商汤之后。殷商末期纣王之兄微子

启之后裔萧叔大心因平定宋乱，佐立宋桓公，被

封于萧邑，萧氏由此得姓，萧叔大心事迹见于

《左传·庄公十二年》《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其

族人世代居住于丰沛之地，战国后人有萧不疑，

为春申君门客④。至汉则有萧何，萧何一般被奉

为萧氏一世祖，这从《南齐书·高帝本纪》《梁书·
武帝纪》的萧氏世系均可看出。《诗经·商颂·长

发》是谢朓化用频率较高之典。如其《雩祭歌》

之《世祖武皇帝》歌辞开篇即化用《诗经·商颂·
长发》，以揭示萧赜出自殷商子姓的远古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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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朓《临海公主墓志铭》也是其例。其云：“长发

有祥，瑶台乃构。玄鸟归飞，北音斯奏。聿来徐

土，祯符爰授。”［6］84其实是在《诗经·商颂·长发》

的基础上，结合《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7］1444之典，追溯有娀氏

吞燕卵而生契以肇始殷商的传说。后来殷商余

裔萧氏则寓居徐土，开启了萧齐的帝业。以上

就将临海公主的世系和出身与殷商历史联系起

来。谢朓还从儒典中撷取某一德义内涵丰富的

词语，以之作为颂扬的主题。其《齐明皇帝谥册

文》以《诗经·大雅·下武》《左传·文公六年》《论

语·颜渊》《礼记·乐记》《诗经·大雅·皇矣》《诗

经·大雅·文王有声》为据，赞誉萧鸾的文武之

治。其为海陵王萧昭文作墓志铭，也广泛征引

《诗经·小雅·湛露》《礼记·文王世子》《诗经·大

雅·皇矣》《论语·卫灵公》，称道其“敬顺天人，高

逊明德”［6］90。不过，谢朓用繁复的典籍来美化

萧昭文的做派，已沦为曲笔隐讳的遮蔽手段。

第四，以儒典礼仪记述为据，凸显祭祀、婚

丧、节日游赏等朝仪的礼制内涵。永明八年

（490年），谢朓为萧子隆作《鼓吹曲》十首。其中

《元会曲》言君臣元旦朝会之典，《郊祀曲》言京

郊祭天地之礼，《钧天曲》言君主朝堂宴会之

仪。以上三曲均歌颂萧赜功业：《元会曲》“二仪

启昌历，三阳应庆期。珪贽纷成序，鞮译憬来

思”［6］143句，颂扬萧赜地平天成、四方来贺；《郊祀

曲》则描述郊祀的过程，其“枪枪玉銮动，溶溶金

障旋。均宫光已属，升柴礼既虔”［6］145 句，化用

《诗经·鲁颂·泮水》《小雅·庭燎》《小雅·采菽》等

有关君子出行仪仗与銮驾和鸣的情形，展示郊

祭中燔柴祭天的虔敬；《钧天曲》以君臣宴飨、神

歆瑞降，呈现“谁想南风弹”的自信，以萧赜比舜

的用意已十分明显。自《入朝曲》至《从戎曲》，

则主要描述萧子隆入朝觐见并参与校猎等活

动。建武二年（495年）大旱，谢朓为适应萧齐雩

祭新礼而作的歌辞沿袭谢庄的明堂歌，基本采

取三言一句、四句一节的方式，只有《世祖武皇

帝歌》采用四言。其按照迎神、颂萧赜、颂青帝、

颂赤帝、颂黄帝、颂白帝、颂黑帝、送神等八项内

容，遍及天地五方人神。歌辞主旨在于祈雨，全

篇的基本逻辑为萧齐教化畅达、书轨同一，在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天人感应模式下必将

感悦诸神、天降瑞霖，是以鼓吹礼乐治平的观念

贯穿始终。谢朓为萧鸾敬皇后谢惠端作《齐敬

皇后哀策文》，按照《周礼·天官》内司服所掌王

后袆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沙等

“六衣”的规格予以迁葬，并以《仪礼·聘礼》初献

爵、亚献爵、终献爵的“三献”之礼展开祭祀，祔

葬过程中按《周礼·地官》用蜃车承载灵柩。其

立足《周礼》《礼记》《诗经》《尚书》等描述的女

仪、妇职、母德等内容对敬皇后展开赞颂，几乎

通篇用典，辞风哀婉庄穆、质重雅净。是以方廷

珪赞其“有典有则，亦切亦流”［6］79。萧子显评价

说：“敬皇后迁祔山陵，（谢）朓撰哀策文，齐世莫

有及者。”［8］826自非过誉。

二、谢朓“能清而不能厚”辨

除了“儒缓”外，历来多将谢朓诗风归结为

“清丽”。谢朓自觉追求“好诗圆美流转如弹

丸”［9］609的流丽之风，注重诗歌韵节的铿锵顿挫

之美。谢朓死后，诗风为时人及后世所重。沈

约赞其五言诗“二百年来无此诗”［8］826，甚至还说

“自谢朓诸贤零落，平生意好殆绝”［9］609。萧子显

称其“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8］825，钟嵘将谢

朓列于中品，认为其诗风出于谢混，“微伤细密，

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

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10］298。上

述基本成为后世以“清丽”评价谢诗风格的源

头。随着李白、杜甫等诗家的推扬，协以刘克

庄、钟惺、谭元春、何良俊、王世贞、陆时雍、陈祚

明、胡应麟、黄子云、沈德潜、施补华等论家的阐

发，又由“清丽”衍生而出的“清发”“清俊”“清

拔”“清绮”“清寒”“清确”“妙丽”“丽密”“精丽”

“精工流丽”等风格范畴，遂成为后世评价谢诗

的总体印象⑤。正因如此，魏耕原统计谢诗用字

频率后指出：“这简直是‘清’的小世界，无物不

‘清’，包括山川河流；无事不清，乃至于洗漱照

镜。‘清’字是他诗歌最为显明的个性，是他诗化

生活旋律的最佳音符，是他最见本色的字眼。”［11］

谢朓洵然以“清”为主体风格，其诗文意旨是否

渊厚也成为历来文论家关注的话题。如沈德潜

说：“康乐每板拙，玄晖多清俊，然诗品终在康乐

下，能清不能厚也。”［12］“能清不能厚”之谈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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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层意涵，即人品不敦厚、积学不醇厚、措辞

不朴厚、主题不鸿厚、文旨不渊厚，其实已超出

了文学创作层面的评价。

谢朓最为人争议的当数向萧鸾出卖王敬则

一事，其告密行径遭到妻子（王敬则女）的愤恨

和时人的暗讽，他自己也抱憾终身。史载：“尚

书郎范缜嘲之曰：‘卿人才无惭小选，但恨不可

刑于寡妻。’（谢）朓有愧色。及临诛，叹曰：‘天

道其不可昧乎！我虽不杀王公，王公因我而

死。’”⑥“小选”即吏部郎，谢朓举报王敬则而得

该职，遭其妻举刀相向，是以范缜引用《诗经·大

雅·思齐》“刑于寡妻”，来嘲笑谢朓的卑劣人

格。谢朓临终的忏悔，也体现了其内心饱受忠

义观的折磨。或许基于出卖王敬则的负疚感，

当江祏秘邀谢朓暗结党援之际，谢朓“自以受恩

高宗”而不愿就范［8］827，最终才被诬陷致死。从

略迹原情的角度，谢朓因深陷政治漩涡、进退失

据而暴露出道德弱点，其隐衷不容忽略。

谢朓之父谢纬曾于元嘉二十年（443 年）卷

入范晔谋逆事件，一度被流放广州。受此影响，

谢朓早期势微门冷、仕途不显，虽以文才出任行

参军、东阁祭酒、太子舍人、随功曹、文学等文散

官，但位卑秩微，完全不能与陈郡谢氏的世族身

份相称。谢朓与将门王敬则结姻，当非所愿。

为了在波谲云诡的萧齐政坛固禄全身，他违背

孝义出卖王敬则，实则是谢氏门阀利益至上观

念的流露，这种观念可从其《和王著作融八公

山》《奉和随王殿下（其十二）》等作品中看出。

《和王著作融八公山》回顾苻秦南侵的乱局说：

“戎州昔乱华，素景沦伊穀。阽危赖宗衮，微管

寄明牧。长蛇固能翦，奔鲸自此曝。”其化用《论

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13］192之典，颂

扬谢安、谢玄在淝水之战中的将略与功勋。作

为谢氏后人，谢朓不由感叹自身“道峻芳尘流，

业遥年运倏。平生仰令图，吁嗟命不淑”。此诗

由颂扬祖上功绩到哀叹命运不济，转换自然；诗

以壮景起兴，又以衰景结尾，在“风烟四时犯，霜

露朝夜沐”的凄风苦雨中渲染了对宦途望渺的

情绪［6］348。以身世不济为主题的还有《奉和随王

殿下（其十二）》，其云：“炎光阙风雅，宗霸拯时

沦。龙德待云雾，令图方再晨。岁远荒城思，霜

华宿草陈。英威遽如是，徘徊歧路人。”［6］378其中

“炎光”指晋朝，“宗霸”则为谢玄。谢朓认为谢

玄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在于具有《周易·乾卦》

中所说“龙德而隐者……云从龙”［14］14-17的君臣

际会的机遇。然而，谢玄取得战功的寿阳早已

成为一座“宿草”横陈的“荒城”，这更增添了他

作为“歧路人”的失落感。总之，谢朓出卖王敬

则即使不能仕禄腾达，也可以避免重蹈谢纬、谢

综等先辈覆辙。正是出于家门保全而非个人贪

冒进取，他才上表三让尚书吏部郎。中书认为

吏部郎秩位未达到辞让级别，沈约故意为谢氏

回护，称其“让别有意，岂关官之大小？ 让之

美，本出人情”［8］826。尽管沈约掩盖谢朓因违背

孝义而辞让的尴尬动机不可取，其对后者的优

容也属厚道之举。前述谢朓具有鲜明的德义

观，诗文中充满了修德立义的价值指向，若将其

视为虚浮不真，则必将枉煞谢朓；谢朓后期深受

人伦良知的谴责，忠于萧鸾、愧于王氏并付出生

命，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践行其德义观。因此，谢

朓政治人格的缺失不宜夸大，更不宜加以泛化

后以道德批评取代文艺批评。如谢朓颂扬萧子

隆的诗作遭人诟病为“昔在渚宫，构扇蕃邸。日

夜纵谀，仰窥俯画。及还京师，翻自宣露，江、汉

无波，以为己功。素论于兹而尽，缙绅所以侧

目”［8］827，这已将其政治人格的争议扩展到其诗

文意旨的评价上来，显然是不允当的。

谢朓的才力也不为人所重，此论肇始于谢朓

被诬下狱后徐孝嗣、江祏等人的构陷：“资性轻

险，久彰物议。直以雕虫薄伎，见齿衣冠。”［8］827

无独有偶，丘巨源久不见升迁，上书尚书令袁粲

说：“议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

说，非否判所寄。然则先声后实，军国旧章，七

德九功，将名当世。”［8］894 丘巨源进一步解释了

“笔记”“小说”等为“雕虫薄伎”的原因，透露出

宋齐名实重于文艺的时代风气，这也是以道德

评价取代文艺批评的体现。此后，钟嵘对谢朓

“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10］298

的评价则似针对其学养不足而言，“才弱”论潜

藏了对谢朓才弱促成诗风清浅的认知。类似的

见解，还体现在钟嵘评价谢瞻之诗：“才力苦弱，

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10］277这种论调的

逻辑多为后人所袭，如王世贞评价谢朓说：“特

不如灵运者，匪直材力小弱，灵运语俳而气古，

“儒缓”与“活法”：谢朓融摄诗骚的风格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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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晖调俳而气今。”［15］996陆时雍也说：“谢朓清绮

绝伦，每苦气竭。其佳处则秀色天成，非力所

构。《诗品》谓其微伤细密，非也，其病乃在才不

继耳。”［16］上述论点均认为谢朓把控诗歌格局的能

力不足，虽不能说错，却也有以偏概全之嫌。谢朓

尽管不能与谢灵运的才力相比，却也一时独步。

史载：“（谢）朓善草隶，长五言诗。”［8］826在荆州期

间，谢朓成为萧子隆文学集团的核心人物，“以文

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8］825。为此，萧

纲称其为“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4］3011。吴淇

说：“齐之诗以谢朓为称首。”［1］406清人陈祚明也

指出：“希康乐则非伦，在齐梁诚首杰也。”［17］645

因此，称谢朓才弱于谢灵运则可，但不分条件地

贬低其才力不足则似乎罚不当罪了。其实，谢

朓许多诗作也不乏全局意识与操控力度。胡应

麟《诗薮》说：“世目玄晖为唐调之始，以精工流

丽故。然此君实多大篇，如《游敬亭山》《和伏武

昌》《刘中丞》之类。虽篇中绮绘间作，而体裁鸿

硕，词气冲澹，往往灵运、延之逐鹿。后人但亟

赏工丽，此类不复检摭，要之非其全也。”［18］这是

符合谢朓实际的。

谢朓诗歌措辞不古拙朴厚也是事实。钟惺

《古诗归》总评谢朓说：“谢玄晖灵妙之心，英秀

之骨，幽怡之气，俊慧之舌，一时无对。似撮康

乐、渊明之胜，而似皆有不敌处曰厚，然是康乐

以下，诸谢以上。”［19］施补华也说：“谢玄晖名句

络绎，清丽居宗，虽不如魏晋诸贤之厚，然较之

阴铿、何逊、徐陵、庾信，骨干坚强多矣。”［20］谢朓

诗风崇尚清新自然、韵节婉畅，较之汉晋诗风的

质朴古拙已有了质的飞跃。尽管如此，他仍然

注重融典炼句、务求雅洁。是以潘德舆说：“唐

子西曰：‘三谢诗，至玄晖语益工。’赵师秀诗：

‘玄晖诗变有唐风。’皆谓玄晖薄于康乐，不知康

乐之厚以排垛耳。……玄晖之隽骨，与鲍明远

之逸气，可谓六朝健者。”［21］可以说，谢朓用典比

谢灵运更趋灵活，即使“材疏学薄”或“文微辞

薄”，却又难掩其推陈出新的峻骨。方东树即

说：“大抵下字必典而不空率，造语必新而不袭

熟，凝重有法，思清文明，而不为轻便滑易。同

一用事，而尤必择其新切者。同一感寄，而恒含

蓄。同一写景，而必清新。古之作者皆同，而玄

晖尤极意芊绵倩丽。”［22］186又说：“玄晖不尚气而

用意雕句，亦以雕句故伤气也，然有典有句而思

新。”［22］188纵然谢朓在创作实践中不能得兼而显

露出词清意薄之失，其扭转文风的标杆地位已

难以改变。

谢朓诗文主题不鸿厚、文旨不渊厚也有其

合理之处。谢朓创作中多有游宴赏会题材，其

中不乏笔涉游戏之作，题材单一、娱情遣怀自与

汉晋时期沉郁、宏大的叙事之风不同。如其为

萧子隆作《杜若赋》通过初春时节的斑斓物候侧

面烘托杜若之美，赋中“柳”“泉”“绿竹”“幽兰”

“春峦”“凉潭”“霜蹊”“溽露”“春风”等景致色泽

清丽、静动相生，共同构成了万类当春而发的生

机图。谢朓以“杜若”比拟萧子隆，自比为“纤

草”，以“夕舒荣于溽露，旦发彩于春风。承羲阳

之光景，庶无悲于转蓬”［6］33表达得其所哉的欣

幸。尽管词旨轻巧灵动，却不能说意旨深厚。

谢朓喜谈谑，史载：“先是，（谢）朓常轻（江）祏为

人，祏常诣朓，朓因言有一诗，呼左右取，既而便

停。祏问其故，云‘定复不急’。祏以为轻己。

后祏及弟祀、刘沨、刘晏俱候朓，朓谓祏曰：‘可

谓带二江之双流。’以嘲弄之。”［9］534其《野鹜赋》

即为游戏之作。门人以野鸭为献，谢朓本欲以

之烹调待客，而客人偏好其羽毛，于是谢朓分别

以野鸭的猎获、离群、去毛、烹饪等四个情节加

以铺叙，“贵敷衽以取爱，愿登俎以甘心”［6］35说

明他以羽毛赠客，又以鸭肉为肴，各得所需，其

乐融融。此赋中的“罗人”“阍寺”，分别为《周

礼·夏官·罗氏》《天官·冢宰》所载专职捕猎与看

门传信之人；“愿登俎以甘心”则化自《左传·庄公

九年》“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23］。因戏拟

经典，故而呈现笔调轻脱、戏谑自如的氛围。谢

朓还喜与群僚文友赠和酬答，同沈约、范云、王

融、刘绘各以《鼓吹曲》名为诗二首，《鼓吹曲辞》

的文人化、娱情化特征鲜明。谢朓《临高台》借

助“才见孤鸟还，未辨连山极”的意象，抒发“谁

识倦游者，嗟此故乡忆”的思归之念［6］163，这样汉

魏以来《临高台》的祭奠仪式意味被谢朓等人的

精神性消遣取代。谢朓任宣城太守期间，还与

檀约、江奂、陶功曹、朱孝廉等人以《杂曲》题名

各为诗二首，谢朓诗风清丽柔婉，幽隐见志。其

《秋竹曲》以秋竹自比，抒发“但能凌白雪，贞心

荫曲池”［6］177的节操观。以竹比兴的手法已见于

114



《诗经·卫风·淇奥》，谢朓这种化典出新在文僚

嘉会中不过是烘托了游戏遣兴的气氛，自不能

免除词浅意薄之讥。

总之，谢朓“德轻行薄”是其在古往今来的

酷评峻讥中文旨不厚的重要原因，这是道德评

价泛化后的必然结果。不过，南朝至明清诸家

认为谢朓不如谢灵运、陶渊明在内的“魏晋诸

贤”之“厚”，均针对谢朓诗歌创作措辞清省、主

题单一、文旨浅白而言，有合理成分，却不能笼

括谢朓全部诗歌。另外，前述谢朓多数辞赋、应

制之作及一定数量的诗作出经入史、兼及儒子，

若谓文旨不厚，恐怕难与事实相符。因此，谢朓

“能清而不能厚”的观点不能一概而定，否则只

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事实上，谢朓“清丽”

之风的审美机制中除了包含声韵之巧外，还蕴

含了融摄诗骚的“活法”之美，这也增进了谢朓

文风的丰富意蕴。

三、谢朓妙化诗骚及其“活法”之美

宋人将谢朓视为“活法”为诗的典范，吕本中

《夏均父集序》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

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

背于规矩也。……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圜美如

弹丸’，此真活法也。”［15］485谢朓“活法”的本质在于

通过韵节婉畅的形式兼顾典实之深与倩丽之美，

在诗律运用中赋予诗歌精工绮丽的外壳，诗骚合

用则是其古雅而凄艳风格生成的重要途径。陈祚

明指出：“仰希逸流，贞观丘壑，以斯托兴，趣颇萧

然。……大抵运思使事，状物选词，亦雅亦安，无

放无累；篇篇可诵，蔚为大家。”［17］645可以说，谢朓

正是运用诗骚比兴手法挖掘山川风物的内蕴美，

从而营构出雅安美净、流利易诵的审美特征。谢

朓发展了谢灵运以山水为载体观物抒情的手法，

根本上却是发扬诗骚比物兴志的创作传统。谢朓

《思归赋序》提出“鉴之积也无厚，而纳穷神之照。

心之径也有域，而怀重渊之深”［6］15的观点，以镜子

具有映现众物的功能与人心观照万有的思维能力

相比附，这种观点源自陆机《演连珠》“臣闻鉴之积

也无厚，而照有重渊之深”［24］2386，而体现出机械反

映论的倾向。又谢朓《酬德赋序》说：“申之赋颂，

得尽体物之旨。”“体物”即从陆机《文赋》“赋体物

而浏亮”［24］766而来，赋中“及士衡之藉甚”［6］1-2也正

透露其对陆机才识的钦慕，而陆机“体物”论则植

根于儒家比兴观、感物论⑦。谢朓承袭陆机之说，

无形中也发扬了儒家比兴、感物思想。他还喜模

拟楚辞，在物什描摹中探掘其内在的德义内涵。

谢朓为萧子良作《拟宋玉风赋》《高松赋》《七夕

赋》，《拟宋玉风赋》仅从题名即知谢朓深受楚辞影

响，赋中有“朝役《登楼》之咏，夕引小山之讴”［6］41-42，

更可看出其对王粲《登楼赋》、淮南小山《招隐士》

的借鉴。此赋按宋玉《风赋》将风分为“大王之雄

风”与“庶人之雌风”的分法，也分为“大王之盛风”

与“幽人之风”两类。此赋深得宋玉句雄辞丽的特

质，不过因大量化用儒典，在辞美顽艳的风格之

外，又赋予清和雅致的气息。如其描写风行拂物

的轻灵时说：“起日域而摇落，集桂宫而送清。开

翠帐之影蔼，响行珮之轻鸣。”［6］41这几句就集中化

用《九辨》《招魂》与《礼记·玉藻》，在风摧万物的自

然属性之外，又赋予其德义属性。可以说，诗骚合

用使谢朓持之有故、营之有法、发之有神，自如出

入诗法规矩内外，迸发出“无放无累”“篇篇可诵”

的诗法活力与美感。

谢朓创作中多有对《诗经》的活用，他描摹山

水景致之际，注重化用《诗经》中的鲜活意象，赋

予诗作安娴静雅的气息。如《春思》着力刻画“茹

溪”“阰山”春色，先以“兰色”“萍际”展现水上无

边翠意，又以“巢燕声上下，黄鸟弄俦匹”［6］266揭出

燕鸟嘤鸣的和乐场景，此两句化自《诗经·邶风·燕

燕》“燕燕于飞，上下其音”［7］123与《诗经·周南·葛

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7］30-31。原典

本身即是春景的起兴之物，虽是熟典，也较好契

合了写春的主题。事实上，以“兰色”“萍际”“巢

燕”“黄鸟”组成的春景铺垫了下文思友恋乡之

情，故笔锋一转：“边郊阻游衍，故人盈契阔。梦

寐借假簧，思归赖倚瑟。幽念渐郁陶，山楹永为

室。”［6］266又化用《诗经·大雅·板》《邶风·击鼓》

《尚书·五子之歌》等典，凸显了思归之念。可

知，全诗以《诗经》《尚书》为依托，融典于景，由

乐转哀，娴雅哀婉。谢朓喜依托《诗经》既有比

兴之物，寄幽情于美景，其《酬王晋安》先以气象

紧峭的秋景起兴，“梢梢枝早劲，涂涂露晚晞”［6］203，

流露出对《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萋萋，白露未

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7］424的化用。其目的在

“儒缓”与“活法”：谢朓融摄诗骚的风格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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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暗用《诗经》对“伊人”的思念，故而下接“南中

荣橘柚，宁知鸿雁飞”一句，表达对友人王德元

天各一方的眷念。他还用《周易·系辞下》“《易》

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天下同归而殊

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14］304句意，化

出“怅望一途阻，参差百虑依”的诗句。《周易·系

辞下》王弼注说：“天下之动，必归乎一。思以求

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14］304亦即

至诚专一之思具有感物之效，友朋自能感应而

归。谢朓反用此典，认为自身以“百虑”思友，只

见“殊途”阻隔，却全然不见“同归”“一致”之

处。是以下句“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6］203，联

用《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25］233

与《诗经·桧风·匪风》“谁将西归？怀之好音”之

典，郑玄笺：“谁将者，亦言人偶能辅周道治民者

也。”［7］467谢朓显然将王德元比作以周道匡扶圣

朝的“王孙”，可谓发端清美，义归雅正。

谢朓还借用《诗经》篇旨与诗注取象熔意，

暗发讽喻。《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

僚》历来被视作谢朓的代表作，“大江流日夜，客

心悲未央”又是其代表句。明人孙鑛评价说：

“ 此 玄 晖 最 有 名 诗 ，音 调 最 响 ，造 语 最 精

峭。……首二句，昔人谓压全古，信然。”［6］207诗

末云：“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

寥廓已高翔。”［6］205-206此四句取意于《诗经·小雅·
鱼丽》“鱼丽于罶”句下毛注：“鹰隼击，然后罻罗

设。”［7］605-606其情为忧谗畏讥，其韵则古雅典致。

谢朓曾作《谢随王赐紫梨启》，其中“虽秦君传

器，汉后推餐，望古可俦，于今何答”［6］64，表达了

对萧子隆的感恩之情。不过，谢朓被萧子隆宠

遇遭到长史王秀之的忌惮，其上书萧赜揭发谢

朓异动，结果谢朓被召回京师，由侍中虞云接

任。此诗正作于赴任建康途中，其恋恩忧惧之

义均在诗中有幽曲的表达。故而元刘履《风雅

翼》卷八《选诗补注》称：“曾原谓此诗词实典丽，

意亦委折，而气则溢。斯言得之。”［26］此可谓确

评。由此可见，谢朓发扬“诗可以怨”的诗教观，

以咏古寄托讽喻。其《同谢谘议铜爵台》说：“穗

帏飘井干，樽酒若平生。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

声？芳襟染泪迹，婵媛空复情。玉座犹寂漠，况

乃妾身轻！”［6］195他认为尽管曹操死前遗言要求

妥善安置歌伎于铜雀台，最终只能导致人去台

空、物是人非的结果。是以何焯评价说：“诗可

以怨，作者其知之矣。前一绝讽充奉园陵之愚，

后一绝仍归于忠爱，此篇为两得之。”［27］这正点

出了谢朓对讽怨手法的运用。谢朓乐府诗《铜

爵悲》“寂寂深松晚，宁知琴瑟悲”［6］191，无疑也是

这一手法的体现。最能体现谢朓历史兴亡意

识的是《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此诗用一定

篇幅歌颂孙权于汉末立足东吴、竞逐曹刘的武

功，不过很快转入“参差世祀忽，寂寞市朝变”

的历史衰变无常的意识中，对强权难久的历史

现象充满叹惋。此为和武昌太守伏曼容之作，

诗末说：“于役倘有期，鄂渚同游衍。”［6］338-339其

化用《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

其期”［7］256与《诗经·大雅·板》“昊天曰旦，及尔

游衍”［7］1153，借以期待与伏氏在武昌城再次游

赏，这就巧妙地化解了登临怀古的沉重感，使诗

歌基调复归轻快。明人方廷珪称此诗“字字新

隽警拔，气体复凝厚，兼此者难矣。引用故实，

简而该，炼而流，宜李青莲折服赏心”［6］343，正道

出谢朓儒史结合、妙趣无痕的精湛诗艺。

谢朓曾为萧子隆幕僚，长期在荆楚生活，因

此熟悉楚地风物，这为其谙通楚辞乃至汉乐府

的意象结构及抒情手法奠定了生活基础。其

《临楚江赋》有多句径用兮字居中的《九歌》句

式，如“滔滔积水”［6］39句，化自《九歌·河伯》《九

章·怀沙》；“忧与忧兮竟无际”句，化自《九章·哀

郢》；“爰自山南，薄暮江潭”句，则出自《九章·抽

思》。赋中描写汉江，继承了魏晋江海赋的创作

题材，又发扬楚辞与汉赋的纪行手法，以“云沈

西岫，风动中川。驰波郁素，骇浪浮天”的骇人

图景展现了忧愁郁积的复杂内心。《新亭渚别范

零陵云》措词用语本自楚辞而来，诗中诸如“洞

庭”“潇湘”“帝子”“苍梧”“江汉”“停骖”“夷犹”

“离忧”［6］217等无不为《离骚》《九歌》《九章》等篇

章所常见之语，是以何焯评价说：“全首以《楚

辞》点缀而成，自然风韵潇洒，既有兴象，兼之故

实。”［6］219《赛敬亭山庙喜雨》一诗基本借用《离

骚》《九歌·东皇太一》《湘君》《湘夫人》祭祀供品

与迎、降、礼、送神祇的仪式描写，通过“秉玉朝

群帝，樽桂迎东皇”［6］236的虔诚求雨，表达了“望

岁伫年祥”“福被延民泽”的美好期盼。诗中“夕

帐”“椒糈”“樽桂”“东皇”“虬盖”“蔽日”“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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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舞”“瑶席”“安歌”［6］236等均出自楚辞，是以

陈胤倩称此诗“《九歌》之遗，秀雅可诵”［6］238。《祀

敬亭山庙》亦是如此，其借楚辞中常见的昆仑玄

圃凸显敬亭山的高峻，以贝阙、薜荔之帏、网户

描写山庙的静穆，“参差时未来，徘徊望澧浦。

椒醑若馨香，无绝传终古”［6］239，则直接由《九歌·
湘君》《礼魂》中化出。另外，楚辞中的忧患意识

也与谢朓的病患之情契合。谢朓《移病还园示

亲属》说：“疲策倦人世，敛性就幽蓬。停琴伫凉

月，灭烛听归鸿。”［6］257可以说，疲病交加、晚鸿催

归加剧了他“烟衡时未歇，芝涧去相从”的归隐

之思。这种归隐则基于“折荷葺寒袂，开镜眄衰

容”的两重原因，其一为《离骚》“制芰荷以为衣

兮，集芙蓉以为裳”［25］17的高洁追求，其二则是衰

残日甚的病患。

谢朓由楚辞采撷的相关意象往往归结到

《诗经》象喻体系中来，所借为楚物，所喻则为雅

正之义、庸和之旨，从而呈现出情兼雅怨、辞尽

贞美的特点。如《答张齐兴诗》由荆楚之游的路

途纡折凸显了“谁知京洛念”的浓郁乡思，所言

虽多为楚地风物，诗末“勿言修路阻，勉子康衢

力。曾崖寂且寥，归轸逝言陟”［6］202等句却转化

《诗经·秦风·蒹葭》《魏风·陟岵》，表达了不畏路

途艰险争取早日返乡孝亲的思绪。其《七夕赋》

在描写牛女相会的过程中充分借鉴楚辞与汉魏

诗作对神游天际或男女别离的意象及句式，在

崇情重性的基础上又显得神思奕扬、飘渺虚

幻。楚辞与《诗经》合用，是此赋化用典故的一

大特点。如“怅汉渚之夕涨，忻河广之既梁。临

瑶席而宴语，绵含睇而蛾扬”，合用《诗经·小雅·
大东》《诗经·卫风·河广》《诗经·小雅·蓼萧》与

《大招》；“回龙驾之容裔，乱凤管之凄锵”，化自

《九歌·东皇太一》与《诗经·大雅·烝民》。此赋

歌辞部分还歌颂萧子良与群臣节日欢会的场

景：“君王壮思风飞，冲情云上。顾楚诗而纵辔，

瞻兰书而竞爽。实研精之多暇，聊余日之骀

荡。”［28］其中“楚诗”应为楚辞，从赋中多以楚辞

作品缀句命意即可看出。这进一步说明谢朓此

赋效法楚辞而作的事实。不过，谢赋末尾尚有

曲终奏雅的意图说：“赋幽灵以去惑，排视听而

玄往。哂阳云于荆梦，赋洛篇于陈想。乃澄心

而闲邪，庶绸缪于兹赏。”［6］23他嘲笑宋玉《高唐

赋》宣淫多于教化，不如曹植《洛神赋》归于雅

正。其推崇“澄心而闲邪”，亦即推行《周易·乾

卦》文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

世而不伐，德博而化”［14］15的教化之旨。

当然，谢朓精于物态描摹，其营构的意象系

列并不纯然出自诗骚，有些源自汉晋诗赋，有些

则是触处为文、因物成咏。虽然如此，谢朓咏物

诗赋中的诗骚内蕴意旨不容忽视。在诸种意象

中，谢朓多结合日暮或夜晚之景抒发离思。如

《临溪送别》“叶下凉风初，日隐轻霞暮。……沬

泣岂徒然，君子行多露”［6］249等句，就化用《诗经·
召南·行露》之典，在夜景凄凉之余，加深了晚行

凄惨的情感色彩。面对韶华易逝、盛景不再的

现实，谢朓流露出寄心游赏、不慕名荣的心态。

谢朓为萧子隆作《游后园赋》除赞誉园中景致幽

谧适宜清谈游衍外，还多用《诗经》与楚辞之

句。如“藉宴私而游衍，时寤语而逍遥”［6］37，化

自《诗经·小雅·楚茨》《诗经·大雅·板》《诗经·郑

风·东门之 》与《离骚》《九歌·湘君》《湘夫

人》。此赋还径用兮字居中的楚辞句式。如“左

蕙畹兮弥望”句，出自《离骚》；“对玉堂之泬寥”

句，出自宋玉《风赋》与《九辨》；“陈象设兮以玉

瑱，纷兰籍兮咀桂浆”之上句化自《招魂》《九章·
湘夫人》，下句化自《九歌·东君》。赋中“藉高文

兮清谈，豫含毫兮握芳。则观海兮为富，乃游圣

兮知方”［6］37诸句，体现了对清谈、名理的精神追

求。结合赋中各种自然风物的“物色”书写，共

同呈现了《诗经·邶风·泉水》“驾言出游，以写我

忧”［7］169的娱情、养志的效果。

结 语

谢朓具有鲜明的儒学价值倾向和较为深厚

的儒学思想涵养，这对其立身处世产生深远影

响，又为其创作提供了文艺观的理论支撑。谢

朓诗文具有以景起兴、由景入情（或即情归理）

的两段式特征，因能景活情挚、交融无碍，故大

多数诗作能浑然畅妥，有羚羊挂角之妙。王夫

之曾以《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为例评价

说：“晋宋以下，诗能不作两截者鲜矣。然自不

虚架冒子，回顾收拾全用经生径路也。起处直，

转处顺，收处平，虽两截固一致矣。”［2］245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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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朓诗作两截应由谢灵运诗作“景、情、理”三截

变化而来，因其淡化玄理、凸显情致，故而诗作

格局由三为二。王夫之慧眼独具，认为谢朓仍

不能避免“两截”之弊，只是另具手眼并巧妙地

加以化解了。《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桥》的“经生

径路”确实较为明显，其先以“江路西南永，归流

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诸句揭示羁

旅漫悠之状，接下来就多以儒典句意营构：“旅

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

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

隐南山雾。”［6］219其以《诗经·王风·黍离》“行迈

靡靡，中心摇摇”［7］253描摹其“孤游”的倦态，又不

掩饰“怀禄”之欢。《论语·为政》载子张向孔子问

“干禄”，孔子回答说：“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

中矣。”［13］21《论语·卫灵公》也载孔子禄位观：“学

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13］216谢朓

或许以为已找到“干禄”之法，故而为宣城之任

兼得“禄情”与野趣而欣悦。他引用《左传·宣公

三年》齐景公请晏婴易宅之典，认为来宣城后，

自可远离京师的喧嚣与纷扰，可以成就“玄豹”

韬晦自养之德。可以说，此诗以忧谗畏讥为主

调，化用儒典过程中宣扬了禄、隐两得的处世

观。其对江路、云树的描写沧远壮阔，既起到兴

起下截议论的作用，又极大扩充了诗歌表现的

境象，冲淡了以儒典议论的偏枯之趣。这正是

谢朓以“活法”对冲“儒缓”的成功所在，也可以

由此诗概观谢朓诗文整体的创作模式。所以，

吴淇评价说：“其诗极清丽新警，字字得之苦

吟。较之梁江淹仿佛近之……遂以开唐人一代

之先。”［1］406就谢朓承继诗骚传统、用典而活用、

外清而内厚、韵美而辞华等功绩而言，实无愧于

这段评价。

注释

①按：将谢朓作为永明作家群之一家进行研究的著述，

可以何融《齐竟陵王西邸及其学士考略》（《国文月刊》

1949年第 77期）、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年版）、林家骊《齐竟陵王西邸

学士及活动考略》（《文史》1998 年第 45 辑）、柏俊才

《“竟陵八友”考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等

为代表。集中考察谢朓仕历及交游情况的，则以曹融

南《谢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的附录

《谢朓事迹诗文系年》一文为代表。②按：在谢朓诗文

集的文献整理方面，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91年版）堪称典范，除了进行精当校注与会评

外，其在“前言”中较早对谢朓集的版本流布情况加以

论列。此后，陈冠球编《谢宣城全集》（大连出版社 1998
年版）并为全书作注，用力颇勤。阿部顺子《〈谢朓集〉

版本渊源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 1期）一文

专对谢集版本问题又详加论述。有关谢朓诗歌艺术特

征及成就的论著，则以魏耕原《谢朓诗论》（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04年版）为代表。③按：谢灵运、李白与谢

朓的对比研究是诸多历时性、共时性研究的核心内容，

以茆家培、李子龙主编论文集《谢朓与李白研究》（人民

文学出版社 1995年版）为早，此书收录王运熙、周本淳、

莫砺锋、陶道恕、薛天纬、李戎、葛景春、詹福瑞等学者

的相关论文。魏耕原《谢朓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04年版）一书第十二、十三章涉及大、小谢对比，第

十四至十六章则分别对比谢朓与王维、陈子昂的异

同。此外，单篇论文代表有郁慧娟：《谢氏宗风与山水

诗传承中的第五代人：谢庄和谢朓》，《阴山学刊（社会

科学版）》2002年第 5期；马荣江：《谢朓诗歌唐前接受研

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2期；赵厚均：《谢灵运、谢朓诗风比较论》，《重庆社会科

学》2007年第 5期；等等。④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

姓纂》卷五“三萧”，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556 页。⑤

按：《谢宣城全集》附录有《关于谢朓的评价》《各家诗话

有关谢朓论述》，参见陈冠球编注：《谢宣城全集》，大连

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62-370页；又见谢朓著、曹融南校

注集说：《谢宣城集校注》附录二《诸家评论》，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35页。⑥参见李延寿：《南史》卷

十九《谢朓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 534页。按：《南

齐书》卷四七《谢朓传》载：“（谢）朓初告王敬则，敬则女

为朓妻，常怀刀欲报朓，朓不敢相见。及为吏部郎，沈

昭略谓朓曰：‘卿人地之美，无忝此职。但恨今日刑于

寡妻。’朓临败叹曰：‘我不杀王公，王公由我而死。’”参

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827-828
页。《南齐书》所载嘲笑谢朓者为沈昭略，非范缜；其嘲

笑之语同引《诗经·大雅·思齐》，而未有“不可”二字，文

义不通，《南史》所言更为顺妥。⑦参见孙宝：《陆机的

儒风旨趣及其繁缛风格的形成》，《殷都学刊》2009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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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Sluggishness”and“Flexible Approach”：
An Analysis of Xie Tiao’s Style of Integrating The Book of Songs and Chu Ci

Sun Bao

Abstract: Xie Tiao’s poetry and literary creation inherits Xie Lingyun’s style of embellishing words with
Confucian classics， thus possessing a style of Confucian Sluggishness. It manifests in three aspects：Firstly，preferring
the Book of Songs and using Confucian classics comprehensively. Secondly， emphasizing both Confucianism and
history， and extensively explor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s. Thirdly， the creative
intents of using Confucian scriptures as propositional ideas. Fourthly，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Confucian etiquette，
highligh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itual system of the dynasty， such as sacrificial ceremonies，weddings and funerals，
and holiday tours. Xie Tiao， as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Yongming’s new style poetry， took“Qing” as the main
style. Due to his poor political performance and moral deficiency， literary critics in Qing dynasty had a preconception
that he was“clear but not honest”. However， the profound cultiv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The Book of Songs and Chu Ci made it present the beauty of“flexible approach”. The essence of Xie Tiao’s“flexible
approach” lies in balancing the depth of classical allusion and the beauty of poetry through a graceful and smooth form
of rhyme. In fact， the emphasis on the use of Yongming’s poetry gave Xie Shi a delicate and beautiful outer shell.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Chu Ci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its ancient and tragic style.

Key words: Xie Tiao；Confucian sluggishness；flexible approach；integrating The Book of Songs and Chu Ci
［责任编辑/随 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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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隐逸文化包含了独特的文化功能、人生哲学及审美旨趣，开出了历史悠久且人文意蕴深厚的

山林传统，山林不仅是隐逸活动得以展开的空间场域，而且逐渐成为士人摆脱政治羁绊、追求心灵自由、彰显审

美意趣的价值系统，是隐逸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隐逸文化随着时代发展和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不断演化为

岩穴之隐、林泉之隐、中隐、吏隐等不同表现形态，山林传统也经历了从走进山水，到返归城市，最后回到内心的

演进脉络。士人在山林传统中所寄寓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追求，已根基于学问、贯通于性情、流溢为文章、涵泳为

襟怀，成为士人文化中至为精粹的部分。山林传统无疑是我们理解中国隐逸文化、士人山水诗画园林艺术的一

个绝佳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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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逸文化有非常悠久的山林传统，本

文所谓“山林传统”，不仅指历代隐士普遍依据

山林泉石展开具体的隐逸活动，由此形成以“林

泉之隐”或“山林隐逸”为主流的隐逸文化现象；

而且指士人依托山林表达精神追求与审美旨

趣，处理个体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由

此逐渐积淀的深厚人文传统。山林因其本身超

越世俗的自然属性和士人文化对它的价值赋

予，深刻地反映了士人对隐逸精神价值的超越

性追求和审美性体验，因而逐渐成为一个意蕴

丰富的价值系统，对士人摆脱伦理政教的缠缚、

对抗君权政治的威压、维系主体人格的独立等

具有重要的调适补充意义。隐逸的表现形态和

精神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山林传

统的变迁则是最为鲜明的体现之一。本文尝试

对山林传统的内涵及其与隐逸精神价值的动态

变迁作一番宏观描述，以阐明山林对于隐逸文

化的重要意义。

一、隐逸何以走向山林

《宋书·隐逸传序》：“夫隐之为言，迹不外见，

道不可知之谓也。”［1］2275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隐逸

主要指士人阶层疏离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外，投身

于山林草泽之中的一种“价值行为”——隐逸表面

上是退避无为，实则曲折地表达着对当权者或主

流价值观念的矫正与批评。隐逸观念渊源甚久，

无论是上古传说中的巢父、许由，还是史传记载中

的伯夷、叔齐，隐逸似乎天然就与山林关联紧密，

隐者要远离社群交际，躲避尘俗喧嚣，势必会归趋

自然，山林岩穴、江海湖泽就成为隐逸最初发生的

空间和场域。《周易》对隐逸现象的概括就印证了

上述观念，如遁卦艮下乾上，是天下有山之象，指

贤人在野，卦辞说“遁之时义大矣哉”“君子以远小

人，不恶而严”［2］171-173，指君子应观察时机，及时退

隐，才能“嘉遁贞吉”“肥遁无不利”；又如艮卦是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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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状，是止而又止，卦辞说“时止则止，时行则

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也是说要止其所

止，“君子以思，不出其位”［2］250-251，遁迹山林是隐者

审时度势、趋吉避凶的绝佳选择。《周易》对隐逸

作为一种生存处世策略进行了高度提炼。

儒道学派从思想层面对隐逸的精神价值进

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春秋时期“士”阶层的崛

起壮大，同时也标志着隐逸主体的正式确立。

士人面对礼崩乐坏、君权横暴、社会动荡，不得

已而退避政治，隐于山林草野，以人文本位之

“道”抗拒不合理的现实，于是逸民、隐者、处士

之名不绝于史传。隐士的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

逐渐明确，隐逸活动也开始从零散偶然的个体

行为转向士人群体的自觉选择，这是隐逸得以

揳入中国文化核心的根本前提。诸子百家在各

自思想体系内对隐逸进行了不同的理论阐发，

简言之，儒家将隐逸当作对道的捍卫和坚守，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并

提出“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抗争策略和权变

原则；庄子则通过隐逸表达对现实政治的全面

否弃，反对世俗功利和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异化

和扭曲。总之，“孔子以隐守道的理想坚守与庄

子以隐全天的自由追求构成了一种自我调谐的

互补机制，表明在先秦时期隐逸思想的总结已经

达到了十分成熟的文化高度”［3］，儒道隐逸理论

是中国隐逸文化的思想基础，山林传统正是在这

种互补协调的机制中应运而生的。

隐逸文化的兴盛还与秦汉大一统集权制度

的建立紧密相关。大一统集权制度使皇权得到

极度强化，彻底改变了战国时期“邦无定交，士

无定主”［4］的政治形势，也限制和压缩了士人的

生存空间，使择主而事、不可则止的游士风气被

笼络在集权政治体系之下；尤其是汉武帝时代

董仲舒改造“天人合一”的政治哲学思想以推尊

皇权，天子集圣、王于一身，政治意识形态获得

绝对权威和社会心理的普遍认同，士人不得不

通过通经入仕、认同政治本体来参与政治实践，

推行王道理想。与战国游士相比，汉代士人精

神发生根本性转变：“由王师君友沦为弄臣家

奴，失去了人格的平等与自尊；由天下游士变为

一主之臣，失去了自由意识；由布衣之士变为食

禄之士，失去了独立性；由四民之士变为儒臣之

士，失去了主体意识。”［5］政统对道统的压制，使

士人的文化理想与集权政治之间必然存在对立

冲突，当矛盾激化时，士人便隐蔽林薮，坚守独

立人格，捍卫道义尊严，隐逸“以道抗势”的文化

功能由此凸显出来。《后汉书·逸民列传序》总结

两汉隐逸之风，并指出“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故

“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6］2756，这种依托山林又

以隐守道超越于政治秩序之外的隐逸活动，就

成为中国隐逸文化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在中国

传统政治的运作模式中，代表政治权威的政统

总是压制代表文化理想的道统，使“道”蜕化为

僵固的政治意识形态，并进而假道之名来摧残

学统，造成学术依违于利禄、人格屈从于强权的

思想禁锢，也迫使士人与现实政治由亲合走向

疏离，转而通过隐逸展现批判的锋芒。隐逸以

一种潜隐的方式来抗势守道，“发潜德之幽光”，

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也

是学统得以保持开放性和思想活力的重要源

泉。尤其是汉末党锢之祸造成的士人离心和阶

层分化，社会危机带来的权威解体和人的觉醒，

都促使士人意识到自身的使命不是参与政治，

而是自觉通过隐逸活动来引领文化建设，保证

了隐逸存续道义尊严、批判专制政治的积极文

化功能。由于作为隐逸主体的士人阶层的价值

定位，以及士人与集权政治之间的人身依附和

权力制衡等复杂关系，隐士大规模、大范围且持

续不断地走向山林，就成为汉唐隐逸文化的一

种普遍模式，也由此形成了隐逸精神价值的基

本指向。

二、从“岩穴”到“林泉”：
山林传统的建立

山林不只是实体的山野林泽，更是一种价

值的空间指向和象征符号，山林是一个笼统的

概念，其内涵经过历代隐逸活动的酝酿和淬炼

才逐渐明晰和丰富起来，山林传统的建立是一

个不断累积深化的过程。山林最初只是作为隐

逸活动的外部环境或文学书写的起兴媒介，如

《诗经》中《陈风·衡门》《卫风·考槃》通过山间水

湄描绘隐士的“栖迟游息”；《楚辞·渔父》将隐者

的活动空间置于“川泽之域”，王逸注：“渔父避

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7］；淮南小山《招

隐士》则极力描摹山林的幽深诡谲、阴森可怖，

论中国隐逸文化的“山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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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隐士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恶劣，这大概是

汉人对山林的一般看法，王夫之评曰：“于空山

岑寂孤危之情景三致意焉，盖深体贤士不得已

之情。”［8］隐士据守山林，离俗独处的“不得已之

情”，多源于不满现实政治的道德义愤，其本质

仍是道势矛盾所激起的抗议和批判。古代典籍

一般将这类隐士称之为“岩穴之士”。“岩穴”一

方面突出了隐士栖居环境的蛮荒僻远，喻示着

不断强化的专制政治的网罗迫使隐士不得不遁

藏到隔绝世俗的深林薮泽；另一方面彰显了隐

士疏离无道政治、晦迹无闻清贫独守的道德尊

严，如文青云所言：“隐逸是一个坚守原则的人

在不利环境下有可能达到的最大成功；是崇高

道德理想在一个严酷难耐的现实中的权宜安

顿。”［9］“岩穴”用以描述山林传统的早期形态，

这是儒家以隐守道的思想光芒在专制政治的威

压下所展现的一种极端形态，它以岩居穴处的坚

定行动表达矫世绝俗的无声抗议，构成了隐逸精

神价值中最富有合理性和批判性的部分，也成为

后世不断多样演化的隐逸形式的一种原初范式。

险恶的自然环境和非常人所能忍受的居住

条件往往使隐士面对山林望而却步，此时隐逸

的文化功能也局限在社会政治层面。魏晋以后

兴起的“林泉之隐”，无论是隐逸的依托形式还

是精神价值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第一，与岩穴之隐“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

下”（《庄子·在宥》）的生存状态相比，林泉之隐

突出隐者对待隐居环境具备了“悦山乐水”的审

美关注。山林不再是疏离政治、全身远祸的隔

绝屏障，也不再是怀道幽隐、苦志洁行的道德象

征，而是与主体的情志意趣相融相通，“远离俗

世的自然山水也从实用的隐避所添上了精神的

价值，并且进而成为追求逍遥自适的隐逸生活

中优游观览的对象”［10］。隐者只有从岩穴的生

存忧患和政治批判的紧张感中解脱出来，才能

在流连山林野逸之趣时感受幽寻胜赏的审美愉

悦，进而间接催动了山水审美的萌芽。从仲长

统“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6］1644，到张华“君子

有逸志，栖迟于一丘。仰荫高林茂，俯临渌水

流”［11］621，到孙绰“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

长阜，倚茂林”［12］167，山林的美感特质与隐士的

精神世界深度联结起来，越来越深刻地改变了

隐逸活动的面貌。

第二，林泉之隐突出与山林泉石相亲的外

在形式，同时又强调隐逸主体远离朝市尘氛、鄙

弃仕禄荣利、崇尚清虚玄远的内在人格追求，使

隐逸的精神价值在彰显道义尊严的传统上，更

增添潇洒高逸的隐逸精神之美。在“时方颠沛”

的六朝，隐逸已经形成浓郁的山林氛围，“好山

水”的描述频繁出现在正史隐逸传的记载中，如

郭文“少爱山水，尚嘉遁。年三十，每游山林，弥

旬忘反”［13］2440，雷次宗“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

欢，实足以通理辅性，成夫亹亹之业，乐以忘忧，

不知朝日之晏”［1］2293。当时名门高士普遍有“游

玩山水，甚得适性”［1］1662的共识和风气，大德高

僧也多具“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

风”［14］的林下风流。山水游赏与隐逸精神的交

融互现，缘于魏晋以来人的个体感性的觉醒和

士人美学思潮的成熟，它首先表现在玄学对庄

子审美精神的重新发现，开启了士人山水审美

意识的萌芽和艺术创造的自觉，山水不单是精

神自由或道德品性的象征，还具备独立的审美

品格，与人的生命韵律和谐沟通。玄学自然观

对宇宙本体之道的探讨落实到对理想人格的追

求，并与庄子之隐对个体价值的重视相结合，将

山水林泉视作玄远之道的所在，自然就吸引士

人深入林壑，萧然高寄。其次表现在士人从汉

代“政治的人”的政治伦理规范中觉醒起来，重

新思考和发现生命的价值，使人逸脱于名教礼

法的束缚之外，充分发展个性自觉，这就为以道

抗势的隐逸活动注入了全新的精神力量。

在六朝人看来，希企隐逸不仅是为逃避政

争祸患，也不独为批判政治，而是顺应自然之

性、体认自然之道的必然选择。隐逸精神的审

美意味往往就在隐士“寄心松竹，取乐鱼鸟”的山

水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晋书·隐逸传序》云：

古先智士体其若兹，介焉超俗，浩然养

素，藏声江海之上，卷迹嚣氛之表，漱流而

激其清，寝巢而韬其耀，良画以符其志，绝

机以虚其心。玉辉冰洁，川渟岳峙，修至乐

之道，固无疆之休，长往邈而不追，安排窅

而无闷，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诗人《考槃》

之歌，抑在兹矣。［13］2425

先秦以来隐逸“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道

德崇高感，在此化为晋人具体的、感性的人格风

神之美，隐逸精神由此显示出从朝廷到山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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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德到尚美的时代动向。宗白华说：“晋人向外

发现了山水，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15］这里

可以理解为：山水不仅作为隐逸的物质条件，更

与隐士的生命情调、精神韵度相联，使人“神超

形越”；隐逸也不单纯借山水全身远祸，遁世逃

名，而是主动发现山水之美，在其中体玄悟道，

适性逍遥。六朝隐逸精神不仅具备道德价值，

更突出美学价值，这是孔子之隐与庄子之隐互

补融通所促成的隐逸文化的进步。

第三，从隐逸主体的社会地位来进一步观

察，六朝士族凭借政治特权、经济实力和文化优

势，使林泉之隐成为展现其生活方式和审美追

求的重要形式，山林传统在发轫阶段就烙印着

强烈的士族文化品格。士族的隐逸观念首先明

确“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11］952，又竭力沟通

朝隐的清静避世之志和小隐的山林优游之趣，

他们在理论上倡言“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

无异于山林之中”［16］，落实于隐逸实践就是在庄

园园林中肥遁高卧、啸傲山水。《世说新语·栖

逸》：“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

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

始往旧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12］778

门阀士族优厚的经济基础，使隐逸的政治意味

逐渐淡退，而趋于日常生活化和家居艺术化，庄

园园林介于朝廷和山林之间，既有丰裕的物质

保障，又能尽享自然之趣，就成为士族纵情丘

壑、满足适性之乐的一种理想追求。沈约在《宋

书·隐逸传论》中总结道：

且岩壑闲远，水石清华，虽复崇门八

袭，高城万雉，莫不蓄壤开泉，仿佛林泽。

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涧清潭，翻成

丽瞩。挂冠东都，夫何难之有哉！［1］2297

以庄园为依托，士族不但妥善处理好进退

出处、名爵羁宦与逍遥游放的矛盾，建立起一套

不必依从于朝廷政治，更能体现本阶层价值定

位的隐逸话语模式，而且在园林营造上也形成

反映士族精神旨趣的审美原则。园林的选址大

多依于山水林泽之地，建筑布局和景观安排也

尽量使人工痕迹消融于自然机趣之中，保持林

泉野逸的本色。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士族山水

园林，是六朝时期林泉之隐的一种特殊形式，它

不仅承载着士族关于仕隐矛盾、名教与自然等

价值观念的思考和解决路向，还是士族社会活

动与精神创造诸如清谈文会、山水游赏、学道养

生、交接僧佛、艺文品鉴等得以展开的文化据

点，士人园林由此成为中国隐逸文化得以生长

的重要基石，山林的文化意义也在六朝士族文

化和玄佛哲学的整体氛围中基本确立下来。

三、“愤隐”与“乐隐”：
隐逸精神价值的嬗变

魏晋南北朝至晚唐五代是林泉之隐兴盛的

时期，隐士普遍借山水以托庇形迹、感悟生命，

与自然亲切交流、与天地宇宙参化融一，成就出

啸傲于尘世之外的清逸人生和自由人格，尽管

在隐逸的主题表达和精神气质上有许多具体差

别，或以精神体玄而任真放逸、或为坎廪失职而

孤愤骚怨、或因世积乱离而凄寒苦涩，但就其总

体的精神价值而言，则都是为矫正现实政治、确

立个体价值而对政治本体作批判的纠偏、补救

和曲折追询。它表明隐逸文化在发展过程中，

总是与现实政治保持调适整合的状态，以最大

限度地保障士人的人格独立，维系情理平衡。

山林是士人消释政治压力、实现价值补偿的缓

冲场域，承载着士人意欲摆脱政治羁绊、追求心

灵自由的精神追求，使其不至于被强权暴政所

吞噬，因而越来越成为与朝廷、社会、政治体系

相对的自足价值体系。

六朝林泉之隐表面上是潇洒的名士风度和

玄远的名理沉思，其实深藏着浓郁的忧愤，其根

源仍是士人文化理想与现实集权政治之间不可

调和的矛盾。儒家价值观念经汉武帝时代的政

治意识形态化后，尽管不断遭遇冲击，但始终作

为主流价值准则支配着社会政治秩序、伦理结

构、文化观念的基本运作，具有十分强大的社会

心理基础。魏晋时期，士人并不能完全否弃既

定价值体系，只是借隐逸疏离政治来调适、批判

现实，反抗僵化的君权专制和礼法道德，无法根

本忘怀政治，因此，六朝林泉之隐不可能做到真

正的超脱。从嵇康“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其微。

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17］，到谢灵运“壮志郁

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18］603，

士人与政治之间的紧张感有赖于山林加以调和

缓冲，融入山水成为化解政治悲剧意识的重要

手段；陶渊明也是自觉将士风卑弱、道统沦丧之

论中国隐逸文化的“山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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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消解、转化在躬耕田园和醉酒适意中。山

水田园诗的出现，实质上是士人站在自然的立

场解决个体与社会矛盾问题的一种文学表达，

是士人精神的解脱欲求与隐逸文化日渐成熟的

山林传统紧密结合的表现形式。林泉之隐的忧

愤底色，反映出传统社会上升期士人与皇权关

系的磨合，既以文化理想校正现实政治，又在山

水中发现和丰富了审美化的个体心灵，正是此

阶段隐逸精神的积极价值所在。

山林传统在唐代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汉代依托天道规范人伦的“政治本体”在盛唐政

治格局内被发挥到极致，逐步完善的科举制度

促使庶族地主阶层将民间的思想文化带到朝堂

之上，将学统所倡导的文化理想提升到现实运

作层面，为政治系统注入新鲜活力，开放的文化

心态营造了包容一切的盛唐气象。表现在隐逸文

化上就是，帝王普遍“崇重隐沦，亲问岩穴”［19］5117，朝

廷“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20］1212，虽

有粉饰政治清平之嫌，却在客观上为隐逸提

供了更大限度的自由，士人则“假隐自名，以诡

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

径”［20］5594。尽管据学者统计，初盛唐时期真正的

隐士寥寥可数，唐人在心态上多趋入世，“隐逸

几乎完全沦落为文人出仕的一种手段，标志着

隐逸精神的低落与迷失”［21］。由此也可看出，

“终南捷径”反映出集权政治体制的成熟，开始

不断革除政治意识形态中某些不合理的因素，

以开明包容的心态缓和与士人文化理想之间的

固有矛盾。面对朝廷的奖掖优容、征聘恩遇，山

林隐士可以公然自陈“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

逢圣代，幸得逍遥”［19］5117，保全傲世独立的人格，

也可以借隐邀名，以隐求仕，融入主流价值体

系。唐诗中更是屡屡宣言：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

海，长揖谢公卿。（孟浩然《自洛之越》）［22］

顷来压尘网，安得有仙骨。岩壑归去

来，公卿是何物。（岑参《下外江舟怀终南旧

居》）［23］260

如何平津意，尚想尘外踪。富贵心独

轻，山林兴弥浓。（岑参《刘相公中书江山画

障》）［23］305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表明唐人虽汲汲以功

名富贵为念，但在仕途受阻或人生失意时，仍视

山林为傲视公卿权贵、彰显人格自尊的重要心

理支柱和思想资源。在相对自由的氛围中，林

泉之隐不再表现为士人社会使命与人生理想的

绝对冲突，而是多重理想人格类型的尝试，隐逸

精神尽管有沽名钓誉的庸俗化倾向，但并非趋

于衰微，而是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愈加活跃和

多元化。盛唐士人普遍具有隐逸情怀，也大多

有耕读田园、隐居山林的人生经历，官僚文人阶

层更是乐于在城郊建置庄园别业，于公退休沐

之暇践行着“亦官亦隐”的隐居方式［24］。山林恰

似士人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沟通津梁，进可以

捷径入仕，猎取功名，实现世俗的人生愿望，退

可以纵情山水，涤除烦虑，成就超轶世务的高洁

人格。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群体普遍在空静明秀

的山水诗境中表现出超旷怡悦的隐逸之乐，山

林传统触及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与社会、自然

的和谐境界，这种和谐既得之于士人对社会与

自然、政治与田园的平衡把握，将自张衡《归田

赋》、陶渊明田园诗以来诗人反复探求的仕隐价

值抉择主题圆融解决而非割裂处理，又得之于

他们对自然宇宙最高哲理的虚静观照，借此超

越于现实功利得失的圈圚之外，并转化为山水

游观的审美感受，以作为塑造理想人格的根本

依据，这是六朝山林隐逸留给唐人的重要精神

遗产。盛唐的隐逸精神，糅合了儒的进取、道的

自由和禅的觉悟，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士人心

灵空前丰富和自由的“乐隐”，反映出汉唐政治

发展到黄金阶段士人与皇权关系臻于最理想状

态，诗人笔下的山林，形成了宁静、优美、悠远、

空寂的艺术境界，体现了士人对社会秩序、自然

法则和人格自由的理解和追求，达到了隐逸文

化史上的高峰。

盛唐山林隐逸的和谐境界，是在一个短暂

的历史阶段、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中晚

唐的社会、文化危机，使这种理想状态迅速瓦

解，隐逸精神也随之发生裂变。中晚唐士人面

对国事蜩螗，朝政黑暗，逐渐丧失了进取功名、

行道救世的信心，同时由于战乱频仍，科场阻

滞，宦途蹭蹬，末世穷途，士人的生存境遇普遍

恶化，他们大多怀着幻灭、消沉、绝望的心态走

向山林，希冀通过隐逸回避现实，苟全性命。山

林传统在经历六朝的发轫、初盛唐的高涨之后，

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唐大历以后，隐逸的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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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与佛教的诱惑安慰日渐紧密，士人多寄兴于

江湖僧寺，交游僧侣、题咏兰若以抒发离尘遁世

的方外之想逐渐成为一种时代主题［25］。反映在

诗歌上，则多是境界狭窄、格调凄清，透露出露

虫病鹤式的山林幽隐情趣。晚唐隐士普遍寄身

渔樵，游心禅悦，庇借山水林泉以隔绝红尘浊

世，反而收获心境的平和恬淡、清高自足，因而

其林下风度也不乏“清寒空寂的色彩、宁静淡远

的格调、超尘远俗的风神、空灵隽永的韵味”［26］。

然而从整体来看，士人所守之道自中唐以来趋

于沉落，补救乏术，振兴无望，晚唐五代的山林

隐士既无法依照孔子之隐行义求道，也做不到

庄子之隐的逍遥超脱，因此其隐逸精神的整体

指向是无奈而苦涩的。政治本体化时代已经过

去，隐逸的价值背景也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从

汉唐时代对政治、朝廷的退避转向宋以后对社

会纷扰、人生空漠的某种疏离，隐逸文化依托山

林规范政治的实用功能实质上越来越弱，更多

体现在士人借以安慰精神、寻求解脱的心理层

次上，隐逸日益转向内心体验，而山林也逐渐心

灵化和境界化，这也是宋代以后山林隐逸重构

理想人格、重塑隐逸精神价值的基本出发点。

四、“中隐”与“吏隐”：山林传统的转型

中晚唐政治的恶化，直接导致隐逸精神价

值的裂变，山林传统也在此裂变链条中孕育着

转型的信息，其标志是“中隐”的提出。“中隐”作

为一种隐逸文化思潮，在本文中不仅指白居易

首创的“中隐”模式，还包括它在唐宋文化转型

中的诸多衍变形态（如“吏隐”），尤其是在北宋

政治文化格局内以苏轼为代表的士人对其内涵

的补充和改造。从理论到实践，“中隐”给隐逸

精神和山林传统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以山泽林

泉的自然形态为特征、突出与政治权力系统相

抗衡、远离世俗社会生活的山林，不再以超脱人

间的面貌出现，而开始走入日常居住的都市庭

园，愈加生活化和世俗化；士人借山林寄托隐逸

情怀、体味宇宙之道的方式也由向外观览转为

向内体悟，由离世绝俗转为泯除凡圣，由精细刻

画山容水色转为注重理性化的心灵自证。隐逸

精神步入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蜕变历程。

白居易提出中隐，试图在朝市与山林之间

找到一条折中之路，其理论落脚点是“致身吉且

安”［18］1765，即在物质生活丰足的基础上对人生适

意的追求。中隐思想自白居易贬谪江州时即已

显露端倪，随着日后仕宦升沉逐渐成熟。《江州

司马厅记》即云居官司马是“有志于吏隐者”，

“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27］的理想方式；领郡

杭州时所作《郡亭》：“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

烦。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18］682分司东都

时作《同崔十八寄元浙东王陕州》：“未能同隐云

林下，且复相招禄仕间。随月有钱胜卖药，终年

无事抵归山。”［18］2131最终才定型为《中隐》诗所描

述的隐逸模式。杨晓山指出中隐生活所需要的

四个要素是“政治、经济、风景和交游”［28］，具体

来说是对政治危机的主动退避和自我保全、优

裕闲适的隐居生活、私家园林中的景观营造与

玩赏、朋辈僚属间的社交需要与园林构筑的群

体风气，这与传统隐逸模式有显著的不同。

中隐思想的提出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动因。

首先，中唐以来连续不断的政治危机导致士人

价值信仰失坠的文化危机，汉唐以来的王道理

想、礼乐政治再难以为士人精神提供终极的价

值依据，政治本体遭到质疑，体现在意识形态

上，就是由传统的“天道”向世俗的“人道”过渡，

作为缓冲士人与集权政治之间矛盾的隐逸文

化，势必要在文化转型的关口对其精神价值进

行调整和转变，在处理天人关系上由天向人倾

斜。其次，受到当时流行的洪州禅的影响，士人

普遍习禅修心，以慰解现实苦恼，寻求心灵解

脱。白居易服膺洪州禅提倡的“平常心是道”，

即是将治心养性与日常生活调和起来，消泯凡

圣，融通出处，较为圆通地处理好兼济独善的仕

隐矛盾，也为他沉醉世俗感性生活，追求身心闲

适确立了思想依据。白氏晚年领闲职居洛阳，营

建园林以自娱，将中隐付诸实践，就是要努力“作

‘无为’、‘无事’的‘闲人’”［29］，将般若智慧日常

化。中隐对出处界限不再以身处朝市丘樊为判，

而着眼于“非忙亦非闲”的身闲适意，自不必刻意

远遁山林，只在都市园林中就可以获得道的体

悟。传统山林隐逸的野逸之趣，在此是通过都市

宅院的“壶中天地”得以实现的，经由叠山理水、

垒石植木等园艺技法的营造，小园形成完备的景

观体系，这不仅是对自然山水具体而微地再现，

园中的观者更以禅心转物的观念来营造全新的

论中国隐逸文化的“山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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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境界：“偶得幽闲境，遂忘尘俗心。始知真隐

者，不必在山林。”［18］696“堆土渐高山意出，终南移

入户庭间。”［18］1190“寻芳弄水坐，尽日心熙熙。一

物苟可适，万缘都若遗。”［18］716尽管只有一座土

山、一泓池水，但在“境由心造”的禅心观照下，园

主人却能获得如在真山真水之间的审美感受。

白居易中隐所彰显的世间性和日常化的审美情

调，对此后山林传统的转型有重要的影响。

宋人一方面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热

情应举入仕，努力忠君为民，重建儒学道统，投

身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又倦于宦途劳碌和仕进

沉浮，畏惧党争文祸，加上都市生活和市民文化

的刺激，白居易中隐模式得到士人广泛的服膺

和仿效，直接以中隐命名亭堂轩斋、大作中隐诗

的不在少数，还演变出吏隐、禄隐、酒隐、市隐等

名目繁多的隐逸形式。宋人沿着中隐的方向，

更加强调泯除行迹拘碍、不执随缘的出处观念，

“朝市山林俱有累，不居京洛不江湖”［30］，“君子

之出处，视时与道，亦何常之有？彼安山林而不

知出，狃荣利而不知返，皆一曲之士也”［31］，此皆

崇尚一种追求中隐又不执于中隐的非圣非凡的

心灵境界，可谓是宋人的通识。相较于“中隐”，

宋人更常以“吏隐”为话头作为诗文咏叹的主

题，集中表达此种居官任事的心态。

金门吏隐能安身，何必弃官为逸人。

（田锡《酬桐庐知县刁衎歌》）［32］490

我今方吏隐，心在水云间。（王禹偁《游

虎丘》）［32］686

不更从人问通塞，天教吏隐接山居。

（范仲淹《移丹阳郡先游茅山作》）［32］1900

平生笑山涛，非隐复非吏。今更欲似

之，颠瞑老将至。羡君负清识，于世寡所

求。能从魏阙下，径取江湖游。（刘敞《送胥

元衡殿丞通判湖州》）［32］5696

出还拥旌 ，归复傲林野。真得吏隐

趣，岂累荣名假。（苏颂《寄题徐郎中鄱阳高

居望云台》）［32］6238

“吏隐”的名目虽始于唐［33］，但在宋代更为

普遍，强调履行社会责任与耽享世俗生活并行

不悖，将隐逸化为注重个体感受的心理经验，有

效地弥合了士人处身政治羁绊与渴慕精神自由

之间的矛盾。宋人践行吏隐，多在尽心吏职、讼

理政平、民生安乐的前提下追求“以吏为隐”的

内在情志的满足，往往在公退燕息之暇、游园读

书之际表现出一种淡视宦途名利、超然荣辱得

失的从容自得的人生态度，既矫正了中晚唐以

来山林隐逸疏离现实生活的精神颓唐与价值沉

沦，又化解了中隐庸俗的实用主义因素，重新校

正了宋代隐逸精神的价值指向。宋人极力推尊

白居易，其实质是宋人在文化转型的大势下重

新解释传统天道的内涵，并将对它的悟解与实

践内化为心性自觉的体认上，以挺立精神主体，

重塑理想人格，故而服膺中隐的时代潮流又对

其内核进行改造。苏轼《灵璧张氏园亭记》：“古

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

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34］

君子是否出仕，应该像人之饮食适于饥饱一样，

出于人情，顺乎自然，而不是遵从某种外在的价

值准则和社会规范，正如禅宗所谓“饥来吃饭，

困来即眠”，一切都须以心灵的自由高蹈为前

提。这种心灵的自由建立在糅合儒释道三家精

髓的思想体系内，在肯定世俗生活的时代潮流

中将感性生命本体化，并以经过理性充分积淀

的情感直接体认生活本身，既执着于现实政治，

努力践行着儒家的事业，又能超越感性对人生

作审美观照，突出主体精神的高扬。苏轼的仕

隐观着眼于心灵自由的心理主义原则，跳出了

兼济独善、非儒即道的传统人格窠臼，而将隐逸

视作发展自我、丰富自我的手段和形式。

宋人吏隐沿着融通出处行迹、提升心灵体

悟两个方向对“中隐”模式进行补充改造，在山

林传统的安放上同样效法白居易的“壶中天

地”，更加普遍地在居宅庭院、衙署郡斋中满足

山水之思和山林之想。试看两例：

夫驰世利者，心劳而体拘，唯隐者能外

放而内适，故两得焉。……始得民家园，治

而新之，水竹树石，亭阁桥径，屈曲回护，高

敞荫蔚，邃极乎奥，旷极乎远，无一不称者，

日与方外之士，傲然其间，乐乎哉，隐居之

胜也。（尹洙《张氏会隐园记》）［35］

思贤阁之下有斋，方丈余，北乡。前有隙

地，仅一亩，叠石百拳，凿沼一泓，有乔木数

株，藤蔓络之，苍然而古，杂以桃李橘柚众芳

之植，浓阴幽香，清逼燕寝。东望砌台，西接

玉芝，北临郡圃，隔以垣墙，幽然有山林气

象，宜琴宜棋，宜饮酒赋诗，簿书狱讼止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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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堂，斋中不知也。（王十朋《潇洒斋记》）［36］

宋人普遍认同的是，唯有吏隐才能兼顾山

林之乐与仕进之责，无怪乎宋人为践行吏隐而

营治亭园成为一种时代风气。对宋人来说，山

水之思、林泉之趣不仅是迁谪转徙、山程水驿间

的观览吟咏，更是身居庙堂、心安华屋之中“一

种心理上必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

忆和追求”［37］。满足此种心理情感需要的简便

灵活的方法，便是在吏隐的人生取向下更多倚

恃主体内在心理的自我调节，山林气象自然就

在政厅郡圃的垣墙之隔幽然毕现了，六朝隐逸

所建立的山林传统愈益朝着走向都市的世俗化

方向转变。同时，这些士人化的居宅庭园具有

更加精致邃密的景观体系，并且在宋人文化艺

术体系日益成熟的整体氛围中，形成以士人幽

韵雅趣为主要审美倾向的园林境界。

从园林文化史的角度看，宋人庭园的山水

景观技艺较之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主流的趋

势是在有限的规模布局内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人

文雅趣。并且此种园囿台沼之乐，又不仅仅止

于耳目娱赏，消磨光景，而是与宋人读书谈艺、

论道讲史、品鉴书画、玩赏金石、弈棋品茗等智

性活动和精神创造紧密相关，营造出一种园林

生活艺术化中的“玩”的心态，“是以一种胸襟为

凭借，以一种修养为基础的‘玩’。它追求的是

高雅的‘韵’”［38］。园林玩赏与吏隐追求构成了

宋人别具诗意的人生态度，反映出他们以理性

把握社会人生之理的旷逸自乐的胸怀。

受理学的影响，宋人已普遍视山水亭园为

蓄养道义、进德修业之所，这是六朝、中唐士人

园林所不具备的人文蕴涵，极大地抬升了宋人

园林的文化品位。邹浩说得极为显豁：“虽居轩

冕之间，当有山林之气。士不可无山林气，节

义、文章、学术大抵皆然。何谓山林气？即纯古

之气也。达于命者不以得失为休戚。”［39］由隐逸

文化所开出的山林传统，发展到宋代已经臻于

极致，由最初的走进山水，到返归城市，最后回

到内心，士人在山林系统中所寄寓的价值追求，

已根基于学问、贯通于性情、流溢为文章、涵泳

为襟怀，显示着抗御强大政治文化压力所提举

的人格气象，园境的开拓和深掘与宋人注重养

炼心性、完善人格的精神境界浑融相契，也预示

着山林传统在宋代以后依托士人园林不断演变

的发展趋向。

中国隐逸文化所包涵的文化功能、人生哲

学及审美旨趣，使隐逸与山林有着天然密切的

联系。山林由最初的隐逸活动空间，借以传达

隐逸主体的处世策略、生活情趣、隐逸心态和人

格理想，逐渐发展为与朝廷、社会、政治体系相

对的自足独立的价值体系，表现出士人意欲摆

脱政治羁绊、追求心灵自由的隐逸精神价值。

山林传统的不断发展和人文蕴涵的深厚积淀，

也使中国人眼中的山林往往具备隐逸的文化品

格，山水诗画园林艺术中也总是透显出隐逸精

神的底色。山林传统与士人精神世界的这种价

值联系可以从两个层次加以把握：第一，在社会

政治层面，自然不受君权宰制，超越政治系统之

外，士人通过吟啸山林，投身自然，表达对社会

主流价值观的调适、校正、批判和否弃，坚守独

立人格和文化理想，这是隐逸文化相对于仕宦

传统最根本的价值所在，失去了这一层根柢，隐

逸就往往滑入隐忍退缩、沽名钓誉的功利哲学

而庸俗化；第二，在文化心理层面，隐逸精神深

刻地反映出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宗法社

会中，个体渴望逃避政治伦理束缚、向往精神自

由的深层文化心理。由于自然是可与人的生命

韵律和谐相通的自在生命体，在天人合一的传

统思维模式下，向自然复归就成为一种基于感

性而指向超越的生命体悟，是体认宇宙情怀、建

构精神家园的重要手段，因此退避政治、归隐自

然亦成为士人人格提升和心灵塑建的重要一

面，是与士人经由伦理实践、政治践履、哲理思

辨、心性涵泳等获得人格提升的传统路径迥然

有别的一条重要暗脉。前文对山林传统历史变

迁的简要梳理，反映出隐逸精神在不同政治文

化环境中的适时调整，也折射出六朝、唐宋以来

山水审美观念和诗画园林艺术形式的变化，山

林传统无疑是我们理解中国隐逸文化、士人山

水诗画园林艺术的一个绝佳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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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hanlin Tradition and the Spiritual Value of Hermit Ethos

Cheng Lei

Abstract: Due to the u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life philosophy of Chinese hermit， it has created a Shanlin
tradition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full of humanistic implications. Shanlin is not only a living space that hermits hide
themselves in，but also a value system that shows how intellectuals are eager to escape from politics，hunger for spirit
freedom and expressing their aesthetic interes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and changes of the background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Chinese hermit grows into different types， such as seclusion in rocky caves， seclusion in
landscape， seclusion in intermediate state， seclusion in government post， and so on. Meanwhile Shanlin tradition also
goes through a long process history by entering landscape， returning to city and settling down in inner spirit. The
value pursuit and aesthetic interest that intellectuals imply in Shanlin tradition has rooted in their scholarism，

connected into their human nature， emerged in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self-cultivated into their temperament， which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intellectual culture. Shanlin tradition is absolutely a best observation spot to
understand Chinese hermit and landscape arts.

Key words: Shanlin tradition；seclusion in rocky caves；seclusion in landscape；seclusion in intermediate state；
seclusion in government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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